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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译者序

人们承认，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因此，弗雷格对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弗雷格对现代逻辑的贡献和影响比较自然，因为他的工作直接影响了罗素，构成了罗素与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的基础，而后者又为现代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贡献却比较奇特。一方面，分析哲学最初形成和发展的时候，人们只知道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维也纳学派等等，而不知道弗雷格，也许，即使知道弗雷格，也不会认为他与分析哲学有什么关系。后来，人们发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著作中都提到弗雷格，感谢从他的思想中受益，人们才开始把目光转向弗雷格，阅读他的著作。也就是说，虽然弗雷格对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与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也许与其说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倒不如说是分析哲学的发展使人们发现了弗雷格。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开始阅读弗雷格的著作，并把他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和其他文字，弗雷格的思想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成为人们学习的材料、研究的对象和讨论的话题。但是，这种学习、研究和讨论不是一种纯粹史学意义上的，比如人们今天对莱布尼兹著作的翻译、学习、研究和讨论。我们看到，随着弗雷格著作的翻译和对他思想的学习、研究和讨论，分析哲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具体地说，弗雷格的一些论文，如《论涵义和意谓》、《论概念和对象》、《思想》等等，是选编率最高的文章，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文献。弗雷格的许多术语，比如涵义、意谓、函数等等，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术语。弗雷格的许多思想成为分析哲学探讨的基本内容，甚至是讨论的基础。研究弗雷格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不仅多，而且本身就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成果，这样，弗雷格也是分析哲学讨论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在人们“发现”弗雷格以后，弗雷格并没有成为一种史学的研究对象，弗雷格思想的研究本身也没有成为史学，相反，围绕弗雷格及其思想的研究不仅本身就是分析哲学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由于有了弗雷格，大家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寻［意义理论——引者注］的途径，人们循着这条途径进行探寻的劲头甚至经久不衰”
（1）

 。戴维森的这一评价大概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弗雷格的现代意义。

弗雷格的思想以文献的方式引入中国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涂纪亮先生在其《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中选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弗雷格的《论涵义和意谓》
（2）

 。后来陆续有一些弗雷格的论著翻译成中文出版，包括他的著作《算术基础》。我编译的这本《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是1994年出版的，至今已经10年。我在该书序中介绍了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包括它本身的重要性和对于理解弗雷格思想的重要性
（3）

 。在过去的10年里，许多人与我讨论过弗雷格，我也读过一些发表的文章。我感到，对于现代逻辑在弗雷格思想中的作用，原则上说人们是有清楚认识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这种意识就不是特别清楚。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认识到现代逻辑的重要性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掌握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那么遇到具体的问题，对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还是会存在着理解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会直接影响到对与之相关问题的理解。下面，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遇到的一些与理解弗雷格相关的问题归纳一下，结合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论述，具体谈一谈现代逻辑的思想在里面是如何体现的。





一、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





分析哲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弗雷格被称为分析哲学之父，因此他与分析哲学家们在遵守分析哲学的基本信条方面一定是一致的。无论这是分析哲学家们的信念，还是分析哲学家们的实践概括，也不管分析哲学家们的分析方式多么千差万别，语言成为分析的对象却是无疑的。因此，理解弗雷格的思想，首先应该对“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关于语言，弗雷格有许多论述。比如：只有在句子的联系中才能断定一个词的意谓；语言有欺骗性；要努力摆脱语言的束缚；等等。但是，与其说弗雷格的语言分析方式表现在对语言的那些具体的直接论述，不如说是体现在他在阐述他的思想理论的全部过程中。概括地说，他总是在论述句子、专名和概念词；或者，他从句子、专名和概念词出发来论述其他东西。他的这种论述方式是极其清楚的。比如，他在句子区别出涵义和意谓，在专名和概念词也区别出涵义和意谓；他讨论的是句子的涵义和意谓，专名的涵义和意谓，概念词的涵义和意谓，但是他的出发点始终是句子、专名（专名）和概念词。也就是说，他总是从句子、专名和概念词出发来讨论问题。

一个直观的问题是，弗雷格是在讨论句子、专名和概念词吗？不是。句子、专名和概念词仅仅是弗雷格讨论问题的出发点。而他讨论的则是句子、专名和概念词所表达的东西。句子、专名和概念词都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但是它们所表达的东西却不是语言层面的。也就是说，弗雷格从语言出发，通过句子、专名和概念词来讨论它们所表达的东西。这样一来，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就得到明显的区别。

句子、专名和概念词都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其中，句子是一个整体，是言语表述的基本单位。专名和概念词则是句子的构成部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是并列的，而是如下图所示：

［图示1］

句子：专名／概念词：

（或者）句子：专名／专名

（或者）句子：概念词／概念词

一个专名和一个概念词可以组成一个句子，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可以说是日常语言中最简单的句子，也是一种最简单的句式。以下我们常常仅谈这种句式。当然，两个专名也可以组成一个句子，如“晨星是昏星”。两个概念词也可以组成一个句子，如“哲学家是思想家”。毫无疑问，句子的形式实际上还要复杂得多。但是以上描述至少反映了一些最基本的句子情况。最主要的是，这样的分析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对语言的句法描述。有了这样一种句法描述，就可以从语言出发，进而探讨语言所表述的东西。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还可以看出，在弗雷格所考虑的这个语言层面上，最重要的东西显然是句子。因为句子是一个整体，而专名和概念词只是句子的构成部分。这一点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它对于理解弗雷格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不到涵义与意谓的区别。因此可以说，语言是出发点，而涵义和意谓不是这一层面上的东西。





二、思想和真值





对语言有了一种基本的句法认识，就可以由此出发来探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那么，如何进行这样的探讨呢？弗雷格的方式就是区别涵义和意谓。

我曾经非常强调弗雷格对句子的涵义和意谓的区别
（4）

 。这一基本思想是：句子的涵义是句子的思想，句子的意谓是句子的真值。抛开这一区别本身的重要性不谈，仅从理解弗雷格的角度说，这一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从语言的层面向非语言层面的过渡，即向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过渡中，这一区别尤其重要。请看下面的图式：

[图示2]

（语言）句子：专名　　　　／概念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对象　　　　／概念　　　　

如果说语言是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涵义和意谓却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且它们也不是研究的对象。如果一定要说它们是什么，我认为可以说它们是一种区分媒介。因为利用这一区别，可以对语言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就是说，通过区别涵义和意谓，可以从对句子的探讨过渡到对思想和真值的探讨。由于句子由专名和概念词组成，因此在探讨句子的思想的时候，要探讨思想的部分，而在探讨句子的真值的时候，要探讨对象和概念。在弗雷格的著作中，这样的表述是清楚的，这样的区别也是清楚的。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区别，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弗雷格实际上是探讨了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是思想，另一个层面是真值。下面我们结合弗雷格的具体论述来说明这一点。

《论涵义和意谓》是弗雷格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也是他专门论述涵义和意谓的最主要文献。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这篇文章区别了涵义和意谓，并把这种区别用于专名和句子，但是他最主要论述的是意谓，而不是涵义。首先，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尽管句子的涵义是思想，也是清楚的，而专名的涵义是什么却不是那样清楚。根据弗雷格的说法，专名的涵义就是它的“给定方式”
（5）

 。什么是给定方式？我们充其量只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句子的出现方式就是它的给定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亚里士多德”这几个字的组合来理解它的涵义。难道这能算是对专名的涵义的明确说明吗？引人注意的是，弗雷格甚至认为，人们关于专名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没有关系，“只要意谓相同，这些意见分歧就是可以忍受的”
（6）

 ，换句话说，只要专名的涵义不影响到专名的意谓，因而不影响句子的真值可以了。可见它多么地不重要。后来在其他论著中，弗雷格说：“专名的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
（7）

 。这个说明比前面的要明确一些，但是我们仍然只能知道，专名的涵义是思想的部分，或者引申一步，是不完整的思想。对专名涵义这样的说明当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其次，该文主要探讨的是句子，而就句子本身来说，该文主要探讨的是意谓，或者说，通过意谓，探讨句子的真值。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得很清楚。第一，专门谈论专名的地方很少，而通篇几乎都在谈论句子。尽管在文章开始谈到专名，在文章结束又回到专名，但是全文并不是在谈论专名。这一点仅仅从文章谈论句子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第二，围绕句子的意谓，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但是单纯围绕专名，却没有得出什么与意谓相关的结论。比如，如果一个句子的意谓就是它的真值，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意谓，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意谓
（8）

 。这显然是关于句子的意谓方面，即真值的重要结论，与专名没有任何关系。又比如，如果一个句子的意谓就是它的真值，那么，若是把这个句子的一部分代之以另一个意谓相同而涵义不同的部分，则这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
（9）

 。这个结论显然也是与句子的意谓，即真值相关的重要结论。其中所谈的可替代部分虽然涉及专名，但这是围绕着句子在说的，特别是，它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句子的真值。比如，“《工具论》的作者”和“亚里士多德”的意谓相同，即它们所表达的对象相同，因此，用它们进行互换，因而从“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句子得到“《工具论》的作者是哲学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

第三，对于思想，即句子的涵义，弗雷格主要是在《思想》一文中探讨的。在那里，他明确地说，思想是我们“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
（10）

 。这种说明不难理解，因为思想与真是句子的两个层面的东西。在关于思想的探讨中，弗雷格同样得出许多重要结论。比如他有一个与思想相关的划分
（11）

 ：

（1）对思想的把握——思维

（2）对思想的真的把握——判断

（3）对判断的表达——断定

根据（2）中对判断的表达，（3）也可以表达为“对思想的真的把握的表达”，因此，思维、判断和断定是围绕思想做出的区分。这一区分是不是有道理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无疑非常清楚。而且从这一区分可以清晰地看出思想的对象性，即它是可把握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这一区分中涉及到真，即其中的（2）和（3）都与真有关。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弗雷格要区别句子，因为一方面，许多句子与真没有关系，即使是断定句，在一些情况下也没有真，比如虚构、戏剧里的断定等等。另一方面，在涉及科学的地方，思想与真密切相关，甚至断定句本身就包含着真。这说明，弗雷格并不是随意地探讨思想，而总是围绕着真来探讨思想。这是因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涵义和意谓是从句子的可判断内容区别出来的东西
（12）

 ，因此，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论涵义和意谓》和《思想》是弗雷格非常重要的两篇论文，它们分析探讨了句子的意谓和句子的涵义。按照以上分析，它们实际上是分别探讨了句子的真值与句子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探讨与图式1和图式2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没有探讨概念词及其相关的东西。按照弗雷格的说法，对概念词的探讨是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即在《对涵义和意谓的解释》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中。

在《对涵义和意谓的解释》中，一方面，弗雷格明确地说，概念词的意谓是概念
（13）

 。另一方面，尽管他明确地说，概念词有相应于专名那样的涵义
（14）

 ，概念词也必须有涵义
（15）

 ，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说明，概念词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而从这篇文章来看，他探讨的重点又是在概念词的意谓，而不是概念词的涵义。由此他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果。比如，由于概念词的意谓是概念，而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因此概念词的意谓与概念的外延是不同的。这样就区别出，概念词的意谓与传统所说的概念的外延不是一回事。又比如，由于概念词的意谓是概念，而专名的意谓是对象，因此专名的意谓与概念词的意谓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这样就得出，对象与概念是不同的。

弗雷格的思想是清楚的。根据图式2，句子、专名和概念词都是语言层面的东西。由此出发可以区别出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是思想和思想的部分，另一个层面是真值、对象和概念。这样，人们既可以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也可以在真值的层面上进行探讨，当然还可以结合这两个层面一起进行探讨，但是这两个层面必须区别清楚。比如，弗雷格虽然详细探讨专名的意谓，认为它对于确定句子的真值很重要，但是却认为它“对于纯思想内容不重要”
（16）

 。这种看法与人们的直观似乎有矛盾，因为专名的对象对于句子表达的思想怎么能不重要呢？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在弗雷格这里，真值、对象和概念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而思想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从真值的角度说，专名的对象是不是存在，是什么，一定会影响到句子的真值。但是由于专名的对象与思想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它对理解句子的思想就没有那么重要。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对于“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样一个句子，“亚里士多德”的涵义可以是“《工具论》的作者”、“亚力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从思想的层面上说，哪一种涵义都可以，但是从真值的层面上说，“亚里士多德”所表达的对象才是至关重要的。





三、对象和概念





在认识到这样的区别以后，我认为，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对象和概念的关系。

从图式2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象与概念是不同的，表达它们的语言也是不同的。这样，我们从语言形式上就得到了一种区别对象与概念的方法。专名表达的是对象，概念词表达的是概念。但是，对象与概念到底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从图式2却看不出来。不过，对于这样的关系，弗雷格在《算术基础》、《论概念和对象》、《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解释》等许多论著都有说明。他认为：

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化归为这种关系。
（17）



应该说，这一说明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这一说明的理解仅仅依据涵义和意谓的区分就不够了。正像弗雷格所说，这必须与他关于函数和概念的论述结合起来。在弗雷格看来，概念是不完整的，需要补充的，而对象是完整的，可以补充概念。概念一旦得到对象的补充，就产生一个真值，相应的语言表达则是一个句子。因此概念与对象的关系就像数学中函数和自变元的关系。还是以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哲学家”是一个概念词，它的意谓是哲学家，因此“哲学家”本身是不饱和的，可以用符号表达为“F（　）”，这里的F表示“哲学家”，括号表示留有一个空位，因此这个符号表达式或函数是不完整的。如果以“亚里士多德”（a）来补充，就得到F（a），即“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由此我们看到，F（a）不再是一个函数，因为它包含了不是函数的东西a，因而有了一个确定的值。相应地，“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则很清楚，它是一个句子，而且是真的。如果我们以“侯宝林”来补充“哲学家”，就得到一个假句子。这里可以看出，以不同的对象补充概念，所得结果是不同的。概念由对象来补充，或者对象补充概念，这就是弗雷格所说的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基本涵义。这种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也说明了对象与概念的根本区别。

即使以上说明是清楚的，但是它充其量只解释了以上引文中的第一句话，而对于“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化归为这种关系”这句话并没有任何说明。也就是说，它只说明了图式2，而没有完全说明图式1，因为图式2只有“句子：专名／概念词”的情况，而图式1还有“句子：概念词／概念词”的情况。如果说在图式2还可以看出对象处于概念之下的意思，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那么在图式1就无法看出这种意思，比如“哲学家是思想家”。因为后者没有专名，只有概念词，因而我们根本看不到对象与概念的关系，而只看到概念与概念的关系。

在这里，弗雷格理论的两点重要意义十分突出的显示出来。第一点，概念是不完整的，需要对象来补充。由于有对概念这样明确的说明，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它不仅适用于“思想家”，而且也适用于“哲学家”。也就是说，无论概念词出现在语法谓语还是出现在语法主语的位置上，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这种性质是不会变的。第二点，概念词的意谓是概念。这就说明，当概念词同时出现在主语和谓语的位置上的时候，它们仍然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它们的意谓也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它们不会由于语法位置的不同而在表述和表述的东西的层次上发生区别。由于有了这样两点，我们对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首先，我们摆脱了句子的语法结构的限制。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句子中的主语表示的是对象，而谓语是对主语所表示的对象的说明，因而表达的是性质。而根据弗雷格的理论，概念词的意谓是概念，因此无论它出现在句子中主词还是谓词的位置上，它的意谓都是概念。由于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是对象处于概念之下，因此，即使概念词出现在句子中主语的位置上，仍然掩盖不了它的谓词性质。比如在“哲学家是思想家”中，“哲学家”虽然是语法主语，但它仍然是概念词。因此，这个句子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东西是哲学家，那么这个东西是思想家”。这里，“是哲学家”和“是思想家”不仅形式是一样的，而且作用也是一样的。这里，前件中的“一个东西”和后件中的“这个东西”表示相同的对象。

其次，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量词的认识。“所有”、“每一个”、“有的”这些表示数量的词一般都在概念词前面，比如“所有哲学家都是思想家”。在确定了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以后，由此也很容易得到弗雷格所揭示的量词表述：

对任一x，如果x是哲学家，那么x是思想家。

这表明，量词是对概念词的限定，因而是比谓词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下，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这个句子在日常语言的层面上表达的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仍然表达了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揭示量词的意义，这样的关系得到清晰的刻画。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上述引文的第二句话，即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化归为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再引申一步，语言中时常有量词不出现的情况，比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固然可以仅仅从语法的层面上理解这句话，但是根据弗雷格的思想，这句话所表达的涵义仍然可以划归为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18）

 。





四、几个疑难问题





以上从涵义与意谓的区别出发，解释了如何理解弗雷格的一些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疑难问题，这里我仅说明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问题。

其一，弗雷格在《论涵义和意谓》这篇文章中用了非常大的篇幅解释从句，而且他主要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说明。特别是，他认为从句的意谓不是真值，而是思想。对此，人们的疑问是很大的。

前面我们说过，弗雷格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出发来探讨句子，并且重点是在对句子的意谓的说明上。因此，他实际上是对句子的真值情况作出解释。应该看到，弗雷格这是基于他的逻辑理论，对句子提出的语义说明，因此他必须考虑他的说明的有效性。弗雷格的逻辑理论是一阶逻辑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典型的外延的和二值的。因此他对句子的说明必然带有这种理论的特征。比如，前面我们谈到的他在句子的真值方面得出两条重要结论，一是所有真句子有共同的真值，所有假句子也有共同的真值，二是一个句子的一部分被代之以一个真值相同的部分，该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这两条结论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一阶逻辑的性质。问题是，日常表达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弗雷格的说明自然遇到了许多问题。从句就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种情况。

直观上说，从句也是句子。既然句子的涵义是它的思想，句子的意谓是它的真值，那么，从句的涵义是不是它的思想呢？从句的意谓是不是它的真值呢？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仅仅用一阶逻辑是无法处理的。弗雷格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从今天的逻辑成果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弗雷格的这部分探讨涉及非常丰富的内容，至少包括命题态度、索引词、条件句这三类。前两部分内容相当于今天内涵逻辑处理的东西，后一部分探讨则属于条件句逻辑。弗雷格没有今天条件句逻辑和内涵逻辑的成果，因此没有能够以系统的方式对这些情况进行处理。但是他看出了这里的问题，而且以他对涵义和意谓的区分，说明从句的意谓不是真值，而是思想，从句的涵义不是思想，而只是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他不仅指出了从句存在的问题，而且从涵义和意谓的角度，对从句进行了说明。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弗雷格主要说明的还是从句的意谓。而且他探讨从句的最终结果依然是要说明，“为什么把一个从句代之以另一个具有同样真值的句子并不总是损害整个主从复合句的真值”
（19）

 。

其二，弗雷格在《思想》一文中用了大量笔墨探讨“我受伤了”。虽然他的说明详细而清楚，甚至明确地说听者可以在“那个眼下正向你们说话的人”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这里的“我”，尽管他要区别表象与思想，但是直观上他的讨论仍然给人以烦琐的感觉，以致使人们不太明白这样的讨论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索引词的问题，因而也涉及到内涵语境的问题。句子的思想是我们借以考虑真的东西。但是在涉及“我”、“你”、“他”，以及时间、地点等索引词的时候，句子的真要依赖于句子中这些词的涵义。比如，“我是哲学家”这句话，亚里士多德说就是真的，而侯宝林说就是假的。弗雷格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这样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说明。他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的结论——思想是我们借以考虑真的东西——不出问题。

其三，弗雷格探讨“马这个概念不是概念”。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牵涉到翻译。“马”是概念词，它的意谓是概念。但是为什么“马这个概念”会不是概念呢？同样，“数”是概念词，它的意谓是概念，可是为什么“4这个数”就不是概念了呢？在德文中，这两个表达都是以定冠词打头的（而中文只能以“这个”来表示定冠词，并且无法把它放在词头）
（20）

 。而这里的定冠词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过，弗雷格是从语言出发，因此对语言的句法描述就非常重要。否则面对复杂的语言表达，找不到切入点，探讨就无法进行。弗雷格对语言的切入点是“句子：专名／概念词”，因此句子、专名和概念词都必须有明确的句法形式。句子和概念词是清楚的，而专名在弗雷格那里虽然是广义的，即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但是它的句法形式是明确的，除了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名外，带有定冠词或指示代词的表达式就表示专名
（21）

 。因此，弗雷格在探讨中不仅必须严格依据他自己的句法区分，而且也要依据这样的区分来说明问题。正是依据这样的区分，他发现了日常表达的问题。当人们不经意地使用定冠词的时候，所使用的概念词悄悄改变成专名，因而其所意谓的概念也悄悄改变成对象，这样就使我们讨论的东西发生变化。弗雷格的说明是重要的，这里的思想也是深刻的。试想一下，“人是动物”与“人是两撇”所表达的“人”是相同的吗？而其间的变化又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弗雷格的著作无疑有非常清楚的一面，尤其是他关于句子的真值的论述；同时他的著作也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是因循他的概念文字，即他的逻辑理论，无疑是一条很好的理解他的思想的途径。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就是他的意义理论。这一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其中，关于所指的理论是其关于涵义的理论的基础
（22）

 。达米特所说的弗雷格关于所指的理论，就是我这里说的弗雷格关于意谓的论述。说法虽然不同，当然可能也牵涉到许多更深层次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但是从达米特的这一论述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弗雷格在涵义和意谓确实区分出不同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看出这一区别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由此也说明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所起的作用。我认为，从语言出发来探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弗雷格研究哲学的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中起主要作用的却是他的逻辑理论。在弗雷格的著作中，逻辑的这种作用有时候表现得明显，有时候则不太明显。但是无论明显还是不明显，理解这种逻辑理论，理解这种理论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弗雷格的思想却是至关重要的。





五、关于翻译中的几个问题





这次再版，我对原版重新校对了一遍，并对几个名词术语进行了修正。

第一，把“意义”（Sinn）改为“涵义”。最初翻译弗雷格著作的时候，我很少看中文著作，因此对国内学界的情况了解不是太多。我在第一版序中说明了为什么使用“意义”而不用“涵义”的理由。这次改用“涵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最近一些年来，我看了许多国内文献，发现大家比较愿意使用“涵义”一词，而且这两个词的差异不会给理解弗雷格的思想造成问题，因此我觉得应该和大家保持一致。另一个原因是，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在这一理论下，既有关于涵义的讨论，又有关于意谓的讨论。因此区别一下也有好处。不过为了慎重，我还是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江怡研究员。他赞同我的修改，认为这样便于学界以后文献的引用和讨论。

第二，把“满足的”（gesaettigt）改为“饱和的”。这是弗雷格讨论函数时的一个重要概念。当初翻译弗雷格的时候，主要是想便于广大没有数学和逻辑背景的读者理解弗雷格的思想，而且觉得“满”和“足”也有“饱和”的意思，因此没有使用“饱和的”这一数学用语。在过去的讨论中，我觉得这方面的理解问题并不是很大，因此这次做了修改。

第三，把“实真”（Wahrsein）改为“是真（的）”。关于“是”（Sein）的问题，我当初就意识到了，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和复杂性，考虑到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我没有敢轻易地用“是真（的）”来翻译。如今我的相关论述和观点已经得到详细阐述，因此这次做了修正，并且相应修正了相关译文。

除了以上名词术语的修正外，这次再版还增加了《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解释》这篇文章，这样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主要相关论述就都有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启伟先生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译本的前7篇文章，指出了其中的一些翻译问题和错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新文博士也指出了原译本的一些错误，在此我对陈启伟先生和刘新文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　路

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注　释


（1）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页。


（2）
 涂纪亮先生书中为“论涵义和指称”，见：《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
 我在《弗雷格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又继续强调了这一问题。


（4）
 参见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


（5）
 参见本书第96页。


（6）
 参见本书第97页注释。


（7）
 参见本书第243页。


（8）
 参见本书第104页。


（9）
 参见本书第104页。


（10）
 参见本书第132页。


（11）
 参见本书第134—135页。


（12）
 参见本书第85页、第126页。


（13）
 参见本书第120页。


（14）
 参见同上。


（15）
 参见本书第128。


（16）
 参见本书第244页。


（17）
 参见本书第120—121页。


（18）
 参见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6页。


（19）
 参见本书第119页。


（20）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概念马”或“这个数4”，这样，定冠词也有了，也到词头了。但是这样用中文表达就会比较别扭。


（21）
 参见本书第82页、96页；弗雷格：《算术基础》，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9页。


（22）
 参见Dummett,M.:Frege:Philosophy of Langu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译　者　序

弗雷格（Gottlob Frege）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他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也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

1848年11月8日，弗雷格出生在德国维斯玛。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弗雷格（Alexander Frege）是当地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他的母亲名叫奥古丝蒂·比娅罗布洛特基（Auguste Bialloblo teky）。弗雷格在维斯玛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1869年，他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上了耶拿大学。他先在耶拿大学念了两年，然后去哥丁根大学念了五个学期，先后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等课程。1873年，他在哥丁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论在平面上对想象图像的几何描述”。1874年，他以论文“基于量概念的扩展而建立的计算方法”申请并获得耶拿大学数学系的授课资格。1879年在他发表了《概念文字》之后，他被任命为该校副教授。1896年，他被任命为该校名誉教授。1918年，他在执教44年后退休。

弗雷格在执教期间，讲授过数学的各个分支和他建立的逻辑系统。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曾短期听过他的课。由于他使用的符号和构建的逻辑体系不太容易为人接受，听他课的学生常常是屈指可数。学校对他的教学评价不高。

1879年他发表了《概念文字》。此后他更深入地研究逻辑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于1884年发表了专著《算术基础》，并于1893年出版了《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一卷。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论文：如《函数和概念》（1891年），《论概念和对象》（1892年），《论涵义和意谓》（1892年）。然而，他的思想新颖而深奥，他使用的符号令人感到复杂而陌生，以致他的这些成果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1902年，当他的《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二卷正在付印时，他收到了罗素的一封信。罗素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但是指出他的逻辑系统导致矛盾的可能性，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为此，他感到震惊。他在为该书补写的一个后记中说：“在工作之后发现那大厦的基础已经动摇，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了。”罗素悖论的发现对他的打击很大，他似乎再也没有能够恢复过来，以致他放弃了原来准备出版《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三卷的计划。

1925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怀着不平、忧郁的心情于巴特·克莱嫩与世长辞，享年77岁。今天，人们给予弗雷格极高的评价，恢复了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他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人们广泛地应用。弗雷格在天有知，必然感到无比欣慰。

1879年，弗雷格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虽然他在世时这部著作和他本人一样几乎默默无闻，但是今天却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和重视。逻辑学家们认为，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概念文字》的发表标志着现代逻辑的开始。哲学家们认为，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第一人，是语言哲学之父，而他的许多思想，譬如关于意义和意谓的思想都发源于《概念文字》。因此，研究《概念文字》对于研究弗雷格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逻辑和哲学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这里着重介绍并探讨弗雷格关于构造概念文字的思想，以及概念文字在逻辑和哲学方面的意义。





1．关于构造概念文字的思想





弗雷格构造概念文字不是凭空想象的。他想证明，逻辑包括算术和所有可以化归为算术的数学分支。他在研究逻辑和算术的关系时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推理过程完美无缺；而当他致力于研究如何满足这种最严格的要求时，他发现语言的缺陷，认识到语言的不完善性是实现严格性的障碍，这种不完善性到处出现，语法关系越复杂，就越不能达到他所要求的那种精确性。因此他必须修正现在使用的语言，由此他产生了构造一种概念文字的思想。正像他自己说的，这种概念文字也叫“纯思维的形式语言”。

在《概念文字》这部著作中，弗雷格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概念文字，以及用这种形式语言构造的逻辑演算系统。除了在序言中，他没有很多地谈论语言的不完善性，在他后来发表的以及没有发表的论著中，他多次明确地指出并且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就一般的语言缺陷来说，他认为，“在科学的较抽象部分，人们一再感到缺少一种可以避免别人的曲解又可以避免自己思想中错误的工具。这两个问题的原因都在于语言的不完善性”（《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在涉及保证思维不犯错误的地方，语言是有缺陷的”（同上）。就语言在表达逻辑规律方面的缺陷来说，他认为，语言不受逻辑规律的支配，遵守语法并不能保证思维活动形式的正确性，“语言中恰恰没有严格确定的推理形式的范围，以致无法将语言形式方面完美无误的进展与省略了中间步骤区别开来”（同上），“逻辑关系几乎总是仅仅被语言暗示出来，任凭人们去猜测，而并没有真正被表达出来”（同上）。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弗雷格并不只是感到、而是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缺陷。为了逻辑研究，为了演绎体系的构造，必须重新构造一种语言，这是一种自觉的努力。

在构造概念文字的过程中，弗雷格借鉴了两种语言，一种是传统逻辑的自然语言，另一种是算术的形式语言。

传统逻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影响根深蒂固。弗雷格一开始也是使用传统逻辑的表述方式。当他发现行不通时，才抛弃了这种表述方式。他承认，“在第一次设计一种形式语言时，我受到语言例子的诱惑，用主词和谓词构造判断。但是不久我就确信，这对我独特的目的是有妨碍的，并且只会导致毫无用处的详述”（《概念文字》）。他认为，区别主词和谓词只能造成歪曲。他还认为，传统逻辑对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的区别“其实不是对判断的区别，而是对内容的区别”；对直言、假言和选言判断的区别“只有语法意义”；对必然判断和直言判断的区别在于“前者暗示普遍判断的存在，由此可以推出句子，而后者没有这样的暗示”（同上）。因此，传统逻辑的这些区别对于构造他的形式语言没有什么意义。

弗雷格是一位数学家，他自然而然地借鉴了数学的形式语言。但是他不是机械地模仿数学的个别形态，而是从数学形式语言的整体思想方面汲取营养。正像他所说，他的概念文字与算术形式语言最相近的地方在于使用字母的方式。他虽然以数学的形式语言为典范，却不是生搬硬套，他明确指出：“算术的形式语言缺少逻辑联结词的表达；因而不能说它是完全意义上的概念文字”（《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他希望构造这样一种概念文字：“它必须有逻辑关系的简单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限制在必要的数量之内，必须能够被人们简便而可靠地掌握。这些形式必须适合于与内容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必须力求简明，以便能够充分利用书写平面的二维广延达到描述的清晰。有内容意义的符号非常少。一旦出现普遍的形式，就能够很容易根据需要制造这种符号。如果看上去不能或者不必把一个概念分解为其最小组成部分，那就可以满足于暂时使用的符号”（同上）。实际上，他借鉴了数学的形式语言和传统的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用表示逻辑关系的符号补充数学的形式语言，最终创造出他的概念文字。

使用字母表达推理形式，提出构造形式语言，这些都不是从弗雷格才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中就使用了字母表达一般概念，从而清楚地揭示出三段论的推理形式。譬如三段论第一格第一式就表述为：如果P属于每个M并且M属于每个S，那么P属于每个S。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不仅使用了字母，而且使用了“属于”这样一个词。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属于”这个词在古希腊自然语言中很少这样使用，它是亚里士多德为了构造三段论系统创造的“术语表述”，使命题中主项和谓项变得更清楚了。在希腊语中，对于“S是P”这样的命题，S和P的主谓关系是不清楚的，因为主谓的位置是不固定的，从语法形式上看，S和P都是主格，从语言习惯上说，P可以是谓词，也可以是主词，同样，S可以是主词，也可以是谓词。但是在“P属于S”这样的命题中，S和P的主谓关系是清楚的，因为它们由语法形式的“格”得到区别，P是主格，S是第三格。因此，这种表述方式对于区别出主谓关系是十分有益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使用“属于”这样的术语，为什么要使用字母表示一般概念，但是他这种做法至少说明，他感到自然语言对于构造和表述他的三段论系统是不够理想的。

莱布尼兹明确地提出建立一种普遍语言的思想，他希望这种语言能够提供一种推理演算的结构，从而使人们很容易进行形式推理；借助这种语言，所有推理的错误都仅仅成为计算的错误。如果人们发生争论，那么只要坐下来，拿出纸和笔进行演算就可以了。但是他仅仅是提出了这种思想，他没有提出一个详尽的、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方案，也没有具体地对这种方法进行技术性的讨论。因此他的这个伟大理想在他那里没有实现。

弗雷格虽然不是提出构造普遍语言的思想大师，却是实现这一理想的艺术巨匠。他虽然也是用符号表述推理，却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局限在自然语言的语法形式中，而是突破自然语言的束缚，构造了一套形式语言。他不仅尝试用这种形式语言表达推理的形式和规则，而且成功地构造了第一个初步自足的逻辑演算系统，终于使逻辑这门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科学在他的手中获得新生。虽然他使用的符号不利于印刷，今天不被人们采用，但是他为现代逻辑提供了构造形式语言的方法。从他开始，现代逻辑走上了形式化的道路。今天，当我们普遍应用现代逻辑并以此在众多的领域获得巨大成功时，我们已经感到习以为常。然而，回顾弗雷格的工作，尤其是他对数学和逻辑这两门古老科学的语言的研究、分析、批判、借鉴、创新的工作，我们确实感到他的概念文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成就。

然而，这还不是概念文字这种形式语言的全部意义。弗雷格正是通过自己的这项研究工作，充分认识到语言的不完善性给人们的推理以及给科学工作带来的困难。他对语言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和论述，他从概念文字这一工作发展起来的许多思想，譬如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论述，把语言、语言的意义分析提到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在现代哲学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2．构造概念文字





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的构造过程中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其中有两点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他取消了主词和谓词的区别，引入“├”这个符号作共同的谓词。

弗雷格认为，句子和句子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有些句子形式不同，表达的思想却是相同的。例如“在普拉蒂亚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和“在普拉蒂亚波斯人被希腊人战胜”这两个句子形式不同，内容却是相同的。他称句子表达的内容为概念内容，他认为只有概念内容对他的概念文字才有意义，因此不必区别概念内容相同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词和谓词的区别是说者为引起听者的注意并使之产生某种心理上的影响而采用的，而概念文字中没有与之相应的东西。概念文字“在判断中仅考虑对那些可能的结果
 有影响的东西，一个正确推论所必要的所有东西要全部表达出来；但是不必要的东西一般也不用提示；不能有任何东西任人猜测
 ”（《概念文字》）。他认为，在他的语言中应该把“阿基米德在锡腊库斯占领时期丧生”这个句子表达为“阿基米德在锡腊库斯占领时期的惨死是一个事实”。这样，对整个判断将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谓词，即“是一个事实”。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所谓“谓词”，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谓词。正是根据这种思想，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引入了第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处于表示判断内容的符号的左边。它由一条水平线“—”和一个竖杠“│”组成。前者叫做内容线，后者叫做判断线。它们可以和表示判断内容的符号整体联接起来。譬如，A是一个表示判断内容的符号整体，这样就可以有“—A”和“├A”。“—A”不表示判断，它只能使人们想到A表示的那些内容。“├A”则表示判断。

弗雷格的这个思想有两点重要意义。

第一，对句子、句子表达的内容和对句子表达的内容的判断做出区别。这里实际上涉及语言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的区别。只有句子表达的内容与概念文字有关，而涉及产生心理作用的东西与概念文字没有关系，这就把逻辑研究的东西与心理学研究的东西区别开来。后来在《思想》一文中，弗雷格进一步论述并且发展了这一思想。那里，他区别出a．思维——对思想的把握，b．判断——对一个思想的真的肯定，c．断定——对判断的表达。他认为，在他以前尚未有人对思想和判断做出足够的区别，原因在于语言。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自文艺复兴以后，传统逻辑把逻辑称为“思维的艺术”。在传统逻辑教科书中，逻辑学与心理学是混在一起的。这对于逻辑学科的发展是极大的障碍，也给人们对逻辑科学的认识带来困难并造成混乱。而弗雷格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这种局面的改观，越来越明确了逻辑研究的对象，从而使逻辑与心理学区别开来。

第二，打破了传统逻辑的体系结构，建立了现代逻辑的体系结构。传统逻辑的体系结构是概念、判断、推理。这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的顺序安排的，也反映出传统逻辑对思维过程的认识，即先形成概念，由概念形成判断，由判断形成推理。但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一开始就是把判断作为一个整体引入的，而不是先引入概念。这样就直接进入对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即进入推理的研究，更充分地显示出逻辑这门科学的性质。现代逻辑就是根据弗雷格的这种思想，先构造命题演算系统，然后构造谓词演算系统，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现代逻辑的发展及成就成功地说明弗雷格先引入判断这一思想是非常出色的，也是正确的。

（2）他引入了函数和自变元。

弗雷格先引入判断，并且不区分主词和谓词，这并不是说他不分析概念。实际上，他是从对判断的分析深入到概念的。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他借用了数学的两个概念：函数和自变元。他认为，一个句子表达了一种关系整体，其中一些词总是可以由另一些词替代的，因此一个句子表达式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表达整体关系的固定部分，另一部分是可由其他的词或符号替代的部分。前者叫做函数，后者叫做它的自变元。譬如对“氢气轻于碳酸气”这个句子，可以把“氢气”看做自变元，把“轻于碳酸气”看做函数，用其他一些词譬如氮气替代氢气，这个句子的意义就发生变化；也可以把“碳酸气”看做自变元，这样“氢气轻于”就是函数。对此，弗雷格有一段精确的说明：“如果在一个其内容不必是可判断的表达式中在一个或多个位置上出现一个简单的或复合构成的符号，并且我们认为在所有位置上或几个位置上可以用其他符号、但是只能到处用相同符号替代它，那么我们就称这种表达式所表现出的不变的部分为函数，称可替代的部分为其自变元。”

概括地说，φ（A）表示以A为自变元的函数，├φ（A）读作：“A有性质φ”。

ψ（A，B）表示以A和B为自变元的函数，├ψ（A，B）读作：“A与B有关系ψ”。

在数学中，一般自变元是数，数是个体的东西或对象，函数则是一种关系。当弗雷格把这种思想引入概念文字中时，他实际上是用自变元和函数取替了主词和谓词概念。由于自变元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可以通过替代自变元来更好地表述和研究普遍性。譬如├φ（A）是一个判断，φ（A）是A的函数。在A的位置上代入一个德文字母，并在内容线画出一个凹处，使这个相同的字母处于这个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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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示这样一个判断：无论将什么东西看做其自变元，这个函数都是一个事实。这实际上是引入了全称量词，用现代逻辑符号表述：∀xφ（x），读作：对所有x而言，x是φ。在此基础上他定义了存在量词，构造了他的谓词演算系统。这样就形成了对量词的分析并且建立了关于量词的逻辑理论。这也说明，引入函数和自变元，是建立量词理论的关键。由于弗雷格的符号不适合于印刷，今天已不被人们采用，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已被现代逻辑接受，他的表述方式和现代逻辑的符号的表达方式是等价的。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在下面采用现代逻辑的一般表述方式。

弗雷格引入函数和自变元并以此建立了量词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的一个意义是解决了传统逻辑对句子逻辑结构的分析处理中的一些问题。

（a）单称命题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命题的问题时，区别出单称命题和普遍命题，然后在普遍命题中区别出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他论述了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之间的几种关系，他也论述了单称命题的形式：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他的早期的逻辑理论即四谓词理论中，却排除了单称命题，因此探讨的谓词与主词之间的关系都是类与类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晚期的逻辑理论即三段论中，也排除了单称命题，因此其各三段论式中命题的主词都是类概念。

到了中世纪，“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这样的三段论已经广为使用。其中，“苏格拉底”是专名，“苏格拉底是人”是单称命题，这类三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系统中是没有的。然而中世纪逻辑学家虽然详细探讨各类命题，却不区别单称命题和一般命题的逻辑形式。虽然专名出现在刚才那个三段论式中不会出问题，出现在其他格或其他式的时候却是会出问题的。

莱布尼兹也探讨了单称命题的形式。他认为单称命题具有普遍命题的形式，一个单称命题在形式上可以等同于一个全称命题，也可以等同于一个特称命题。譬如当一个专名“彼得”出现时，它等同于“每个彼得”和“一些彼得”。这样，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重合了。莱布尼兹的解释暗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即可以把单称命题同化于全称命题。但是根据他的解释，可以把“彼得嫉妒乔治”等同于“每个彼得嫉妒一些乔治”，这样它就具有“每个人嫉妒一些人”这种形式，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单称命题在传统逻辑中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尤其是引入了函数和自变元，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弗雷格的观点，一个概念是一个函数，由于函数是不完整的，要以自变元来补充，因此概念也是不完整的，要以个体的名称或表示个体的东西来补充完整。因此一个表示性质的句子是一个带自变元的函数。构成这个句子的词分为两类，一类词决定句子的结构，叫做函数表达式，另一类词不决定句子的结构，是名字或表示个体的东西。譬如说，“张三有死”，可以表述为：├F（a）；对于“凡人皆有死”，可以表述为：├∀x（Fx→Gx）。在这两个不同形式的命题的表达中，F（a）是一个函数表达式，Fx也是一个函数表达式；a是名字，x是表示个体的东西。这样，单称命题和普遍命题在形式语言中都得到正确的处理。

（b）关系命题。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传统逻辑，对于关系命题都无法清晰地表达。例如“贾宝玉爱林黛玉”这个句子，一般只能处理成“贾宝玉”是主词，“爱林黛玉”是谓词，“是”是系词，即“贾宝玉是爱林黛玉的”；“山东在河北与江苏之间”这个句子，一般处理为“山东”是主词，“在河北与江苏之间”是谓词，“是”是系词，即“山东是在河北与江苏之间”。这种处理方式和性质命题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关系性质却没有反映出来。而按照弗雷格的形式语言的方式，却很容易处理这样的问题。譬如第一个句子可表述为：

├R（a，b），

它的意思是说a和b有R关系。第二个句子可以表述为：

├R（a，b，c），

它的意思是说，a，b，c三者之间有R关系。同时可以看出R（a，b），R（a，b，c）仍是函数表达式。

（c）对量词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区别出全称和特称命题，传统逻辑继承了这种成果。根据这种分析，可以论证全称和特称命题之间的一些逻辑关系，特别是对当关系。但是它对于一个命题（无论是全称还是特称的）本身的量词却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

中世纪的指代理论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譬如，“人是动物”这个命题。用人称指代来区别，它的周延而模糊的指代是：“每一个人是动物”，假定它的所指范围是三个个体的人，a，b，c，那么这个命题指：“a是动物并且b是动物并且c是动物”，即一个全称命题相应于一个合取的单称命题表达式；它的确定的指代是：“有一个人是动物”，假定它的所指范围与上相同，那么这个命题指：“a是动物，或b是动物，或c是动物”，即一个特称命题相应于一个析取的单称命题表达式。这种分析不仅是对量词的刻画，用现代逻辑的观点看，这也是一种真值函数理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成果并未被传统逻辑所吸收。同时它也不能刻画复杂的量词。

按照弗雷格的方式，对量词的刻画和表述是很容易的。譬如对“每一个人是动物”这个命题，可以表示为：

├∀x（Fx→Gx），

读作：对每一个x而言，如果x是F，x就是G。Fx和Gx是函数表达式。

对“有一个人是动物”这个命题，可以表示为：

├[image: alt]
 x（Fx∧Gx），

读作：存在一个x，x是F并且x是G。这里，Fx和Gx依然是函数表达式。

除了对命题一般量词的分析外，对重叠量词的分析，尤其是对表达比较复杂的关系命题的量词的分析，传统逻辑往往显得束手无策。譬如对“所有候选人都有人选举”这个命题，传统逻辑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称命题，但是对量词的分析是不清楚的。按照弗雷格的方法，则可以清楚地分析为：

├∀x[image: alt]
 yR（y，x），

读作：对所有的x而言，存在一个y，y和x有R关系。这里，R（y，x）也是函数表达式。在涉及复杂关系的命题推理时，按照弗雷格的表述方式进行分析，优越性就更加明显。

弗雷格引入函数和自变元并以此建立了量词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对命题的逻辑结构提出了新的解释。传统逻辑对命题的逻辑结构的解释遵从语法形式。它对命题的主词、系词、谓词的分析是按照印欧语系语言的主语、系词、表语的语法形式进行的。因此，命题的语法主语也是逻辑主词，命题的语法表语是逻辑谓词，命题的语法系词是逻辑系词。譬如“凡人皆有死”这个命题的逻辑形式是“所有S是P”，这和语法形式是一致的。

弗雷格的解释打破了自然语言的束缚，抛开了自然语言的语法形式。由于在数学中自变元是个体，因此在把自变元引入命题的分析后，也把个体引入命题。让我们重新看一看前面说过的几种命题表述形式：

单称命题：├F（a）。

关系命题：├R（a，b）。

全称命题：├∀x（Fx→Gx）。

特称命题：├[image: alt]
 x（Fx∧Gx）。

在这些命题中，a、b是主语：a有性质F；a和b有R关系。x是主语：对于所有x而言，如果x是F，x就是G；存在一个x，x是F并且x是G。而且a、b和x都是表示个体。因此按照弗雷格的解释，命题的逻辑主语总是个体。

由于在数学中函数是不完整的东西，因此把概念看做函数时，就决定了把概念只能看做是对个体的东西的说明，或者说，要以个体的东西来补充。譬如在上述命题表述形式中，F、G总是与a或x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分析一方面可以通过概念使对象与真值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可以揭示出命题中表示性质、关系等的不同的逻辑结构。





3．概念文字的历史意义





在1、2两节已经论述了概念文字的许多重要意义。在这一节，我们重点谈一谈概念文字的历史意义。一般来说，《概念文字》是弗雷格的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对于研究弗雷格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它有逻辑和哲学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弗雷格以前，传统逻辑把逻辑看做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认为逻辑是适用于普遍思维的便利工具。但是，由于逻辑用自然语言表述，由于逻辑学和心理学、认识论等哲学内容混在一起，使它发展极为缓慢。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则为逻辑提供了一种可以精确描述包含复杂概念的命题形式和精确表述推理形式的形式语言，这是一种用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而构造的逻辑的形式语言，它使逻辑从此走上形式化的道路。自弗雷格以来，在不到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逻辑有了长足的进步。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也是现代逻辑的光辉的里程碑。在《概念文字》发表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里，罗素和怀特海出版了《数学原理》（1910—1913），使一阶逻辑逐渐完善。在以后的年代里，现代逻辑有了迅速发展，形成了证明论、公理集合论、递归论和模型论这四门独立的学科；在哲学逻辑方面，形成了模态逻辑、认知逻辑、道义逻辑、时态逻辑，还有命令逻辑、问句逻辑等等逻辑分支。

此外，由于使用形式语言和数学方法而获得的成功，逻辑这门科学真正从哲学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科学，并且应用于愈来愈广阔的领域。今天，逻辑不仅应用于数学基础的研究，而且应用于哲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由于使用形式语言而产生的这种变化和发展，使得逻辑已经成为一门与数学相似的基础性科学，它为各学科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工具性质的语言。正像弗雷格在论述他构造的概念文字时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尝试用逻辑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这样由此出现了一种首先用于数学领域的、正像我描述的那样的理想的概念文字。由此并不排除我的符号用于其他领域。逻辑关系到处反复出现，人们可以这样选择表示特殊内容的符号，使得它们适应概念文字的框架。无论现在出现还是不出现这种情况，对思维形式的一种直观描述毕竟有了一种超出数学范围的意义。因此哲学家们也想重视这个问题！”

在弗雷格以前，哲学家们探讨世界，探讨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探讨过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语言，但是自弗雷格以来，语言问题才逐渐成为哲学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吸引了一大批哲学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其影响在二十世纪哲学中几乎处处可见。

弗雷格明确地论述了语言的不完善性，他的语言分析的思想、他构造的概念文字，对罗素、对维特根斯坦产生极大影响。弗雷格后来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思想、思想结构、思想的普遍性问题；探讨概念和对象、涵义和意谓的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在《概念文字》中都已有了发端。譬如对概念和对象的分析和区别，弗雷格认为概念是函数，对象是个体，概念不是完整的，对象是完整的，概念使对象与真值联系起来，这样由于概念要以对象来补充，因此概念的值总是一个真值。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概念文字中引入函数和自变元的思想的发展。又譬如对涵义和意谓的论述。这一理论区别出专名、专名的涵义和专名的意谓，弗雷格把这一区别扩展到命题表达式、命题的涵义和命题的意谓，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成果被语言哲学吸收。但是专名的意谓和涵义的问题是由“内容同一”这个问题引起的，在构造概念文字时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概念文字是形式符号，是内容的代表者，而内容同一与名字有关，与内容无关。这样，当内容同一符号把两个符号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产生问题，因为这样它表示两个名字具有相同的内容，但是相同的符号有时表示内容，有时表示自身，因此引入内容同一符号产生符号意谓方面的分歧。由此可见，专名的涵义和意谓也是《概念文字》提出和涉及的问题，后来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思想实际上是《概念文字》中的有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弗雷格的许多思想和理论今天已经受到人们的专门研究并独立地发展起来，但是这些思想和理论在《概念文字》中一般都已被提出，有些还得到一定的阐述。在这种意义上说，研究《概念文字》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弗雷格使用的术语，我在翻译中参照了一些英译本和国内一些译法。我认为还是以尽可能忠实于原著并尽可能反映出弗雷格使用的语言特点为好。这里仅对一些主要术语的翻译说明如下：

关于“Funktion”。英译为“function”，我国逻辑界一般的用语是“函项”，也有人这样翻译。但是考虑到这是弗雷格借用于数学的概念，而且除了在构造概念文字时应用这一概念外，他还专门写过一些论文讨论这个问题，例如本书收入的《Was ist eine Funktion？》（《什么是函数？》），因此我将它译为“函数”。

关于“Sinn”和“Bedeutung”。对于“Sinn”，英文一般有两种译法，即“meaning”和“sense”；国内有人则译为“涵义”。对于“Bedeutung”，英文一般也有两种译法，即“reference”和“denoting”，也有人译为“meaning”，国内则有人译为“指称”或“所指”。这几个德文词和英文词的意思差别是很细微的。但是应该注意，弗雷格是在区别句子的内容时，运用了这两个术语。他的目的仅仅是想区别出句子的思想，即“Sinn”和句子的真值，即“Bedeutung”，从而深入探讨“Bedeutung”。他最有名的命题是：句子的Sinn是它的思想，句子的Bedeutung是它的真值。根据弗雷格的思想，我把“Sinn”译为“意义”。我认为“意义”的意思更一般些，而“涵义”除字面意思外，还有更多的意思，因此“意义”比较符合弗雷格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对“意义”的解释是：“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对“涵义”的解释是：“（词句）所包含的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我把“Bedeutung”译为“意谓”。我认为“意谓”在字面上符合“Bedeutung”的意思。从引申的角度讲，“意谓”也有“指”的意思，因此比较符合弗雷格的用法。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理论在现代哲学中极其重要，同时人们又认为它源于弗雷格。这样就有对弗雷格思想的理解的问题，也与译法有一些关系。例如达米特（M.Dummett）认为，弗雷格的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包括三要素：sense，句子中与真假有关的要素；tone，句子中与真假无关的要素；force，句子以外的要素。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不是这里所允许的，因此我只想指出，无论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意义理论的“意义”显然不是弗雷格所说的“Sinn”。

关于“Wahrheit”。在本书中，我把这个词一般译为“真”，把它的形容词“wahr”译为“真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有两个相关的词，一个是“Wahrsein”，这个词实际上是“ist wahr”这一表达的名词形式，我译为“实真”。另一个词与这个词相区别，即“Fürwahrhalten”，这个词实际上是“（etwas）für wahr halten”这一表达的名词形式，我译为“看做真”。应该注意的是，国内对“Wahrheit”有“真”、“真理”、“真理性”和“真实性”等译法，与之相关的词及各种词类形式的译法也极不一致。

关于“Gedanke”。英文有两种译法：“thought”（思想）和“proposition”（命题）。弗雷格所说的“Gedanke”确实近似于“命题”，但是仍有区别，譬如前面所说的对思想、判断、断定这三个层次的区别。弗雷格常常是围绕判断和断定论述的，因此我把“Ge danke”译为“思想”。

关于“Teilsatz”。我把它译为“部分句子”，而没有译为“子句”。因为在弗雷格的论述中，常常要讨论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句子和句子部分的关系。“子句”这个术语虽然为逻辑所采用，却有专门的意义和用法，不如“部分句子”更忠实于原义。

这本《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共收集弗雷格著作、论文13篇，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共两篇：《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对《概念文字》，没有全译，只选译了《序》，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些内容基本反映出弗雷格构造概念文字的思想，他构造的逻辑演算系统，以及他这套符号的使用和推演方法。

第二部分共四篇：《什么是函数》；《函数和概念》；《论概念和对象》；《论意义和意谓》。这四篇论文反映了弗雷格对函数、概念、对象、意义、意谓这些问题的认识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理论，这些认识和理论对现代语言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部分共三篇：《思想》；《否定》；《思想结构》。这三篇论文是弗雷格连续发表的系列论文，被分别称为“逻辑研究”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这是他用非形式语言描述和刻画命题逻辑的重要论文，其中也探讨了逻辑和心理学的区别。在“逻辑研究”这一标题下，他还写了第四篇论文《论逻辑的普遍性》，可惜没有完成，因而未能在生前发表。

第四部分共四篇：《逻辑》、《逻辑导论》、《数学中的逻辑》、《论逻辑的普遍性》。这四篇均是弗雷格生前没有发表的论文。它们探讨了逻辑的对象，逻辑的性质，逻辑和数学的关系，充分地反映了弗雷格的逻辑观。

我从弗雷格生前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以及后来别人编辑出版的他的遗著中选译了这十三篇，希望对读者了解、认识弗雷格的思想能够有所帮助。





王　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概念文字

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
（1）



序





认识一种科学的真一般要经历许多阶段，这些阶段的可靠性是不同的。首先可能是根据不够多的个别情况进行猜测，当一个普遍句子通过推理串与其他真句子结合在一起时，它的确立就变得越来越可靠，无论是从它推出一些以其他方式证明的结论，还是反过来将它看做是一些已经确立的句子的结果，都没有关系。由此一方面可以询问逐渐获得一个句子的途径，另一方面可以询问这个句子最终牢固确立起来的方式。第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的人也许一定会得到不同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比较确定，对它的回答与所考虑的句子的本质有关。最有力的证明方式显然是纯逻辑的，它不考虑事物的特殊性质，只依据构成一切认识的基础的那些规律。因此我们将全部需要证明的真命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用纯逻辑的方式证明的，另一类是必须基于经验事实证明的。但是以下情况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即一个句子属于第一类，但是没有感官活动它就绝不能被人类精神所意识
（2）

 。因此，这种划分不是根据心理发生方式，而是根据最完善的证明方式。当我现在考虑算术判断属于这两类中的哪一类这个问题时，我必须首先研究，仅凭只依据超越所有特殊事物之上的思维规律的推理，在算术中可以进行到什么程度。这里的过程是这样的：我首先试图把系列安排这一概念化归为逻辑
 序列，以便由此出发进到数的概念。为了不使这里无意间掺杂上某些直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必须使推理串完美无缺。当我致力于满足这种最严格的要求时，我发现语言的不完善是一种障碍，在现有各种最笨拙的表达中都能出现这种不完善性，关系越是复杂，就越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要求的精确性。概念文字的思想就是由这种需要产生出来的。因为它首先应该用来以最可靠的方式检验一个推理串的有效性，指出每一个悄悄潜入的假设前提，以便能够研究这些前提的根源。因此我去掉了所有那些在推理序列
 中没有意谓的表达。在§3，我把仅在我看来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称作概念内容
 。如果要想正确理解我的形式语言的本质，从现在起就必须时刻记住这一说明。由此也产生“概念文字”这个名字。由于我暂时限于那些与事物的特殊性质无关的关系的表达，因此我也可以使用“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一表达法。我在本书标题中表明的对算术形式语言的模仿更多地是涉及基本思想，而不是个别形态。那些企图通过把概念理解为其标记之总和从而建立一种人工的类似性的做法，与我实有千里之遥。我的形式语言与算术形式语言最相近的地方在于使用字母的方式。

如果我把我的概念文字对日常语言的关系比作显微镜对眼睛的关系，我相信就能够十分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眼睛在其可应用的范围方面，在其可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灵活性方面，都比显微镜优越得多。如果把眼睛看做一种光学仪器，它当然显示出许多缺陷，只不过由于它与精神生活有内在联系，这些缺陷一般不被注意罢了。但是一旦为了科学的目的，人们提出精确的分辨这种更高的要求，眼睛的不足就显示出来了。而显微镜却恰恰完全适合这种目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它在所有其他方面是不能应用的。

因此，这种概念文字是为一定的科学目的构想出来的辅助工具。不能因为它在其他方面毫无用处而批评它。如果它多少符合了这一目的，人们就可以不必为本书没有提供新的真理而感到遗憾。如果这种方法的发展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就会使我感到安慰。培根就认为，发现一种借以容易发现所有东西的工具比发现个别事物更重要。而且近代所有重大科学进展的根源确实就在于方法的改进。

莱布尼兹也认识到一种适当的表达方式的优点，并且也许高估了它。他关于一种普遍语言、一种calculus philosophicus（哲学演算）或ratiocinator（推理）
（3）

 的思想过于宏大，以致在努力实现它时只完成了一些准备工作。这位建立一种普遍语言的倡导者考虑到一种切中事物本身的表达方式会大大增强人类精神能力而受到鼓舞，却因而低估了阻碍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困难。但是，即使这一崇高目的不能一下子达到，也不必怀疑可以缓慢地、逐步地接近它。当一项任务看上去不能以最普遍的方式解决时，我们就暂时对它加以限制；然后也许可以用逐步扩展的方法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可以把算术的、几何学的、化学的符号看做是莱布尼兹思想在个别领域的实现。这里建议的概念文字为这些符号增加了一种新的符号，而且这种新符号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与所有其他符号邻接。因此由此出发着手填补现存形式语言的空缺，把它们迄今分离的诸领域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形式语言的领域，并且扩展到迄今缺少这样一种形式语言的领域是很有希望成功的。

我确信，凡是必须特别重视证明的有效性的地方，譬如在建立微积分基础的地方，都可以成功地应用我的概念文字。

在我看来，把这一形式语言领域扩展到几何学还要容易些。只是必须在这里出现的直观的关系上再加上几个符号。这样就会得到一种analysis situs（构造性的分析）。

这里接下去可以是向纯运动理论的过渡，进而向力学和物理学的过渡。在力学和物理学领域，除思维的必然性外，起作用的还有自然的必然性。在这些领域中，能够非常容易地预见表达方式随着认识的深化而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就不必等到这种对语言的改造看上去好像不可能的时候。

如果说哲学的任务是通过揭示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使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当然，我的概念文字也没有完美无缺地描述思想，尽管在使用一种外在的描述工具的情况下大概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是一方面，人们可以把这种偏差限制在不可避免的和无害的东西上，另一方面，仅仅由于这些偏差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语言所特有的性质，就防止了这些表达工具中的任意一种可能造成的片面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概念文字的发现本身就促进了逻辑的发展。我希望，如果逻辑学家们没有被对这种奇特东西的第一印象吓倒，他们将会赞同我由这个问题本身内在的必然性的推动下做出的这种新创造。对传统东西的这种偏离是有理由的，因为迄今为止逻辑总是过分紧密地同日常语言和语法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我相信，用自变元和函数这两个概念替代主词
 和谓词
 这两个概念将能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很容易看出，把内容理解为自变元的函数在概念形成方面是怎样起作用的。此外，对“如果，那么”、“并且”、“并非”、“或者”、“存在”、“一些”、“所有”等等这些词的意谓之间的联系的证明值得注意。

只不过还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说一说。

在§6说到的限定于一种唯一的推理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为这样一种概念文字奠定基础
 时，如果要形成清晰性和次序性，所采用的基本成分就必须尽可能简单。这并不排除以后
 从一些判断向一个新判断的过渡（这些过渡在这种唯一的推理方式下只有以间接方式才是可能的）由于简化而变成直接的过渡。实际上在以后的应用中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由此形成其他一些推理方式。

后来我注意到，公式（31）和（41）可以合成为下面这个单一的公式：

[image: alt]


由此还可以进行一些简化。

正像我在一开始说明的那样，算术曾经是引导我形成概念文字这种思想过程的出发点。因此当我试图进一步分析算术的概念和深入地证明算术的定理时，我也想首先将概念文字运用到这门科学。在本书第三章，我报告了这一方向上的一些发展情况。沿着所说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对数、量等等概念的说明应该构成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在本书发表后我将立即发表这些研究。





1878年12月18日于耶拿





Ⅰ．符号表达的解释





§1．在关于量的一般原理中使用的符号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字母，这些字母要么代表一个不确定的数，要么代表一个不确定的函数。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能够用字母表达句子的普遍有效性，譬如在

（a＋b）c＝ac＋bc

中。另一类包括＋、－、√、0、1、2这样的符号，这些符号均有自己的专门意谓。


我采纳这种区分两类符号的基本思想
 （它在关于量的原理中可惜没有得到彻底贯彻
（4）

 ），以便使它完全适用于更广泛的纯思维领域。因此我将我使用的所有符号分为可以意谓不同事物的符号
 和有完全确定涵义的符号
 。第一种符号是字母
 ，它们应该主要用来表达普遍性
 。但是由于它们完全不确定，因此必须坚持一点，即一个字母在相同的情境中保持
 它曾被指定的意谓。





判　　断





§2．一个判断将总是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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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表达出来，这个符号处于表示判断内容的符号或符号组合的左边。如果省略
 这条水平线左端的小竖杠，那将使这个判断变为一个纯表象组合
 。对于这样的表象组合，写下这个符号的人并未表达出是否判定它是真的。例如：如果

[image: alt]
 A
（5）



意谓“对立的磁极相互吸引”这个判断，那么

——A

将不表达这个判断，而是仅仅应该唤起读者想象到对立磁极的相互吸引，譬如由此得出一些结论并且根据这些结论检验思想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换用
 “……这种情况
 ”或“……这个句子
 ”这样的表达方法。

并非任何内容都能够通过位于它符号前面的[image: alt]
 成为一个判断，例如，“房子”这个表象就不行。因此我们区别可判断的
 和不可判断的
 内容。
（6）



构成[image: alt]
 这个符号的水平线将其后出现的符号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这条水平线左端的竖杠所表达的肯定就是针对这个整体
 。水平线可以叫作内容线
 ，竖杠可以叫作判断线
 。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一种可判断的内容
 。

§3．在我对判断的描述中不出现主词和谓词
 的区别。为了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要指出，可以以两种方式区别两个判断的内容：第一种方式是，从一个与其他某些判断结合的判断中得出的结果，总是也能从第二个与同样的判断结合的判断中得出；第二种方式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普拉蒂亚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和“在普拉蒂亚波斯人被希腊人战胜”这两个句子以第一种方式相区别。即使人们可以看出涵义上细微的区别，一致毕竟是主要的。现在我称这两个句子中相同的
 内容部分为概念内容
 。由于只有这种概念内容
 对于概念文字有意义，因此概念文字不必区别具有相同概念内容的句子。如果人们说：“主词是判断涉及的概念”，那么这也适合于宾词。因此人们只能说：“主词是判断主要涉及的概念。”对于语言来说，主词在词序中的位置具有突出的
 位置意义，在这个位置上，人们提出特别想使听者注意的那些东西。（又见§9）。这可以有譬如这样的目的，提示这个判断与其他一些判断的一种关系并且以此使听者易于理解整个联系。现在，仅从说者和听者的相互作用（譬如当说者顾及到听者的期望并试图在说出一个句子以前就为听者的期望指出正确的途径时）而产生的所有语言现象，在我的形式语言中没有任何相应的东西，因为在判断中仅考虑对那些可能的结果
 有影响的东西。一个正确推论所必要的所有东西要全部表达出来；但是不必要的东西一般也不用提示；不能有任何东西任人猜测
 。这里我完全以数学形式语言为典范，而在这种语言中，区别主词和谓词只能造成歪曲。人们应该考虑这样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阿基米德在锡腊库斯占领时期丧生”这个句子将会表达如下：“阿基米德在锡腊库斯占领时期的惨死是一个事实。”这里尽管人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区别主词和谓词，但是主词含有整个内容，而谓词的目的仅在于将整个内容看做判断。这样一种语言对整个判断将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谓词
 ，即
 “是一个事实
 ”。人们看到，这里根本不可能有通常意义的主词和谓词。这样一种语言是我们的概念文字
 ，[image: alt]
 这个符号是概念文字中所有判断的共同谓词
 。

在第一次设计一种形式语言时，我受到语言例子的诱惑，用主词和谓词构造判断。但是不久我就确信，这对我独特的目的是有妨碍的，并且只会导致毫无用处的详述。

§4．下述意见是要说明对于判断所做的区别对于我们的目的的意义。

人们区别出全称
 判断和特称
 判断：这其实不是对判断的区别，而是对内容的区别。人们应该说
 ：“一个具有全称内容的判断
 ”，“一个具有特称内容的判断
 。”因为，如果不把内容看做判断，而是看做句子，这些性质也适合内容。（见§2）

对于否定也是这样。例如人们在一个间接证明中说：“假定线段AB和CD不相等”。这里，线段AB和CD不相等这一内容包含一个否定，但是这个内容虽然能够成为判断，然而的确没有作为判断提出来。因此，无论内容是不是作为判断出现，内容中都有否定。因此我认为把否定看做一种可判断的内容
 的标志是适宜的。

在我看来，将判断区分为直言、假言和选言的，只有语法意义。
（7）



必然判断和直言判断的区别在于前者暗示普遍判断的存在，由此可以推出句子，而后者没有这样的暗示。如果我把一个句子表示为必然的，我由此就提示了我的判断理由。但是因为由此并没有触及判断的概念内容，因此必然判断的形式对于我们没有意义。

如果把一个句子称作可能的，那么说者要么通过暗示他不知道据以得出否定的规律而放弃判断，要么他说，这个句子的全称否定是假的。在后一种情况，根据通常表达，我们有一个特称肯定判断
 。
（8）

 “地球有一天将与另一个天体相撞，这是可能的”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感冒可能导致死亡”是第二种情况的一个例子。





条　件　性





§5．如果A和B意谓可判断的
（9）

 内容，那么有以下四种可能性：

1）肯定A并且肯定B；

2）肯定A并且否定B；

3）否定A并且肯定B；

4）否定A并且否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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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谓这样一个判断：不出现这些可能性中的第三种情况
 ，而出现其他三种情况之一
 。如果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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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据此表明出现第三种情况，因此否定A并且肯定B。

在肯定

[image: alt]


的情况中，我们强调以下几点：

1）必须肯定A。在这种条件下，B的内容完全无关紧要。例如，[image: alt]
 A意谓：3×7＝21，B意谓太阳在照耀这样一种情况。这里只有上述四种情况的前两种情况是可能的。这两种内容之间不必存在因果联系。

2）必须否定B。在这种情况下，A的内容无关紧要。例如B意谓永动机是可能的这样一种情况，A意谓世界是无限的这样一种情况。这里只有上述四种情况中第二种和第四种是可能的。A和B之间的因果联系不必存在。

3）人们可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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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同时不知道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否定A和B。例如，B意谓月亮位于方照这种情况，A意谓月亮呈现半圆形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助“如果……那么”这个联结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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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为：“如果月亮位于方照，那么月亮呈现半圆形。”然而，我们的符号不表达“如果……那么”这个词内含的因果联系，尽管这样一种判断只有基于这样的联系才能做出。因为这种联系是普遍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在这里尚未表达出来（见§12）。

将两条横线联结起来的竖杠叫做条件杠
 。上横线位于条件杠左边的部分是上面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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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组合意谓的内容线；其后接上任何应该与这个表达式整个内容有关的符号。这条横线位于A和条件杠之间的部分是A的内容线。B左边的横线是B的内容线。

据此很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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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否定A而肯定B和Γ的情况。人们必须想到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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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Γ

复合构成的，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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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A和B复合构成的。因此首先我们有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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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肯定Г这样一种情况的否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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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意谓否定A并且肯定B。由此得出以上说明的东西。如果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则也可以说：“A是B和Γ的必然结果”；或者，“如果出现情况B和Γ，则也出现A”。

人们同样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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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肯定B但否定A和Γ的情况。如果假设A和B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则可以翻译：“如果A是B的必然结果，则可以推论会出现Г”。

§6．由§5中的解释得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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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image: alt]


这两个判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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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判断。在上面列举的四种情况中，第三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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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第二种和第四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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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使得只剩下第一种情况。

这个推理大约可以写为：

[image: alt]


如果在A和B的位置上出现很长的表达式，事情会变得很麻烦，因为它们均要写两遍。因此我需要下面这样的缩写。在证明系列中出现的每个判断都由一个数码表示，这个数码写在这个判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的右边。例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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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或者一个包含[image: alt]
 作为一种特殊情况的判断——由X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这个推理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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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自己从[image: alt]
 和[image: alt]
 复合构成

[image: alt]


这个判断，并且看看它是不是由上述判断X确定的。

例如，如果[image: alt]
 这个判断由XX表示，我也可以把同一个推理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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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双重冒号表示，这里必然会以与前面不同的方式从这两个写下的判断建立仅由XX引入的[image: alt]
 。

如果还要由XXX表示[image: alt]
 Г这个判断，那么我还要把

[image: alt]


这两个判断简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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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亚里士多德，人们在逻辑中列举一系列推理模式；我只使用这一种，至少在所有从多于一个单一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情况下是这样。就是说，可以将一个推理模式中的真以一个具有如下形式的判断表达：如果M有效，并且如果N有效，那么Λ也有效，用符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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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情况一样，从这个判断和[image: alt]
 N和[image: alt]
 M，就得出[image: alt]
 Λ。因此任何一种推理模式的推理都能化归为我们的情况。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单一的推理方式就可以够用了，所以为了清晰性，也需要这样做。此外，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没有理由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式，相反，人们可以总是增加无限多新的推理方式：从13至§22中每个以一种公式所表达的判断都可以形成一种特殊的推理模式。然而
 ，由于限于一种单一的推理方式
 ，这绝不应该表达一个心理句子
 ，而仅是判定一个最适用意义上的形式问题
 。在§22第59、62、65将列举几个代替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模式的判断。





否　　定





§7．如果在内容线的下边加一个小竖杠，那么以此应该表达这样的情况：内容不发生
 。因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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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A不发生”。我称这个小竖杠为否定杠
 。否定杠右边的水平线部分是A的内容线，而否定杠左边的部分是A的否定的内容线。这里若没有判断杠，则像其他地方一样，用概念文字没有做出判断。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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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求构成A不发生这种表象，而不要求表达这种表象是不是真的。

我们现在考虑条件和否定这两种符号相互联系的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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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不发生应该肯定B并且否定A的否定的情况”；换言之：“不存在既肯定A又肯定B的可能性”；或者“A和B相互排斥”。因此只剩下下面三种情况：

肯定A并且否定B；

否定A并且肯定B；

否定A并且否定B。

根据上述情况很容易说明，A前面的水平线的三个部分各意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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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不存在否定A并且肯定B的否定的情况”；或者“不能既否定A又否定B”。只剩下下面的可能性：

肯定A并且肯定B；

肯定A并且否定B；

否定A并且肯定B。

A和B一起穷尽了全部可能性。现在，“或者”和“要么……要么”这些词只以两种方式使用。首先，

“A或者B”

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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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相同的东西，因此意谓除A和B以外，不可想象任何东西。例如：如果一团气体被加热，那么它的体积或压力就增加。其次，

“A或者B”

这个表达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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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谓于一身，因此首先除A和B外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其次A和B相互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在四种可能性中只剩下以下两种：

肯定A并且否定B；

否定A并且肯定B。

在“A或者B”这一表达式的两种使用方式中，第一种——即不排除A和B的共存——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将在这种意义上使用
 “或者
 ”一词。在“或者”和“要么……要么”之间做出以下区别也许是适宜的：只有后者有相互排斥这种次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A或者B”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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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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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或者B或者Г”的意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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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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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现既肯定A又肯定B的情况”。然而，

[image: alt]


带有的三种可能性却被排除。因此，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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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为：“A和B都是事实”。人们也很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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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由“A并且B并且Г”描述。如果人们想用符号表现带有相互排斥这种次要意义的“要么A要么B”，那就必须表达“[image: alt]
 并且[image: alt]
 这就得出[image: alt]
 或者还有[image: alt]


正像这里看到的那样，也可以不用条件和否定符号表达“并且”，而用一个表示“并且”的符号和否定符号来表述条件。例如，可以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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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表示Г和∆的共同内容，这样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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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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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前一种方法，因为在我看来，那种方法使推理表达得更为简单。“并且”和“但是”的区别具有这种概念文字所表达不出来的性质。当说话者想暗示结果与人们开始可能预测的东西不同时，就使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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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出现四种可能性中的第三种情况，即否定A并且肯定B。因此可将它翻译为：

“B并且（但是）非A发生”。

人们同样可以翻译下面这种符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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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出现否定A并且否定B的情况。”因此可以将它翻译为：

“A和B二者都不是事实”。

当然，只有当与可判断
 内容结合在一起时，才考虑“或者”、“并且”、“二者都不”这些词。





内　容　同　一





§8．内容同一与条件性和否定的区别在于，它与名字有关，而不是与内容有关。符号一般只是其内容的代表者，因而含有它们的各种组合仅表达它们的一种内容关系，而一旦它们由内容同一符号联结在一起，它们就突然将它们自己表现出来；因为由此表示了两个名字具有相同内容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引入一个内容同一符号必然产生所有符号意谓方面的分歧，因为相同的符号有时表示它们的内容，有时表示它们自己。这种情况首先使我们觉得好像这里所探讨的是仅属于表达式
 而不属于思维
 的东西，好像根本不需要不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内容，因而也不需要表示内容同一的符号。为了说明这种假象毫无意义，我从几何学中选出下面这个例子。在一圆周上有一个固定点A，由它引出一条射线。当这条射线构成直径时，我们称它与这个圆周相交的点为与这条射线位置相联系的点B。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这条射线和圆周的不是A的相交点为与射线的任意位置相联系的点B；这是因为这个点的位置的不断变化必然总是相应于射线位置的不断变化。因此只要尚未说明相应的射线位置，B这个名字就意谓不确定的东西。现在可以问：当射线垂直于直径时，与射线位置相联系的是哪个点？回答是：A点。因此，在这种情况，B这个名字与A这个名字有相同的内容；而且人们确实不能从一开始就只使用一个名字，因为通过这个回答才证明这一点。同一个点是以两种方式确定的：

1）通过直觉直接确定的，

2）由作为与垂直于直径的射线相联系的点B确定的。

相应于这两种确定方式各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因此表示内容同一的符号的必然性基于：可以用不同方式完全确定相同的内容；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通过两种确定方式
 确实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是一个判断
 的内容。在能够做出这一判断之前，必须将与这两种确定方式相应的两个不同的名字指派给由此确定的东西。但是这个判断的表达需要一个内容同一的符号，该符号使这两个名字联结起来。由此得出，表示相同内容的不同名字并非始终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形式问题，相反，当它们与不同的确定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它们与问题的本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以内容同一为对象的判断在康德意义上是综合的。引入一个内容同一符号的更外在的理由在于用一个缩写代替一个冗长的表达式有时是很适宜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表达出缩写的和原初形式的内容同一。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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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A这个符号和B这个符号有相同的概念内容
 ，因此到处都可以用B替代A并且反之亦然
 。





函　　数





§9．如果我们考虑用我们的形式语言表达氢气轻于碳酸气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用表示氧气的符号或表示氮气的符号替代表示氢气的符号。这样一来涵义发生了变化，因为“氧气”或“氮气”进入了“氢气”以前所处的关系。当我们认为一个表达式以这种方式发生变化时，同一个表达式分解为表现这种关系整体的固定组成部分和可由其他符号替代的符号，而且这个符号意谓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对象。我称第一个组成部分为函数，称第二个组成部分为它的自变元。这种区别与概念内容毫无关系，它只是理解的问题。在前面提示的考察方式中，“氢气”是自变元，“轻于碳酸气”是函数，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下述方式理解相同的概念内容，即“碳酸气”成为自变元，“重于氢气”成为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想到“碳酸气”是可由其他概念，譬如“盐酸气”、“氨气”替代的。

如果将“氢气和氧气”看做自变元，那么

“碳酸气重于氢气这种情况”

和

“碳酸气重于氧气这种情况”

就是带有不同自变元的相同函数；而如果把“碳酸气”看做自变元，那么它们就是带有相同自变元的不同函数。

再以“如果只有内在的力作用于太阳系，那么太阳系的质心就没有加速度这种情况”为例。这里的两个位置上出现“太阳系”。这里，根据我们认为可在第一个位置上还是在第二个位置上还是在两个位置上用其他东西——但是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两次都用相同的东西——替代“太阳系”，我们可以以不同方式将这理解为自变元“太阳系”的函数。这三个函数是完全不同的。卡托杀死卡托这个句子也是同样。如果这里我们认为第一个位置的“卡托”是可替代的，那么“杀死卡托”就是函数；如果我们认为第二个位置的“卡托”是可替代的，那么“被卡托杀死”就是函数；如果我们最后认为两个位置上的“卡托”都是可替代的，那么“杀死自己”就是函数。

现在我们将这个问题总起来表达如下：


如果在一个其内容不必是可判断的表达式中在一个或多个位置上出现一个简单的或复合构成的符号
 ，并且我们认为在所有位置上或几个位置上可以用其他符号
 、但是只能到处用相同符号替代它
 ，那么我们就称这里表达式所表现出的不变部分为函数
 ，称可替代的部分为其自变元
 。

由于据此一些东西可以作为自变元出现并且同时在函数中可以在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位置上出现，因此我们在函数中区别自变元的位置和其他位置。

我希望这里要防止一种很容易由语言使用产生的错觉。如果比较

“20这个数可以表达为四个平方数之和”

和

“每个正整数可以表达为四个平方数之和”

这两个句子，那么似乎可以将“可以表达为四个平方数之和”理解为函数，它一次以“20这个数”作自变元，另一次以“每个正整数”作自变元。由于看出“20这个数”和“每个正整数”不是相同级别的概念，就会认识到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表述20这个数的东西，不能在相同意义上表述“每个正整数”，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述每个正整数。“每个正整数”这个表达式不像“20这个数”那样凭自身得到一种独立的表象，而是通过这个句子的上下文才获得一种涵义。

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函数和自变元是完全确定的，那些可以把相同的概念内容理解为这个自变元的函数或那个自变元的函数的各种不同方式就毫不重要。但是，如果自变元是不确定的
 ，譬如像“你可以用任意一个正整数作‘可表达为四个平方数之和’的自变元，这个句子总保持正确”这个判断，那么函数和自变元的区别就获得一种内容上
 的意谓。也可以反过来，自变元是确定的，而函数是不确定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确定
 和不确定
 或更确定
 和不太确定
 这对矛盾，根据内容而不是仅根据理解将整体分为函数
 和自变元
 。


如果在一个函数中
 ，人们认为一个至此被看做不可替代的符号
 
（10）

 在它出现的几个或所有位置上是可替代的
 ，那么人们通过这种理解方式得到一个函数
 ，它除了至此所有的自变元外
 ，还有一个自变元
 。以这种方式就形成带有两个或更多自变元的函数
 。因此譬如可以把“氢气轻于碳酸气这种情况”理解为“氢气”和“碳酸气”这两个自变元的函数。

主词在说者的意义上一般是主要的自变元；次重要的自变元似乎常常是谓词。通过形式和语词之间的选择，譬如

主动——被动

重要——次要

给予——接受

语言可以自由地使句子的这部分或那部分作为主要的自变元出现，然而这种自由受到缺少语词的限制。

§10．为了表达自变元A的一个不确定的函数
 ，让我们将A括在括号中写在一个字母后面
 ，例如
 ：

φ（A）。


同样
 ，

ψ（A，B）


意谓A和B这两个自变元的一个函数
 ，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确定
 。这里
 ，括号中的A和B的位置代表A和B在函数中占有的位置
 ，无论这是单一的还是对于A和B都是多个的
 。因此


ψ（A，B）与ψ（B，A）


一般是不同的
 。

具有更多自变元的不确定的函数以与此相应的方式表达。

人们可以将　　[image: alt]
 φ（A）

读作：“A有性质φ”。

[image: alt]
 ψ（A，B）

可以通过“B与A有ψ关系”或“B是将ψ方式用于对象A而产生的结果”来翻译。

由于在

φ（A）

这个表达式中，φ这个符号在一个位置上出现，并且由于可以认为可由其他符号ψ、X替代它（由此就会表达自变元A的其他函数），因此可以将φ
 （A
 ）理解为自变元的一个函数于
 。这里特别清楚
 地看出，我一般所遵循的数学分析中的函数概念，比这里发展的函数概念更受限制。





普　遍　性





§11．在一个判断的表达中，可以将位于[image: alt]
 右边的符号组合始终看做其中出现的一个符号的函数。如果在这个自变元的位置上代入一个德文字母
 ，并且在内容线画出一个凹处
 ，使这个相同的字母处于这个凹处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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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意谓下面这样一个判断
 ：无论将什么看做其自变元
 ，那个函数都是一个事实
 。由于可以将一个像在φ（A）中φ那样作为函数符号使用的字母本身看做一个函数的自变元，因此在上面规定的意义上，一个德文字母可以出现在它的位置上。一个德文字母的意谓只受到这样一种明显的限制，即这里一定不触及跟在内容线后面的符号组合的可判断性（§2），如果这个德文字母作为函数符号出现，那么就要考虑这种情况。所有在一个德文字母的位置上可以代入的东西所服从的其他条件
 ，都应该列入判断之中
 。每次在德文字母的位置上代入一些不同的东西，而在这种情况下内容线的凹处又消失了，这时，从这样一个判断可以总是推导出任意多的带有不太普遍的内容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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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于凹处左边的水平线是内容线，表示无论可能在α的位置上代入什么，φ（α）是有效的；位于凹处右边的水平线是φ（α）的内容线，这里必须认为在α的位置上代入确定的东西。

根据以上关于判断线的意谓所说的东西，很容易看出，一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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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表达式意谓什么。这个表达式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一部分出现，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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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这些判断不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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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通过在α的位置上代入一些确定的东西可以推导出一些不太普遍的判断。通过[image: alt]
 否定：无论可以在α的位置上代入什么，X（α）总是一个事实。以此绝不否定：可以给α一个意谓∆，使得X（∆）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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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不出现肯定[image: alt]
 并且否定A这种情况。但是以此绝不否定出现肯定X（∆）并且否定A这种情况；因为正像我们上边看到的那样，可以肯定X（∆）而否定[image: alt]
 因此这里也不能在a的位置上代入任意的东西，同时又不损害这个判断的正确性。这说明为什么写有德文字母的凹处是必要的：它限制了通过这个字母表示的普遍性涉及的范围
 。只有在它的范围以内
 ，这个德文字母才保持它的意谓
 。在一个判断中，同一个德文字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范围，譬如在一个范围内赋予它的意谓不同时扩展到其他范围。一个德文字母的范围可以包括另一个德文字母的范围，正如下面这个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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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不同
 的字母；不能用α代替e。当然允许用另一个确定的字母在一个德文字母的所有范围替代它，但是只能在以前出现不同的字母而以后也出现不同的字母的位置上。这对于内容没有影响。仅当凹处紧跟在判断杠之后
 ，使得整个判断的内容构成这个德文字母的范围时
 ，才允许其他替代
 。这种情况十分重要，因此，我将对它采用以下缩写。一个拉丁字母总以整个判断的内容作范围
 ，而这无需用内容线的凹处表示。如果一个拉丁字母在一个表达式中出现，而这个表达式的前面没有判断杠，那么这个表达式就没有意义。一个拉丁字母可以总是由一个尚未在判断中出现的德文字母替代
 ，这里凹处应该紧跟在判断杠之后。例如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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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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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仅在X（a）中自变元位置上出现。


同样很显然
 ，如果A是一个表达式
 ，其中a不出现
 ，并且如果a在φ（a）中仅处于自变元的位置上
 ，那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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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出


[image: alt]


如果否定[image: alt]
 那就必然能够给a一个意谓，使得否定φ（a）。因此如果会否定[image: alt]
 并且肯定A，那么必须能够给a一个意谓，使得会肯定A并且否定φ（a）。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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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意谓，无论a可以是什么，都排除了否定φ（a）并且肯定A这种情况。因此不能否定[image: alt]
 并且肯定A；这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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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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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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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在A和B中不出现，并且φ（a）仅在自变元位置上含有a。这种情况可以化归到前面那种情况，因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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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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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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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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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更多的条件杠，情况也类似。

§12．现在我们考察几个符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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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人们可以发现某种东西，譬如∆，使得否定X（∆）。因此这可以译为：“存在一些东西，它们没有X这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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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义与此不同。它意谓：“无论a可以是什么，总能否定X（a）”，或者“不存在有X这种性质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们称有X这种性质的东西为一个X，那么它意谓“不存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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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否定，因此可以将它译为“存在一些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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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无论可以在a的位置上代人什么，都不出现必须否定P（a）并且肯定X（a）这样的情况”。因此这里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于可以给予a的一些意谓，肯定P（a）并且肯定X（a），对于其他一些意谓，肯定P（a）并且否定X（a），对于另外一些意谓，否定P（a）并且否定X（a）。这里可以译为：“如果某物有性质X，那么它也有性质P”，或者“每个X都是一个P”，或者“所有X都是P”。


这就是表达因果联系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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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不能给予α这样的意谓，使得可以既肯定P（α）又肯定ψ（α）”。这可以译为：“凡有性质ψ的东西，没有性质P”，或者“所有ψ都不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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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image: alt]
 并且因此可以重新表述为“有些Λ不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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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所有M都不是P”，并因此意谓“一些
（12）

 M是P”；或者“可能一个M是一个P。”

这样就得出逻辑对当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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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一些纯思维判断的表述和推导





§13．第一章已经提出了几条思维原则，以便将它们转变为我们的符号的应用规则。这些规则和它们是其模写的规律不能用这种概念文字表达，因为它们是这种概念文字的基础。现在在这一章应该用符号表述一些纯思维判断，而这些判断是可以用概念文字表达的。显然，从较为简单的判断推导出较为复杂的判断，不是为了使它们更加确定，因为这通常是不必要的，而是为了揭示判断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只知道这些规则，还是也知道一些规则如何同时给出另外一些规则，显然是不同的。用后一种方式可以得到少数几条规律，这几条规律如果加上规则中包含的那些规律，则将一切（尽管尚未得到发展的）规律的内容都包括在内。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实质，也是进行推导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好处。由于可提出的规律数量极大以致不能全部列举出来，因此只有通过寻找那些根据其力量
 将一切包括在内的规律才能达到完全性。当然现在必须承认，化归方法并非只能有这样一种形式。因此，通过这样一种描述方式并没有说明思维规律的所有关系。也许还有其他一系列判断，加上规则中包含的规律，从这些判断同样可以推导出所有思维规律。无论如何，以这里给出的化归方式总可以确定这样许多关系，由此使其他各种推导变得更为容易。

在以下描述中构成核心的句子共有九个。其中有三个，即公式1，2和8，只需要用条件符号和字母来表达；有三个，即公式28，31和41还包含否定符号；有两个，即公式52和54，包含内容同一符号；还有一个，即公式58，使用了内容线的凹处。

如果读者想探究以下推导的所有细节，将会感到十分厌倦；推导的目的仅在于对有关推导一条规律的每个问题提供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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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否定a，肯定b和肯定a的情况被排除”。这是显然的，因为a不能同时既被否定又被肯定。也可以用日常语言将这个判断表达为：“如果一个句子a是有效的，那么，如果任意一个句子b是有效的，a也是有效的。”例如，a意谓三角形ABC诸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这个句子；b意谓角ABC是一个直角这个句子。这样我们就得到下面的判断：“如果三角形ABC诸角之和等于两直角，那么这也适合于角ABC是一个直角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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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的（1）是这个公式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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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不出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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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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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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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这样的情况：否定a，肯定b和肯定c这种情况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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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说明，否定[image: alt]
 并且肯定[image: alt]
 但是[image: alt]
 的否定意谓：否定a，肯定c。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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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意谓：否定a，肯定c，肯定[image: alt]
 但是肯定[image: alt]
 和c则肯定b。因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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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得出否定a和肯定b和c。这种情况恰恰由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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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除。因此不能出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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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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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这就断定了下面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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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现因果联系的情况来说，也可将它表达如下：

“如果一个句子（a）是两个句子（b和c）的必然结果[image: alt]
 并且如果其中一个句子（b）又是另一个句子（c）的必然结果，那么句子（a）就仅仅是最后这个句子（c）的结果。”

例如，c意谓：在一个数列Z中，每个后序项大于前序项；

b意谓：一个项M大于项L；

a意谓：项N大于L。

这样，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个判断：

“如果从‘在一个数列Z中，每个后序项大于前序项’，‘一个项M大于项L’这些句子可以推出‘项N大于L’，并且如果从‘在一个数列Z中，每个后序项大于前序项’这个句子得出‘M大于L’，那就可以从‘在一个数列Z中，每个后序项大于前序项’这个句子得出‘N大于L’这个句子。”

注　释


（1）
 此处所译的是《概念文字》一书的序、第Ⅰ章及第Ⅱ章的一部分。——译注


（2）
 因为没有感官知觉，在我们熟知的生物那里就不可能有精神的发展，因此后一类适合所有判断。


（3）
 参见特兰特伦布克（Trendelenbung）：《哲学历史论文集》第3卷。


（4）
 请想一想1、对数、正弦、极限。


（5）
 我用大写的希腊字母作为缩写，如果我没有专门解释它们，读者可以赋予它们合适的涵义。


（6）
 反之，有一些房子（或一座房子）（参见§12）这种情况就会是一种可判断的内容。而“房子”这种表象只是这种内容的一部分。在“普里阿摩斯的房子是木制的”这个句子中，不能用“有一座房子这种情况”替代“房子”。关于不可判断的内容的另一类例子，见公式81。


（7）
 全书将显示出对这一点的论证。


（8）
 见§12。


（9）
 见§2。


（10）
 一个以前被认为是可替代的符号
 ，在它至此被看做是固定的这个位置上
 ，现在同样可以被理解为可替代的
 。


（11）
 这应该这样理解：它也包括“存在一个Λ”这种情况。例如，如果Λ（x）意谓x是一座房屋这种情况，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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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是“存在一些房屋或至少一座房屋”。参见§2，注释。


（12）
 这里，“一些”这个词总是应该这样理解，它也包括“一个”这种情况。若更详细地说就是“一些或至少一个”。


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

（刊于《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NF81，1882年48—56页）





在科学的较抽象部分，人们一再感到缺少一种既可以避免别人的曲解又可以避免自己思想中错误的工具。这两个问题的原因都在于语言的不完善性。因为我们正是用有意义的符号表达思想的。我们注意力的本性是指向外界。感觉印象远比记忆图像鲜明，因而就像在动物那里一样，几乎仅凭感觉印象决定我们的表象过程。如果不是外界也会有些依赖于我们，我们也几乎从不会逃脱这种依赖性。大多数动物由于地点迁移的能力影响了它们的感觉印象：它们能够离开一个地方，寻找另一个地方。而且不仅这样，它们也可以对事物产生改造性的影响。现在，人的这种能力要大得多。但是凭这种能力我们的表象过程依然不会获得完全的自由；若没有符号这一伟大发现，它们也将局限于我们的手所造成的东西和我们的声音所能造成的音响。是符号使我们能够想到不存在的、看不见的、也许是非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我不否认，即使没有符号，对一事物的感觉也能够围绕自身聚集一系列记忆图像。但是我们不能继续保持这些记忆图像；因为一种新的感觉使这种图像消失并使另一种图像出现。而如果我们创造出凭感觉使我们回忆起表象的符号，我们就以此建立起一个新的固定的核心，表象围绕它聚集起来。从这些表象中我们重新选择出一个表象，以便创造出它的符号。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地深入我们表象的内部世界，并且在那里随意活动，因为我们利用可感觉的东西本身使我们从它的约束下解脱出来。就像发明利用风逆风行驶对于航海具有重要意义一样，符号对于思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没有人轻视符号！选择适当的符号也同样重要。我们经过长期练习，实际上不需要再创造符号，进行思维再也不需要大声说话，但这同样不会减少符号的价值；因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用语词进行思维，即使不用语词，仍然要用数学符号或其他符号进行思维。

没有符号，我们也很难提高到概念思维。当我们将相同的符号指派给不同而类似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不再表示个别事物，而表示它们共同的东西，即概念。我们只有表示出概念，才能获得概念；因为概念本身不是直观的，为了显示给我们，它需要一个直观的代表者。这样，这种可感觉的东西引导我们达到不可感觉的东西的世界。

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符号的功绩，却足以说明符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事实证明，在涉及保证思维不犯错误的地方，语言是有缺陷的。语言首先就没有满足人们鉴于正确思维而对它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即一义性。最危险的情况是语词的意谓只有很少的差异，只有微小的而又不是无关紧要的变动。这里只能从许多例子中举出一种普遍现象：同一个词用来表示一个概念和处于这个概念之下的一个个别对象。根本没有表现出概念和个别事物之间清楚的差别。“马”可以表示一个个别动物，也可以表示类，譬如在“马是食草动物”这个句子中。“马”最终可以意谓一个概念，譬如在“这是一匹马”这个句子中。语言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受逻辑规律支配，即只要遵守语法就能保证思维活动形式的正确性。表达推论的形式多种多样，极不严格而有伸缩性，以致一些前提能够很容易不被察觉地潜入进来，这样，在列举结论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时它们就被忽视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结论就包含有比它本来应有的更大的普遍性，甚至像欧几里德这样一位十分仔细和严格的著作家，也多次不加说明地使用一些既不在他的原理下也不在特殊定理的前提下引用的前提。他在《几何基础》第一卷定理19（在任一三角形中，较大的边与较大的角相对）的证明中，就是这样不加说明地使用了以下定理：

1．如果一个线段不大于另一个线段，那么它等于或小于这个线段。

2．如果一个角等于另一个角，那么它不大于这个角。

3．如果一个角小于另一个角，那么它不大于这个角。

但是读者只有特别注意才会发现省略了这些定理，尤其是因为它们似乎非常接近原初的思维规律，以致可以像思维规律那样使用它们。语言中恰恰没有严格确定的推理形式的范围，以致无法将语言形式方面完美无误的进展与省略了中间步骤区别开来。人们甚至可以说，语言中几乎没有完美无误的进展，这样的进展不合语感，因为它的冗赘会令人不能容忍。逻辑关系几乎总是仅仅被语言暗示了出来，任凭人们去猜测，而并没有真正被表达出来。

写出的语词比说出的语词只是保留得更长久些。人们可以反复观察一个思想过程，不必担心发生变化，并且人们可以十分仔细地检验这个思想过程的准确性。这里，逻辑规则表面上就像一条准绳，因为语言文字本身的性质提供不了充分的保障。但是，错误，尤其是语词的意谓的细微差别所产生的错误，仍然很容易逃脱检验者的眼睛。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我们在生活中以及在科学中还过得去，这多亏了有经常供我们使用的多种多样检验手段。经验、空间观察使我们避免许多错误。相比之下，正像检验的手段开始不起作用的那些范围的例子表明的那样，逻辑规则给我们提供不了什么保护。这些规则也没有使大哲学家们避免犯错误，它们同样没有使高等数学始终防止出现错误，因为它们总是与内容无关。

以上强调的缺陷的原因在于语言的某种柔韧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这种性质又是语言发展能力和多方面适用性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可以和手相比，因为尽管手能够适用于各种任务，却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为自己制造人造手，即一些专用工具，它们工作的精确程度是人手不及的。这种精确性为什么会是可能的？恰恰因为部件的僵硬性，不变性。手没有这些性质，因而才胜任许多工作。日常语言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排除任何歧义，内容不能脱离这个系统和严格的逻辑形式。

现在要问，应该优先选择听的符号还是看的符号。听的符号首先提供以下优点，当它们出现时，人在外界情况面前是比较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可以认为声音与内心过程有更为近似之处。听的符号和看的符号的表现形式都有时间顺序；它们同样是暂时的。特别是声音较之形态和颜色与内心活动有更密切的关系；而且人的声音无限柔韧，能够表达最细微的感情混乱和变化。但是无论这些优点对于其他用途可能有多么大的价值，它对于推论的严格性毫无意义。可听的符号如此紧密地依附于理性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这也许恰恰有使理性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依赖于可听符号的缺点。

可见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有了形态。它们一般有明确的界线和清晰的区别。文字符号的这种确定性使被表达的东西也更明确地显示出来。对于推理的严格性来说，对表象的这种效果肯定是所期望的。但是仅当符号直接意谓事物时，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文字符号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更持久并且不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它很像概念，就像概念应该的那样，当然它更不像我们实际思想活动的无休止的流动情况。文字使人们可以同时考虑许多东西，尽管我们每一刻只能考虑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对其他东西确实也有一般的印象，并且当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时，它们立即为我们所用。在二维书写平面的文字符号状态比在一维时间中单纯的前后相续过程可以更多样地表达内在关系，而且这使人们更容易发现我们恰恰要予以注意的那些东西。事实上，这种一维的排列也确实丝毫不适应使思想相互联系起来的多种多样的逻辑关系。

因此，文字借以远离表象过程的性质一般恰恰适于弥补我们资质的某些缺陷。如果不是涉及描述自然思维如何与日常语言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涉及弥补它由于与听觉的紧密结合而产生的片面性，那么对于文字和声音将应该优先选择文字。为了利用视觉符号的独特优点，这样一种文字必须与所有日常语言完全不同。这些优点在日常文字中差不多根本没有表现出来，这一点几乎是不用说的。字词在书写平面上的相互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的长度，就这一点而言，它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已经有其他一些不同种类的文字，它们更好地利用了视觉符号的优点。算术的形式语言是一种概念文字，因为它们不传达声音，直接表达事物。作为一种概念文字，它达到这样的简明性：允许在一行表达一个简单判断的内容。这样的内容——这里是等式或不等式——按照它们的先后顺序被依次写出。如果从两个判断得出第三个判断，人们就用一条水平线将第三个判断与前两个判断分开，这条水平线可以译为“所以”。这样就利用了书写平面二维广延的清晰性。这里的推论十分单调并且几乎总是基于这一事实：相同数的相同变化导致相同的结果。当然现在这绝不是算术中独一无二的推理式。但是，如果说逻辑的进展与此不同，那么这是因为通常要用日常语言表达它。因此，算术的形式语言缺少逻辑联结词的表达，因而不能说它是完全意义上的概念文字。起源于莱布尼兹，后又由布尔、R.格拉斯曼、圣·耶芳斯、施罗德和其他人更新的逻辑关系的表达方式则恰恰相反。尽管这种表达方式有逻辑形式（当然不是十分完全的），但是却没有内容。任何用内容表达式（譬如分析的等式）替代简单符号的企图，都会由于形成的公式混乱、冗长和有歧义而表明，这种表达方式多么不适于构造一种真正的概念文字。我希望有下面这样一种概念文字：它必须有逻辑关系的简单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限制在必要的数量之内，必须能够被人们简便而可靠的掌握。这些形式必须适合于与内容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必须力求简明，以便能够充分利用书写平面的二维广延达到描述的清晰。有内容意义的符号非常少。一旦出现普遍的形式，就能够很容易根据需要制造这种符号。如果看上去不能或者不必把一个概念分解为其最小组成部分，那就可以满足于暂时使用的符号。

对于这一问题的可行性，人们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担心。人们说，不可能通过一种概念文字促进科学的发展；因为前者的发现就已经假定了后者的形成。在语言方面已经出现过似乎完全相同的困难。语言应该使理性的发展成为可能；但是人没有理性怎么能够创造语言呢？物理仪器用于自然规律的研究；这些物理仪器只有通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技术才能制造出来，而这种技术又基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种循环在所有情况下都以相同的方式得到解决。物理学的进步导致技术的进步，而这种技术又使人们可以制造新的仪器，通过新的仪器又促进物理学的发展。这当然也适用于我们的情况。

现在，我已经尝试
（1）

 用逻辑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这样由此首先出现了一种用于数学领域的、正像我描述的那样的理想的概念文字。由此并不排除我的符号用于其他领域。逻辑关系到处反复出现，人们可以这样选择表示特殊内容的符号，使得它们适应概念文字的框架。无论现在出现还是不出现这种情况，对思维形式的一种直观描述毕竟有了一种超出数学范围的意义。因此哲学家们也想重视这个问题！

注　释


（1）
 《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Halle a,S.,1879。


什么是函数？

（刊于L.波尔兹曼六十寿辰纪念文集，1904，656—666页）





“函数”这个词
（1）

 在数学分析中意谓什么，并非没有任何疑问，尽管它长期以来常常被使用。在解释中我们发现两个总是重复出现的表达，有时结合在一起出现，有时单独出现，即函数解析式和应变元这两个表达。我们还注意到一种不确定的语言用法，时而将决定函数关系的东西或者也许将函数关系本身称为函数，时而将依赖的应变元称为函数。

最近在定义中，“应变元”这个词占主要地位。但是这个词本身很需要解释。各种变化都在时间中发生，因此在对应变元进行分析时，一定会探讨时间过程。但是现在数学分析与时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数学分析可用于时间过程是不重要的。数学分析也应用于几何学，但这时根本不考虑时间。这是我们想借助例子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一再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因为只要我们试图说明一个应变元，我们就将想到在时间中发生变化、因而不属于纯数学分析的东西。然而如果应变元确实是分析的对象，就一定可以指出一个应变元，这个应变元没有任何算术所不熟悉的东西。

如果在这种变化中已经有困难，那么当我们问什么东西发生变化时，我们就遇到一个新的困难。人们首先得到这样的回答：一个量。让我们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称一根铁棍为一个量，只要它是长的。这根铁棍长度的各种变化是在时间中出现的，譬如由于加热而可能产生的变化。铁棍和长度都不是纯分析的对象。要在分析中说明一种变量的这种企图失败了。其他许多企图必然同样失败；因为长度的量、面积的量、角度的量、整体的量都不是算术的对象。在所有量中，只有数属于算术。而且正因为算术这门科学完全不考虑在个别情况下数是通过计量什么量获得的，所以它能够有最多种多样的应用。因此我们问：数学分析中的应变元是变数吗？如果它们实际应该属于数学分析，那么它们还会是什么呢？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人们几乎从不说“变数”，相反却常说“变量”呢？这个表达听上去比“变数”更能够接受；因为这样这里就产生了疑问：到底有变数吗？每个数不是都使其性质保持不变吗？现在人们也许会说，3和π显然是不变的数，常数；但是确实也有变数。例如，如果我说“以毫米标明这根铁棍长度的这个数”，那么我说出一个数，这个数是变化的，因为这根铁棍并非始终保持这同一长度；因此我以上述表达式表示了一个变数。让我们将这个例子与下面的例子进行比较。如果我说“这个王国的国王”，则我表示一个人。十年前这个王国的国王是个白发老人，如今这个王国的国王是一个年轻人。因此我用这个表达式表示了一个过去是白发老人如今是年轻人的人。这里一定有错误。不说明时间，“这个王国的国王”这个表达式根本不表示任何人；但是只要加上时间说明，它就可以确切无疑地表示一个人；但是在这情况下，这个时间说明必然是这个表达式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做出另一个时间说明，我们就得到另一个表达式。因此，在我们的两个句子中根本没有相同的命题主语。同样，如果没有时间说明，“以毫米标明这根铁棍长度的这个数”这个表达式绝不表示任何数。如果加上一个时间说明，那么由此就可以表示一个数，譬如1000；但是这时，这个数就是不变的。加上另一个时间说明，我们就得到另一个表达式，这个表达式现在也可以表示另一个数，譬如1001。如果我们说：“半小时以前以毫米标明这根铁棍长度的数是一个立方数，现在以毫米标明这根铁棍长度的数不是立方数”，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得到相同的命题主语。1000绝没有膨胀为1001，而是被1001替代。或者也许1000这个数与1001这个数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表面不同的表达？如果某物发生变化，我们就在同一对象上先后看到不同性质、状况。如果是不同的对象，我们绝不会有我们可以表述其变化的主语。一根铁棍通过加热而膨胀。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根铁棍仍是同一根铁棍。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将这根铁棍拿走，用另一根更长的铁棍替代它，那么人们就不能说，它膨胀了。一个人变老；但是如果由此我们不能认出他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我们可以表述那个人变老的东西。让我们把这种情况应用于数！如果一个数发生变化，什么东西保持不变？没有任何东西保持不变！因此数根本不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我们可以表述数变化的东西。一个立方数绝不变成一个素数，一个无理数绝不变成一个有理数。

因此没有变数，而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由没有表示变数的专名来证明。我们以“以毫米标明这根铁棍长度的这个数”这个表达式表示一个变数的企图失败了。但是我们用“x”、“y”、“z”不是表示变数吗？人们确实使用这种谈论方式；但是这些字母不是变数的专名，不像“2”和“3”那样是常数的专名；因为“2”和“3”这些数以特定方式相互区别，但是以“x”和“y”为标志表示的应变元相互通过什么来区别呢？这无法说明。我们无法说明x有什么性质，y有什么与它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确实将某种东西与这两个字母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在这两个字母上有相同的模糊的表象。在出现表面区别的地方，都涉及应用；但是我们这里不谈应用。由于我们不能把握各个应变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把专名赋予应变元。

库贝先生曾试图避免前面提到的几个困难。
（2）

 为了取消时间，他把应变元解释为不确定的数。但是有不确定的数吗？应该把数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吗？有不确定的人吗？难道每个对象不是必然确定的吗？但是n这个数不是不确定的吗？我不了解n这个数。“n”不是任意一个数的专名，既不是一个确定的数的专名；也不是一个不确定的数的专名。然而人们确实有时说“n这个数”。为什么可以这样呢？这样的表达式必须联系上下文考虑。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n这个数是偶数，那么cosnπ＝1”。这里只有这整个句子才有涵义，其条件句本身和结果句本身都没有涵义。根本不能回答n这个数是不是偶数这个问题，同样也不能回答是不是cosnπ＝1。若要回答这些问题，“n”必须是一个数的专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就必然会是确定的。人们写下“n”这个字，是为了获得普遍性。这里的前提是，如果通过一个数的专名替代n这个字母，那么不仅条件句，而且结果句都得到一种涵义。

当然这里可以谈论不确定性；然而“不确定的”在这里不是“数”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副词，譬如修饰“指示”。人们不能说“n”表示一个不确定的数，但是大概可以说它不确定地指示数。因此，算术中使用字母的地方总是这样，只有很少几种情况（π、e、i）例外，这里它们作为专名出现；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它们表示确定的、不变的数。因此没有不确定的数，库贝先生的这种企图失败了。

他接着试图弥补下面的缺陷：人们不能把握任何应变元并使之与其他应变元相区别。他将一个变元可具有的值的整体称为这个变元的域，并且说，“如果对人们表示的每个实数都可以规定它是不是属于这个域，那么变元x被看做被定义的。”它被看做被定义的；但是它真的被定义了吗？由于没有不确定的数，因此不能定义任何一个不确定的数。提出这个域是为了标明变元。因此我们在同一个域就会有相同的变元。由此得出，如果x的域是正数域，那么在“y＝x2
 ”这个等式中，y就会是与x相同的变元。

必须认为这种企图失败了，尤其是“一个变元具有一个值”这个表达是完全不清楚的。一个变元应该是一个不确定的数。那么一个不确定的数如何能有一个数？因为值显然是一个数。例如，一个不确定的人也有一个确定的人吗？人们通常都说，一个对象有一种性质。这里数必须起两个作用；作为对象，它叫作变元或变量，作为性质，它叫作值。因此，由于人们没有看到变量和据说是变量具有的值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根本没有一个对象先后具有不同性质的情况，因而绝不能谈论变化。由于没有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人们愿意使用“量”这个词，而不愿使用“数”这个词。

关于应变元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变量尽管能够得到承认，却不属于纯数学分析。没有变数。因此“应变元”这个词没有理由用于纯数学分析。

现在我们如何从变元达到函数呢？这大概基本上总是以相同方式实现，因此我们遵循库贝先生的描述。他在§3写道：

“如果对实变元x的每个属于其域的值指派一个确定的数y，那么，一般也把y定义为变元并且称之为实变元x的一个函数
 。人们通过一个具有y＝f（x）形式的等式表达这种情况。”

这里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把y叫做一个确定的数，而它作为变元却必然会是一个不确定的数。y既不是一个确定的数，也不是一个不确定的数；但是“y”这个符号却被错误地赋予许多数，然后又被说成就好像它只是一个单一的数。如下描述这种情况也许会更简单更清楚：将一个数指派给一个x-域的每个数。我称这些数的整体为y-域。当然，这样我们虽然有一个y-域，但是我们没有y，我们可以说它是实变元x的一个函数。

现在，确定域的界线对于询问函数的本质似乎无关紧要。为什么我们不能立即将实数域或包括实数在内的复数域看做域呢？问题的实质大概确实在别的地方，即隐藏在“指派”这个词中。那么，我从哪里能看出5这个数是不是指派给4这个数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方式的补充，则是不能回答的。然而根据库贝的解释，看上去好像对于每两个数可以立即确定第一个数是不是指派给第二个数。幸亏库贝先生补充了以下说明：

“以上定义不包含有关通过特征f
 以最普遍的方式指明的指派规则
 的陈述；这种规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规定”。

因此指派是根据一条规律出现的，并且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规律。现在，如果“y是x的一个函数”这个表达式不是以说明指派所根据的规律作补充的，那么它就没有涵义。这是定义的一种错误。而且难道被解释为不存在的规律实际上不是主要的东西吗？我们注意到，这样一来，变化性就从我们眼前完全消失，而普遍性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规律”这个词表示普遍性。

指派的规律之间的区别将与函数的规律之间的区别相关，而且再不能把它们看做量的区别。如果我们仅考虑代数函数，对数函数，椭圆函数，我们就会立即相信这里涉及质的区别；这是不把函数解释为应变元的另一个原因。如果函数是应变元，那么椭圆函数就会是椭圆应变元。

我们一般用一个等式表达这样一条指派规律，在这个等式左边有字母“y”，而在右边出现一个由数字符号、计算符号和字母“x”组成的计算表达式，譬如

“y＝x2
 ＋3x”。

现在人们已把函数定义为这样的算式。最近人们发现这个概念过于狭窄。然而，通过在算术符号语言中引入新的符号可能会避免这种弊病。另一种反对意见更有分量，即函数解析式作为一组符号绝不属于算术。形式理论将符号当做这门科学的对象。通过我在《算术的基本规律》第二卷中所做的批评，大概我可以把这种形式理论看做最终结束了。过去人们并非总是明确区别符号和符号表达物，因此将一个“函数解析式”（expressio analytica）也几乎理解为它的意谓。那么“x2
 ＋3x”表示什么呢？实际上什么也不表示，因为“x”这个字母仅暗指数，而不表示数。如果我们用一个数字符号代入“x”，我们就得到一个表达式，这个表达式表示一个数，因此不表示任何新东西。正像“x”本身一样，“x2
 ＋3x”仅仅暗指一个数。为表达普遍性，可以出现这种情况，譬如下面的句子：

“x2
 ＋3x＝x·（x＋3）”，

“如果x＞0，那么x2
 ＋3x＞0”。

但是现在函数在哪里呢？似乎函数解析式本身和它的意谓都不能当做函数。然而我们离正确轨道大概绝不会太远。“sin 0”、“sin 1”、“sin 2”这些表达式均意谓一个特殊的数；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组成部分“sin”，我们发现这个符号表示正弦函数的真正本质。相应于这个“sin”的大概是“f”。库贝先生说，这个f表示规律，而且从“f”到“sin”的过渡类似于从“a”到“z”的过渡，是从一个暗指性符号到一个起表示作用的符号的过渡。根据这种情况，“sin”就会意谓一条规律。当然这不完全正确。在我们看来，这条规律宁可说是以“y＝sin x”这个等式表达的，“sin”这个符号仅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然而是标明这条规律独特特征的部分。难道这里没有我们寻找的东西，即函数吗？因此严格地说，“f”也暗指一个函数。这里我们想到函数和数借以区别的东西。就是说，“sin”需要以一个数字符号作补充，但这个数字符号却不属于函数的表示方式。这是普遍有效的：一个函数的符号是不饱和的，需要以一个数字符号补充，这时，我们称这个数字符号为自变元符号。我们在根符号、对数符号上也看到这种情况。函数符号绝不能像数字符号那样可以单独出现在一个等式的一边，而只有以一个表示或指示一个数的符号补充时才能出现在一个等式的一边。那么，一个函数符号和一个数字符号的这种结合、譬如“sin1”、“[image: alt]
 ”、“∠1”意谓什么呢？分别均意谓一个数。这样，通过以一个部分补充另一个不饱和的部分，我们就得到由两个不同种类的部分复合构成的数字符号。

用空括号可以使这需要补充的特征变得十分明显，例如“sin（　）”或“（　）2
 ＋3·（　）”。尽管这实际上是最恰当的，并且最适于防止由于将自变元符号看做函数符号的一部分而产生的混乱，但是大概没有人会接受这种表达方式。
（3）

 为此目的也可以使用一个字母。如果我们选用“ξ”这个字母，那么“sin ξ”和“ξ2
 ＋3·ξ”就是函数符号。但是同时必须规定，这里“ξ”的唯一任务是标明插入补充符号的位置。不把这个字母用于其它目的将是十分正确的，因此例如不是替代在我们举的例子中用来表达普遍性的“x”。

“x”这个字母不仅应该标明自变元位置，而且应该同时用来表达普遍性，这是微商通常使用的表示方式的一种缺陷，例如下面这个等式：

[image: alt]


由此产生一种困难。根据算术中使用字母的普遍原理，如果以一个数字代入“x”，则一定会达到一种特殊情况。但是无法理解

[image: alt]


这个表达式，因为不能认出这个函数。我们不知道它是

[image: alt]


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

[image: alt]


这种笨拙的书写方式。但是更大的缺点大概在于由此更难认识函数的本质。

函数本身当然有些东西相应于我们称之为不饱和性的这种函数符号的独特性。我们也可以称函数是不饱和的，并且以此表明它们与数根本不同。当然这不是定义；但是这里也不能下定义。
（4）

 我自己必须局限于通过一种形象的表达暗指我考虑的东西，并且同时依赖于读者适宜的理解。

如果用一个数补充一个函数使之成为一个数，则我们称后面这个数为前面那个作为自变元的数的函数值。人们通常把“y＝f（x）”这个函数读作：“y是x的一个函数”。这里有两个错误：第一，人们用系词翻译等号；第二，人们将函数与一个自变元的函数值混淆起来。由这些错误形成一种意见，认为函数是一个数，甚至是一个变数或不确定的数。与此相反，我们已经看到，根本没有这样的数，函数与数根本不同。

为了追求简短，在数学语言中引入许多不精确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反过来使思想变得含混不清并且产生错误的定义。数学本应该是逻辑清晰的典范。事实上，人们也许在任何一门科学文献中都不会发现比在数学文献中更不恰当的表达式，因此是更不恰当的思想。人们绝不应该为了表达的简短而牺牲逻辑的正确性。因此，创造一种集尽可能简短与最严格精确于一身的数学语言则更为重要。为此，一种概念文字大概将是最适宜的，即这样一整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人们能够不借助语音而由书写符号或印刷符号直接表达思想。

注　释


（1）
 这种考虑应该限于带有一个单一变元的函数。


（2）
 《微分和积分演算讲义》Leipzig,Teubner,1.§2。


（3）
 顺便说一下，这仅指人们想完全孤立地表示一个函数的例外情况。在“sin2”中，“sin”本身就已经表示函数。


（4）
 翰科尔先生在他的《无穷多次变动和不稳定函数研究》（Universitätspro gramm,Tübingen 1870）§1给出的定义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一个错误的循环，它含有“f（x）”这个表达式，但是这个表达式对其解释来说预先假定了被定义的东西。


函数和概念

（1891年1月9日在耶拿医学和自然科学学会会议上作的演讲）





多年以前
（1）

 我荣幸地在这个学会作了关于我称之为概念文字的表达系统的报告。今天我想从另一个侧面出发说明这个问题并且谈几点补充意见和新的见解，它们的必要性是我自那以后想到的。这里不能完整地阐述我的概念文字，而只能说明几个基本思想。

我从数学中称之为函数的东西出发，这个词并非一开始就有它后来达到的如此广泛的意义。我们最好是先考虑其原初的使用方式，然后再考虑其后来的扩展。首先我将只谈论仅含一个自变元的函数。一个具有明确意谓的科学表达式首先出现在需要用它的意谓表述一条规律的地方。对于函数来说，这种情况出现在发现高等数学分析的地方。因为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提出对于函数普遍有效的规律。因此如果想知道“函数”一词最初在数学中指什么，就必须追溯到发现高等数学分析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大概会得到以下回答：“x的一个函数指一个含x的解析表达式，一个含有x这一字母的公式。”例如，根据这种回答，

2·x3
 ＋x

这个表达式就会是x的一个函数，

2·23
 ＋2

这个表达式就会是2的一个函数。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里没有区别形式和内容，符号和符号所表达的东西。然而，今天在数学著作中，甚至在名作家撰写的数学著作中，也常常遇到这种错误。以前
（2）

 我已经指出算术中通用的形式理论的缺陷。在算术那里人们谈到没有、也不应该有内容的符号，然后却赋予它们只有符号内容才能合理得到的性质。因此这里也是这样，一个纯表达式，即一种内容的形式不能是事物的本质；只有内容本身才能是事物的本质。现在，“2·23
 ＋2”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意谓是什么？是与“18”或“3·6”的内容、意谓相同的东西。2·23
 ＋2＝18这个算式表达出，位于右边的符号组合与位于左边的符号组合的意谓相同。这里我必须驳斥譬如2＋5和3＋4尽管相等却不相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又是基于那种对形式和内容、符号和符号所表达的东西的混淆。这就好像人们愿意认为wohlriechende Veilchen（香堇）与Viola odorate（香堇）是不同的，因为这两个名字听上去不同。表达方式的差异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被表达的东西的差异。在我们所说的情况，只是由于7这个数字符号的意谓不是感官可感觉的东西，问题才不太明显。目前广为盛行一种倾向，不承认任何不能用感官感觉的东西是对象，于是这种倾向诱使人们把数字符号本身看做数，看做实际考虑的对象；
（3）

 因而7和2＋5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这样一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如果不追溯到数字符号的意谓，人们根本不能谈论数的任意一些算术性质。例如，如果不追溯1的意谓，1的与自身相乘还得自身的这种性质就会是纯虚构的东西；因为无论怎样用显微镜检验或进行化学检验，在我们称之为数字符号1的这个纯洁的图形上都不会发现这种性质。也许这是在说一种定义；但是任何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创造性的，因为它除了赋予一事物以引入定义作为符号表达和表示该事物这一性质外，不能赋予它一些它根本没有的性质。
（4）

 相反，我们称之为数字符号的图形却有依赖于书写工具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人们可以想象有一天会引入一种全新的数字符号，譬如就像过去阿拉伯数字符号取代罗马数字符号一样。没有人会真的以为由此能得到全新的数，得到具有迄今尚未研究的性质的全新的算术对象。因此，如果人们必须区别数字符号及其意谓，那么也将必须认识到“2”、“1＋1”、“3－1”、“6∶3”这些表达式的意谓相同；因为根本不能看到差别会在什么地方。也许人们会说：1＋1是和，而6∶3是商。但是6∶3是什么？是与3相乘而得出6的这个数。即“这个数”，而不是“一个数”；用这个定冠词说明，只有唯一的一个。现在，

（1＋1）＋（1＋1）＋（1＋1）＝6，

因而（1＋1）正是被表示为（6∶3）的这个数。不同的表达式相应于不同的理解和方面，但总是相应于相同的东西。否则x2
 ＝4这个等式就会不仅有2和-2这两个根，而且也有（1＋1）和无数其他尽管有些相似却相互不同的根。当人们只承认两个实根时，人们拒斥这样的观点：等号不是意谓完全重合，而是仅意谓部分一致。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点，我们就看到，

“2·13
 ＋1”，

“2·23
 ＋2”，

“2·43
 ＋4”

这些表达式指一些数，即3、18、132。如果现在函数确实仅是一个函数解析式的意谓，那么它也会恰恰是一个数；这样我们就不会为算术得到新东西。当然，人们现在使用“函数”一词时一般考虑的是一个表达式，这个表达式以x这个字母仅仅不确定地指一个数，譬如像

“2·x3
 ＋x”；

但是以此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因为这个表达式也仅仅不确定地指一个数；我是写下这个表达式，还是仅写下“x”，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正是通过带有这个不确定的指示性的“x”的这种写法，我们才导致正确的理解。人们称x为函数的自变元并且在

“2·13
 ＋1”，

“2·43
 ＋4”，

“2·53
 ＋5”

中重新认出这个相同的函数，只是它带有不同的自变元，即1、4和5。由此可以看出，函数的真正本质就在那些表达式的共同因素之中；就是说，在

“2·x3
 ＋x”

中除“x”外还存在的东西之中，譬如我们可以将它写为

“2·（　）3
 ＋（　）”。

自变元不同属于函数，而是与函数一起建立一个完整的整体，我认为说明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仅函数本身应该说是不完整的，需要补充的或不饱和的。因而函数与数根本不同。从函数的这种本质就说明，一方面我们在“2·13
 ＋1”和“2·23
 ＋2”中认出相同的函数（尽管这些表达式指示不同的数），而另一方面我们在“2·13
 ＋1”和“4－1”中却没有发现相同的函数，尽管它们的数值相同。我们现在还看到，人们是多么容易被诱使得把表达的形式恰恰看做函数本质的东西。我们在表达式中认出函数，这是因为我们是以分析的方式对它思考；而这样一种可能的分析是由于表达式的形态产生出来的。

函数解析式被分析而成的两部分，即自变元符号和函数表达式不是同类的，因为自变元确实是一个数，一个自身独立的整体，而函数不是这样的东西。人们可以将这种情况与用一点划分一条线段作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将划分点看做属于这两部分线段。但是如果人们想使划分完美，就是说，既不重复考虑任何东西，也不遗漏任何东西，那么只能将划分点看做属于一部分线段。这样这部分线段自身变成完全独立的，可以比作自变元，而另一部分线段缺少一些东西，就是说，人们可称之为它的端点的划分点不属于它。只有当人们通过这个端点或一条带有两个端点的线段补充它时，才从它得到完整的东西。例如，如果我现在说“2·x3
 ＋x这个函数”，那么不应把x看做属于函数，相反，这个符号只用来说明需要补充的种类，因为它使人们看到出现这个自变元符号的位置。

现在我们称以一个函数的自变元补充这个函数所产生的结果为这个自变元的函数的值。例如，3是1这个自变元的函数2·x2
 ＋x的值，因为2·12
 ＋1＝3。

有一些函数，譬如像2＋x－x或2＋0·x，它们的值总是相同的，不论它们的自变元是什么；我们得到2＝2＋x－x和2＝2＋0·x。如果现在将自变元也一起看做函数，那就会将2这个数看做这个函数。但这是不正确的。尽管这里函数的值总是2，函数本身却必须与2区别开；因为一个函数的表达必然总是表明一个或一些被指定要由自变元符号填充的位置。

现在，解析几何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直观说明一个有不同变元的函数值的手段。就是说，当我们将自变元看做一个横坐标的数值并将函数值看做一个点的纵坐标的数值时，我们就得到一个由点组成的图形，直观地看，它在一段情况表现为曲线。每个曲线点相应于一个带有函数值的自变元。

因此，例如

y＝x2
 －4x

给出一条抛物线，这里“y”指函数值和纵坐标的数值，同样，“x”指自变元和横坐标的数值。如果我们将

x（x－4）

这个函数与此进行比较，我们就发现，它与前者一样，对于相同的自变元一般有相同的值。无论用什么数代入x，我们一般都有

x2
 －4x＝x（x－4）。

因此，我们由

y＝x2
 －4x

得到的曲线与由

y＝x（x－4）

形成的曲线是相同的，我将它表达如下：函数x（x－4）与函数x2
 －4x值域相同。

如果我们写出

x2
 －4x＝x（x－4），

我们不是把一个函数等同于另一个函数，而只是认为这些函数的值相等。而且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个等式，以致无论可能用什么自变元代入x，这个等式都应是有效的，我们用它就表达了一个等式的普遍性。但是对此我们也可以说，“x（x－4）这个函数值域与x2
 －4x这个函数值域相等”并且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值域之间的等式。认为可以将函数值之间的等式的普遍性理解为一个等式，即理解为值域之间的等式，这在我看来是不能证明的，而必须被看做逻辑的基本规律。
（5）



现在也可以引入一种简明的表达方式表示一个函数的值域。为此目的，我用一个希腊文元音符号替代函数表达式中的自变元符号，将整体括在括号中并在它前面加上一个相同的带有送气符号的希腊文字母。据此，譬如，

[image: alt]
 （ε2
 －4ε）

是函数x2
 －4x的值域，并且

[image: alt]
 （α·（α－4））

是函数x（x－4）的值域，结果我们以

“[image: alt]
 （ε2
 －4ε）＝[image: alt]
 （α·〔α－4〕）”

表达，第一个值域与第二个值域相同。我们故意选择不同的希腊文字母，以便说明没有东西迫使我们采用相同的字母。

如果我们如上理解

“x2
 －4x＝x（x－4）”，

那么尽管它表达相同的涵义，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它把涵义表现为一个等式的普遍性，而新引入的表达式就是一个等式，它的左边和右边有一个自身独立的意谓。在

“x2
 －4x＝x（x－4）”

中，如果单独考虑，那么左边仅不确定地指一个数，右边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有“x2
 －4x”，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它写为“y2
 －4y”，同时不改变涵义；因为“y”和“x”一样仅不确定地指一个数。但是如果我们将两边结合为一个等式，我们就必须在两边选择相同的字母，并且由此表达某种既不是左边本身含有的东西，也不是右边本身含有的东西，也不是等号本身含有的东西，就是说表达的正是普遍性，当然是一个等式的普遍性，但首先确实是一种普遍性。

正像人们通过一个字母不确定地指示一个数，以便表达普遍性一样，人们也需要通过字母指示函数。人们一般用字母f和F表示函数，使得在“f（x）”，“F（x）”中x代表自变元。这里，字母f或F带有一对括号，其间一定要容纳自变元符号，由此表达出函数是需要补充的。因此，

“[image: alt]
 f（ε）”

表示一个没有得到确定的函数的值域。

那么随着科学的进步，函数一词的意谓是如何扩展的？这里可以区别两种方向。

首先，用以构造函数的计算方法的范围扩展了。除加法、乘法、乘方及其逆运算以外，还增加了不同种类的跨界运算，但是人们却始终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由此引入的这些全新的方法。由于数学分析的符号语言不起作用，（譬如如果谈到一个函数，其值对有理数自变元是1，对无理数自变元是0，）人们就走得更远，甚至不得不求助于日常语言。

其次，由于采用了复数，可以作为自变元和函数值出现的东西的范围扩展了。以此必然更宽地确定“和”、“积”等等表达的意义。

现在，我在这两个方向上更进一步。首先，除用于构造函数表达式的＋、－等符号外，我还采用＝、＞、＜这样的符号，使得我能够譬如在x像以前那样代表自变元的地方谈论函数x2
 ＝1。这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函数对不同自变元的值是什么。如果我们顺序将-1、0、1、2代入x，我们就得到

[image: alt]


在这些等式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是真的，其他是假的。现在我说：“我们的函数值是一个真值”，并且区别出真这个真值和假这个真值。我简称前者为真，后者为假。据此，例如正像“22
 ”意谓4一样，“22
 ＝4”意谓真。据此，

“22
 ＝4”，“2＞1”，“24
 ＝42
 ”

意谓相同的东西，即意谓真，这样我们在

（22
 ＝4）＝（2＞1）

就得到一个正确的等式。

这里很容易想到一种反对意见，“22
 ＝4”和“2＞1”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表达完全不同的思想；但是“24
 ＝42
 ”和“4·4＝42
 ”也表达不同的思想；然而却可以用“4·4”替代“24
 ”，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意谓。因此“24
 ＝42
 ”和“4·4＝42
 ”也有相同的意谓。由此看出，意谓的相同不导致思想的相同。如果我们说“昏星是一颗行星，其公转周期小于地球的公转周期”，则我们表达了一个与“晨星是一颗行星，其公转周期小于地球的公转周期”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因为，不知道晨星是昏星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两个句子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然而这两个句子的意谓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只相互交换了“昏星”和“晨星”这两个词，而它们有相同的意谓，就是说，它们是同一个天体的专名。必须区别涵义和意谓。尽管“24
 ”和“4·4”有相同的意谓，就是说，它们是同一个数的专名；但是它们没有相同的涵义；因此，尽管“24
 ＝42
 ”和“4·4＝42
 ”有相同的意谓，却没有相同的涵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含有相同的思想。
（6）



因此，正像我们写下

“24
 ＝4·4”

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样有理由写下

“（24
 ＝42
 ）＝（4·4＝42
 ）”

和

“（22
 ＝4）＝（2＞1）”。

此外，人们可能会问，在那些有助于构造函数表达式的东西的范围内究竟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符号呢？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更严格地论证算术定律就要追溯到纯逻辑定律并且只追溯到这样的定律，今天，这种观点似乎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我也持这种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算术的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下面将说明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算术的符号语言是如何扩展为逻辑的符号语言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函数x2
 ＝1的值总是两个真值之一。现在，如果对一个确定的自变元譬如-1而言，这个函数值是真，我们就可以这样表达它：“-1这个数有这样的性质，它的平方是1”，或者更简要地说：“-1是1的平方根”，或“-1属于1的平方根这个概念”。如果对一个自变元譬如2而言，x2
 ＝1的函数值是假，我们就可以这样表达它：“2不是1的平方根”，或“2不属于1的平方根这个概念”。由此我们看出，逻辑中称为概念的东西与我们称为函数的东西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确实完全可以说，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

（x＋1）2
 ＝2（x＋1）

这个函数的值也总是一个真值。例如，我们对自变元-1得到真并且也可以这样表述它：-1是这样一个数，它比一个其平方等于其二倍的数小1。这样就表达了-1这个数属于一个概念这种情况。现在，

x2
 ＝1和（x＋1）2
 ＝2（x＋1）

这两个函数对于相同的自变元总有相同的值，就是说，对于-1和+1为真，对于其他所有自变元为假。因此根据前边的规定我们要说，这些函数有相同的值域，我们用符号将它表达如下：

[image: alt]
 （ε2
 ＝1）＝[image: alt]
 （〔α＋1〕2
 ＝2〔α＋1〕）。

在逻辑中人们称此为概念的外延相等。因此我们可以把一个其值对每个自变元都是一个真值的函数的值域表示为概念外延。

我们将不停留在等式和不等式这里。等式的语言形式是一个断定句。这样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人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真值理解为句子的意谓，如同4这个数是“2＋2”这个表达式的意谓，或伦敦是“英国首都”这个表达式的意谓。

人们一般也可以将断定句像等式或数学分析的表达式那样分析为两部分来考虑，其中，一部分是完整的，另一部分是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例如，人们可以将

“凯撒征服高卢”

这个句子分析为“凯撒”和“征服高卢”。第二部分是不饱和的，它带有一个空位，只有通过用一个专名或一个代表专名的表达式填充这个位置，才出现一个完整的涵义。这里我也称这个不饱和部分的意谓为函数。在这例中，自变元是凯撒。

我们看到，这里同样也出现在另一种方向上的扩展，即在可作为自变元出现的东西方面。不再仅仅允许数出现，而是允许一般的对象出现，当然这里我也必须将人看做对象。前面已经引入两个真值作可能的函数值。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允许没有限制的对象作函数值。为了得到这样一个例子，譬如我们从

“德意志帝国的首都”

这个表达式出发。

这显然代表一个专名并且意谓一个对象。如果我们现在将它分析为

“的首都”

和“德意志帝国”这两部分，这里我把这第二格形式
（7）

 看做是与第一部分相关联的，那么这第一部分是不饱和的，而另一部分是完整的。因此我根据前边的方式称

“x的首都”

为一个函数表达式。如果我们以德意志帝国作它的自变元，我们就得到柏林作函数值。

如果我们这样允许对象没有限制地作自变元和函数值，那么现在就要问，这里什么叫作对象。我认为不可能有一条严格的定义，因为我们这里的东西十分简单，以致不能对它进行逻辑分析。只能说明它是什么意思。这里只能简明地说：对象是一切不是函数的东西，因此它的表达不带有空位。

一个断定句不含有空位，因此应该把它的意谓看做对象。但是这种意谓是一个真值。因此我们说的两个真值都是对象。

前面我们提出了值域之间的等式，例如：

“[image: alt]
 （ε2
 －4ε）＝[image: alt]
 （α〔α－4〕）”。

我们可以将它分析为“[image: alt]
 （ε2
 －4ε）”和“（　　）＝[image: alt]
 （α〔α－4〕）”。

后面这部分需要补充，因为它的等号左边有一个空位。第一部分“[image: alt]
 （ε2
 －4ε）”是十分完整的，因而意谓一个对象。函数的值域是对象，而函数本身不是对象。前面我们将[image: alt]
 （ε2
 ＝1）也称为值域，但是也能够将它叫作1的平方根这个概念的外延。因此，概念外延也是对象，尽管概念本身不是对象。

在我们以上述方式扩展了可当做自变元的东西的范围之后，必须更确切地规定已用符号的意谓。只要对于对象只考虑算术中的整数，“a＋b”中的字母a和b就仅意谓整数。需要解释的只是整数之间的加号。“a”和“b”意谓对象的范围的各种扩展迫使我们重新解释加号。科学的严格性要求我们采取预防措施，以使表达式绝不能没有意谓，使人们绝不毫无意识地以空符号进行计算，同时却以为涉及对象。人们以前在发散无穷序列上遇到过麻烦。因此有必要做一些规定，譬如规定出当“⊙”应该意谓太阳时，

“⊙＋1”

意谓什么。这些规定如何形成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规定“a＋b”总有一个意谓，无论可以用什么确定对象的符号替代“a”和“b”。这里我们要求概念对每个自变元都有一个真值作值，对每个对象都是确定的，无论对象处于还是不处于概念之下；换言之，我们要求概念有明确的界线，不满足这一点就不可能提出它们的逻辑规律。对于每个自变元x而言，如果“x＋1”没有意谓，那么x＋1＝10这个函数也不会有值，因而也不会有真值，所以

加1得10的东西

这个概念不会有明确界线。因此，概念要有明确规定，这种要求导致下面对函数的普遍要求：函数必须对每个自变元都有一个值。

我们至此将真值只看做函数值而不是看作自变元。根据以上所说，如果用一个真值作自变元，那么函数必然也得到一个值；但是对已普遍使用的符号做出这样的规定可能仅仅是为了做出规定，同时并不特别考虑规定了什么。但是现在可以考虑几个函数，它们在其自变元是一个真值时恰恰对我们十分重要。

我引入

——x

作这样的函数，我规定，如果用真作自变元，则这个函数的值应该是真，而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这个函数的值是假；因而不仅当自变元是假时，而且当没有真值时，这个函数的值都是假。因此，例如

——1＋3＝4

是真，不仅

——1＋3＝5

是假，而且

——4

也是假。因此，如果这个自变元是一个真值，则这个函数就以这个自变元本身作值。以前我将这条水平线称为内容线，这个名字今天似乎不再适用。现在我将简单称它为水平线。

如果人们写下一个等式或一个不等式，譬如5＞4，那么通常要以此同时表达一个判断；在我们这种情况下要断定，5大于4。根据我这里陈述的这种观点，在“5＞4”或“1＋3＝5”中只有对真值的表达，而不应以此断定一些东西。这种判断行为与判断的东西的分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这样就会无法表达一个纯假定，即假设一种情况，同时又不判断它的出现。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符号，以便能断定一些东西。为此我在这条水平线的左端用一条竖杠，这样譬如我们以

“[image: alt]
 2＋3＝5”

断定：2＋3等于5。因此不仅像在

“2＋3＝5”

中那样写下一个真值，而且同时也说明，它是真。
（8）



下一个简单的函数可能是这样的，它的值对于——x的值对之为真的自变元来说恰恰是假，反之，它的值对于——x的值对之为假的自变元来说恰恰是真。我将它表示为

[image: alt]


这里，我称这个小竖杠为否定杠。我将这个函数理解为一个带有——x这个自变元的函数：

[image: alt]


这里我认为这两条水平线合并在一起。但是也有下述情况：

[image: alt]


因为[image: alt]
 的值总是一个真值。因此我在前面解释的那种特殊意义上将[image: alt]
 中否定杠左边和右边这两部分杠理解为水平线。例如根据这种理解，

[image: alt]


意谓真，并且我们可以加上判断杠：

[image: alt]


以此我们断定，22
 ＝5不是真，或22
 不是5。但是

[image: alt]


也是真，因为——2是假：

[image: alt]


即2不是真。

借助一个例子进行解释，将十分清楚地看出我是如何描述普遍性的。假定人们表达的是：每个对象与自身相等。我们在

x＝x

中有一个函数，其自变元是由“x”指示的。现在应该说明，无论人们用什么作自变元，这个函数的值总是真。现在如果f（x）这个函数总以真作值，那么无论它的自变元会是什么，我都将

[image: alt]


理解为真，在所有其他情况下，

[image: alt]


应该意谓假。对于我们的函数x＝x而言，我们现在有了第一种情况。因此，

[image: alt]


是真；我们将它写为：

[image: alt]


应该把凹处左边和右边的水平线理解为我们说的那种意义的水平线。除了应该用作函数字母的f、F以外，可以选择其他任何德文字母替代“a”。

这类表示方式使人们可以否定普遍性，譬如

[image: alt]


就是说，[image: alt]
 是假，因为x2
 ＝1这个函数的值并非对每个自变元都是真。就是说，譬如我们对自变元2得到22
 ＝1；这是假。现在如果[image: alt]
 是假，那么根据上述对否定杠的规定，[image: alt]
 是真。因此我们得到

[image: alt]


这就是说，“并非每个对象都是1的平方根”，或者“有一些对象，它们不是1的平方根”。人们也能表达有1的平方根吗？肯定能！人们只需要用

[image: alt]


这个函数替代x2
 ＝1这个函数。通过合并水平线，从

[image: alt]


形成

[image: alt]


这意谓假，因为

[image: alt]


这个函数的值并非对每个自变元都是真。例如，

[image: alt]


是假，因为12
 ＝1是真。因此，由于现在

[image: alt]


是假，所以

[image: alt]


是真：

[image: alt]


就是说，

[image: alt]


这个函数的值并非对每个自变元都成为真”，或者“x2
 ＝1这个函数的值并非对每个自变元都成为假”，或者“至少有一个1的平方根”。

这里还可以用符号和语词接着表达几个例子：

[image: alt]


至少有一个正数；

[image: alt]


至少有一个负数；

[image: alt]


至少有一个

x3
 －3x2
 ＋2x＝0

这个等式的平方根。

由此可以看出，应该如何表达重要的存在句。如果我们用函数符号f不确定地指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在

[image: alt]


中得到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包含着去掉判断杠的后几个例子。从这种形式也产生

[image: alt]


这些表达式，这类似于譬如从x2
 产生“12
 ”、“22
 ”、“32
 ”。现在我们从x2
 得到一个由“x”指示其自变元的函数，我们也以同样方式把

[image: alt]


理解为一个由“f”指示其自变元的函数表达式。这样一个函数与迄今考虑的函数显然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只有函数可以作为它的自变元出现。正像函数和对象是根本不同的一样，其自变元是并且必然是函数这样的函数和其自变元是并且只能是对象这样的函数也是根本不同的。我称后者为第一层函数，称前者为第二层函数。我同样区别出第一层概念和第二层概念。
（9）

 实际上人们在数学分析中早就有第二层函数，例如在定积分中，只要人们将求积分的函数看做自变元，就是第二层函数。

关于带有两个自变元的函数还可以补充一些东西。当我们将一个对象的复合构成的符号分析为一个饱和的部分和一个不饱和的部分时，我们就得到函数表达式。例如，我们将

“3＞2”

这个表示真的符号分析为“3”和“x＞2”。我们可以用相同方式将“x＞2”这个不饱和的部分继续分析为“2”和

“x＞y”，

这里“y”标明前面用“2”填充的空位。我们在

x＞y

中有一个二元函数，这两个自变元一个由“x”指示，另一个由“y”指示，而在

3＞2

中我们有这个函数对于自变元3和2的值。这里我们有一个函数，它的值总是一个真值。我们已称这样的一元函数为概念；现在我们称这样的二元函数为关系。例如，我们在

x2
 ＋y2
 ＝9

和在

x2
 ＋y2
 ＞9

中也有关系，而

x2
 ＋y2


这个函数却只有数作值。因此我们将不称它为关系。

这里可以引入一个不是算术专有的函数。如果以真作y自变元，同时以一个不是真的对象作x自变元，那么

[image: alt]


这个函数的值就是假；在其他所有情况下，这个函数的值都是真。下面的水平线和上面由竖杠分开的两部分应该被理解为水平线。因此，总可以将——x和——y、即真值看做我们这个函数的自变元。

我们在一元函数中区别出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这里可能有更为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二元函数可以与这些自变元有同层关系或有不同层关系：同层函数或不同层函数。迄今所考虑的是同层函数。微商是一个不同层函数，例如如果将微分函数和被微分的自变元作自变元，或者，定积分是一个不同层函数，例如只要将积分函数和上述限定作自变元。同层函数又可以划分为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例如，

F（f［1］）

是这样一个第二层函数，这里“F”和“f”指示自变元。

在带有一个自变元的第二层函数中，必须根据是一个一元函数还是一个二元函数可以作为自变元出现来进行区别，因为一个一元函数与一个二元函数具有本质差别，以致一个函数不能作为自变元出现在恰好是另一个函数能够出现的同一个位置上。一些带有一个自变元的第二层函数要求一个一元函数作自变元，另一些带有一个自变元的第二层函数要求一个二元函数作自变元，这两类函数的区别十分清楚。

[image: alt]


是一例带有一个自变元的第二层函数，这个函数要求一个二元函数作自变元。这里f这个字母指示自变元，在f后面的括号中由逗号分开的两个位置使人们注意到，f代表一个二元函数。

在二元函数的情况将有更为多种多样的形式。

如果我们从这里回顾算术的发展，我们就认识到一种逐步升级。最初人们用单个的数进行计算，例如用1、3等等进行计算。

2＋3＝5　　　2·3＝6

是这类定理。然后人们进一步达到更普遍的、对所有数都有效的定律。在表达方式上与此相应的是过渡到字母计算，我们用

（a＋b）·c＝a·c＋b·c

得到一条这类定理。这样就可以对个别函数进行考察，虽然还没有在数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也不必把握它的意谓。更进一步则是认识到函数的普遍规律，因而创造了“函数”这个术语。在表达方式上与此相应的是引入f、F这样的字母，不确定地指示函数。我们从

[image: alt]


得到一个这类定理。现在人们以此得到了个别的第二层函数，但是并未把握我们称之为第二层函数的东西。当人们把握它时，就更前进了一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会继续下去。但是，也许这最后一步已经不像以前的进步那样成功，因为在继续进步中，人们可以不考虑第二层函数，而考虑第一层函数，譬如像在另一个地方说明的那样。
（10）

 但是这样并没有消除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之间的区别，因为这种区别不是随意形成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事物的本质之中。

人们也可以不考虑二元函数，而考虑带一个单一的、但是复杂的自变元的函数，然而在这里依然十分清楚地存在着一元函数和二元函数之间的区别。

注　释


（1）
 1879年1月10日和1882年1月27日。


（2）
 《算术基础》，Breslau 1884，§92和《1885年耶拿医学和自然科学学会会议报告》，7月17日会议。


（3）
 参见以下论文：赫尔姆霍兹（H.V.Helmholtz）：《从认识论看计数和测量》；克罗纳克（Leopold Kronecker）：《论数的概念》。（《哲学论文集，纪念策勒荣获博士五十周年》，1887 Leipzig。）


（4）
 这里始终涉及以一个符号与一种涵义或一个意谓相联系的问题。在完全没有涵义和意谓的地方，实际上既不能谈论一个符号，也不能谈论一个定义。


（5）
 在通常数学表达方式的一些用法中，“函数”一词大概相应于我这里称之为一个函数的值域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使用的函数这个词的意义上，函数是逻辑上在先的东西。


（6）
 我承认，这种用语可能显得是任意的和人为的，可能需要进一步论证它。参见我在《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最近即将发表的论文《论涵义和意谓》。


（7）
 这里指“des deutschen Reichs”（德意志帝国的）这个德语表达式的语法形式。——译注


（8）
 不能用这个判断杠构造一个函数表达式，因为它不用来与其他符号一起表示一个对象。“[image: alt]
 2＋3＝5”不是表示任何东西，而是断定一些东西。


（9）
 参见我的《算术基础》（Breslau,1884）§53结尾，在那里我没有说“第二层”，只说“二阶”。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具有以下错误，即它是把存在当做第一层概念处理的。


（10）
 参见弗雷格的《算术基础》。——译注


论概念和对象

（刊于《科学哲学季刊》16，（1892年）192—205页）





贝诺·克里（Benno Kerry）在这本季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直觉及其心理形成过程的文章中，多次谈到我的《算术基础》和其他一些著作，他有时同意我的观点，有时反对我的观点。对此我只能感到非常高兴，并且我认为，我最好是对他所反驳的观点进行讨论，以此表示我的感谢。由于他的反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曲解了我关于概念的表述，并且其他人也可能有这样的曲解，而且即使不考虑这种特殊的原因，由于对这个问题进行比我在《算术基础》中看来是恰当的那样的探讨更为深入的探讨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觉得讨论他所反驳的那些观点就更有必要。

“概念”一词有不同的使用，有时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有时在逻辑意义上使用，有时也许是二者混淆不清地使用。这种已经存在的任意性自然受到下述要求的限制：一种使用方式一旦被采用，就要保留下来。我现在决定严格地在逻辑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样还是那样使用才恰当，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而不予考虑。如果人们已经承认某物存在，它应该得到一个特定的名称，那么对表达方式就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

我认为，导致克里的曲解是由于他不自觉地混淆了他自己对“概念”这个词的使用方式和我对“概念”这个词的使用方式。由此确实容易产生矛盾，但这种矛盾不应由我的使用方式负责。

克里否定他所谓的我对概念的定义。这里我首先要说，我的解释不是指真正的定义。正如不能要求化学家分析所有物质一样，人们也不能要求对所有东西进行定义。简单的东西不能被分析。对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能进行真正的定义。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同大多数化学元素一样，不是从一开始就给出的，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获得。如果现在发现了简单的或至少暂时必须被看做简单的东西，那么就要为它制定一个名称，因为在语言中本来并没有一个严格相应的表达。定义不可能为逻辑中简单的东西引入名字。因此，只有通过提示来指导读者或听者理解这个词表达的意思。

克里希望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区别不被看做绝对的。他说：“前面我们已经表达了这种看法，概念的内涵和概念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是奇特的，不可化归的；但是这和下面这种观点绝没有关系：是一个概念和是一个对象，这两种性质相互排斥。后一种观点不是从前一种观点得出的，就像从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不能进一步化归的关系得不出某人不能同时是父又是子（当然他不会是同一个人的父和子）一样。”

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出发！如果有或有过一些生物，它们尽管是父，却不能是子，那么这样的生物与是儿子的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种类。现在，这里出现相似情况。概念——如同我对这个词的理解——起谓词作用
（1）

 。相反，一个对象的名称，一个专名绝不能用作语法谓词。不过这需要加以解释，以免出现错误。人们在表达一事物时，难道不能像说这是绿的，或这是一个哺乳动物那样说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这是数4，或这是金星吗？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没有区别“是”字的使用方式。在前两个例子中，“是”用作系词，用作命题的纯形式词。作为这样的词，它有时可以通过纯人称词尾来表现。例如，比较“这片叶子是绿的”（dieses Blatt ist grün）和“这片叶子变绿了”（dieses Blatt grünt）。于是我们说，某物处于一概念之下，在这里语法谓词意谓这个概念。而在后三个例子中，“是”的应用如同算术中的等号，表达一个等式
（2）

 。在“晨星是金星”这个句子中，我们有两个表达同一对象的专名“晨星”和“金星”；在“晨星是一颗行星”这个句子中，我们有一个专名“晨星”和一个概念词“行星”。尽管这在语言上不过是用“行星”替代了“金星”，但是事实上，关系却变得完全不同。一个等式是可逆关系，而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是不可逆关系。“晨星是金星”这个句子中的“是”显然不是纯粹的系词，从内涵上说它是谓词的一个本质部分，因此“金星”这个词不包括全部谓词
（3）

 。对此，人们可以这样说，“晨星不过就是金星”。这里，我们把前面简单的“是”中所表达的意思用四个分开的字表达。“不过就是”中的“是”实际上确实仅仅是系词，因此这里表达的不是金星
 ，而是不过就是金星
 。这些字意谓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当然只有一个唯一的对象。但是这样一个概念必须时刻与对象区别开。
（4）

 我们这里有一个词“金星”，它实际上绝不能是真正的谓词，尽管它可以构成谓词的一部分。因此这个词的意谓
（5）

 绝不能作为概念出现，而只能作为对象出现。大概克里也不愿否认有这种东西。但这样就承认了只能作为对象出现的东西和所有其他东西之间的一种区别。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克里所考虑的是真的，即存在着也可以是对象的概念，这种区别也不会消失。现在确实有似乎支持这个观点的情况。我本人（在《算术基础》§53结尾之处）也已指出，一个概念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然而这不应与把一个概念归属于另一个概念混淆起来。克里没有依据这一点，而是给出下面的例子：“‘马’这个概念是一个易于获得的概念”，并认为“马”这个概念是对象，而且是处于“易于获得的概念”这个概念之下的对象之一。完全正确！“‘马’这个概念”这五个字表示一个对象，但是正因为这样，它们不表示我所使用的意义下的概念。这与我所给出的特征
（6）

 完全一致，根据这种特征，单数定冠词总指示一个对象，而不定冠词伴随一个概念词。尽管克里认为，人们不能基于语言的区别来建立逻辑规则，但是正像我做的那样，任何制定逻辑规则的人实际上都不能避免根据语言的区别来建立规则。因为没有语言，我们就不能相互理解。并且因此我们最终也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别人对这些词、形式和句子构造的理解和我们自己的理解基本一样。如上所说，我不想定义，而只是提示一下，因为我在这里是根据德语的一般语感。然而，语言上的区别与事实上的区别相当一致，这对我极为有用。在不定冠词的情况下，我们的规则大概不会出现例外的情况，除非那些旧式用语，例如“ein edler Rat”（一个参议员）。而在定冠词的情况下，尤其是复数时，问题则不是这样简单。但是我给出的特征与这种情况无关。据我看，在单称情况下，只有在它代替了复数时，比如在“土耳其人包围维也纳”（“der Türke belagerte Wien”）、“马是四足动物”（“das Pferd ist ein vier beinige Tier”）这样的句子中，才是有问题的。这些情况很容易被看做特殊情况，因而它们的出现不损害我们的规则的价值。十分清楚，在第一个句子中，“土耳其人”是一个民族的专名。也许最好把第二个句子理解为表达一个全称判断，比如“所有马都是四足动物”或者“所有体魄强健的马都是四足动物”。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
（7）

 当克里说我给出的特征不合适的时候，即当他说，在“我正说的这个概念是一个个体概念”这个句子中前面八个字所组成的名字肯定意谓一个概念时，他不是在我的意义上理解“概念”一词，而且矛盾不是在我的规定之中。然而谁也不能要求我的表达方式必须与克里的相一致。

人们不会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声称马
 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
（8）

 ，而柏林这个城市是一个城市，维苏威火山是一座火山，那么这里确实就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困难。这里语言处于一种困境，它表明偏离习惯是正当的。我们的情况是特殊的，克里本人通过在马这个词前后加上引号（“马”）指明了这一点。我在这个词下加重点也是为的同一目的。人们没有理由以类似的方式标出“柏林”和“维苏威”这些词。在进行逻辑研究时，常常要求表达一个概念的某种情况并且要求以这种表达的通常形式来表达它。就是说，表达成为语法谓词的内涵。由此人们要期待着概念成为语法主词的意谓；但是这个概念由于具有谓词性质而不能直接这样表现，必须先变成一个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它必须由一个对象来体现
（9）

 。我们借助在后面加上的“这个概念”这个词来表示这个对象。例如：

“人
 这个概念不是空的”。

这里，前面五个字应理解为专名
（10）

 ，它就像“柏林”或“维苏威”一样不能用作谓词。如果我们说：“耶稣处于人
 这个概念下”，那么（不考虑系词）谓词就是

“处于人
 这个概念下”，

这与

“一个人”

意谓相同的东西，但是，

“人
 这个概念”

这种词组只是这个谓词的一部分。

人们可能会反对概念的谓词性质，认为可以谈论主词概念。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例如在

“所有哺乳动物都有红血”

这个句子中，不会认不出概念的谓词性质，
（11）

 因为对此也可以说，

“凡是哺乳动物的东西，都有红血”，

或者，

“如果某物是哺乳动物，那么它有红血”。

在我写《算术基础》的时候，我还没有区别涵义和意谓
（12）

 ，这样，“可判断的内容”这一表达式也概括了我现在以“思想”和“真值”所区别表达的东西。因此，就文字表述而言，我不再完全同意那里77页所做出的解释，尽管我基本上仍持相同观点。我们可以简要地说，我们在语言的意义上理解“谓词”和“主词”：概念是谓词的意谓，对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绝不能是谓词的全部意谓，却可能是主词的意谓。这里应该注意，“所有”，“每个”，“没有”，“有些”，这些词位于概念词之间。我们以全称和特称的肯定和否定的句子表达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这些词指示这种关系的特殊的种类，因此这些词在逻辑上不应该与其后联接的概念词紧密结合，而应该与整个句子联系在一起。在否定时，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所有哺乳动物都是陆地居住者”，

如果这个句子中的“所有哺乳动物”这个词组表达了都是陆地居住者
 这个谓词的逻辑主语，那么为了否定这整个句子，就必须否定谓词：“都不是陆地居住者”。如果不这样，而把“不”放在“所有”前面，那么“所有”就逻辑地属于谓词。相反，我们否定了谓词“不下属于陆地居住者
 这个概念”，也就否定了“哺乳动物
 这个概念下属于陆地居住者
 这个概念”这个句子。

如果我们确定，在我的谈论方式中，像“F这个概念”这样的表达式不表示概念，而表示对象，那么克里的大部分反驳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他认为（281页），我把概念等同于概念的外延，他就错了。我只是表达了我的意见：在“适合于F这个概念的数是与F这个概念等数的
 概念的外延”这个表达，也可以用“概念”替代“概念的外延”这个用语。这里大概可以看到，这个用语与定冠词结合在一起。此外，这只是附带的说明，我并没有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任何东西。

因此，克里没能填平概念和对象之间的鸿沟，而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却可以利用我自己的表达。我说过
（13）

 ，数的给出包含着对概念的表述。我谈到关于一个概念所表达的性质并且让一个概念处于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
（14）

 。我称存在为一个概念的性质。用一个例子可以最清楚地说明我这是什么意思。在“至少有一个4的平方根”这个句子中，既不是对一个确切的数2，也不是对-2有所表达，而是对一个概念，即4的平方根
 有所表达，说它不是空的。但是如果我以下述方式表达相同的思想，“4的平方根
 这个概念被满足”，那么前九个字就构成一个对象的专名，并且表达了这个对象的某些东西。但是，人们大概会看到，这里表达的与关于概念表达的不是相同的东西。只有对那些认不清一个思想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因而有时此为主词彼为谓词，有时彼为主词此为谓词的人来说，这才是奇怪的。思想本身还确定不了什么应理解为主词。如果人们说，“这个判断的主词”，那么，只有当同时指出某种确切分析时，才表示确定的东西。人们这样做时，通常联系到一定的具体用词。但是不能忘记，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相同的思想。因此在我们的思想中也可以找到一个关于4这个数的表达：

“4这个数有这样的性质，即存在某物，4是它的平方”。

语词具有一些手段，可以有时使思想的这一部分、有时使思想的那一部分作为主词出现。人们最熟悉的一种情况是主动式和被动式的区别。因此，同一个思想在一种分析中表现为单称的，在另一种分析中表现为特称的，在第三种分析中又表现为全称的，这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同一个句子可以理解为对一个概念的表达，也可以理解为对一个对象的表达，这不应令人感到奇怪，只不过必须看到，这些表达是不同的。在“至少有一个4的平方根”这个句子中，不可能用“4的平方根
 这个概念”替代“一个4的平方根”这个用语，就是说，适合于概念的表达不适合于对象。尽管我们的句子没有使这个概念作主词出现，却表达了它的某些东西。人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表达了一个概念处于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
（15）

 。但是对象和概念的区别不因此而消失。首先我们看到，“至少有一个4的平方根”这个句子的概念并未掩盖自己的谓词性质，人们可以说，“存在某物，它具有与自身相乘得4的性质”。因此，这里关于概念所表述的东西绝不能是关于对象的表述。因为一个专名绝不能是一个谓词表达式，尽管它可以是这样一个表达式的部分。我不是要说，这里就一个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是关于一个对象的表达，这种说法是假的；而是要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意义的。“有朱利叶·凯撒”这个句子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无意义的，尽管“有一个名叫朱利叶·凯撒的人”这个句子有涵义。但是这里我们又有一个概念，正如从这个不定冠词可以看出的那样。“只有一个维也纳”这个句子的情况也是同样。人们一定不要因为语言中相同的词常常有时用作专名、有时用作概念词而受欺骗。例中的数词说明存在着后一种情况。在这个句子中，“维也纳”是概念词，就像“帝都”一样。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的里雅斯特不是维也纳”。而如果我们把“4的平方根
 这个概念被满足”这个句子中前九个字所组成的专名代之以“朱利叶·凯撒”，我们就得到一个句子，它有涵义，但是假的，因为这里所理解的被满足一词在真的情况下只能表达某种完全特殊的对象，即以具有“F这个概念”这一形式的专名可以表达的对象。而“4的平方根
 这个概念”这个用语就其可替代性来说，与我们原初的句子中“一个4的平方根”这个用语根本不同，就是说，这两个词组的意谓根本不同。

这里用一个例子所表达的乃是普遍有效的：概念本质上是作谓词，即使在关于它做出一些表达的地方也是这样。因此它在那里也只能用一个概念代替，而绝不能用一个对象代替。所以，关于一个概念的表达绝不适合于一个对象。有概念处于其下的第二层概念与有对象处于其下的第一层概念有本质的不同。对象和它所处于其下的第一层概念之间的关系与第一层概念和第二层概念之间的关系虽然类似，却不相同。为了能够同时进行这种类似性的区别，我们大概可以说，一个对象处于一个第一层概念之下
 ，一个概念处于一个第二层概念之中
 。因而概念和对象的区别泾渭分明。

我在《算术基础》中（§53）关于我对“性质”和“标志”这些词的使用方式所做的说明也与概念和对象的区别联系在一起。克里的论述促使我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些词在“Φ是Γ的性质”和“Φ是Ω的标志”这样的句子中表示关系。根据我的陈述方式，某物可以同时是性质和标志，但不能是同一事物的性质和标志。我称有一个对象处于其下的概念为这个对象的性质。因此，

“‘是Φ’是Γ的一个性质”

不过是

“Γ处于Φ这个概念之下”

的另一种说法。如果对象Γ有性质Φ、X和Ψ，我就可以把这些性质概括为Ω，这样无论我说Γ有性质Ω，还是说Γ有性质Φ、X和Ψ，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称Φ、X和Ψ为概念Ω的标志，同时又是Γ的性质。显然，Φ与Γ的关系和Φ与Ω的关系完全不同，因此要求不同的命名。Γ处于概念Φ之下，但本身是一个概念的Ω却不能处于第一层概念Φ之下，而只能与一个第二层概念有相似的关系。相反，Ω下属于Φ。

为此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不说

“2是一个正数”并且

“2是一个整数”并且

“2是小于10的”，

我们可以说

“2是一个小于10的正整数”。

这里，


是一个正数
 ，


是一个整数
 ，


是小于10的
 ，

表现为2这个对象的性质，但同时又作为

小于10的正整数


这个概念的标志。这个概念既不是一个正数，也不是一个整数，也不是小于10的。尽管它下属于整数
 这个概念，却不处于它之下。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克里在第二篇论文（424页）所说的：“人们把4这个数理解为3和1相加的那个结果。以此给出的这个概念的概念对象是4这个个体的数，即自然数系列的一个完全确定的数。这个对象本身显然恰恰带有在它的概念中提到的标志，并且——如果像人们大概一定会做的那样，不把它与所有其他个体数的无穷多的关系看做是它所固有的话，——再没有其他标志：‘这个’4同样是3和1相加的那个结果。”

人们马上看出，我所做的性质和标志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克里在这里区别4这个数和4“这个”数。我必须承认，这个区别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4这个数应该是概念；4“这个”数应该是概念对象并且就是4这个个体的数。这里说的不是我对概念和对象的区别，这一点不必论证。看上去好像克里的眼前——尽管十分含混地——浮现了我对“4这个数”这个用语的涵义和意谓所做的区别
（16）

 。但是只有对意谓才能说，它是3和1相加的那个结果。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4这个数是3和1相加的那个结果”和“4‘这个’数是3和1相加的那个结果”这些句子中的“是”呢？它是一个纯系词，还是帮助表达一个逻辑等式呢？在前一种情况下，“结果”前面必须没有“那个”，句子应该这样说：

“4这个数是3和1相加的结果”，

并且

“4‘这个’数是3和1相加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有下面的情况；即克里以

“4这个数”和“4‘这个’数”

所表示的对象处于

“3和1相加的结果
 ”

这个概念之下。因此唯一的问题就会是：这些对象怎样区别？这里我用我常用的方式使用“对象”和“概念”这些词。对克里似乎想表达的东西，我将会如下表达：

“4这个数有并且只有以

‘3和1相加的结果
 ’

这个概念作标志的东西作性质。”

因此我对我们那两个句子中第一句的涵义要表述如下：

“‘是一个数4’与‘是3和1相加的结果’是相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刚才推测的克里的看法则可如下表述：

“4这个数有并且只有以


数4
 
（17）



这个概念作标志的东西作性质”。

这里不需要确定这是否真。我们可以把“4‘这个’数”这个用语中的定冠词去掉。

但是，在试图进行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已经假定，在这两个句子中，至少有一个句子中的“结果”和“数4”前面的定冠词是仅仅由于疏忽而加上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些用语的本身看，则只能把它们的涵义理解为逻辑等式，譬如：

“4这个数不过就是3和1相加的那个结果”。

这里，只有承认，1）有这样一个结果，2）至多有一个结果，才能证明“结果”前面的定冠词是逻辑上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词组表示一个对象，应该被理解为专名。如果我们的两个句子都应该理解为逻辑等式，那么由此就会得出，这里右边是等同的，4这个数是4“这个”数，或者，如果愿意，4这个数不过就是4“这个”数，因此证明克里做出的区别是无效的。然而，指出他的论述矛盾，并不是我现在的任务。他对“对象”和“概念”这些词的理解实际上与我毫不相干。我只想以此更清楚地阐明我自己对这些词的使用方式，并且同时表明，我的使用方式与克里的使用方式肯定是不同的，无论它们在这里一致还是不一致。

我绝不否认克里有权以他的方式使用“对象”和“概念”这些词。但是我要捍卫我的同等权利并且声明，我以我的用词表达了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当然，对于读者的理解来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障碍，就是说，由于某种语言的必然性，我的表达若是完全从字面理解，有时没有能够准确表达思想；因为当说到一个对象时，意谓的却是一个概念。我自己完全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有赖于读者愿意接受我的观点，而且不遗余力。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困难是人为的，根本不需要考虑我称之为概念的那种不切实用的东西，可以像克里那样把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看做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一次可以作为对象出现的东西，下一次又作为概念出现。这样，“对象”和“概念”这两个词只用来指示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人们可以这样做，但谁若是相信以此可以避免这种困难，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困难只是被转移了，因为一个思想的部分不能都是完整的，肯定至少有一部分或多或少是不饱和的或者起谓词表述作用，否则它们就不能相互结合在一起。例如，没有联结的东西，“2这个数”这个词组的涵义就不会与“素数
 这个概念”这个表达式的涵义联系起来。在“2这个数处于素数
 这个概念之下”这个句子中，我们就应用了这样的联结的东西，它包含在“处于……之下”这个用语之中。这个用语需要双重的补充：即以一个主词和一个谓词来补充，并且只是由于它的涵义的不饱和性，它才能用作联结的东西。只有当它得到这种双重的补充，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涵义，我们才有一个思想。我现在说的是这样的用语或词组，即它们意谓一种关系。我们在这种关系条件下也有在概念条件下所要避免的同样困难。因而，以“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种关系”这个用语并不表示关系，而是表示一个对象，而且“2这个数”、“素数
 这个概念”、“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种关系”这三个专名相互的关系与仅前两个专名的相互关系同样难以形成。我们无论怎样排列它们，都不会得到句子。因此，我们很容易认识到，由于一个思想部分的不饱和性而形成的困难尽管可以转移，却不可能避免。“完整的”和“不饱和的”尽管只是形象的表达，但是我愿意在这里给以提示并且只能给以提示。

如果读者对照我的《函数和概念》，就可能更容易理解。因为在数学分析中称为函数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也遇到相同的障碍；经过深入的研究，人们将发现，这种障碍是由事物本身和我们的语言性质造成的，语言表达的某种不适当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除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总是考虑到这一点之外别无良途。

注　释


（1）
 这实际上是语法谓词的意谓。


（2）
 我在“与……相同”，“与……没有不同”，“与……同一”的意义上使用“相等”一词和“＝”这个符号。参见E.施罗德的《逻辑代数讲义》（莱比锡，1890年）第一卷§1，但是该书中有一点应该受到批评，它没有区别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和一个概念从属于另一个概念这两种情况的根本不同的关系。他对Vollwurzel的意见也是令人怀疑的。他用的符号[image: alt]
 根本不能代替系词。


（3）
 参见我的《算术基础》§66，注释。


（4）
 参见我的《算术基础》§51。


（5）
 参见我的论文《论涵义和意谓》，即将在《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上发表。


（6）
 《算术基础》§51，§66注释，§68注释，80页。


（7）
 现在人们似乎很愿意夸大以下说法的范围，认为不同的语言表达绝不是完全等价的，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绝不会确切地复述出来。也许人们还可以走得更远说，一种语言的同一个词也从未被人完全同等地理解。我不研究这些句子有多少合理性，而只是强调，尽管如此，在各种不同的表达中常常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我称这些东西为涵义，尤其是在句子中我称它们为思想；换言之，应该承认，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涵义，同一个思想，因此这里的差异不是涵义的差异，而只是对涵义的理解、说明、修饰的差异，是逻辑不予考虑的。可能一个句子给出的信息比另一个句子既不多也不少；尽管语言多种多样，人类却有共同的思想财富。如果人们认为表达的改变会使内容也发生变化，因而想要禁止表达的改变，那么这恰恰使逻辑陷于瘫痪；因为如果人们不努力重新认出具有多种多样表达的思想，逻辑的任务大概是无法完成的。即使各种定义也会被看做假的而予以抛弃。


（8）
 如果我们以“这朵玫瑰是红色的”这个句子说：“是红色的”这个语法谓词属于“这朵玫瑰”这个主词，就出现类似情况。在这里，“‘是红色的’这个语法谓词”这个短语不是语法谓词，而是主词。恰恰由于我们明确称它为谓词，所以我们取消了它的这种性质。


（9）
 参见我的《算术基础》。


（10）
 我称每个代表一个对象的符号为专名。


（11）
 我这里称为概念的谓词性质的东西只是需要补充性和不饱和性的一种特殊情况，我在论文《函数和概念》（1891年）中说明这种性质对于函数是至关重要的。在那里确实不能避免“f（x）这个函数”这个表达，尽管那里也出现困难，即这个短语的意谓不是函数。


（12）
 参见我的论文《论涵义和意谓》，刊于《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


（13）
 《算术基础》§46。


（14）
 《算术基础》§53。


（15）
 我在《算术基础》中称这样一个概念为二阶概念，在《函数和概念》中称它为第二层概念，这里我也要这样做。


（16）
 参见前面提到的论文《论涵义和意谓》。


（17）
 德文“Zahl 4”。字面翻译为“4数”，但不符合中文习惯。同样，“4这个数”的德文为“die Zahl 4”。定冠词“die”在词头，而中文只能以“这个”表示，并且位置也有区别。——译注


论涵义和意谓

（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NF100，1892年，25—50页）





由于相等
（1）

 涉及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非十分容易回答，因此引起人们的思考。它是一种关系吗？一种对象之间的关系？还是对象的名字或符号之间的关系？我在《概念文字》中认为是后一种关系。表面上，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如下：a＝a和a＝b显然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句子；a＝a是先验有效的，根据康德，应该叫作分析的，而具有a＝b形式的句子常常十分有意义地扩展了我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能先验地建立起来。并非每天早晨升起一个新太阳，升起的总是同一个太阳，这大概是天文学中最富有成果的发现。即使今天，重新辨认一颗小的行星或彗星也并非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要把相等看做“a”和“b”的名字意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那么看来，如果a＝b真，则a＝b和a＝a就不能是不同的。这里表达了一事物与自身的关系，并且是这样一种关系，即每个事物处于与自身的关系中，但没有事物处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意谓相同的事物，因此说的恰恰是这些符号；也陈述了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存在于名字或符号之间，仅因为它们指称或表示某种东西。这是由这两个符号分别与同一个被表达物的结合而形成的关系。但是这种结合是任意的。谁也无法禁止人们将任意产生的某个事件或对象当做表示随便什么东西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句子a＝b就不再是事物本身，而仅仅涉及我们的表示方式；我们以此表达不了实际的认识，而表达实际的认识又恰恰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的愿望。如果符号“a”与符号“b”仅仅作为对象（这里是通过形态），而不是作为符号相区别，这应该指：不是以它表示事物的方式相区别，那么，如果a＝b是真的，则a＝a与a＝b的认识价值就会基本相同。不同之处的形成只能由于符号的区别相应于被表达物的给定方式的区别。令a、b、c是一个三角形的各角与对边中点相连的直线。a和b的交点与b和c的交点是同一个点。这样，对同一个点，我们有不同的表达。这些名称（“a和b的交点”，“b和c的交点”）同时意谓给定方式，因此这个句子包含着现实的认识。

显然，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相关联，除要考虑被表达物，即可称为符号的意谓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那种我要称之为符号的涵义的、其间包含着给定方式的东西。因此，尽管在我们的例子中，“a和b的交点”和“b和c的交点”这两个表达的意谓是相同的，它们的涵义却不同。“昏星”和“晨星”的意谓相同，但涵义却不同。

由此可知，我在这里把“符号”和“名称”理解为任意的标记，它代表一个专名，其意谓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在最广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而不是概念和关系。对于概念和关系应在另一篇论文中更详细地讨论。一个单一对象的标记也可由多个语词或其他的符号组成。为简便起见，这些标记均可称为专名。

一个专名的涵义要由这样的人来理解，他对该专名所属的语言或标记整体有足够的认识。
（2）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意谓，那么意谓总是只得到片面的说明。我们能够对每个给定的涵义马上说出它是否属于一个意谓，这有赖于我们对这个意谓的全面的认识。我们从未达到这样的认识。

符号、符号的涵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是这样的：相应于符号，有确定的涵义；相应于这种涵义，又有某一意谓；而对于一个意谓（一个对象），不仅有一个符号。相同的涵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然而，这种有规律的情况也有例外。在一个完整的符号整体中，相应于每个表达应该一定有一种确定的涵义。但是日常语言常常满足不了这种要求。如果同一个词在相同的语境中总是有相同的涵义，这必然会令人满意。也许可以承认，一个按照语法正确建立的代表专名的表达始终有一种涵义。但是以此并未说明是否相应于这个涵义也有一个意谓。“离地球最远的天体”这一说法有一种涵义，但它是否也有一个意谓，则十分可疑。“最小的收敛级数”这一表达有一种涵义，但是人们证明它没有意谓，因为对每个收敛级数都可发现一个更小的，并且还在不断收敛的级数。因此，人们理解一种涵义，但由此并不能肯定也有一个意谓。

如果人们以日常的方式使用语词，那么所要谈论的东西就是语词的意谓。但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人们要谈论语词本身或语词的涵义。比如，当人们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另一个人的话时，就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时，自己的用语首先指这另一个人的话，只有这个人的话才有通常的意谓。这样，我们就有了符号的符号。在书写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时，人们用引号把这段话括起来。因此，引号中的言语不能理解为有通常的意谓。

如果要谈论一个表达“A”的涵义，则可以简单地使用“‘A’这个表达的涵义”这种说法。例如在间接引语中，人们谈到另一个人的话的涵义。由此看出，在这种谈话方式中，语词也没有其通常的意谓，而是表明其涵义通常是什么。为了得到一个简明的表达，我们要说，语词在间接引语中被间接地
 使用，或者有其间接
 的意谓。因此我们区别一个语词的通常
 意谓和它的间接
 意谓，区别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
 和它的间接涵义
 。所以一个语词的间接意谓是它的通常涵义。若要在具体情况下正确地理解符号、涵义和意谓的关联方式，就必须时时注意这样的例外情况。

符号的意谓和涵义应该与和符号相关联的表象区别开。如果一个符号的意谓是一个感官可以感觉的对象，那么我对它的表象就是一幅根据我所曾有过的感觉印象和我所做过的内在和外在活动的记忆而形成的内在的图像
（3）

 。这幅图像常常浸透着感情，其各个部分的清晰性均不相同，也不确定。同一个涵义即使在同一个人那里也并非总是与同一个表象结合在一起。表象是主观的；一个人的表象不是另一个人的表象。因此与同一种涵义联系在一起的表象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战马”（“Bucephalus”）这个名字大概画家、骑手、动物学家各有极为不同的表象。这样，表象与符号的涵义就有了根本的区别，符号的涵义可以为许多人共有，因而不是个别心灵的部分或形式。人们大概不能否认，人类有共同的思想财富，它代代相传
（4）

 。

因此可以毫不犹豫地直接谈论涵义，而对于表象，严格地说还必须补充说明，它属于谁，属于什么时间。也许可以说，正如这个人把这个表象、那个人把那个表象与相同的语词联系在一起一样，这个人把这个涵义、那个人把那个涵义也与相同的语词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区别仅仅在于这种联系的方式。这并不妨碍这两个人都理解相同的涵义，但他们却不能有相同的表象。Si duo idem faciunt,non est idem。即使两个人想象相同的东西，每个人依然有自己的表象。尽管有时可以确定不同人的表象的区别，甚至感觉的区别，却不能进行精确的比较，因为我们不能在同一个意识中同时具有这些表象。

一个专名的意谓是我们以它所表示的对象本身；而我们同时所有的表象则完全是主观的。在二者之间是涵义。它尽管不再像表象那样是主观的，但也不是对象本身。下面的比喻大概有利于说明这种关系。有人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我把月亮本身比作意谓。月亮是观察的对象，而观察是通过望远镜内的物镜所显出的真实图像和观察者视网膜上的图像为中介的。我把前者比作涵义，把后者比作表象或直观。望远镜中的图像只是片面的，它取决于观察方位，但是尽管如此，它却是客观的，因为它可供许多观察者使用。必要时可以安排得使许多人同时使用它。但是，视网膜里的图像却是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甚至由于眼睛构造的不同，而不大可能达到几何图形的完全一致，实际上的重合也是不可能的。对这个比喻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解释。假定，A的视网膜对于B来说是可见的；或者A本人也可在一面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视网膜。这样也许可以说明，一个表象尽管本身可以被当做一个对象，但是对于观察者来说，这样的表象却不是那种对于有表象的人直接呈现的那种东西。如果继续探讨这一点就离题太远了。

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词、表达式和整个句子的差异的这三种层次。区别或者至多涉及表象，或者涉及涵义但不涉及意谓，或者最终也涉及意谓。关于第一层次应该注意，由于表象与词的结合不稳定，因此一种差异对某人可能存在，对另一个人却不存在。翻译与原文的差别实际上不应该超出第一层次。诗和雄辩力图给涵义带上某种感情色彩和倾向性。这样的感情色彩和倾向性也属于这里可能的区别，它们不是客观的，每个听众和读者必须自己根据诗人或演说家的暗示去捕捉出它们。没有人类表象的近似，艺术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诗人的意图可以实现到什么程度，却是无法准确确定的。

下面将不再探讨表象和直观。这里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不使一个人在听见一个词时所产生的表象与这个词的涵义或意谓发生混淆。

为了能够简短准确地表达，可以规定以下用语：

一个专名（词，符号，符号组合，表达式）表达它的涵义，意指或表示它的意谓。我们用一个符号表达它的涵义，并用它表示它的意谓。

也许唯名论者和怀疑论者早就提出反对意见说：“你这里随随便便把月亮说成一个对象；但是你从哪里知道‘月亮’这个名字实际上有一个意谓，你从哪里知道任何一个名字实际上都有一个意谓？”我回答说：当我们说“月亮”时，我们的目的不是谈论我们对月亮的表象，我们也不满足于涵义，而是我们假定了一个意谓。就是说，如果认为在“月亮比地球小”这个句子中所谈的是对月亮的表象，那就断然曲解了涵义。如果说话的人希望这样，则他要用“我对月亮的表象”这种说法。当然，我们现在在那个假设下可能犯错误，而且这样的错误业已出现。但是，我们是不是大概总在这点上犯错误呢，这个问题在这里可以不予回答。为了能够有理由说明谈论的是符号的意谓，暂时指出我们说话或思维时的目的就足够了（即使有保留地说：如果这样的意谓存在）。

至此仅仅考虑了我们叫做专名的这些表达式、词、符号的涵义和意谓。现在我们探讨一个完整的直陈句的涵义和意谓。这样一个句子包含着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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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把这个思想看做它的涵义还是看作它的意谓？让我们先假定句子有一个意谓！我们把句子中的一个词代之以另一个意谓相同而涵义不同的词，则这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谓。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却发生变化。因为比如，“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个句子的思想与“昏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不知道昏星是晨星的人可能会认为这里一个思想是真的，另一个思想是假的。因此，思想不能是句子的意谓。相反，我们要把它理解为句子的涵义。那么现在意谓的情况怎样呢？我们有权利探讨这个问题吗？也许一个句子整体只有涵义而无意谓？然而，人们至少可以期待出现这样的句子，正如有这样的句子部分一样，它们也许有涵义，却没有意谓。含没有意谓的专名的句子就属于这种。“奥德赛在沉睡中被放到伊萨卡的岸上”，这个句子显然有涵义，但是由于无法确定这里出现的名字“奥德赛”是否有一个意谓，因此同样无法确定整个句子是否有一个意谓。但是却可以肯定，所有当真认为这个句子为真或假的人都承认，“奥德赛”这个名字不仅有涵义，而且有一个意谓，因为这里谓词肯定或否定的正是这个名字的意谓。凡不承认有一个意谓的人就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否认这个意谓的谓词。但是这样去追问名词的意谓就会是多余的。如果人们停留在思想上，则可以满足于涵义。如果只考虑句子的涵义，即思想，那么就不必去探讨句子部分的意谓。为了句子的涵义，可以只考虑句子部分的涵义，而不考虑它的意谓。不管“奥德赛”这个名字有没有意谓，思想不发生变化。实际上我们关心句子部分的意谓，这说明，我们一般也承认并要求句子本身有一个意谓。只要我们认识到句子的某一部分没有意谓，思想对于我们就失去了价值。因此，我们大概完全有理由不满足于一个句子的涵义，而总是探讨它的意谓。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求每个专名不但有涵义，而且有一个意谓呢？为什么思想满足不了我们呢？因为一般来说重要的是句子的真值。情况并非总是这样。比如，聆听一首史诗，除了语言本身的优美声调外，句子的涵义和由唤起的想象和感情也深深吸引打动了我们。若是寻问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这艺术享受，而转向科学的思考。这里只要我们把这首诗当做艺术品而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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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德赛”这个名字是否有一个意谓，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重要的。因此，正是对真的追求驱使我们从涵义进到意谓。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个句子而言，当涉及其组成部分的意谓时，才需要寻找意谓，而且当且仅当我们寻问真值时，才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一个句子的真值
 看做它的意谓。我把一个句子的真值理解为句子是真的或句子是假的的情况。再没有其他真值。为了简便，我分别称它们为真和假。每个陈述句若是涉及用词的意谓，则应把它理解为专名，而且如果它的意谓存在，则这个意谓要么是真，要么是假。这两个对象得到所有实际上进行判断、认为某物为真的人的承认（即使只是默认），因此也得到怀疑论者的承认。把真值表示为对象，在这里可能像是随意的想法，也许像是纯文字游戏，由此得不出任何深刻的结果。我称为对象的东西，只有与概念和关系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更确切的讨论。这一点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但是这里应该已经清楚，在每个判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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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无论是多么自明的判断——都发生从思想层次到意谓（客观的东西）层次的推进。

人们可能倾向于不把思想和真的关系看做涵义和意谓的关系，而看做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人们确实可以直截了当地说：“5是素数，这个思想是真的”。但是如果更确切地考虑一下，就会注意到，这句话其实并没有比“5是素数”这个简单句说出更多的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真的断定在于陈述句的形式，并且，当这个形式没有其通常的力量时，譬如出自舞台上一位演员之口时，“5是素数，这个思想是真的”这个句子恰恰只含有一个思想，而且是与“5是素数”这个简单句相同的思想。由此可以得知，思想和真的关系不
 能比作主词和谓词的关系。（在逻辑意义上理解）主词和谓词确实是思想的部分，它们处于认识的同一层次上。人们从主词和谓词的结合总是仅仅达到思想，绝不是从涵义达到其意谓，也不是从思想达到其真值。人们在同一个层次上活动，而不从一个层次进展到下一个层次。一个真值不能是一个思想的一部分，正如太阳不能是一个思想的一部分一样，因为它不是意义，而是一个对象。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即一个句子的意谓就是它的真值，那么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意谓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必然保持不变。事实上正是如此。莱布尼兹率直地解释道：“Eadem sunt,quae sibi mutuo substitui possunt,sal va veritate”。（“彼此可保真互换的东西等同的。”）除去这样的真值，还能发现什么东西是普遍地属于每一个考虑其组成部分的意谓的句子，而经过上述替代依然保持不变呢？

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意谓，那么一方面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意谓，另一方面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意谓。由此我们看出，在句子的意谓上，所有细节都消失了。因此我们绝不能只考虑句子的意谓，但是纯思想也不能提供认识，而只有思想与其意谓，即其真值一起才能提供认识。判断可以理解为从思想到其真值的推进。这当然不应该是定义。判断恰恰是某种完全独特的和不可比较的东西。也可以说，判断是对真值内诸部分的区别。在返回思想时就产生这样的区别。每个属于真值的涵义，都相应于一种特殊的分析方式。不过我在这里使用“部分”一词的方式有些特殊，即我把句子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借用到其意谓上。当一个词本身是一个句子的部分时，我就称这个词的意谓为这个句子的意谓的部分。这种谈论方式当然是可以争论的，因为由整个意谓和一部分意谓并不能确定另一部分意谓，还因为部分一词已经以另一种意义用在物体上，因此这里必须构造一个专门的表述。

现在应该进一步检验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意谓这种假设。我们已经发现，当我们把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表达式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意谓的表达式时，这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被代入的表达式本身是一个句子。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当一个句子含有另一个句子作它的部分时，如果我们将作为部分的这个句子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句子，则这整个句子的真值必然保持不变。如果整个句子或句子部分是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那么应该考虑到例外的情况，因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言语的意谓不是通常的意谓。一个句子在直接引语中还是意谓一个句子，但在间接引语中则意谓一个思想。

于是我们就要考虑从句。从句作为一个主从复合句的部分而出现。从逻辑观点看，主从复合句同样表现为句子，并且是主句。但是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句子的意谓是一个真值，这对从句是否同样有效？关于间接引语，我们已经知道情况是相反的。语法学家认为从句表示句子部分，并据此把它们分成名词从句、同位语从句、状语从句。由此可以推测从句的意谓不是一个真值，而是与名词、形容词或状语的意谓，简言之，与句子部分的意谓相类似的东西，而句子部分的涵义不是思想，而只是这样一个思想的一部分。只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才能澄清这一点。这里，我们不是要严格地固守语法线索，而是要概括逻辑上相类似的东西。首先让我们探讨这样一些情况，即正像我们刚刚推测的那样，从句的涵义不是独立的思想。

间接引语也属于以“daß”引导的抽象的名词从句。我们已经看到，在间接引语中，语词有其间接的意谓，而间接意谓与其通常的涵义是一致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句以一个思想作意谓，而不是以真值作意谓；不是以思想作涵义，而是以“……这样的思想”（der Gedanke,daß…）这一用语的涵义作涵义，但这个用语的涵义只是整个主从复合句的思想的一部分。在“说”、“听说”、“认为”、“相信”、“推论”和类似的词后面，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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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认识到”、“知道”、“以为”这样的词后，情况则不同，而且相当复杂。以后再考虑这些情况。

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从句的意谓实际上就是思想，这一点从下面也可以看出来：对于整体的真来说，这个思想是真还是假无关重要。例如比较下面两个句子：“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圆圈”和“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的”。这里用一个从句替代另一个从句，不会影响真。主句与从句一起只以唯一的一个思想作涵义。整体的真既不包括从句的真，也不包括从句的不真。在这些情况下，不允许把从句中的一个表达式代之以另一个含有相同的通常意谓的表达式，而只能代之以含有相同的间接意谓、即相同的通常涵义的表达式。如果有人要推论：一个句子的意谓不是它的真值，“因为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到处把它代之以另一个具有同样真值的句子”，他证明的就过多了。人们同样可以说，“晨星”一词的意谓不是金星，因为不能到处用金星代替晨星。人们只能有理由推论，句子的意谓并非总
 是它的真值，“晨星”并非总意谓金星这颗行星，因为当这个词有其间接意谓的时候，它不意谓金星。在上面考虑的其意谓是一个思想的从句中，就出现这种例外情况。

当人们说“看来，……”的时候，这是指“在我看来，……”或“我认为，……”。因此我们又有这样的情况。在出现“高兴”、“同情”、“同意”、“指责”、“希望”、“害怕”这样的表达时，情况也相似。当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为普鲁士人的到来感到高兴时，他高兴的原因是一个信念。即使他弄错了，只要他继续保持这种信念，他就仍然会同样感到高兴；并且在他确信普鲁士人到来之前，他也不会为此感到高兴，尽管他们事实上已经到来。

正如一个信念或确信是一种情感的基础一样，它同样可以是推理过程中信念的基础。在“哥伦布从地球是圆的推论出，他向西行可以抵达印度”这个句子中，我们有两个思想作句子部分的意谓：地球是圆的，和哥伦布向西行可以抵达印度。这里的重要之处又仅仅在于哥伦布相信前者并且相信后者，而且一个信念是另一个信念的理由。地球实际上是不是圆的，哥伦布实际上是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向西行可以抵达印度，对于这个句子的真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们是否以“由直径大于自己直径四分之一的月亮所陪伴的行星”来代替“地球”，却不是无关重要的。这里我们也有这段话的间接意谓。

这里还包括以“为了”表示的目的状语从句，因为目的显然是一个思想。因此，这些用语的间接意谓、虚拟式也是思想。

在“命令”、“请求”、“禁止”后面带有的“daß”从句，在直接引语中会作为命令式出现。这样的句子没有意谓，只有涵义。一个命令，一个请求，尽管不是思想，却和思想在同一个层次上。因此在附属于“命令”、“请求”等词引起的从句中，用语有其间接的意谓。这种句子的意谓因而不是一个真值，而是命令，请求，等等。

在使用“怀疑，是否…”、“不知道，什么…”这样的从属疑问句时，情况也相似。很容易看出，这里的用语也是在其间接意谓上使用的。带有“谁”、“什么”、“哪里”、“何时”、“如何”、“通过什么”等词的从属疑问句有时表面上很接近其用语有自己通常意谓的状语从句。这些情况通过动词的式得到语言上的区别。在虚拟式中，我们有从属疑问句和用语的间接意谓，因此一个专名一般不能被代之以这同一个对象的另一个专名。

在迄今考虑的情况中，从句中的用语有其间接意谓，由此可以说明，从句本身的意谓也是间接的，就是说，不是一个真值，而是一个思想，一个命令，一个请求，一个疑问。从句可以理解为名词。人们确实可以说，从句可理解为那个思想的专名，那个命令的专名等等，它是作为那样的东西在主从复合句中出现的。

我们现在考虑其他一些从句，在这些从句中，用语尽管有其通常的意谓，但是思想却不是作为涵义出现，真值不是作为意谓出现。最好举例说明这为什么是可能的。

“那个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人，死于贫困之中”。（Der die elliptische Gestalt der Planetenbahnen entdeckte,starb im Elend.）

这里，如果从句有一个思想作涵义，那么一定也可以在一个主句中表达出来。但这是不行的，因为语法主语“那个（人）”没有独立的涵义，而是表达了与后面的句子“死于贫困之中”的关系。因此从句的涵义也不是完整的思想，它的意谓不是真值，而是开普勒。人们可以反对说，整体的涵义确实包含一个思想作为部分，即有一个人，他首先发现了行星轨道的椭圆状；因为谁认为这个整体是真的，就不能否认这个部分。上面提到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是因为，不这样，从句“那个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人”就没有意谓。如果人们陈述某些东西，当然总要有一个预设，即所用的简单的或复合的专名有一个意谓。因此当人们说“开普勒死于贫困之中”时，就已预设“开普勒”这个名字表示某物，但是，“开普勒”这个名字表示某物这个思想却不因此包含在“开普勒死于贫困之中”这个句子的涵义之中。否则，这个句子的否定一定不是：

“开普勒没死于贫困之中”，

而是：

“开普勒没死于贫困之中，或‘开普勒’这个名字没有意谓”。

实际上，“开普勒”这个名字表示某物，这一点既是

“开普勒死于贫困之中”

这个陈述的预设，也是其相反陈述的预设。语言是有缺陷的，因为语言中可能有这样的表达式，它们根据语法形式似乎肯定表示一个对象，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它们却达不到这种肯定，因为这取决于句子的真。因此，从句

“那个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人”

是真正表示一个对象，还是仅仅造成一种该对象假象而实际上没有意谓，取决于

“存在一个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人”（“es gab einen,der die elliptische Gestalt der Planetenbahnen entdeckte”）这个句子的真。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我们的从句包含着有一个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人这个思想作自己涵义的部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否定就一定是：

“那个首先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人没有死于贫困之中，或者，没有人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状的”。

这是由于语言的不完善性，即使数学分析的符号语言通常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不完善性。这里也可能出现符号组合，使人觉得好像它们意谓着什么，但至少迄今还是没有意谓的。例如无穷收敛级数。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比如通过像无穷收敛级数应该指0这个数这样的特殊规定。逻辑完善的语言（概念文字）应该满足下面的条件：由已经引入的符号作为专名而合乎语法规则地构造起来的每个表达式，实际上也表示一个对象，并且一个符号的意谓若不确定，这个符号就不能作为一个专名而被引入。逻辑学告诫人们要特别警惕表达的歧义，这是逻辑错误的一种根源。我认为防止出现没有意谓的虚假专名至少是同样恰当的！数学史清楚表明了由此产生的错误。这同样易于造成蛊惑人心的滥用，也许比在歧义词的情况下更容易造成这样的情况。“民众意愿”（Der Wille des Volkes）可作为例子说明这一点，因为很容易确定，这个表达式至少没有普遍接受的意谓。因此，至少在科学中彻底铲除这种错误的根源，绝不是不重要的。这样，像刚刚提到的那种反对意见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专名是否有一个意谓，绝不能取决于思想的真。

我们可以接着名词从句考虑同位语从句和状语从句，它们与名词从句有极为密切的逻辑联系。

同位语从句也用于建立复合的专名，尽管它不像名词从句那样本身就足以做到这一点。同位语从句应该被看做与形容词相等。可以不说“小于0的4的平方根”（“die Quadratwurzel aus 4,die kleiner ist als 0”），而说“4的负平方根”（“die negative Quadratwurzel aus 4”）。我们在这里遇到这样的情况：借助单称定冠词，从一个概念表达式建立一个复合专名，然而，只有当在这个概念下有一个对象并且只有唯一的一个对象时，才允许这样做。
（9）

 现在可以这样建立概念表达式：通过同位语从句说明特征，例如在我们这个例子中通过“小于0”（“die kleiner ist als 0”）这个句子说明特征。十分明显，这样一个同位语从句像刚刚说过的名词从句一样，既不能有一个思想作涵义，也不能有一个真值作意谓。相反，它只有一个思想的一部分作涵义，这个部分有时也可以由单个的形容词来表达。这里也和名词从句那里一样，缺少独立的主语，因此也不可能以一个独立的主句描述从句的涵义。

从逻辑考虑，地点、时刻、时期都是对象，因而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瞬间或特定的时期的语言表达都应理解为专名。现在，可以以我们刚刚在名词从句和同位语从句的情况所看到的类似方式，用表示时间和地点的状语从句建立这样一种专名。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建立表达地点等概念的表达式。这里还应该注意，这个从句的涵义不能在主句中给出，因为缺少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即对地点或时间的确定，而通过一个关系代词或连接词只能提示这种确定。
（10）



正如我们在名词从句、同位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的情况看到的那样，一般也应该承认，条件从句只有一个不确定的带提示性的成分，而在其后置句中相应也有与此相同的成分。由于这两个成分相互指示，因此它们使两个句子构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一般只表达一个思想。

“如果一个数小于1而大于0，那么它的平方也小于1而大于0”。

在这个句子中，“一个数”这个成分在条件句里面，“它的”这个成分在后置句里面，正是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涵义获得了可望由一条规律得到的普遍性。但是正由于此，也导致条件句本身没有完整的思想作涵义，它与后置句一起才表达一个思想，而且只表达唯一一个思想，而这个思想的部分却不再是思想。把假言判断中的两个判断看做相互关系，这一般是不对的。如果这样说或与此类似地说，那么人们就是在与我给予“思想”一词的相同意义上使用“判断”一词，因而对此我就会说，“假言思想中的两个思想是相互关系”。仅当缺少一个不确定的指示词时，这才是真的
（11）

 ；但这样也就不会有普遍性。

如果在条件句和后置句中不确定地指示某一时刻，那么这常常是仅通过动词的现在时
 完成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时并不同时表示现在。因此这种语法形式在主句和从句中是不定的指示成分。“当太阳处于北回归线时，我们北半球白天最长”，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这里同样不可能在主句中表达从句的涵义，因为这个涵义不是完整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说“太阳处于北回归线”，那么我们就把它与我们的眼前联系起来，因此改变了这种涵义。主句的涵义也不是一个思想；只有主句和从句形成的整体才含有一个这样的思想。此外，还可以不确定地指出条件句和后置句中的一些共同的成分。

显然，带“谁”、“什么”的名词从句和带“哪里”、“何时”、“无论哪里”、“无论何时”的状语从句，根据涵义常常可以被理解为条件句，比如：“近墨者黑”（Wer Pech angreift,besudelt sich）。

同位语从句也可以代表条件句。因此我们也能以“一个小于1并且大于0的数的平方，是小于1并且大于0的”这样的形式表达我们前面引用的句子的意义。

如果主句和从句共同的成分用一个专名来表示，则情况完全不同。

“认识到其右翼的危险的拿破仑，亲自率领自己的卫队冲击敌阵”。

这个句子表达了两个思想：

1．拿破仑认识到其右翼的危险；

2．拿破仑亲自率领自己的卫队冲击敌阵。

何时何地发生这种情况，尽管只能从上下文看出，却必须看做是由此决定的。如果我们把整个句子作为陈述说出，我们就以此同时陈述了这两个分句。如果一个分句假，由此则整个句子假。这里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从句本身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作涵义（如果我们通过说明时间和地点对它加以补充）。因此这个从句的意谓是一个真值。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用另一个具有同样真值的句子代替这个从句，不会损坏整体的真。这里也是这种情况。不过必须注意，它的主词必须是“拿破仑”。这完全是出于语法原因，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句子才能成为属于“拿破仑”的同位语从句的形式。但是，如果对以这种形式表达这个句子的要求不予考虑，并且还允许以“和”将这两个部分联结起来，那么这种限制就不复存在。

在带有“尽管”的从句中也表达完整的思想。这个联结词没有涵义，并且也不改变句子的涵义，而只是以特殊的方式说明它
（12）

 。尽管我们可以把这个让步从句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从句，同时不损害整个句子的真，但是这样的说明也许显得不太合适，就像想要欢快地唱一首充满忧伤的歌。

在最后这些情况下，整个句子的真包含部分句子的真。如果条件句表达完整的思想，即它不是含有指示性的成分，而是含有一个专名或可被看做与专名相等的东西，就是另一种情况。

“如果太阳现在已经升起，那么天空乌云密布”。

在这个句子中，时间是现在，因而是确定的。地点也应被认为是确定的。这里可以说，条件句和结果句的真值之间有一种关系，即不会出现条件句指真，而后置句指假的情况。因此，不仅在太阳现在还未升起，天空乌云密布或不是乌云密布的条件下，而且在太阳已经升起并且天空乌云密布的条件下，我们的句子都是真的。由于这里考虑的只是真值，因此可以把各个部分句子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句子，而并不改变整个句子的真值。然而，这里进行的说明通常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思想显得有些空洞；但是这与它的真值无关。这里必须时刻注意，从句的思想同时显示出来，但它并没有真正被表达出来，因此不能算作句子的涵义。所以不能考虑它的真值
（13）

 。

这样，我希望简单情况已得到说明。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已知的情况。

从句通常没有思想作涵义，而是只有这样的思想的一部分作涵义，因而从句没有真值作意谓。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在于从句中的用语有间接的意谓，因而从句的涵义不是思想，而从句的意谓是思想；要么在于从句由于一种在这点上仅仅是不确定的指示性成分而是不完整的，因而它只有与主句一起才表达一个思想。但是也出现从句的涵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没有语法障碍，就可以把它代之以另一个真值相同的句子，并且不损害整句的真。

如果由此检验所有可以遇到的从句，那么很快就会遇到与上述情况不大符合的从句。据我看来，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从句没有如此简单的涵义。看上去，我们几乎总是在我们表达的主要思想上结合以附属的思想，尽管这些附属思想没有表达出来，听者却根据心理规律把它们与我们的用语结合起来。而且，由于附属的思想似乎与我们的用语自然而然地结合着，就像是主要思想本身一样，因而我们大概也要把这样的附属思想一起表达。这样，句子的涵义变得更为丰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比从句更多的简单思想。在某些情况下，句子必须这样来理解，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附属思想是属于句子的涵义，还是仅仅伴随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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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可以是有疑问的。这样，人们也许可以发现，在

“认识到其右翼的危险的拿破仑，亲自率领自己的卫队冲击敌阵”。

这个句子中，不仅表达了上面给出的两个思想，而且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对于危险的认识是他率领卫队冲击敌阵的原因。实际上人们可以怀疑，这个思想是仅仅稍有提示，还是确切地表达出来。人们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拿破仑在感到危险以前就已做出决定，那么我们的句子是不是假的？如果即使如此我们的句子也可以是真的，那就不能把我们的附属思想理解为我们句子的涵义的部分。人们也许会赞同这种看法，否则，情况会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比句子更多的简单思想。

“拿破仑认识到其右翼的危险”，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句子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句子，譬如代之以

“拿破仑已经45岁有余”，

那么以此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第一个思想，而且也改变了第三个思想，因此第三个思想的真值也可以变得不同——即如果他的年龄不是做出率兵冲击敌人的决定的理由。由此应该看到，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具有相同真值的句子不能总是相互代替地出现。句子正是由于与另一个句子相结合，表达出比由它自身表达的更多的思想。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句子经常出现的情况。

“倍倍尔误以为，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可以平息法兰西复仇的愿望”。

这个句子表达了两个思想，但这两个思想不是一个属于主句，另一个属于从句，即

1．倍倍尔相信，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可以平息法兰西复仇的愿望。

2．归还阿尔萨斯—洛林，不会平息法兰西复仇的愿望。

在第一个思想的表达中，从句用语有其间接意谓，而在第二个思想的表达中，这些用语有其通常的意谓。由此我们看出，在我们原来的主从复合句中，从句实际上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意谓，其中一个是思想，另一个是真值。现在，由于真值不是从句的全部意谓，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个从句代之以真值相同的另一个从句。在出现“知道”、“认识到”、“众所周知”这样的表达时，情况也类似。

我们用表示原因的从句和与此相关的主句表达几种不同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不分别相应于原来的从句。

“由于冰比水轻得多，所以它漂在水上”，

这个句子有

1．冰比水轻得多。

2．如果某物比水轻得多，则它漂在水上。

3．冰漂在水上。

由于第三个思想包含在前两个思想之中，因此不需要明确地说出来。但是，无论是第一个思想和第二个思想的结合，还是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的结合，都不会产生我们这个句子的涵义。现在可以看到，在

“由于冰比水轻得多”

这个句子中，不仅表达了我们的第一个思想，而且也表达了我们的第二个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个从句简单地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从句。因为这样也会改变我们的第二个思想，并且由此很容易改变它的真值。

“如果铁比水轻得多，它就会漂在水上”

这个句子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这里我们有两个思想：铁不比水轻得多，和如果某物比水轻得多，则它漂在水上。从句又表达了一个思想和另一个思想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以前考虑的句子

“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从丹麦分离出去以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纠纷”

这样理解，使得其中表达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度从丹麦分离出去这样一个思想。这样，我们首先有了这个思想，其次又有下面的思想：在由从句更明确确定的那段时间里，普鲁士与奥地利发生纠纷。这里，从句同样不仅表达了一个思想，而且还表达了另一个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它普遍地代之以另一个具有同样真值的句子。

人们很难详尽探讨语言中出现的所有可能性。但是我希望我基本发现了为什么把一个从句代之以另一个具有同样真值的句子并不总是损害整个主从复合句的真值的原因。这些原因是：

1．从句在只表达一个思想的一部分时，不指真值；

2．在从句的涵义除包含一个思想外，还包括另一个思想的一部分时，尽管从句意谓一个真值，却不限于这个真值。

第一种情况出现在：

a）在用语的间接意谓的情况下。

b）当句子的一部分只是不确定的指示，而不是一个专名时。在第二种情况下，从句可有两种意谓，即一方面是通常意谓，另一方面是间接意谓；或者，从句的部分的涵义可以同时是另一个思想的部分，这个思想与从句中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一起形成主句和从句的整个涵义。

由此大概完全可以推论说，从句不可以被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句子的这种情况，并不证明任何与我们的观点（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而句子的涵义是一个思想）相反的东西。

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出发点！

如果我们发现“a＝a”和“a＝b”一般有不同的认识价值，那么这可以解释如下：对于认识价值来说，句子的涵义，即句子中表达的思想，与它的意谓，即它的真值，得到同样的考虑。如果现在a＝b，那么尽管“b”的意谓与“a”的意谓相同，因而“a＝b”的真值与“a＝a”的真值也相同，但是“b”与“a”的涵义却不相同，因而“a＝a”表达的思想与“a＝b”表达的思想也不相同。这样，这两个句子的认识价值也不相同。如果我们像上面那样把“判断”理解为从思想到真值的推进，那么我们也要说，判断是不同的。

注　释


（1）
 我在“同一”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把“a＝b”理解为“a与b相同”或“a和b叠合”。


（2）
 当出现一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真正的专名时，关于涵义的看法当然可能产生分歧，例如有人可能认为它指柏拉图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有人可能认为那位生于斯塔吉拉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这个专名的涵义，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就会以一种与持后一种看法的人的不同的涵义和“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吉拉”这个句子联系起来。只要意谓相同，这些意见分歧就是可以忍受的，即使它们在一个进行证明的科学体系中应该避免，在一种完善的语言中是不允许出现的。


（3）
 我们可以把直觉经验一起算作表象，在这些直觉经验中，感觉印象和活动本身取代了它们留在心灵中的痕迹。这种区别对我们的目的无关紧要，尤其是因为这样的感觉和活动的记忆总是帮助我们完成直觉图像。但是也可以把直觉理解为一个对象，只要它是感官可感觉的或空间的。


（4）
 因此，用“表象”这个词表示有如此根本差异的东西是不合适的。


（5）
 我用“思想”不是指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指思维的客观内容。它能够成为许多人共有的东西。


（6）
 对于只有涵义的符号最好有一个特定的表达：例如，如果我们称这样的符号为图像，那么舞台上演员的话就是图像，实际上演员本身就是图像。


（7）
 我认为，一个判断不是对一个思想的纯粹的表达，而只是对其真的承认。


（8）
 在“A撒谎说，他看见了B”中，从句意谓一个思想。这里是说，第一，A把它作为真的而加以陈述；第二，A对它的假深信不疑。


（9）
 根据以上所说，必须通过特殊的规定确保一个这样的表达总是有一个意谓，例如，通过规定：0这个数应该作为其意谓，如果这个概念下没有对象或有多个对象。


（10）
 对这些句子通常可能很容易有各种理解。我们也可以用“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脱离丹麦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纠纷”这种形式复述“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从丹麦脱离以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纠纷”这个句子的涵义。根据这种措辞肯定充分说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度脱离丹麦这个思想不应被理解为这个涵义的一部分，而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脱离丹麦后”这个表达式确有一个意谓的必要预设。当然也可以以下述方式理解这个句子，以此应该表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脱离丹麦。这样，我们就有一种情况，以后我们要考察这种情况。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种区别，让我们设想自己处于一个中国人的心灵状况，他由于缺少欧洲历史知识而认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度脱离丹麦是假的。他以第一种方式理解，将把这个句子看做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拒绝它有任何意谓，因为这个从句缺少这样一个意谓。这个从句表面上只给出一个时间规定。而如果他以第二种方式理解这个句子，他就会发现，这个句子除了一个对他会是无意谓的部分以外，还表达出一个他认为假的思想。


（11）
 有时缺少一种明确的语言指示，必须从整个上下文来理解。


（12）
 “但是”、“然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13）
 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们的句子的思想：“要么现在太阳还未升起，要么天空乌云密布”，由此可以看出，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句子的联系。


（14）
 对于一个断定是不是一个谎言，一个誓言是不是一个假誓言来说，这具有重要性。


对涵义和意谓的解释
（1）



我在一篇论文（《论涵义和意谓》）中首先只对专名（或者，如果人们愿意，单称的名）区别了涵义和意谓。对概念词同样也可以做出这种区别。这样可能很容易产生含混，因为人们混淆了概念和对象的划分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致使涵义与概念融合起来，意谓和对象融合起来。原则上说，相应每个概念词或专名都有我所使用的那样的涵义和意谓。在虚构中，语词当然只有涵义，但是在科学中和任何我们探讨真这一问题的地方，我们都不会满足于涵义，而是把意谓与专名和概念词结合起来；而当我们由于疏忽而没有这样做时，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能够很容易破坏我们的思考。一个专名的意谓就是它表示的或称谓的那个对象。一个概念词意谓一个概念，如果这个词就像在逻辑中适当应用的那样。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想起一种似乎有利于那些与内涵逻辑家相对的外延逻辑家的情况，即若是不损害真，则在每个句子中概念词可以相互替代，条件是相应于它们有相同的概念外延，因此在涉及推理时，就逻辑规律而言，概念只有在外延不同时，相互的关系才不同。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化归为这种关系。当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时，它就处于所有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之下，由此得出所说的东西。因此，正像具有相同对象的专名可以不损害真地相互替代一样，当概念外延相同时，概念词也可以不损害真地相互替代。当然，做出这样的替换，思想将被改变；但是思想是句子的涵义，而不是它的意谓。而句子的意谓，即真值，保持不变。这样人们最终很容易用概念的外延冒充概念词的意谓；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忽略一点：即概念外延是对象，而不是概念（参见我的报告《函数和概念》）。但是这里的核心总是包含着真。为了更精确地说明这一点，我必须与我在论文《函数和概念》中的论述联系起来。根据那篇论文，概念是一个含有一个自变元的函数，其值总是一个真值。我在那里从数学分析中借用“函数”一词，并且保留了其基本涵义，用它表示更宽一些意谓的东西。数学分析的历史本身对这一点给予了说明。一个函数名本身总是为自变元留有至少一个空位，在数学分析中自变元通常是由“x”这个字母指示的，它填补这个空位。但是自变元不应算作函数，同样“x”这个字母也不应算作函数名，因此人们就这些函数名总是可以谈论空位，只要它实际上与填充的东西没有关系。因此，函数本身被我称为不饱和的或需要补充的，因为它的名必须通过自变元符号来填充，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意谓。我称这样一个意谓为对象，而在我们说的这种情况下，它是这个产生填充或饱和结果的自变元的函数值。在这些首先表现出来的情况中，自变元本身是一个对象，而且这里我们要首先限于这种情况。而在概念，我们有特殊情况，即值总是一个真值。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专名来填充一个概念名，我们就得到一个句子，其涵义是一个思想；而且它含有一个真值作意谓。当我们承认这个意谓具有真的东西（或真）时，我们就判断，那个被当做自变元而接受的对象处于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在函数称为不饱和的东西，在概念可称其为谓述性
（2）

 。当人们说到一个主语概念时，也表明这一点。（“所有等边三角形都是等角的”；即“如果某物是等边三角形，那么它就是等角三角形”。）

因而概念的这种本质是合适的表达和理解的巨大障碍。当我想谈论一个概念时，语言将迫使我几乎毫无选择地接受一种不合式的表达，由此思想变得模模糊糊——几乎我可能说错了。当我说“等边三角形
 这个概念”时，人们就应该根据语言类比认为，我以此表示一个概念，正像当我说：“海王星这颗行星”时，我无疑是称谓一颗行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缺少谓述性质。因此“等边三角形
 这个概念”这个表达的意谓（只要有这样一个意谓）是一个对象。我们不能缺少像“这个概念”这样的用语，但是说出这样的用语时必须总是想到它们的不适宜性
（3）

 。从上述可以看出，对象和概念是根本不同的，不能相互替代。对于相应的词或符号也是同样。专名实际上不能用作谓词。在专名表面上好像是作谓词的地方，经过仔细考察就说明，根据涵义，它只是谓词的一部分。概念不能与对象处于相同的关系。认为概念处于与对象相同的关系，不会是错误的，而是不可能的。因此“主词对谓词的关系”这一说法表达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根据这两种关系，主词分别是一个对象或本身是一个概念。因此，最好是从逻辑中完全清除“主词”和“谓词”这两个词，因为它们总是一再诱使人们把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和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关系混淆起来。位于语法主词旁边的“所有”和“一些”这两个词根据涵义属于语法谓词，正像当人们过渡到否定（并非所有，non nulli）时认识到的那样。仅由此就已经得出，这些情况下的谓词与我们关于一个对象所说的东西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对象而不能在概念考虑相等关系（我以此指完全重合，同一）。当我们说“‘圆锥曲线’这个概念词的这个意谓与‘第二阶曲线’这个概念词的这个意谓相同”，或者“圆锥曲线
 这个概念与第二阶曲线
 这个概念重合”时，“‘圆锥曲线’这个概念词的意谓”这种说法就是一个对象的名字，而不是一个概念的名字；因为它缺乏谓述性质、不饱和性、使用不定冠词的可能性。对于“圆锥曲线
 这个概念”这一说法也是如此。但是即使说只有在对象才能考虑相等关系，在概念也会出现一种类似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概念之间的关系被我称为第二层关系，而我把对象之间相等称为第一层关系。我们说，一个对象α与另一个对象b相等（在完全重合的意义上），如果α处于b所处于的每个概念之下，并且b处于α所处于的每个概念之下。如果我们允许概念和对象交换其作用，我们就为概念得到一些相应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如果每个处于Φ下的对象也处于X下，而且每个处于X下的对象也处于Φ下，那么概念Φ和概念X之间有以上考虑的关系。当然这里又少不了“Φ这个概念”和“X这个概念”这种表达，由此本来的涵义又变得模糊了。因此我对那些没有被概念文字吓住的读者还要作如下补充：（第一层）概念的不饱和性在概念文字中是这样体现的，它的标记至少含有一个空位，以便接受一个对象的名字，而这里探讨的就是这个对象处于概念之下的问题。这个位置或这些位置必须总是以某种方式被填充。填充的既可以是一个专名，也可以是一个仅指一个对象的符号。由此可以看出，在等号或一个类似东西（符号）的一边绝不能只有一个概念的标记，而是除这个概念外，必然还表示或指示了一个对象。即使我们通过一个函数字母仅仅简要地指示一个概念，这种指示也只能是这样的：这种带有一个空位的不饱和性变成直观的，比如Φ（　）和X（　）。换言之，我们把应该表示或指示概念的字母（Φ，X）只能用作函数字母，就是说，它自身带有一个变元空位（后面括号中的空间）。因此人们不能写下Φ＝X，因为这里Φ和X这两个字母不是作为函数字母出现。但是人们也不能写下Φ（　）＝X（　），因为自变元位置必须被填补。而当它们被填充时，不仅这两个函数（概念）被看做相等的，而且等号每边除了函数字母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函数的东西。

人们不能用不作为函数字母使用的字母来替代这些字母：这里必须总有一个自变元位置，以便接受“α”。人们可能会突然想到简单地写下Φ＝X。只要是简要的指示概念，这可能还算过得去；但是一种真正合适的表达方式必须适合所有情况。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在关于函数和概念的论文中已经用过。

x2
 ＝1这个函数对每个自变元有与（x＋1）2
 ＝2（x＋1）这个函数相同的（真）值；就是说，每一个处于其平方与其二倍相等的小于1的数这个概念下的对象处于1的平方根这个概念下，并且反之亦然。用以上说明的方式，我们就会把这个思想表达如下：

[image: alt]


这里我们实际上有那种第二层关系，它与对象的相等（完全重合）相应，但不能与它交换。如果我们写下[image: alt]
 ，那么我们实质上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它被理解为普遍性。我们这里有相同的第二层关系；我们也有那个等号；但是仅有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表达这种关系，只有结合普遍性标记才行：我们首先有一种普遍性，而不是一个等式。在[image: alt]
 （ε2
 ＝1）＝[image: alt]
 （（α＋1）2
 ＝2（α＋1））中，尽管我们有相等，但不是概念间的相等（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对象、即概念外延之间的相等。

现在我们认识到，不能把对象之间的相等关系也看做是概念之间的相等关系，但是这里有一种相应的关系。因此，用来表示对象之间那种关系的“相同的”这个词实际上也不能用来表示这种关系。但是我们几乎只能说“Φ这个概念与X这个概念是相同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在这里说出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
（4）

 而我们考虑的却是概念之间的一种关系。当我们说“A这个概念词的这个意谓与B这个概念词的这个意谓是相同的”时，我们遇到相同的情况。实际上就不应该采纳“A这个概念词的这个意谓”这种表达，因为“意谓”前面的定冠词指一个对象，并且否定了这个概念的谓述性质。最好可以说“A这个概念词所意谓的”；因为这无论如何都可以谓述使用；在“耶稣是人”的意义上，“耶稣是‘人’这个概念词所意谓的”。

因此，如果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情况，大概我们就能够断言，“两个概念词所意谓的是相同的，当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外延重合”，而不必受到诱惑，错误地不切实际地使用“相同的”这个词。而且我相信，这对外延逻辑学家做出重大让步。他们偏爱概念外延而反对概念内涵，因而有理由承认他们不把词的涵义，而把词的意谓看做是对于逻辑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内涵逻辑学家却过于喜欢涵义；因为他们称为内涵的东西，即使根本不是表象，也是涵义。他们没有想到，在逻辑中重要的不是在不考虑真值的情况下如何从思想得出思想，他们没有想到，必须从思想进到真值，更普遍地，必须从涵义进到意谓；逻辑规律首先是意谓范围的规律，它们间接地才与涵义相联系。如果一个人探询真——而且逻辑以真为目标——那么人们必须也询问意谓，人们必须抛弃那些也可能有涵义，但不表示或称谓任何对象的专名；人们必须抛弃没有意谓的概念词。这不是使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的概念词（因为一个概念大概完全可以是空的），而是那些看不出界限的概念词。对每一个对象都必须确定，它是不是处于概念之下；一个满足不了对意谓这一要求的概念词是没有意谓的。比如“μ[image: alt]
 λυ”这个词（荷马史诗Od.X.305）也属于这样的词，尽管确实说明了几点特征。因此那个位置尚不必是无意义的，另一个出现“Nausikaa”这个名字的位置也不必是无意义的，这个名字可能不意谓或不称谓任何东西。但是它实际好像称谓一个小姑娘，因此它肯定有涵义。而且涵义满足虚构，即使没有意谓，没有真值的思想也满足虚构，但是它们不满足科学。

我在《算术基础》中，在关于算术形式理论的学术报告中说明，一个符号联结式，比如[image: alt]
 ，有没有一个意谓，
（5）

 对于一定的证明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整个证明力都与它相关或是它决定的。因此，处处证明意谓对于科学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即使对内涵逻辑学家做出让步，承认与外延相对的概念本身是初始的东西，在这里也不能把概念理解为概念词的涵义，而只能理解为概念词的意谓，在这种意义上，外延逻辑学家更接近真，因为他们把意谓说成是外延方面至关重要的东西，意谓虽不是概念本身，与概念却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胡塞尔先生指责施劳德在讨论“unsinnig”（没有涵义的），“einsinnig”（一种涵义的）和“mehrsinnig”（多种涵义的），“undeu tig”（没有意谓的），“eindeutig”（一种意谓的），“mehrdeutig”（多种意谓的）这些词时（48和69页）是含混的，而且这里确实有含混之处；但是胡塞尔区别得也不充分。正像几乎不可能期待其他情况一样，施劳德先生对“意义的”和“意谓的”这些语词部分的用法与我不同，由此也不能指责他，因为在他的著作出版时我还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在他的著作中，这种区别与通名和专名之间的区别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含混是从他对于概念和对象的区别的有缺陷的理解产生的。根据他的观点，通名可以一定是多种意谓的，而且当许多对象处于其从属的概念之下时，就是如此。
（6）

 根据这一点，一个通名也可以一定是没有意谓的，比如“圆方”。但是施劳德也称它为没有涵义的，因而不忠实于他自己的谈论方式；因为这样一来，“圆方”就一定会被称为是有一个涵义的，而胡塞尔称它为单义通名则是对的；因为“单义的”和“歧义的”相应于施劳德使用的“有一种涵义的”和“有多种涵义的”。胡塞尔说（250页）：“显然他在这里混淆了两个极为不同的问题，即（1）一个意谓（一个‘涵义’）是否适合一个名字；（2）相应于一个名字，是否存在一个对象。”这种区别是不够的。“通名”这个词引诱人们以为通名与专名一样，基本上也是与对象相联系的，只不过专名是单个称谓的，而通名是普遍地用于许多事物的。但这是错误的，因此我才不说“通名”而谈“概念词”。专名必须至少有一种涵义（像我使用这个词那样），否则它就会是一串空的声音，并且不正确地被叫做名字。但是为了科学的用法，必须要求它也有一个意谓；它表示或称谓一个对象。因此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概念词也必须有涵义，而且为了科学的用法必须有意谓；但是它的意谓既不是由一个对象，也不是由几个对象形成的，而是由一个概念形成的。当然对于概念现在又可以问，是一个对象，还是多个对象，还是没有任何对象处于它之下。但是概念词直接地只与概念有关。因此一个概念词逻辑上可以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用不着存在一个对象，概念词也不必通过其涵义和意谓（概念本身）与这个对象相联系。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这种与一个对象的关系是更间接的和非本质的，因此依据是没有任何对象，还是有一个对象，还是有多个对象处于相应的概念之下来划分概念词，似乎是不合适的。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意谓，这应该明确得毫无疑问。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意谓。对于所有与专名或概念词具有相同目的的符号和符号组合，这一点自然是同样有效的。

注　释


（1）
 这是弗雷格生前未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大概完成于1892—1895年。——译注


（2）
 “不饱和的”和“谓述的”这些词似乎更适合涵义而不适合意谓；但是，在意谓一定确实也有一些与此相应的东西；而且我不知道还有更合适的词。


（3）
 我解决这些困难。


（4）
 这些对象的名字是“Φ这个概念”和“X这个概念”。


（5）
 我那时确实还没有把我现在采用的关于“涵义”和“意谓”这两个词的用法确定下来，因此在我现在要说“意谓”的地方，那时有时候说“涵义”。


（6）
 如果正像胡塞尔在252页注释1中所说，一个周延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名字，它的意谓是确定的，从它的多可以表示任何一个，那么一个概念词（通名）无论如何不是周延的名字。


思想：一种逻辑研究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2，1918—1919年，58—77页）





正像“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尽管所有科学都以真为目标，逻辑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研究真。它对待真有些像物理学对待重力或热。发现真是所有科学的任务，逻辑却是要认识是真（Wahrsein）的规律。人们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规律”一词。当我们谈论道德准则规范和国家法律时，我们指一些应该遵守的规定，而具体事件与它们并非总是一致的。自然规律是自然现象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自然现象总是与这种普遍的东西一致的。我主要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是真”的规律。当然这里不探讨具体事件，而是探讨一种是。现在，从是真的规律产生“把某物看做真”，即思维、判断、推理的规定。而且人们大概也谈论思维规律。但是这里显然有一种把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的危险。也许人们会像理解“自然规律”那样理解“思维规律”一词，同时认为思维规律是思维这种心理现象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意义上的一条思维规律是一条心理学定律。因此人们可能认为，逻辑探讨思维的心理过程和思维所依据的心理学定律。但是这样就会错误地认识逻辑的任务，因为这里，真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位置。与正确的认识一样，错误、偏见同样有自己的原因。根据心理学定律，把假看作真和把真看做真这两种情况都会出现。从这些情况进行的推导和对把某物看做真所体现出来的心理过程的解释，绝不能代替对把某物看做真这一过程的证明。难道这种心理过程不能同样也有逻辑规律吗？我不想否认这一点。但是，当涉及真时，这种可能性就不够了。可能，也有非逻辑的东西和偏离了真的情况。只有在我们认识了是真的规律之后，我们才能判定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是真的规律来判定把某物看做真是不是合理的，我们很可能会感到缺少心理过程的推导和解释。为了排除各种误解，为了使人们不混淆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界线，我规定逻辑的任务是发现是真的规律，而不是把某物看做真的规律或思维规律。“真”一词的意谓是在是真的规律中展示出来的。

但是首先，我想尝试非常粗略地描述一下我要在这种规定下称之为真的东西。这样就可能排除一些与这个词很相近的使用方式。这里不应在“真实的”或“真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也不能像有时在探讨艺术问题时出现的情况下那样使用这个词，例如当谈到艺术中的真时，当把真确定为艺术的目标时，当谈论一件艺术品的真或一种真实的感觉时。人们还把“真”这个词放在另一个词的前面，这是要说，人们应该知道，这个词是在它原来的、未曲解的意义上理解的。这种使用方式也不依赖于这里遵循的途径；我们所考虑的是这样的真，科学以认识它为目标。

“真”这个词似乎在语言上是一个形容词。因此就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对表达真、实际上可能考虑真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人们看到，真用来表达画、表象、句子和思想。引人注目的是，可看见的和可听见的东西与不能用感官感觉的东西在这里一起出现。这表明出现了意义的改变。确实是这样！一幅画作为纯粹可见的、可触摸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不是真的吗？显然，如果在这里没有某种目的的话，人们不会说出这幅画是真的。这幅画应该表达了某种东西。表象也不能根据自身而被称为是真的，它只能就它应该与某物一致这种目的来说才被称为是真的。因此可以设想，真存在于画与被画东西的一致之中。一致是一种关系，而“真”一词的使用方式与它是矛盾的，因为“真”不是关系词，根本不包含某物应该与之相一致的另一个东西。如果我不知道一幅画应该是描绘科隆大教堂，我就不知道为了判定它的真我应该把它与什么加以比较。仅当一致的东西重合，因而根本不是不同的东西时，才能出现一致性。我们试着用立体观测看一张银行支票与一张真的支票是不是相符，就应该能够检验这张银行支票的真伪。但是，企图用立体观测确定一块金币与一张20马克的钞票相符，却是可笑的。要使一个表象与一事物一致，仅当这个事物也是一个表象时，才是可能的。而且，如果第一个表象与第二个表象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它们就是重合的。但是这正是人们不愿意的，如果人们把真确定为一个表象与某现实的东西的一致性。这里，现实的东西与表象不同，这恰恰是根本的。但是这样就没有完全的一致，没有完全的真。这样就会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因为仅仅一半真的东西是不真的。真所传达的东西既不多也不少。难道不是吗？难道不能规定，当某个方面出现一致时，就存在真吗？但是在哪些方面呢？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判定某物是不是真的，我们必须做什么呢？我们必须研究，例如一个表象和一个现实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在规定的这个方面一致。这样我们就会再次遇到同类问题。这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因此，把真解释为一致性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其他各种定义是真的企图也失败了。因为一个定义要给出一定的标志。而且在应用到具体的情况时，总是要考虑，这些标志合乎实际，这是不是真的。这样人们就陷入循环。根据上面所说，“真”一词的内容很可能是完全独特的和不可定义的。

当谈论一幅画的真时，实际上不是要表达那种完全脱离其他事物而属于这幅画的性质。相反，这时人们总还要考虑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人们要说，那幅画与这个东西有某些一致。“我的表象与科隆大教堂相一致”是一个句子，并且现在涉及这个句子的真。因此，在滥用之下称之为画和表象的真的东西，就化归为句子的真。什么叫作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是一个语音系列；但是仅当它有一个涵义时才是句子。但以此不能说每个有涵义的语音系列都是一个句子。当我们称一个句子是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指它的涵义。因此一个句子的涵义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而出现的，借助于它能够考虑是真的。那么，一个句子的涵义是一个表象吗？无论如何是真的不在于这种涵义与不同的东西的一致，因为如果这样，关于是真的这个问题就会无限地重复下去。

我称思想为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并不是要以此给出一个定义。我把假的东西同真的东西一样也算作思想。
（1）

 这样我可以说，思想是一个句子的涵义，但这不是要声称，每个句子的涵义都是一个思想。自身非感官可感觉的思想用可感觉的句子表达出来，因此是我们可把握的。我们说，句子表达一个思想。

思想是不能由感官感觉的东西。所有感官可感觉的东西都排除在可以考虑真这个问题的领域之外。真不是一种与某种特殊的感觉印象相符合的性质。因此它与我们以“红的”、“苦的”、“散发丁香花香味的”这些词指称的性质鲜明地区别开。但是，我们看不见太阳升起来吗？而且我们以此也看不见这是真的吗？太阳升起来了，这不是一个放射出我眼睛所见的光芒的对象，这不是像太阳本身那样可见的东西。太阳升起来了，基于感觉印象被看做是真的。但是，是真的没有感官可感觉的性质。基于感觉印象，也可以从一事物认出磁性。尽管相应于这种性质就像相应于真一样，很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印象，在这一点上，这两种性质是一致的。但是，认识到一个物体是有磁性的，必须有感觉印象。相反，如果我发现，我此刻没有闻到任何东西，这是真的，我这就不是基于感觉印象而做到的了。

无论如何总要想到，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事物上认识到某种性质，而不同时发现这个事物有这种性质这一思想是真的。因此，思想的性质，即真这种性质与事物的各种性质结合在一起。但是也要注意，“我闻到紫罗兰香味”这个句子和“我闻见紫罗兰香味，这是真的”这个句子确实有相同的内容。因此，我在这个思想上加上真这种性质，这似乎对这个思想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并非如此！研究者经过长期犹豫和辛勤的研究，最后可以说“我过去猜测的，是真的”，难道这不是巨大的成功吗？“真”一词的意谓似乎是完全独特的。难道我们在这里把它与某些通常根本不能叫做性质的东西联系起来吗？尽管这是有疑问的，但是在发现更为合适的说法之前，我仍想先以下述说法表达，就好像真是一种性质。

为了使我愿称之为思想的东西更明确起来，我区别句子的种类
（2）

 。人们不愿意否认一个命令句有一种涵义。但是这种涵义不是那种可以考虑其真的涵义。因此我将不称命令句的涵义为思想。愿望句和请求句同样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考虑传达或断定某些东西的句子。但是发泄人们感情的惊叫、呻吟、叹息、大笑，我都不考虑在内，除非由于有特殊的约定，它们已被规定传达某种东西。但是疑问句的情况怎样呢？我们以一种语词疑问表达一个不完整的句子，这个句子通过我们要求的补充说明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涵义。因此这里对这种语词疑问也不予考虑。句子疑问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期待听到“是”或“不是”。“是”这种回答表达与一个断定句相同的东西，因为通过它，已经完整包含在疑问句中的思想被说成是真的。因此对每个断定句都可以构造一个句子疑问。因此不应把惊叫看做传达，因为不能建立相应的句子疑问。疑问句和断定句包含相同的思想，但是断定句还含有更多的东西，即这种断定。疑问句含有更多的东西，即一种要求。因此在一个断定句要区别两点：内容（它与相应的句子疑问所共有）和断定。这种内容就是思想或至少含有思想，因此可以表达一个思想，而不用把它说成是真的。在一个断定句中，内容与断定紧密结合，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的可分性。因此我们区别出：

1．对思想的把握——思维。

2．对一个思想的真的肯定——判断
（3）

 。

3．对判断的表达——断定。

我们提出一个句子疑问，这样就实现了第一个活动。科学中的进步通常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掌握一个思想，譬如在一个句子疑问中可能表达的思想，然后根据对它进行的研究最终认识到关于它的这个思想是真的。我们以断定句的形式表达对于真的肯定。对此我们不需要“真”这个词。即使当我们需要它时，实际的断定力也不在它上面，而在于断定句的形式。在失去断定力的地方，“真”这个词也不能再将它产生出来。在我们不是当真地说话时，就发生这种情况。正如戏剧里的雷声只是虚假的雷声，戏剧中的战斗只是虚假的战斗一样，戏剧里的断定也仅仅是虚假的断定，这只是表演，只是文学创作。处于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演员没有断定，也没有撒谎，即使他说了一些他相信是假的东西。在文学创作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思想被表达出来，虽然它们采用断定句的形式，却没有被认为是真的，尽管甚至可能会导致听众自己做出一个赞同的判断。因此，对于形式上表现为断定句的东西也应该总是问它是否确实含有一个断定。如果没有这里所必需的认真态度，就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回答。这里是否使用了“真”这个词，这是不重要的。这样就说明，为思想加上真这种性质，似乎没有为思想添加任何东西。

一个断定句除含有一个思想和断定之外，还常常会有与断定无关的第三种成分。这种成分常常能够影响听者的感情、情绪或激发听者的想象力。“可惜”、“谢天谢地！”这样的词属于这种成分。在诗歌中这种句子成分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散文中也不乏这样的东西。它们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的论述中比在历史的论述中少见。人们称之为人文科学的东西离诗歌较近，因此其科学性也比不上严格的科学。科学越是严格，就越是枯燥。因为严格的科学以真为目标，并且仅以真为目标。因此，句子中与断定力没有关系的所有部分不属于科学论述，但是即使对于认识到与此相关的危险的那些人来说，也很难避免这种情况。在需要以想象接近思想上不可把握的东西的地方，完全有理由使用这些成分。一种描述越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描述者的民族性就变得越不明显，因而这种描述就越容易被翻译。相反，我在这里强调的这种语言成分使诗歌的翻译变得很难，甚至使得完善的翻译几乎总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语言的区别常常正是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歌的价值的成分之中。

无论我使用“Pferd”一词，还是使用“Roß”、“Gaul”或“Mähre”一词，在思想中都是一样的
（4）

 。断定力不包括使这些词得到区别的那些东西。诗歌中可以称之为情调、魅力、闪光的东西，通过音调和韵律所表现的东西，不属于思想。

语言中许多成分的作用在于帮助听者进行理解，例如通过重音或词序来突出某一句子部分。也要考虑“尚”和“已经”这样的词。“阿尔弗莱德尚未到来”这个句子实际是说“阿尔弗莱德没有来”，并同时暗指人们期待着他的到来，但仅仅是暗示这一点。不能说，由于没有期待阿尔弗莱德的到来，这个句子的涵义就是假的。“但是”一词与“并且”一词的区别在于：用“但是”说明它后面的情况与根据它前面情况所期待的东西是对立的。言语中这样的暗示不造成思想中的差别。人们可以把动词从主动的改为被动的，并同时把第四格宾语改为主语，以此改写一个句子。人们同样可以把第三格变为第一格，并且同时以“得到”代替“给予”，以此来改写一个句子。这样的改写肯定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它不涉及思想，不涉及是真或是假的东西。如果这样的改写一般被看做是不可靠的，就会妨碍各种更为深入的逻辑研究。放弃不涉及语言实质的区别，与做出涉及本质的东西的区别同样重要。但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取决于目的。逻辑学家认为无关重要的东西，对于语言中为了美而追求的意义来说，可能恰恰表现为重要的东西。

因此一个句子的内容常常超出了句子中表达的思想。但是也常常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可以用文字或留声机保留下来的纯语词不足以表达思想。人们以两种方式使用现在时的时态
 ：第一，说明时间，第二，如果思想的成分是无时间性或永恒的，则取消各种时间限制，例如数学定律。实际情况究竟属于哪一种，不是表达出来的，而是必须被猜测出来。如果应该以现在时
 说明一个时间，那么就必须知道这个句子是什么时候说的，才能正确理解这个思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说话的时间就是思想表达的一部分。如果有人今天要说与他昨天用“今天”一词所表达的东西相同的话，他就要以“昨天”代替这个词。尽管思想是一样的，但是这里的语词表达必须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避免通常由于说话时间的不同而造成涵义的改变。“这里”，“那里”这些词的情况与此相似。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正像文字可以记录的那样，这种纯语词不是完整的思想表达，相反，为了正确地理解它们，还需要认识说话时的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在这里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示意、手势、眼神也可以属于这些手段。含有“我”这个词的言语在不同人的口中表达不同的思想，其中有些可以是真的，有些可以是假的。

“我”这个词出现在一个句子中还产生几个问题。

有下面这样的情况。古斯塔夫·劳本大夫说：“我受伤了”。莱奥·彼得听见了并在几天后讲述：“古斯塔夫·劳本大夫受伤了”。那么这个句子表达了与劳本大夫本人表达的相同的思想吗？假定鲁道夫·林根斯当劳本大夫说话时在场，现在又听见莱奥·彼得讲述的话。如果劳本大夫和莱奥·彼得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那么精通德语并且记得劳本大夫当着他的面所说的话的鲁道夫·林根斯现在听到莱奥·彼得的讲述时就会立即知道，这说的是相同的事情。但是当涉及专名时，对德语的认识却是一种独特的情况。很可能只有很少人把一个确切的思想与“劳本大夫受伤了”这个句子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古斯塔夫·劳本大夫”这个词的了解属于完整的理解。现在，如果彼得和林根斯都以“古斯塔夫·劳本大夫”意谓在他们俩人都知道的住宅里居住的唯一的那位医生，那么他们俩人就以相同的方式理解“古斯塔夫·劳本大夫受伤了”这个句子，他们把相同的思想与这个句子结合起来。但是，这里也可能林根斯本人不认识劳本大夫，并且不知道正是劳本大夫最近说过“我受伤了”。在这种情况下，林根斯就无法知道这里涉及相同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彼得表述的思想与劳本大夫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思想。

再假定，黑尔伯特·加纳知道，古斯塔夫·劳本大夫于1875年9月13日生于某地，而且这种情况不适合于任何其他人。但是他不知道劳本大夫现在住在哪里，也不知道有关他的其他情况。另一方面，彼得不知道古斯塔夫·劳本大夫于1875年9月13日生于某地。在这种情况下，就对“古斯塔夫·劳本大夫”这个专名的考虑而言，尽管黑尔伯特·加纳和彼得事实上用这个名字表示同一个人，他们说的话却不相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用这个名字表示同一个人。因此，加纳并没有把与彼得所表达的相同的思想结合到“古斯塔夫·劳本大夫受伤了”这个句子上。为了避免加纳和彼得谈论不同的东西这种弊病，我假定，彼得使用“劳本大夫”这个专名，而加纳使用“古斯塔夫·劳本”这个专名。现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加纳认为“劳本大夫受伤了”这个句子的涵义是真的，但由于受到假消息的迷惑，却认为“古斯塔夫·劳本受伤了”这个句子的涵义是假的。因此，在这种假设下，这些思想是不同的。

因此在出现专名时，要考虑由专名表示的对象（他、她或它）是如何给出的。这可以各种方式出现，而与这每一种方式对应，包含这个专名的句子都有一种特殊的涵义。由相同的句子这样产生的这些不同的思想，就其真值而言确实是一致的，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是真的，它们就都是真的，如果其中一个是假的，它们就都是假的。然而还是应该承认它们的区别。因此实际上必须要求每个专名都有一种给出由专名表示的对象（他、她或它）的唯一的方式。满足这种要求常常是无关紧要的，但并非总是无关紧要的。

现在每人自己都有一种特殊的和原初的给定方式，而这种方式不是对别人给定的。现在如果劳本大夫认为他自己受伤了，他就很可能以他自己具有的这种原初的方式作基础，而且只有劳本大夫本人才能把握这种如此确定的思想。但是现在他想要告诉别人。他不能把一个只有他自己能够把握的思想告诉别人。因此如果他现在说：“我受伤了”，他必须在别人也可以理解的意义上使用“我”，例如在“那个眼下正向你们说话的人”这种意义上，这里他利用了他说话时周围的情况来表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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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开始那个人和现在这个人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吗？

没有接触过哲学的人首先知道他能够看见、触摸的东西，简言之，用感官可以感觉的东西，像树木、石头、房屋。他相信另一个人同样能够看见、触摸他自己看见、触摸的同一棵树，同一块石头。思想显然不属于这些事物。尽管如此，他现在能够就像面对一棵树那样面对一个人吗？

不懂哲学的人很快就觉得也必须承认一个与外部世界不同的内在世界，即一个感官印象、想象力创造物、感觉、感情和情绪的世界，一个倾向、愿望和决断的世界。为了简明的表达，除决断以外，我用“表象”这个词来概括这些。

那么，思想属于这个内在世界吗？思想是表象吗？思想显然不是决断。

表象与外界事物是通过什么区别的？首先：





表象不能被看见或摸到，也不能被闻见、被品尝，也不能被听见。





我由一个人陪着散步：我看见一片绿色草坪，我同时有了绿色的视觉印象，我有这种视觉印象，却看不见它。





第二，表象可被拥有。人们有感觉、感情、情绪、倾向、愿望。一个人具有的表象属于他的意识内容。





草坪，草坪上的表蛙，照耀草坪的太阳都在那里，无论我们看不看它们。但是我所有的感官印象仅仅通过我才存在。我是它的承载者。在我们看来，一种痛苦、一种情绪、一种愿望，没有承载者而独自漂浮在世界上，这是很荒唐的。没有感觉者，就不可能有感觉。内在世界以它是其内在世界的一个人为前提。





第三，表象需要一个承载者。相比之下，外界事物是独立的。





我的陪伴者和我相信，我们两人看见这同一块草坪。但是我们各自有一种特殊的绿色视觉印象。我在绿色的草莓叶子间看见一颗草莓，我的陪伴者没看见它。他是色盲，他从草莓得到的颜色印象与他从草莓叶子得到的颜色印象没有显著区别。现在，我的陪伴者是把绿叶子看成红的，还是把红草莓看成绿的？还是把二者看成同一种我根本不知道的颜色？这是无法回答的，甚至实际上这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如果“红”一词不应该说明事物的一种性质，而应该表示属于我的意识的感觉印象，那么它只能在我的意识范围中应用。因为不可能把我的感觉印象与另一个人的感觉印象进行比较。如果比较，就得要求使属于一个人的意识的感觉印象和属于另一个人的意识的感觉印象在一个意识中结合起来。现在，假如也可以使一种表象在一个人的意识中消失而同时使一种表象在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出现，那么，这是不是同一个表象，这个问题确实始终没有得到回答。我的各种表象从本质上说属于我的意识内容，因此另一个人的各种表象正是作为表象而与我的表象是不同的。但是，我的表象，我的更完整的意识内容难道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广博的、譬如神的意识内容吗？然而也许只有当我自己是神的本质的一部分时，才会是这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会真正是我的表象吗？我会是它的承载者吗？然而这就大大超出了人的认识范围，因此最好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人来说，用别人的表象与我们自己的表象进行比较，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我摘下一颗草莓，我用手指捏着它。现在，我的陪伴者也看见它，这同一颗草莓。但是我们各人有自己的表象。别人没有我的表象。但是许多人可以看见这相同的东西。别人没有我的痛苦。有人可能对我表示同情。但这时，我的痛苦总是我的，他的同情总是他的。他没有我的痛苦，我也没有他的同情。





第四，每个表象只有一个承载者。两个人没有同一个表象。





否则，表象就会不依赖于这个人也不依赖于那个人而存在。那株椴树是我的表象吗？当我在这个问句中使用“那株椴树”这个表达式时，实际上我已经先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要用这个表达式表示某种我看见、并且其他人也可以观看和触摸的东西。现在可以有两种情况，如果我的意图实现，如果我的“那株椴树”这个表达式表示某种东西，那么在“那株椴树是我的表象”这个句子中表达的思想，显然要被否定。但是，如果我的意图没有实现，如果我仅仅想看而实际上没有看，因此如果“那株椴树”这种表达是空的，那么我就在不知不觉或无意之间陷入虚构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那株椴树是我的表象”这个句子的内容和“那株椴树不是我的表象”这个句子的内容都不是真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所有的都是没有对象的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因为“那株椴树是我的表象”这个句子的内容是虚构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许有一种表象，但我并不是用“那株椴树”这个词指示它。现在，有人确实可能愿意用“那株椴树”这个词表示他的一个表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他想要用这个词表示的东西的承载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看见那株椴树。而且没有任何别人会看见那株椴树，或是它的承载者。

现在，我回到下面这个问题：思想是一种表象吗？如果别人和我一样能够承认我以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的思想是真的，那么它就不属于我的意识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它的承载者，尽管我可以承认它是真的。但是如果被我和被别人看做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内容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就不能说“毕达哥拉斯定理”，而只能说“我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他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两个定理是不同的。因为涵义必然地属于句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可能是我的意识的内容，他的思想可能是他的意识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涵义是真的，而他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涵义是假的吗？我曾说过，如果“红”一词不是要说明事物的性质，而是要表示我的一些感觉印象，那么它就只能用于我的意识范围。因此，“真”和“假”这两个词也可以像我理解的那样，如果它们不是用来表示我不是其承载者的东西，而是被规定以某种方式表示我的意识内容，那它们就仅能用于我的意识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真就限于我的意识的内容，而在别人的意识中是否出现类似的东西就不一定了。

如果每个思想都需要一个承载者，它属于这个承载者的意识内容，那么它就仅仅是这个承载者的思想。这样就没有多数人共有的、能够由多数人进行研究的科学，也许会是我有我的科学、即一个我是其承载者的思想整体，他有他的科学。我们每人研究自己的意识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两种科学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的；而关于真的争论实际上是多余的，如同当两个人争议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是不是真的，而他们各自所想的却是自己口袋里的那张钞票，并且在自己特定的意义上理解“真”一词，这同样是多余的，甚至几乎是可笑的。如果某人把思想当做表象，那么他据此认为是真的东西，根据他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识内容，而与别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知道我认为思想不是表象，那么他就不能反驳这种看法；因为这又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结果似乎是：思想既不是外界的事物，也不是表象。

必须承认第三种范围。属于这种范围的东西在它们不能被感官感觉这一点上是与表象一致的，而在它们不需要它们属于其意识内容的承载者这一点上是与事物一致的。譬如，我们以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的思想就永远是真的，无论是否有某人认为它是真的，它都是真的。它不需要承载者。它绝非自它被发现以来才是真的，而是像一颗行星一样，在人们发现它以前，就已经处于其他行星的相互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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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相信有人会提出一种很奇怪的异议。我曾多次认为，我看到的同一个事物，别人也可以看到。而如果一切都是梦，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只是梦见一个人陪着我散步，如果我仅仅梦见我的陪伴者像我一样看见绿色的草坪，如果这一切仅是在我的意识舞台上的表演，那么究竟是否有外界事物就是无法确定的。也许这个事物范围是空的，我没看到任何事物，也没看到任何人，也许我仅有我本人为其承载者的表象。表象像我的疲劳感一样，不能脱离我而存在，表象不能是人，不能和我一起看到同一块草坪，不能看见我手中拿着的草莓。我没有或认为自己在其中活动和工作的整个客观世界，而只有我的内在世界，这是根本难以置信的。然而，这个句子的必然结果却是：只有我的表象才能是我考察的对象。如果这个句子是真的，由它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其他人吗？这也许是可能的，但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一个人不能是我的表象，因而，如果我们的句子是真的，则一个人甚至也不能是我考察的对象；这样，我假定某物可以是我的对象、同样也可以是别人的对象时所依据的所有考虑就会变得毫无根据；因为即使它出现，我也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区别我是其承载者的东西与我不是其承载者的东西。当我判断一些东西不是我的表象时，我使它们成为我的思想对象，因而成为我的表象。根据这种理解，存在着一块绿色的草坪吗？也许存在，但在我它却不会是可以看见的。就是说，如果一块草坪不是我的表象，那么根据我们的句子，它不可能是我考察的对象。而如果它是我的表象，那么它是看不见的；因为表象是看不见的。虽然我能有关于一块绿色的草坪的表象；但是这种表象不是绿色的，因为没有绿色的表象。根据这种看法，有一颗100公斤重的枪弹吗？也许有，但是我对它一无所知。如果一颗枪弹不是我的表象，那么根据我们的句子，它不能是我考察的对象，我思考的对象。但是，如果一颗枪弹是我的表象，那么它就没有重量。我可以有关于一颗更重的枪弹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表象将重量的表象作为它的一部分表象包括在内。但是，正像德国不是欧洲的性质一样，这一部分表象也不是整个表象的性质。因而得出：





要么，只有我的表象才能是我考察的对象，这个句子是假的；要么，我的所有知识和认识都限于我的表象范围，限于我的意识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只有一个内在世界，而且我对别人一无所知。





在这样的考虑中，对立面如何相互转化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里是一位感官生理学家。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的适当做法就是首先绝不要把他自信看见和触摸到的东西看做自己的表象。相反，他相信在感觉印象中有关于那些完全不依赖他的感情、表象和思想，不需要他的意识而存在的事物的最可靠的证据。他不承认神经纤维和神经节细胞是他的意识的内容，所以他宁愿反过来，认为他的意识依赖于神经纤维和神经节细胞。他断定，进入眼睛并触及视觉神经末稍的光束在那里引起一种变化，即一种刺激。由此通过神经纤维将某种东西继续传送到神经节细胞。在这之后也许是神经系统中的另外一些过程形成颜色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我们也许称之为一棵树的表象的东西相结合。在树和我的表象之间被插入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但是，与我的意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仅仅是在我的神经系统中的过程；而且每个看见这棵树的人在他的特殊的神经系统中都有他的特殊的过程。现在，光束在进入我的眼睛之前，可以由一面镜子反射回去并且传播得很远，就好像它是从镜子后面的位置发出来的。视觉神经受到的作用和所有随后发生的事情，恰恰是这样出现的，就好像从镜子后面的一棵树发出一束光并且一直传播到眼睛一样。这样，即使没有这样一棵树，最终也会形成关于一棵树的表象。所以通过光的衍射，通过眼睛和神经系统的中介，也可以形成一种没有任何东西与之对应的表象。但是，对视觉神经的刺激甚至根本不需要由光引起。如果在我们的附近打了闪，即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个闪，我们也会以为看见了火焰。这时，视觉神经大约是受到由闪电在我们身上形成的电流的刺激。如果视觉神经由此受到的刺激与火焰发出的光束对它造成的刺激相同，那么我们就会以为看见火焰。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对视觉神经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如何形成却是无关紧要的。

还可以再进一步。对视觉神经的这种刺激实际上不是直接给予的，而仅仅是假定。我们相信，一个独立于我们的东西刺激神经并由此形成一种感觉印象；但是严格地讲，我们仅仅体验到进入我们意识之中的这个过程的结果。这种感觉印象，即我们可以归于一种神经刺激的知觉，难道不能也有其他原因、正如同一种神经刺激，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吗？如果我们称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为表象，那么我们体验的东西实际上仅仅是表象，而不是表象的原因。如果研究者想要避免一切纯粹的假定，那么他就只有表象；所有东西都变为他的表象，连他由之出发的光束、神经纤维和神经节细胞也变为他的表象。因此他最终破坏了他自己的建筑基础。所有东西都是表象吗？所有东西都需要一个承载者、而没有承载者它们就不能持久吗？我把我看做我的表象的承载者，但是我本身难道不是一个表象吗？我觉得好像我躺在一张躺椅上，我看见一对柔软的皮靴尖，一条裤子的正面，一个马甲，几个纽扣，上衣的一部分，特别是袖子，两只手，几根胡须，一个模糊的鼻子轮廓。这个视觉印象的整体，这整个表象就是我自己吗？我还觉得好像我看见那里有一把椅子。这是一种表象。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把自己与这种表象区别开；因为我自己不同样是一个感觉印象的整体、一种表象吗？可是这种表象的承载者又在哪里呢？我是如何能够选取出这样一种表象并把它当做其他表象的承载者呢？为什么这一定是我愿意称之为我
 的这种表象呢？我选择我要称之为椅子的这种表象作为承载者不是同样好吗？然而这些表象的承载者究竟有什么用呢？这样一个承载者与纯粹被承载的表象毕竟总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它是不需要其他承载者的、独立的东西。如果所有东西都是表象，那么就没有表象的承载者。因此我现在又看到一种向对立面的转化。如果没有表象的承载者，那么也就没有表象，因为表象需要一个承载者，没有承载者就不能形成表象。如果没有统治者，那么也就没有臣民。如果不再有承载者，那么我发现我必须承认的感觉对感觉者的那种依赖性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称为表象的东西就是独立的对象。赋予我称之为我的那种对象一种特殊地位，就失去任何理由。

但是这可能吗？难道能够有一种没有人经历的经验吗？没有一个观众，这整个表演会是什么呢？能够有一种没人体验的疼痛吗？这种被感受到的东西必然属于疼痛，而某个感到疼痛的人又属于这种被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东西，它们不是我的表象，却可以是我考虑、思考的对象，我就属于这一类。或者，我可能是我的意识内容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也许是一种月亮的表象吗？譬如当我断言我在看月亮时，就发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第一部分就会有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内容的一部分又会是我。如此等等。然而，我竟会这样陷入我的无限之中，这也许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仅只有一个我，而是有无穷多的我。我不是我自己的表象，如果我就我断定一些东西，譬如说，断定我现在没有感到疼痛，那么我的判断涉及的东西不是我的意识内容，不是我的表象，而是我自己。因此，我表达的东西不一定是我的表象。但是，也许人们反驳说，如果我认为我现在没有疼痛，那么在我的意识内容中就没有某种东西与“我”这个词对应吗？而这不就是一种表象吗？可能是这样。在我的意识中，可能有某种表象与“我”这个词的表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词的表象是与其他表象并列的一种表象，我是其他表象的承载者，也是它的承载者。我有一种关于我的表象，但是我不是这种表象。应该明确地区别什么是我的意识内容、我的表象，什么是我的思想对象。因此，只有属于我的意识内容的东西才能成为我考察的对象、我思考的对象，这个句子是假的。

现在可以说，我也能够承认另一个人是表象的独立的承载者。我有一个关于他的表象：但是我不把这个表象与他本人混淆起来。如果我表达我兄弟的某种情况，那么我不是表达我具有的关于我兄弟的表象。

有某种疼痛的病人是这种疼痛的承载者，但是思考这种疼痛的原因的治疗医生却不是这种疼痛的承载者。他并不认为通过对自己进行麻醉可以缓解病人的疼痛。尽管在医生的意识中有一种相应于病人的疼痛的表象，但是这种表象不是疼痛并且不是医生竭力要消除的东西。这位医生很可能请教另一位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区别：第一，病人为其承载者的这种疼痛，第二，第一位医生关于这种疼痛的表象，第三，第二位医生关于这种疼痛的表象。这种表象尽管属于第二位医生的意识内容，却不是他思考的对象，但也许是思考的辅助手段，就如同一幅图画可以是这样一种辅助手段一样。这两位医生以病人的疼痛为共同对象，但他们却不是这种疼痛的承载者。由此可以看出，不仅一个事物，而且一种表象也可以是没有这种表象的人们的共同的思考对象。

因此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不能思考并且不能以某种他不是其承载者的东西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那么他也许会有一个内在世界，而没有客观世界。但是这不会是基于一种错误吗？我相信，有一种相应于我用“我兄弟”这一短词表达的表象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我的表象，而且我可以就它说出某些东西。但是我在这里不会搞错吗？这样的错误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违背了我们的愿望而陷于虚构之中。确实是这样！我为自己赢得一个客观世界而采用的措施，又使自己蒙受犯错误的危险。这里我遇到了我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另外一种区别。我有绿色的视觉印象，对此我可以毫不怀疑，而我看见一片椴树叶，却不是那样可靠。与广为流行的观点相反，虽然我们在内在世界发现可靠性，而当我们漫游在外在世界时，我们却决没有完全摆脱怀疑。尽管如此，在这里的许多方面，概率与确实性几乎是不能区别的，因此我们能够敢于对外在世界的东西做出判断。而且，如果我们不愿意继续遭受更大的危险，我们甚至必须敢于冒着犯错误的危险而进行这样的判断。

作为最后这种考察的结果我强调指出以下几点：并非所有能成为我的认识对象的东西都是表象。我自己是表象的承载者，但本身不是表象。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人们承认，像我本人一样，别人也是表象的承载者。而且只要这种可能性给定了，概率就是很大的，而且非常之大，以致对于我的理解来说，它与确定性就不再有区别。如果不是这样，会有一门历史科学吗？如果不是这样，各种道义学说，各种法律岂不都要失效吗？宗教还会遗留下什么东西呢？甚至自然科学也只能像占星术和炼丹术一样被当做虚构。因此，如果假定除我之外还有人能够与我一样，使同一些东西成为他们考虑的对象，他们思考的对象，我提出的那些想法就依然是十分有力的。

并非所有东西都是表象。这样我也就可以承认，别人可以像我一样把握的思想是不依赖于我的。我可以承认一门许多人可以对它进行研究的科学。与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表象的承载者不同，我们不是思想的承载者。我们有一个思想，但并不是像我们譬如有一种感觉印象那样，而且我们也不能就像我们譬如能看见一颗星星那样有一种思想。因此，这里最好选择一种特殊的表达，而“把握”这个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表达。相应于对思想的把握
（7）

 必须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能力，思维能力。在进行思考时，我们不是制造思想，而是把握思想。因为我称之为思想的东西与真有密切联系。对于我承认是真的东西，我做出判断说，它完全不依赖于我对其真的承认，也不依赖于我是否对它进行思考而是真的。一个思想是真的，与这个思想是否被考虑无关。当一个自然科学家想要提醒一门科学奠定可靠基础的必然性时，他大声疾呼：“事实！事实！事实！”什么是事实？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的思想。但是，自然科学家肯定不会承认依赖于人的变化着的意识状况的东西是科学的可靠基础。科学工作不是要制造出一个真的思想，而是要发现一个真的思想。天文学家在研究很久远以前的事件时应用数学的真，而这些事件发生时，至少地球上还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真。天文学家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一个思想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性的。因此这种真不可能是在发现它的同时形成的。

并非所有东西都是表象。否则，心理学本身就包括了所有科学，或者它至少会成为凌驾于所有科学之上的最高法官。否则，心理学也会统治逻辑和数学。但是再没有比将数学附属于心理学更错误的了。逻辑和数学的任务都不是研究以个体的人为其承载者的心灵和意识内容。也许人们宁可以研究精神为己任，但这是研究精神，而不是研究精灵。把握思想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把握者，一个思考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思想活动的承载者，而不是思想的承载者。虽然思想不属于思考者的意识内容，但是意识中必然有些东西是针对思想的。然而绝不允许把这些东西与思想本身混淆起来。因此，大陵五星本身与某个人关于大陵五星的表象也是不同的。

思想既不作为表象属于我的内心世界，也不属于外在世界，即感官上可感觉的事物的世界。

这种结果尽管很有说服力，好像也是从已阐明的东西中得出的，但是它大概不会被顺利地接受。我认为，在有些人看来，除了通过知觉，获知不属于他的内心世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知觉常常被看做是认识不属于内心世界的东西的最可靠的甚至唯一的源泉。但是有什么理由呢？虽然感觉印象大概作为感觉印象的必然的组成部分确实属于知觉，而且这种感觉印象是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即使两个人可能有类似的感觉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同一个感觉印象。仅凭类似的感觉印象不能为我们打开外在世界。或许有一种生物，他仅有感觉印象，却看不见也摸不到东西。有视觉印象并不等于看见东西。我为什么会恰恰在我看见这棵树的地方看见这棵树呢？原因显然在于我具有的视觉印象，在于我以两只眼睛观看而形成的这种特殊的视觉印象。用物理学的语言说就是，在这两个视网膜上各形成一个特殊的图像。另一个人在相同地点看见这棵树，他也有两个视网膜图像。但它们与我的不同。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视网膜图像对我们的印象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们所有的不仅是不相同的视觉印象，而且是相互有显著差别的视觉印象。然而我们确实在同一个外在世界中活动。获得视觉印象尽管必须观看事物，但这不够，还必须有非感性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向我们展示外在世界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非感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因此，由于判定取决于非感性的东西，非感性的东西在感觉印象不共同起作用的地方也可以引导我们走出内心世界，并且使我们把握思想。人们除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外，还必须区别可由感官感觉的事物构成的真正的外在世界和那些不可由感官感觉的东西的范围。为了承认这两种范围，我们需要一种非感官的东西；但是在对事物的感知中，我们除这种感知外，还必须有一些感觉印象，而这些感觉印象的确完全属于内心世界。因此，那种为区别一个给定事物和一个给定思想主要依据的东西，就是不应该指派给这两种范围、而应该指派给内心世界的东西。因此，我可以认为这种区别还没有大到使不属于内心世界的思想不可能是给定的。

然而思想不是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现实的东西。现实事物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此事物作用彼事物，使它发生变化，而自身又受到反作用并由此被改变。所有这些都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很难承认永恒的和没有变化的东西是现实的。那么，思想是有变化的还是永恒的？我们以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的思想虽然确实是永恒的、永久的、没有变化的，但是难道不是也有今天真而半年以后假的思想吗？例如，那边的那棵树绿叶茂盛，这个思想在半年以后难道不是肯定是假的吗？不；因为这根本不是同一个思想。仅“那棵树绿叶茂盛”这些词句当然不足以构成表达，因为为此还需要有说话的时间。没有为此给出的时间规定，我们就没有完整的思想，即根本没有思想。只有以时间规定作补充并且各方面都完整的句子才表达一个思想。但是如果这个思想是真的，它就不仅今天或明天是真的，而且永远是真的。因此，“是真的”中的现在时
 并不是指说话者的现在，而是一种不表示时间的时态
 （如果允许这样表达的话）。如果我们应用这种纯粹的断定句形式而避免“真”这个词，那就必须做出两种区别：一是对思想的表达，二是断定。句子中也许包含的时间规定只属于对思想的表达，而在直陈句形式中得以承认的真却是永恒的。尽管相同的词句由于说话时间的改变而可以有另一种涵义，表达另一个思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化所涉及的是语言方面的东西。

确实如此！那种既不能受我们作用又不能作用我们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对我们会有什么价值呢？各方面完全没有作用的东西也就是完全不现实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永恒的东西，假如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某种东西，也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与时间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我绝不能把握的思想对我来说会是什么呢？但是，我把握一个思想，由此我就与它建立一种关系，它也与我建立一种关系。很有可能，今天被我想到的这个思想，昨天我没有想到。但是这样一来就取消了思想的严格的无时间性。但是人们倾向于区别本质性质和非本质性质，并且认为，如果一些东西经历的变化仅涉及非本质性质，这些东西就是永恒的。一个思想被思考者所把握，由此决定或得出的思想性质将被称为非本质的。

一个思想如何起作用？是这样的，它被把握并被认为是真的。这是一种在思考者内心世界中的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这个内心世界中可以产生进一步的结果，而且由于这些结果延伸到意志领域，使得外在世界也可以感到它们。例如，当我把握住我们以毕达哥拉斯定理说明的思想时，其结果就可能是：我承认它是真的，此外，我应用它作出一个质量加速的决定。因此，思考和判断通常是我们的行为的准备活动。因此，思想对质量加速能产生间接的影响。人对人的作用大部分是通过思想中介的。人们传播一种思想，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一个人在共同的外在世界中引起变化，另一个人感到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能够促使这个人把握一种思想并认为这种思想是真的。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件能够以不同于思想传播的方式形成吗？我们仍然愿意把思想看做非现实的，因为在这过程中思想似乎是无所事事的，而思考、判断、表达、理解，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的事情。与一个思想相比，一把锤子在现实中表现得有多么不同啊！传递一把锤子和传播一个思想的过程是多么不同啊！一把锤子从一种力的范围传递到另一种力的范围，它被握住，同时感到一种压力，因而部分地改变了它的密度，它的各部分结构。思想却丝毫没有这些东西。思想在被传播时，没有离开传播者的力的范围，因为人基本上不能控制住它。当思想被把握时，它首先只在把握者的内心世界中引起变化；但它自身本质核心上实际上不受任何影响，因为它经历的变化只涉及非本质性质。这里没有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到处可见的东西：即相互作用。思想不是完全非现实的，但是它的现实性与事物的现实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的作用是通过思考者的活动而产生的，没有思考者的活动，它就没有作用，至少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虽然这么说，可是思考者确实不制造思想，而是必须如实地接受它。不必被一个思考者把握，思想就可以是真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也不是完全不现实的，至少当它能够被把握并由此产生某种效用时是这样。

注　释


（1）
 例如人们以类似的方式说过：“一个判断是要么真要么假的东西。”实际上我差不多是在逻辑学家著作中这种“判断”的意义上使用“思想”一词的。希望从下文可以看出为什么我愿意使用“思想”。人们指责这样一种说明，因为在这种说明中给出了一种真判断和假判断的划分，即一种在判断的所有划分中也许最不重要的划分。做出这种说明同时给出一种划分，我不能认为这是逻辑缺陷。就重要性而言，如果“真”这个词正像我所说的那样给逻辑指引方向，那么确实不能低估这种划分的重要性。


（2）
 这里，我并不是完全在其包括从句的语法的意义上使用“句子”一词。一个分离出来的从句并非总有一种据此可以考虑真的涵义，而它从属的句子结构却有这样一种意义。


（3）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在思想和判断之间做出足够的区别。也许是语言诱使人们这样做的。我们在断定句中确实没有与断定的东西相对应的特殊的句子部分，而人们断定一些东西，则在于断定句的形式之中。在德语中，主句和从句通过词序相互区别，以此我们有一个判断。这里当然应该注意，一个从句也可以含有一个断定，而且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常常既不是主句本身，也不是从句本身，而是句子结构。


（4）
 这几个词的意思都是“马”。——译者


（5）
 我在这里不像一位矿物学家可以给他的听众看一块水晶石那样幸运。我不能把一个思想交到我的读者手中，请他们从各个方面仔细地观察它。我必须满足于敬请读者把无意义的思想装配上有意义的语言形式。这里语言的形象性造成困难。意义的东西总是不断渗入，并且使表达形象化，因而成为非本意的。这样就产生和语言的斗争，我不得不还要致力于语言研究，尽管这在这里其实不是根本的任务。希望我成功地使我的读者搞清楚，我要把什么称为思想。


（6）
 人们看到一个事物，人们有一个表象，人们理解或考虑一个思想。如果人们理解或考虑一个思想，则人们不是制造它，而是接近它，因为它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而且接近它是某种关系，与看到一个事物和有一种表象这样的关系是不同的。


（7）
 “把握”这一表达和“意识内容”同样是形象的。语言的本质恰恰不允许它是其他样子。我在手里拿着的东西，确实可以看做是手里的内容，但这完全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手里的内容，而且它们比构成手的骨头、肌肉和手的压力令人感到陌生得多。


否定：一种逻辑研究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Ⅰ、1918—1919年，143—157页）





一个句子疑问包含有一种要求，即将一个思想作为真的加以承认，或作为假的加以拒斥。为了可以真正满足这种要求，必须要求能够从这个疑问的用语确切地认出它所涉及的思想，其次，这个思想不属于虚构。我在下面假定这些条件始终是被满足了的。对一个疑问的回答
（1）

 ，无论这个疑问是被肯定还是被否定，都是一个基于判断的断定。

然而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思想的是就在于它是真的，那么，“假思想”这个表达与“不是的思想”这个表达同样是矛盾的；这样，“3是大于5的这个思想”这个表达就是空的，因而除非把它放在引号中，否则根本不能用于科学之中；这样，就不能说“3是大于5的，乃是假的”，因为这个语法主语是空的。

但是，难道就不能至少问一下某些东西是否是真的吗？在一个疑问中，可以把作出判断的要求和这个疑问的应该被判断的特定内容区别开。下面我将把这种特定的内容简单地称为疑问的内容或相应的疑问句的涵义。现在，如果一个思想的是就在于它是真的，那么

“3是大于5吗？”

这个疑问句有一个涵义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思想不能是疑问的内容；而且人们愿意说，这个疑问句根本没有涵义。但是其结果确实是人们立即认识到假的情况。现在，

[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吗？

这个疑问句有涵义吗？如果人们得出应该肯定这个疑问句，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疑问句为有涵义的，因为它有一个思想作涵义。但是如果应该否定这个疑问又该怎么样呢？根据我们的假设，这里没有一个思想作涵义。但是如果疑问句实际上应该包含一个疑问，那么它必定有某种涵义。难道疑问实际上不是在询问某种东西吗？难道不可以期待对它做出一个回答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承认一个思想是疑问的内容，取决于对疑问的回答。但是，在回答之前，疑问句的涵义必须是可理解的，因为不这样就根本不能作出回答。因此，如果思想的是就在于它是真的，那么在回答疑问之前就可作为疑问句的涵义而把握的东西——并且实际上只有这种东西可以叫作疑问句的涵义——就不能是思想。但是，太阳是大于月亮的，这不是真的吗？而且真之所是不正在于它是真的吗？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承认真、即一个其是就在于是真的思想就是

“太阳是大于月亮的吗？”

这个疑问句的涵义吗？不！是真不能属于一个疑问句的涵义。这与疑问的本质相矛盾。疑问的内容是被判断的东西。因此不能把是真的看成疑问的内容。当我提出太阳是否大于月亮这个疑问时，我就以此承认了

“太阳是大于月亮的吗？”

这个疑问句的涵义。如果这个涵义是一个其是就在于它的真的思想，那么我同时就以此承认了这个涵义是真的。对涵义的把握可能同时就是一个判断，对疑问句的表达可能同时就是一个断定，因而是对疑问的回答。但是，在疑问句中既不能断定它的涵义的真，也不能断定它的涵义的假。因此一个疑问句的涵义不是那种其是就在于它是真的东西。疑问的本质要求区别对涵义的把握和判断。由于疑问句的涵义也总是存在于对疑问作出回答的断定句之中，因此在断定句中也必须做出这种区别。这取决于如何理解“思想”这个词。无论如何，人们需要一个简明的名称来表达可作疑问句的涵义的东西。我称它为思想。根据这一用语，并非所有思想都是真的。因此，思想的是不在于它是真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因为我们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疑问；因为科学家在能够回答疑问之前，有时只能满足于提出疑问。当他提出一个疑问时，他就把握了一个思想。因此我也可以说：科学家有时只能满足于把握一个思想。尽管这还不是判断，但毕竟已向目标迈进了一步。因此一定有我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的思想。一些以后也许将被证实为假的思想在科学中有其合法性，但不允许将它们当做不是的来处理。人们想到间接证明。这里，对真的认识恰恰是通过对假思想的把握而实现的。教师说：“假定a是不等于b的。”一个初学者立刻想到：“真是胡说！我明明看到a是等于b的。”他混淆了一个句子的无涵义和它所表达的思想的假。

当然，从一个假的思想不能推出任何东西。但是假的思想可以是真的思想的一部分，而从这个真的思想可以推出某些东西。

“如果案件发生时被告在罗马，那么他就没有进行谋杀。”
（2）



这个句子中包含的思想可以被一个不知道案件发生时被告是否在罗马和被告是否进行了谋杀的人看做是真的。当这整个句子被看做是真的的时候，它所包含的两部分思想既没有以断定力表达条件，也没有以断定力表达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判断的事实，却有三个思想，即这整个思想、条件和结果。如果有一个部分句子是无涵义的，那么整个句子就是无涵义的。由此看出一个句子是不是无涵义的或它是不是表达一个假的思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区别。对于由条件和结果组成的思想来说，下面的规则是有效的：在不破坏真的情况下，条件的对立面可以成为结果，同时结果的对立面可以成为条件。英国人称这种转变为contra position（假言易位律）。根据这条定律，可以从

“如果[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那么[image: alt]
 是大于1021
 的”这个句子过渡到

“如果[image: alt]
 不是大于1021
 的，那么[image: alt]
 不是大于[image: alt]
 的”这个句子。这样的过渡对于在其他情况下不能进行的间接证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如果第一个复合构成的思想的条件，即[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是真的，那么第二个复合构成的思想的结果，即[image: alt]
 不是大于[image: alt]
 的就是假的。因此谁承认我们从modus ponens到modus tollens的过渡的可靠性，他必须也承认一个假的思想是那样的；否则就只能留下modus ponens的结果或modus tollens的条件。但是它们之中也有一个作为不是的而被去掉。

思想的是也可以指思想可被不同的思考者作为相同的东西来把握。这样，思想的不是就会在于许多思考者各将他们自己独特的涵义与句子结合起来；于是，这种涵义是他们自己特殊意识的内容，因此就不会有可被许多人共同把握的涵义。那么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假的思想是一个不是的思想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科学家共同讨论牛的结核病会不会传染给人这个问题，最后一致认为这种传染性是不存在的，他们和这样一些人的情况相似，这些人在谈话中使用过“这片彩虹”这个词，而现在认识到他们用这个词并不表示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种他们各自所有的现象。看来那些科学家一定是受到一种假现象的欺骗；因为结果表明，没有满足那唯一使他们的行为和谈论成为合理的前提。对于他们探讨的问题，他们没有一种对他们来说共同的涵义。

但是必然可以提出一个可如实否定的疑问。根据我的术语，这样一个疑问的内容是一个思想。许多听到同一个疑问句的人把握相同的涵义并认为它是假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可能的。如果不能假定各个陪审官可以在相同的意义上理解所提出的问题，那么陪审法庭甚至会成为一种愚蠢的机构。因此，一个疑问句即使在它的疑问应该被否定时，它的涵义也是可由许多人把握的。

如果一个思想的真就在于它可被许多人作为相同的来把握，而一个表达假东西的句子却根本不会有一种对许多人来说是共同的涵义，那么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如果一个思想是真的并且是由一些思想复合物构成的，而这里的构成思想中有一个是假的，那么尽管整个思想可被许多人作为相同的思想来把握，假的部分思想却不会被作为相同的思想来把握。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例如，在陪审法庭面前可以有理由断定“如果案件发生时被告在罗马，那么他就没有进行谋杀”，而案件发生时被告在罗马可能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陪审官在听到“如果案件发生时被告在罗马，那么他就没有进行谋杀”这个句子时，就会能够把握住相同的思想，而他们各自把他们自己的涵义与条件句结合起来。这可能吗？一个思想在所有陪审官面前是共同的，而这个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他们却不是共同的，这可能吗？如果这整个思想不需要承载者，那么它的任何部分也不需要承载者。

因此一个假思想不是一个不是的思想，即使把是理解为不需要承载者，假思想也不是不是的。一个假思想即使不被看做真的，有时也必然被看做是不可缺少的：首先作为一个疑问句的涵义，其次作为一个假言思想联结的组成部分，第三处于否定之中。一定可以否定一个假思想，而为了能够这样，我需要假思想，我不能否定不是的东西。而且，我不能通过否定将需要我作其承载者的东西变为我不是其承载者的并且能被许多人作为相同的东西来把握的东西。

那么能够把否定一个思想理解为将这个思想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吗？陪审官通过他们否定的判断丝毫不能改变在向他们提出的疑问中所表达的思想的存在。思想是真的或假的，不取决于他们所做的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即使思想是假的，它同样也是一个思想。如果在陪审官做出判断之后，看不到任何思想，而只看到一些思想残片，那是因为以前就已经是这种情况；那表面的疑问对陪审官根本没有提出思想，而只提出思想残片；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他们能够判断的东西。

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不能丝毫改变思想的存在。我们只能承认是什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不能丝毫损害一个真思想。我们可以将表达它的句子加上“并非”，由此就得到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正像已经说明的那样，不含有非思想，却可以有充分理由作一个假言句子结构中的条件句或结论句。只不过由于它是假的，它的表达不能带有断定力。但是最初的那个思想可以完全不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它和以前一样依然是真的。

我们通过否定能够损害一个假思想吗？也不能。因为一个假思想总是一个思想并且能够作为一个真思想的组成部分出现。我们在

“3是大于5的”

这个涵义假而且又没有表达断定力的句子中插入“并非”，于是我们得到

“3并非是大于5的”

这样一个句子，它可以是带断定力的句子。这里丝毫看不出思想的任何分解，看不出思想诸部分的任何分离。

那么一个思想如何可以被分解呢？它各部分的联系如何可以被分裂呢？思想世界在句子、表达式、语词、符号的世界中有自己的反映。语词构成句子是与思想构造相对应的，在这里，顺序一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语词相互分离是与思想的分解、破坏相对应的。如果用剪刀将一个写在纸上的句子剪碎，使得每个碎纸片上都表达一个思想部分，大约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碎纸片可以任意胡乱摆放或由风吹乱。联系解体了，原来的次序再也辨认不出了。当我们否定一个思想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吗？不！即使这样象征性地处决了思想，思想无疑还会存在。而且，将“并非”一词插入这一般不变的语词排列中，原来的字句仍可辨认；语词排列不能任意改变。这是分解、分离吗？正相反！结果是牢固建立的构造。

考虑“双重否定即肯定”（duplex negatio affirmet）这条定律，可以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否定没有分离的、分解的作用。我从

“雪山峰是高于布罗肯峰的”

这个句子出发。通过插入“并非”，我得到

“雪山峰并非是高于布罗肯峰的”。

这两个句子都能不带断定力地说出来。第二次否定大约会产生下面的句子：

“雪山峰并非是高于布罗肯峰的，这不是真的”。

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否定不能导致思想的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同时认为，根据第一个否定，我们只有思想残片。这样我们就必须认为，第二个否定可以使这些思想残片重新联系起来。因此否定好比一把利剑，它可以使它砍掉的肢体重新长上。但是这里必须特别当心。思想诸部分通过第一个否定确实变得没有联系并且没有关系了。因此当轻率地应用否定的效力时，可能很容易得到下面这个句子：

“布罗肯峰是高于雪山峰的”。

正像任何思想不会通过否定而变成非思想一样，任何非思想也不会通过否定而变成思想。

一个句子中的谓词含“并非”这个词，则这个句子也可以表达一个可以成为一个疑问内容的思想，而这个疑问同任何一个句子疑问一样，将对其回答的判定搁置一边。

那么究竟哪些对象应该由否定分离呢？不是诸句子部分；也不是诸思想部分。是外界的东西吗？它们与我们的否定根本无关。是否定者内心世界的表象吗？但是陪审官究竟从哪里知道他在某些情况下要分离他的哪些表象呢？向他提出的问题没有向他说明任何东西。它可能引起他的表象。但是，在各个陪审官的内心世界引起的表象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陪审官就会在其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自己的分离，而这不会是判断。

因此，似乎不可能说明，通过否定究竟分解、分裂或分离了什么东西。

相信否定的分离、分解力量与人们的这样一种看法有关：一个否定的思想不如一个肯定的思想有用。然而人们也不可能认为它是完全无用的。我们考察下面这个推理：

“如果谋杀发生时被告不在柏林，那么他就没有进行谋杀；既然谋杀发生时被告不在柏林，因此被告没有进行谋杀。”

并且把它与下面这个推理进行比较：

“如果谋杀发生时被告在罗马，那么他就没有进行谋杀；既然谋杀发生时被告在罗马；因此被告没有进行谋杀。”

这两个推理以相同的形式进行，而且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推理定律的表达中，没有丝毫实质性的理由区别肯定的前提和否定的前提。人们谈到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康德也谈到它们。翻译成我的说法，就是区别肯定的思想和否定的思想。这种区别至少对于逻辑来说是完全不必要的，应该在逻辑之外寻找它的原因。我不知道任何逻辑定律在其字词表达时使用这些术语会是必要的或甚至是有益的。
（3）

 在各门可以谈论规律性的科学中总是要问：为了精确表达这门科学的定律，哪些技术表达式是必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凡通不过这样检验的，都是有害的。

此外，根本不容易说明一个否定的判断（一个否定的思想）是什么。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句子：“基督是不死的”，“基督万寿无疆”，“基督并非是不死的”，“基督是有死的”，“基督并非万寿无疆”。这里，我们在哪一句有肯定的思想，在哪一句有否定的思想呢？

我们习惯于认为，如果“并非”与谓语动词联结在一起，则否定涉及整个思想。但是否定词有时在语法上也构成主语部分，譬如“没有人活到一百岁以上”这个句子，一个否定可以插入一个句子的任何地方，同时思想肯定不会由此变为否定的。人们看到，“否定的判断”（否定的思想）这个表达能够导致多么棘手的问题。结果可能是无休止的争论，这些争论充满机智然而基本上毫无成效。因此我赞成，在有一个借以在各种情况下能够可靠地区别否定判断和肯定判断的标准以前，不进行对否定的判断或思想和肯定的判断或思想的区别。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标准，人们也将认识到，大约会指望那种区别有什么用处。我暂时依然怀疑这会成功。从语言将不可能得出这种标准；因为在逻辑问题中，语言是不可靠的。指出语言为思想者设置的陷阱，确实是逻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反驳了错误之后，追究产生错误的根源可能是有用的。我认为，这里的一种根源是需要对所要探讨的概念下定义。试图尽可能澄清与一个表达式结合在一起的涵义，肯定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里不应忘记，并非所有东西都能够定义。如果一定要定义本质上不可定义的东西，那么很容易依赖于非本质附属的东西，因此使研究从一开始就纳入错误的轨道。对于许多要用复合构成性解释判断是什么的人，大概就发生这样的情况。
（4）

 判断是由一些部分复合构成的，而这些部分有一定次序，有一种联系，并且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但是在什么样的整体上我们没有这些情况呢？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种错误，即这样一种观点：判断者通过其判断造成诸部分的联系或次序，并且由此形成判断。这里分不清把握一个思想与承认这个思想的真。当然，这些行为在许多情况下直接相继出现，以致它们似乎融合为一种行为，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这样。在把握思想和承认思想的真之间可能要进行长期辛勤的研究。显然通过这种判断并不产生思想，即思想部分的联系；因为它在判断之前已经存在。但是把握一个思想也不是创造一个思想，也不造成思想诸部分的次序；因为思想在此之前已经是真的，因而在被把握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其诸部分的次序中。一个徒步旅行者穿越一座大山，却并不由此创造这座大山；同样，判断者也不会由于承认一个思想是真的而创造这个思想。否则，同一个思想就不会昨天被此人今天被彼人承认是真的；同一个思想甚至不能被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承认是真的，除非必须假定，这个思想的是乃是间断性的。

如果人们认为，由于通过判断造成判断诸部分的联系和次序，因此通过判断可以创造出由判断而承认是真的东西，那么人们显然也应该相信自己的破坏能力。正像次序和联系的破坏与次序和联系的建立是对立的一样，否定与判断似乎也是对立的，而且人们很容易认为，正像通过判断建立联系一样，通过否定分解联系。因此判断和否定就像两个对立面，它们恰恰是两个地位相等的东西，大约可比作化学中的氧化与还原。但是如果看到，通过判断并不造成联系，而且思想诸部分的次序在判断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必须不断指出：把握一个思想尚不是判断；可以以一个句子表达一个思想，同时又不因此断定它是真的；一个句子的谓词可以含有一个否定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的涵义就是这个句子涵义的组成部分，即一个思想的组成部分；通过在一个不带断定力而表达出来的句子的谓词加上“并非”，就得到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像原来的句子一样表达一个思想。现在如果称此为从一个思想到其对立的否定的过渡，那么绝不能将这种否定理解为与判断地位相等的东西，绝不能理解为判断的对立面；因为判断总涉及真，而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其对立面，却可以不考虑真。为了排除误解，还应该注意到，这种过渡发生在一个思考者的意识之中，但是不仅过渡由之开始的思想，而且过渡所到达的思想都发生在这之前，因此通过这种心理过程彼此丝毫不改变思想的成分和关系。

否定形成了对有问题的如此是的判断的对立面。也许这种否定是一种吐火女怪式的构造，它是由判断和否定合成的，而这个否定我承认它是思想的可能的组成部分。语言中相应于它有作为谓词的组成部分的“并非”一词。说它是吐火女怪式的，因为这些部分完全属于不同种类。就是说作为心理过程的判断需要判断者作其承载者；而作为思想组成部分的否定却像思想本身一样不需要承载者，不应理解为意识内容。但是，如何能够至少形成这样一种吐火女怪式的构造假象，却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语言确实没有特殊的语词、没有特殊的音节来表示断定力，而这种断定力就存在于断定句的形式之中，特别是在谓词上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可以把“并非”一词看做谓词组成部分，因为它与谓词的联结更紧密。这样似乎在“并非”一词和语言上确实相应于判断的断定力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联系。

但是，区别这两种否定十分棘手。我引入判断的对立面，实际上只是为了适应与我不同的观点。现在我回到我开始的谈论方式。现在，我将把我曾暂时称为判断的对立面的东西看做第二种判断，但并非以此承认有这样一种判断。我也将以“判断”这一共同名称统指“面”和“对立面”，这是可行的，因为面和对立面确实属于一个整体。这样就应该如下提出问题：

是有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其中一种用于对问题的肯定回答，另一种用于对问题的否定回答吗？或者，判断在这两种情况是相同的吗？否定属于判断吗？或者，否定是作为判断基础的思想的一部分吗？在对问题作否定回答的情况下，判断也是对思想的真的承认吗？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将不是问题直接包含的思想，而是与这个思想对立的思想。

例如这样一个问题：“被告是故意点燃他的房子吗？”如果回答最终是否定的，那么它作为断定句将能如何表达呢？如果对于否定有一种特殊的判断方式，我们就必须相应地有一种特殊的断定方式。例如我在这种情况下说“……，这是假的”，并且规定这应该总是有断定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回答大致是：“被告故意点燃他的房子，这是假的。”相反，如果只有一种唯一的判断方式，就要带有断定力地说：“被告并非故意点燃他的房子。”而且这里将把与问题中表达的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当做真的。“并非”一词在这里属于对这个思想的表达。现在我想起刚才我比较过的两个推理。那里，第一个推理的第二个前提是对“谋杀发生时被告在柏林吗？”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而选择它是因为只有一种判断方式。这个前提中包含的思想包含在第一个前提的条件从句之中，但其表达没有断定力。第二个推理的第二个前提是对“案件发生时被告在罗马吗？”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这些推理根据相同的推理定律进行，这完全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判断在对一个问题作否定回答的情况下和作肯定回答的情况下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我们在否定的情况下必须承认一种特殊的判断方式，而且相应于这种方式在语词和句子范围有一种特殊的断定方式，那么情况就会不同。第一个推理的第一个前提的表达和刚才一样：“如果谋杀发生时被告不在柏林，那么他就没有进行谋杀”。

这里不允许说“如果谋杀发生时被告在柏林，这是假的”；因为已经规定，“这是假的”这句话应该始终有断定力；但是由于承认这第一个前提是真的，就不承认它包含的条件和结论是真的。而第二个前提现在必然是：“谋杀发生时被告在柏林，这是假的”；因为作为前提，它的表述必须带有断定力。这个推理现在不再可能像刚才那样了，因为第二个前提的思想与第一个前提的条件的思想不再相符，而与谋杀发生时被告在柏林这一思想相符。如果仍想要这个推理有效，那么就以此承认，第二个前提中包含着谋杀发生时被告不在柏林这一思想。这样一来就将否定与判断分开了，将否定从“……这是假的”的涵义中分离出来并将它与思想结合起来。

因此必须拒斥有两种不同判断方式这一假定。但是，这种决定有什么用呢？如果通过它不会造成逻辑最基本的成分和与之相应的语言最基本的成分的节省，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它毫无价值。如果假定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我们就需要有：

1．在肯定情况的断定力，

2．在否定情况的断定力，譬如与“假”一词紧密的联系，

3．在不带断定力表达的句子中的一个像“并非”这样的否定词。

相反，如果我们假定只有一种唯一的判断方式，我们就需要有

1．断定力，

2．一个否定词。

这样一种节省总是表明更进一步的分析，而这种分析产生更清楚的认识。与此相关的是推理规则的节省。根据我们的判定，在一条这样的规则就够用的地方，我们通常要用两条规则。当我们有一种判断就可以够用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用两个判断，而且我们也不能用一种判断来建立次序和联系，而用另一种判断来分解次序和联系。

因此每个思想都有一个与自己相矛盾的思想
（5）

 。如果承认与一个思想相矛盾的思想是真的，这个思想就被说成是假的。从最初思想的表达式出发，通过一个否定词就建立起表达这个矛盾的思想的句子。

否定词或否定音节似乎常常与句子的一部分，譬如谓词联接得更紧。由此可能形成这种看法：不是否定整个句子的内容，而是仅否定这个句子部分的内容。人们可以称一个人是不出名的，因此把他是出名的这个思想看做假的。人们可以将一个人是不出名的理解为对“这个人是出名的吗？”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由此应该看到，人们由此不只否定了一个词的涵义。说“整个句子的涵义并不因否定音节与一个句子部分相结合而被否定”，是不正确的。正相反，由于否定音节与一个句子部分相结合，整个句子的内容就被否定了。这就是说，由此形成一个句子，它的思想与原来句子的思想相矛盾。

人们不应以此否认，否定有时仅仅涉及整个思想的一部分。

与一个思想相矛盾的思想是这样一个句子的涵义，从它可以很容易建立表达该思想的句子。因此，与一个思想相矛盾的思想似乎是由该思想和否定复合构成的。我以此不是指否定的活动。但是，“复合构成的”、“形成”、“组成部分”、“部分”这些词能够导致不正确的理解。如果在这里要谈论部分，那么这些部分并不是像人们通常习惯上认为的整体的诸部分那样相互独立的。因为思想对其形成不需要补充，它本身就是完整的。相反，否定需要一个思想作补充。这两个组成部分（如果人们愿意使用这一表达式）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并且对整体的建立起完全不同的作用。思想进行补充；否定被补充。通过这种补充结成整体。为了在语言上也显示出这种补充的需要，可以写为“……的否定”。这里“的”前面（“von”后面）的空位指明应该放入补充语词的位置。因为与在思想和思想诸部分范围内的补充相对应，在句子和句子诸部分范围内有类似的东西。不用介词“von”加上后边的名词，而用名词的属格，通常是可以的，一般来说这可能更符合于语言，但是不能很好地显示出对需要补充部分的表达。举一例子可能更清楚地说明我的意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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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相矛盾的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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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等于[image: alt]
 的。

对此也可以说：

“[image: alt]
 不是等于[image: alt]
 的

这个思想是

[image: alt]
 是等于[image: alt]
 的

这个思想的否定。”倒数第二个“是”字后面的这最后一个表达式使我们可以看出，思想由一个需要补充的部分和一个进行补充的部分复合构成。从现在开始除了譬如在引号之内，我这里将仅带着定冠词使用“否定”一词。在

“对3是大于5的这个思想的那个否定”（die Verneinung）

这个表达式中，定冠词“那个”（die）使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表达式应该表示一个确切的单一的东西。这里，这个单一的东西是一个思想。定冠词使这整个表达式成为一个单独事物的名字，一个专名的代表者。

因此一个思想的否定本身是一个思想，并可以再用来补充否定。当我以对[image: alt]
 是等于[image: alt]
 的这个思想的那个否定补充否定时，我就得到

对[image: alt]
 是等于[image: alt]
 的这个思想的那个否定的那个否定。

这又是一个思想。根据

“对A的那个否定的那个否定”

这种模式，就得到这样构造起来的思想的表达式，这里“A”代表一个思想的表达式。应该首先把这样一种表达式看做是由

“对……的那个否定”

和

“对A的那个否定”

这两部分复合构成的。但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它是由

“对……的那个否定的那个否定”

和

“A”

这两部分构造起来的。这里，我首先将这个表达式的中间部分与位于右边的部分结合起来，然后将这样得到的东西与位于其左边的部分“A”结合起来，而原来中间部分与“A”结合在一起，这样得到的表达式

“对A的那个否定”

与位于右边的

“对……的那个否定”

结合在一起。相应于对这种表达式的两种不同理解，对表达出来的思想的构造也有两种不同理解。

通过比较

“对[image: alt]
 是等于[image: alt]
 的的那个否定的那个否定”

和

“对5是大于3的的那个否定的那个否定”

这两个表达式，人们认识到

“对……的那个否定的那个否定”

这样一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共同需要补充的思想部分的名称。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部分均由一个思想来补充：在第一种情况是由[image: alt]
 是等于[image: alt]
 的这个思想补充，在第二种情况下，是由5是大于3的这个思想补充。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补充的结果均是一个思想。这种需要补充的共同的组成部分可以叫作双重否定。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需要补充的东西如何能够与另一个需要补充的东西合并成为一个需要补充的东西。这里出现特殊的情况：某种东西（对……的那个否定）与自身合并。在这里，从实体性范围得出的比喻当然是无效的；因为一个物体不能与自身合并，以形成某种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但是，物体确实也不是在这里考虑的意义上需要补充的。我们可以将相同的物体放在一起，在表达式范围内我们这里也有相同的东西。而相应于相同的表达式，在被表达范围内也有相同的东西。

如果小心地使用比喻的表达，它们总可以帮助说明一些东西。我把需要补充的东西与一个外壳作比较，这个外壳就像一件外衣一样凭自己的力量不能挺直，而是还需要一个被裹覆的东西。这个被裹覆的东西可以再加一个外壳，譬如一件大衣。这两个外壳合并成一个外壳。因此可以有双重理解，人们可以说，已经穿上一件外衣的人现在还可以再围上第二层外壳，即一件大衣，或者说，他有一身由两层外壳——外衣和大衣——配备组成的服装。这些理解是完全相等的。后加的外壳与已经存在的外壳总是合并为一个新外壳。这里当然不能忘记，裹覆和配备组成的过程是有时间性的，而在思想范围与之相应的过程却是永恒的。

如果A是一个不属于虚构的思想，那么A的否定也不属于虚构。在这种情况下，在A和A的否定这两个思想中，总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在A的否定和A的否定的否定这两个思想中，同样总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是真的。现在A的否定要么是真的，要么不是真的。在第一种情况下，A和A的否定的否定都不是真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不仅A是真的，而且A的否定的否定也是真的。因此，在A和A的否定的否定这两个思想中，要么二者都是真的，要么二者都不是真的。我也可以将这表达如下：

对一个思想的双重否定不改变这个思想的真值。

注　释


（1）
 这里和以下，当我简单地写出“疑问”时，始终是指句子疑问。


（2）
 这里必须假定，单纯的词语并不完整地包含着思想，相反，一个完整的思想应从说出这个思想的语境得到补充。


（3）
 因此我在我的论文《思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第一卷58页）中也没有使用“否定的思想”这个表达式。区别否定的思想和肯定的思想仅仅会将问题搞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就肯定的思想说出某些东西并排除否定的思想，或者就否定的思想说出某些东西并排除肯定的思想。


（4）
 如果把判断理解为判断行为，就像跳跃是跳跃行为一样，大概最符合生活用语，当然这里依然没有解决这个困难的内核；它现在在于“判断”这个词。还可以说，判断是被看做真的东西。被看做真的东西，只能是思想。原来的内核现在似乎分裂了；其一部分隐蔽在“思想”这个词中，另一部分隐蔽在“真”这个词中。在这里大概必须要停下来。人们必须从一开始料到，不能总是无限地继续定义下去。

如果判断是一种行为，那么它在一定时间出现，因此属于过去。一个行为者也属于行为，而且如果不认识行为者，就不能完全认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在通常意义上谈论综合判断。如果将在两点之间只形成一条直线看做一个综合判断，那么就不是将“判断”理解为某人在某一个时间做出的一种行为，而是理解为永远真的东西，即使没有人承认它的真。如果称这样的东西为真，则不说“综合判断”，而说“综合的真”也许更好。尽管如此，如果人们更喜欢“综合判断”这个词，那么在这里不必考虑“判断”这个动词的涵义。


（5）
 人们也可以说“一个对立的东西”。


思想结构：逻辑研究第三部分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1923—1926年第3期36—51页）





语言的效能令人吃惊，它以很少几个音节表达无限多的思想，它甚至为一个地球居民现在第一次把握的一个思想找到一种表达，使另一个地球居民能够通过这种表达认识这个全新的思想。如果我们在思想中不能区别出一句子部分与之相应的部分，以便能够将句子的构造看做思想构造的图像，那么上述情况将是不可能的。当然，当我们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用到思想上时，我们实际上是作一比喻。然而这个比喻十分容易理解而且总体上说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并不觉得偶尔出现的不合适有什么妨碍。

如果这样将思想看做由简单部分复合构成并且又使简单的句子部分与这些简单部分相对应，那么就可以理解，由很少几个句子部分能够建立多种多样的句子，而相应于这些句子又有多种多样的思想。现在这里显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思想的构造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里部分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以致整体成为大于个别部分的东西。我在论文《否定》
（1）

 中考察了下面的情况：从一个需要补充的部分，或者像人们也可以说的那样，从一个在语言上有否定词与之相应的不饱和的部分和一个思想似乎可以复合构成一个思想。没有我们否定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否定，这种否定的东西就是思想。思想使不饱和的部分饱和，或者像人们也可以说的那样，补充了需要补充的部分，由此产生整体统一。这种想法说明，在逻辑中，一个整体的构造总是通过使一个不饱和的部分得到饱和而完成的。
（2）



现在这里应该考察这种构造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即两个思想构成一个单一的思想的情况。在语言范围内，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句子构成一个整体，它同样是一个句子。我模仿“句子结构”这个语法词，构造“思想结构”这种表达，但不想以此表示每个句子结构都有一个思想结构作涵义，或每个思想结构都是一个句子结构的涵义。我将把思想结构理解为一个由思想形成的但不是仅由思想形成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思想是完整的和饱和的，为了能够存在，它不需要补充。因此当思想不是通过不是思想的东西而彼此构造时，它们彼此没有联系。我们可以设想，这种起构造作用的东西是不饱和的。思想结构本身应该是一种思想，即这样的东西，对它来说，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没有第三种情况。

并非每个语言上由一些句子复合构成的句子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用的例子；语法承认的一些句子，逻辑却不能把它们看做自己的句子，因为它们不表达思想。关系从句向我们表明这一点；因为在一个脱离其主句的关系从句中，我们无法看出关系代词应该表示什么。在这样一个句子中，没有我们可以询问其真的涵义，换言之，没有作为一个分离的关系从句的涵义的思想。因此我们不应期待，相应于一个由一个主句和一个关系从句组成的句子结构，有一个作为涵义的思想结构。





第一种思想结构





在语言上这种情况似乎十分简单：通过“并且”一个主句与一个主句联结起来。然而事情并非像初看上去这样简单；因为在一个断定句中应该做两点区别：表达的思想和断定。这里仅前者是重要的；因为应该联结的不是判断的行为。
（3）

 因此我对以“并且”联结的句子理解如下：它们的表达应该不带断定力。将整个句子变为一种疑问，很容易摆脱断定力；因为用疑问可以表达断定句中的同一个思想，但是却没有断定。如果我们以“并且”联结两个均非以断定力表达的句子，那么就应该问，如此形成的这个整个句子的涵义是不是一个思想。这样，不仅这两个部分句子各自必然均有一种可成为一个疑问内容的涵义，而且这整个句子必然也有一种可成为一个疑问内容的涵义。如果问陪审官“被告是故意点燃木堆并且故意造成一场林火吗？”，那么重要的是这里应该有两个疑问还是有一个疑问。如果听便陪审官肯定与木堆有关的疑问而否定与林火有关的疑问，那么我们就有两个各自均含有一个思想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所考虑的就不是由这两个思想构成的一个思想。但是，如果陪审官只能回答“是”或“不是”，而没有将这个整体分为部分疑问——我假定是这样——，那么这个整体就是一个单一的疑问，而且仅当被告不仅故意点燃木堆，而且故意造成这场林火时才肯定这个疑问。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要否定这个疑问。因此如果一个陪审官认为，尽管被告故意点燃木堆，但是后来这场火继续蔓延并且席卷森林却不是被告的有意所为，因此他必须否定这个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这整个疑问的思想应该与这两个部分思想区别开。除这两个部分思想外，它还含有使它复合构成的东西，而语言上与这种东西相应的是“并且”。这个词在这里是以特殊的方式使用的。这里只把它看做原初两个句子之间的联结词，我称表达一个思想的句子为原初的。但是一个思想是这样的东西，它要么真，要么假，没有第三种情况。这里谈论的“并且”也应该只联结不带断定力而表达出来的句子。以此不应排除下判断。但是如果下判断，它就应该针对整个思想结构。如果我们要把这里考察的第一种结构称为真的，我们大约可以使用“……并且……，这是真的”这种说法。“并且”应该既不联结断定句，也不联结疑问句。在我们的例子中，对陪审官只提出一个单一的疑问。但是这个疑问提供给判断的思想是由两个思想复合构成的。陪审官在他的回答中只给出一个单一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现在可能显得好像是一种过分的苛求。陪审官是先肯定“被告故意点燃木堆吗？”这个疑问并然后肯定“被告故意造成一场林火吗？”这个疑问，或是一举肯定所提出的这整个疑问，这实际上不是一样的吗？在肯定的情况下，似乎可以是这样；在否定这个疑问的情况下，它们的区别就变得比较明显了。因此在一个疑问中表达这个思想是有益的；因为这时如果正确理解这个思想，则必须像考虑肯定的情况那样考虑否定的情况。

在其使用方式上如此更精确规定的“并且”似乎有两点不饱和。为了使它饱和，要求它前面有一个句子，后面跟一个句子。在涵义范围内与“并且”相应的东西必然也有两点不饱和。当它通过思想得到饱和时，它把这些思想联结起来。作为纯粹的东西，“und”（“并且”）这组字母当然不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不饱和，就其作为应该表达一种涵义的符号的使用方式来说，由于它只有在两个句子之间的位置上才能有所说的涵义，因此可以称它为不饱和的。它作为符号的这种用法，要求通过前面一个句子和后面一个句子来补充。这种不饱和原初是在涵义范围内出现并将由此转到这个符号上。

如果“A”是一个没有断定力并且不是作为疑问表达出来的原初的句子，并且“B”也是这样的句子，那么“A并且B”同样是一个原初的句子，它的涵义是第一种思想结构。因此我也说：“A并且B”表达第一种思想结构。

“B并且A”和“A并且B”的涵义相同。不用证明，只需意识到这种涵义，就看出这一点。这里有这样的情况：相应于同一种涵义，语言上有各种不同的表达式。这些表达符号与被表达的思想有所不同，这是时空中出现的东西与思想世界的差异的一种必然结果。
（4）



最后可以指出一种有效的推理。

A是真的；
（5）



B是真的；

因此，（A并且B）是真的。





第二种思想结构





对一个思想和一个思想的第一种结构的否定本身就是这两个思想的一种结构。我将称这样的一种结构为第二种思想结构。每当两个思想的第一种结构假时，这两个思想的第二种结构就是真的，并且反之亦然。只有当其构成思想都是真的，第二种结构才是假的。如果至少构成思想之一是假的，第二种思想结构总是真的。这里总是预先假定，这些思想不属于虚构。当我称第二种思想结构为真的时，我把其构成思想解释为不相容的。

不知道是否

[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

也不知道是否

[image: alt]
 是小于[image: alt]
 的，

我却可以看出，这两个思想的第一种结构是假的。因此这些思想的第二种结构是真的。除了这些构成思想外，我们还有构造它们的东西。这种构造者在这里也有两点不饱和。而且，构造是通过部分思想使这种构造者得到饱和而形成的。

为了简明地表达这种思想结构，我写出

“并非［A并且B］”，

这里，“A”和“B”是与构成思想相对应的句子。构造者在这个表达式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它是这个表达式中除“A”和“B”两个字母以外所存有的东西的涵义。可以把

“并非［　　并且　　］”

这个表达式中的两个空位看做两种不饱和。构造者是这个有两点不饱和的表达式的两点不饱和的涵义。如果我们通过思想表达式填补这些空位，我们就建立一个第二种思想结构的表达式。但是其实不能说思想构造是这样形成的；因为它是一个思想，而一个思想不是形成的。

在第一种思想结构中，两个思想是可交换的。这同一种可交换性肯定也存在于第一种思想结构的否定之中，因而也存在于第二种思想结构之中。因此，如果“并非［A并且B］”表达一种思想结构，则“并非［B并且A］”表达这些相同思想的同一种结构。在这里与在第一种结构那里一样不应将这种可交换性理解为一条原理，因为在涵义范围没有差异。因此很显然，如果第一种句子结构的涵义是真的，第二种句子结构的涵义就是真的；因为这是同一种涵义。

这里也可以举出一个推理，

[image: alt]






第三种思想结构





第一个思想的否定与第二个思想的否定的结构也是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一种结构。我称它为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三种结构。例如，第一个思想：保尔能读，第二个思想：保尔能写。这样，这两个思想的第三种结构是这样一个思想：保尔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第三种思想结构是真的，仅当其两个构成思想均是假的。如果至少有一个构成思想是真的，那么第三种思想结构就是假的。在第三种思想结构中，两个构成思想也是可交换的。如果“A”表达一个思想，“并非A”就应该表达这个思想的否定。对于“B”也是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A”和“B”都是原初的句子，那么

“（并非A）并且（并非B）”

的涵义也是“A”和“B”所表达的这两个思想的第三种结构。我将此也写为

“既非A，也非B”。

这里，构造者是上述表达式中除“A”和“B”这两个字外所存有的东西的涵义。

或　[image: alt]


中的两个空位说明这些表达式的两点不饱和性，它相应于构造者的两点不饱和性。当以思想使这个构造饱和时，就形成这些思想的第三种结构。

这里也可以举出一种推理。

[image: alt]


括号应该清楚地说明，它的内容是这个其涵义被认为是真的的整体。





第四种思想结构





两个思想的第三种结构的否定同样是这两个思想的一种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可以叫做第四种思想结构。两个思想的第四种结构是这些思想的否定的第二种结构。如果认为这样一种思想结构是真的，就可以说至少有一个构成思想是真的。第四种思想结构是假的，仅当这两个构成思想均是假的。如果“A”和“B”又是原初的句子，那么

“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B）］”

的涵义是“A”和“B”所表达的思想的第四种思想结构。对于

“并非［既非A也非B］”

也是同样。

我们还可以把它更简要地写为：

“（　　或者　　）”，

这里“或者”左右两个空位说明构造者的两点不饱和性。只能将通过“或者”联结的句子理解为思想表达式，因而它们各自没有断定力。相反，却可以将整个思想结构看做是真的。这一点在语言表达式中表现得并不清楚。如果断定“5是小于4的或者5是大于4的”，那么各部分句子均有当它们单独带有断定力表达出来的时候也会有的语言形式，而事实上只有整个结构才应该被看做是真的。也许人们会发现，这里说明的“或者”一词的涵义与这种语言用法并非总是一致。对此首先应该注意，在规定科学的表达式的涵义时，任务不会是精确地符合生活中的语言用法；生活中的语言用法一般确实不适合科学的目的，因为人们感到科学需要有更精确的新词语。一定要允许自然科学家在使用“钟”一词时与其他通常的用法有所不同。在逻辑领域中，同时联想的附带思想可能起干扰作用。根据关于“或者”的用法所说的，可以根据真做出断定：“腓特烈大帝在罗什巴赫战役中获胜或者二是大于三的”。这里有人认为：“奇怪！罗什巴赫战役的胜利和二是大于三的这句无意义的话有什么关系？”二是大于三的，这是假的，但不是无意义的话。识别一个思想的假无论容易还是不容易，对逻辑都没有区别。对于以“或者”联结的句子，人们习惯于假定其一个句子的涵义与另一个句子的涵义有些关系，它们之间总有某种相似点；在一种给定情况下，人们甚至也许能够说明这样一种相似点；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将有另一种相似点，以致不可能说明总是与“或者”结合在一起并可以被认为是这个词的涵义的一种涵义相似点。但是说话者究竟为什么要加上第二句话呢？如果他要断定腓特烈大帝在罗什巴赫战役中获胜，那么这第一个句子已经足够了；当然要假定说话者不愿说二是大于三的。如果说话者满足于第一个句子，那么他本应以更少的词来说。那么这种语词浪费是为什么呢？这些问题也只与附带的思想有关系。这里，说话者为什么恰恰说这而不说那，这些目的和动机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与我们有关的只是他说的东西。

第四种思想结构有以下共同之处：其构成思想是可交换的。

这里也得出一个推理：

[image: alt]






第五种思想结构





如果我们从第一个思想的否定和第二个思想建立起第一种结构，我们就得到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五种结构。如果“A”表示第一种思想，“B”表示第二种思想，那么

“（并非A）并且B”

的涵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是真的，当且仅当第一个构成思想是假的，而第二个思想是真的。因此譬如以

“（并非32
 ＝23
 ）并且（24
 ＝42
 ）”

表达的思想结构是真的。这是这样一种思想：32
 不等于23
 并且24
 等于42
 。当有人认识到24
 等于42
 以后，他很可能猜测幂的指数和底数可以普遍交换。另一个人试图杜绝这种错误，他说，“24
 等于42
 ，但是23
 不等于32
 ”。现在如果问，加上“并且”和加上“或者”有什么区别，那么就要回答：对于我称为思想或句子涵义的东西来说，选择带“并且”的用语还是带“或者”的用语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我称为对思想的说明
（6）

 的东西，它不属于逻辑范围。

第五种思想结构的构造者是两个需要补充的表达式

“（并非　　）并且（　　）”

的两种需要补充的涵义。这里，构成思想不能交换；因为

“（并非B）并且A”

与

“（并非A）并且B”

表达的东西不同。结构中第一个思想的位置与第二个思想的位置不属于同一类。由于我不敢重新造一个词，因此我满足于转义使用“位置”一词。在书面思想表达中，人们通常在地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思想中肯定有些东西本身相应于思想表达式中的位置，为此我保留“位置”这个词。这里我们绝不能允许思想改变其位置；但是我们可以把第二个思想的否定放到第一个思想的位置上，同时把第一个思想的否定放到第二个思想的位置上。当然对此也不能完全信赖；因为没有考虑时空的处理。因此我们从

“（并非A）并且B”

得到“（并非（并非B））并且（并非A）”。

但是，由于“并非（并非B）”与“B”的涵义相同，因此我们有

“B并且（并非A）”，

这与

“（并非A）并且B”

表达的东西相同。





第六种思想结构





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五种结构的否定是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六种结构。也可以说，第一个思想的否定与第二个思想的第二种结构是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六种结构。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五种结构是真的，当且仅当第一个思想是假的，而第二个思想是真的。由此得出，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六种结构是假的，当且仅当第一个思想是假的，而第二个思想是真的。因此，如果第一个思想是真的，则无论第二个思想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一种思想结构就是真的。因此，如果第二个思想是假的，则无论第一个思想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一种思想结构也是真的。不知道是否

[image: alt]
 是大于22
 的，

也不知道是否

[image: alt]
 是大于2的，

我却可以认识到这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的第六种结构是真的。第一个思想的否定与第二个思想相互排斥。可以这样表达它：

“如果[image: alt]
 是大于2的，

那么[image: alt]
 是大于22
 的。”

我也可以不说“第六种思想结构”，而说“假言思想结构”并称第一个思想为假言思想结构中的“结果”，称第二个思想为假言思想结构中的“条件”。因此，当结果真时，一个假言思想结构就是真的。当条件假时，无论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假言思想结构也是真的。然而结果必须总是一个思想。如果“A”和“B”又是原初的句子，那么我们从

“并非（（并非A）并且B）”

就得到一个假言结构的表达式，其结果是“A”的涵义（思想内容）并且其条件是“B”的涵义。为此我们也可以写为：

“如果B，那么A”。

当然，这里可能产生疑问。人们也许会发现，这种语言用法是不恰当的。对此必须不断强调，必须允许科学有其独特的语言用法，科学不能总是屈从于生活语言。恰恰在这里我看到哲学的最大困难，它为自己的工作找到的是一种不太适宜的工具，这就是生活语言，而这种语言的形成，是由与哲学的需要完全不同的需要共同决定的。因此，逻辑也只得先从自己所遇到的东西里面找到适用的工具。对于这一工作开始也只发现很少的可应用的工具。

“如果2是大于3的，那么4是一个素数”

这个句子肯定被许多人解释为无意义的，而根据我的规定它却是真的，因为条件是假的。是假的尚不是无意义的。不知道是否

[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

我却可以承认

如果[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

那么[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里是无意义的。现在，

[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

是假的并且

[image: alt]
 是大于[image: alt]
 的

同样是假的。如果这一点能像2是大于3的这样的假一样容易看出来的话，那么这个例子中的假言思想结构似乎与前面的例子的思想结构同样是无意义的。识别一个思想的假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对于逻辑的考虑无关紧要；因为这种区别是心理学上的。

“如果我有一只公鸡，它今天下了几个蛋，那么明天早上科隆教堂将倒塌”

以这个句子结构表达的思想也是真的。也许有人会说，“可这里的条件和结果根本没有内在联系”。现在，我在我的解释中没有要求这样的联系，我只是请大家将“如果B，那么A”理解为我说的东西和以

“并非［并非A并且B］”

这种形式表达的东西。这种对假言句子结构的理解暂时当然是陌生的。在我的解释中，生活中的语言用法并不重要，因为它对于逻辑的目的来说一般太模糊太不确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东西，譬如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一个说话者说出一个具有“如果B，那么A”形式的句子的意图，他认为这个句子内容为真的理由。也许说话者譬如就在听者方面出现的这样一些问题提供了暗示。这样的暗示属于生活用语中常常伴随思想而出现的附属物。我这里的任务是通过将这种附属物分离出去，剖析出一种作为逻辑核心的两个思想的结构，我称这种结构为假言思想结构。洞察由两个思想构成的思想的构造必然为考察多重构造的思想奠定基础。

就我关于“如果B，那么A”所说的东西，不能理解为每个这种形式的句子结构都表达一个假言思想结构。如果“A”就自身来说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表达式，因而不是一个原初的句子，或者，如果“B”就自身来说不是一个原初的句子，那么我们就有另一种情况。在

“如果某人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这个句子结构中，条件句和结果句就是自身而言均不表达思想。在脱离整体的句子“他是罪犯”中，无法判定不加暗示而表达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这个词不是专名，在这个脱离整体的句子中，不加暗示就不表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的结果句不表达思想，所以不是原初的句子，我们的条件句同样也是这样；因为它含有一个同样不表示任何东西的组成部分（“某人”）。尽管如此，这个句子结构可以表达一个思想，“某人”和“他”相互暗示。通过这种相互暗示并且通过“如果——，那么——”将这两个句子联结起来，使它们共同表达一个思想，而我们则可以在一个假言思想结构中区别三个思想，即条件，结果和由二者构造的思想。因此，一个句子结构并非总是表达一个思想结构。而且对于在一个具有

“如果B，那么A”

形式的句子结构中出现的两种情况进行区别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我也补加一个推理：

[image: alt]


这个推理也许最清楚地表现出假言思想结构的特点。

下面的推理方式也值得注意：

[image: alt]


这里可以提到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说话方式。一些数学作家的表达方式就好像可以从一个其真尚有疑问的思想得出结论。当人们说“我从B推论A”或“我从B得出A真”时，那就是把B理解为这个推理的前提之一或唯一的前提。但是在肯定一个思想是真的以前，不能把它用作一个推理的前提，不能从它推论或得出任何东西。如果人们确实想这样做，那就正像看上去的那样，人们把肯定一个假言思想结构的真和将这个结构中的条件当做其一个前提的推理混淆起来。现在，肯定

“如果C，那么A”

的涵义的真，确实可以基于一个上面给出的例子中那样的推理，并且同时可以不确定C是不是真的；
（7）

 但是这里“C”中表达的思想根本不是那个推理的前提，相反，

“如果C，那么B”

这个句子的涵义是前提。如果“C”的思想内容是推理的前提，那么它不会出现在这个推理的结果之中；因为推理的作用恰恰在于这里。

我们看到，在第五种思想结构中可以以第二个思想的否定替代第一个思想，同时以第一个思想的否定替代第二个思想，并且不改变整体的涵义。现在由于第六种思想结构是第五种思想结构的否定，因此对第六种思想结构同样是这样：人们可以在一个假言结构中以对结果的否定替代条件，同时以对条件的否定替代结果，并且不改变涵义。这是从modus ponens过渡到modus tollens，即假言易位。





六种思想结构一览表







	Ⅰ．A并且B；
	Ⅱ．并非（A并且B）；



	Ⅲ．（并非A）并且（并非B）；　
	Ⅳ．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B））；



	Ⅴ．（并非A）并且B；
	Ⅵ．并非（（并非A）并且B）。




显然应该补充

A并且（并非B）；

但是，

“A并且（并非B）”

的涵义与

“（并非B）并且A”

的涵义相同，这些也可能是原初的句子“A”和“B”。现在由于

“（并非B）并且A”

与

“（并非A）并且B”

的形式相同，因此这里我们没有得到新东西，而只是再次得到第五种思想结构的表达式，并且在

“并非（A并且（并非B））”

中，我们又得到第六种思想结构的表达式。这样，我们的六种思想结构形成一个封闭的整体；而第一种结构和否定在这里表现为原始组成部分。根据这一点第一种结构似乎优先于其他种结构，尽管这是心理学家可以接受的，但并不证明逻辑上是有效的；因为这六种思想结构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作基础，由此借助否定就可以推导其他思想结构。因此对于逻辑来说，这六种结构都是同等有效的。例如：如果从假言结构

如果B，那么C

或者

并非（（并非C）并且B）

出发，并且用“并非A”替代“C”，就得到

如果B，那么并非A

或者

并非（A并且B）。

通过否定整个结构，就得出

并非（如果B，那么并非A）

或者

A并且B。

因此

并非（如果B，那么并非A）

与

A并且B

表示的相同，这就是将第一种结构化归为一种假言结构和否定。由于能够从第一种结构和否定推出其他思想结构，因此能够从这些假言结构和否定推出我们的全部六种思想结构。关于第一种和第六种结构所说的，完全适合于我们的六种思想结构，因此一种结构没有任何优先于另一种结构的东西。它们均可用作推导其他种结构的基础。选择哪一种作为推论的基础，不是由逻辑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在几何的基础证明中也有类似情况。可以用以下方式建立两种不同的几何：第一种几何的一些定理表现为第二种几何的公理，而第二种几何的一些定理表现为第一种几何的公理。

现在应该考察这样的情况：即不是构成不同的思想，而是一个思想由自身构成。如果“A”又是一个原初的句子，那么

“A并且A”

与“A”表达相同的思想。前者比后者表示的既不多也不少。因此

“并非（A并且A）”

与“并非A”表达相同的东西。

同样，

“（并非A）并且（并非A）”

与“并非A”表达相同的东西。因此

“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A）］”

与“并非并非A”或“A”表达相同的东西。

现在，

“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A）］”

表达第四种结构。为此我们也说

“A或者A”。

因此，不仅

“A并且A”，

而且

“A或者A”

都与“A”的涵义相同。

第五种结构的情况不同。通过

“［（并非A）并且A］”

所表述的思想结构是假的，因为对于两个思想来说，如果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否定，那么这两个思想总有一个是假的，因而其第一种结构也是假的。因此，一个思想的第六种结构与这个思想自身是真的，即通过

“并非［（并非A）并且A］”

表达的东西是真的，如果“A”是一个原初的句子。我们可以通过

“如果A，那么A”

用语言描述这种思想，譬如：“如果雪峰高于布罗肯峰，那么雪峰高于布罗肯峰。”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句子表达一个思想吗？它不空洞吗？当人们听到它时，能得到什么新东西呢？”在人们听到这个句子之前，人们也许根本没有认识到，因而也没有承认它是真的。在这个限度内，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可能确实获知某种对一个人来说是新的东西。确实不容否定，如果雪峰高于布罗肯峰，则雪峰高于布罗肯峰，这是真的。由于只有思想能够是真的，因此这个句子结构必须表达一个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思想的否定也是一个思想，尽管它表面上似乎是无意义的。人们必须时时考虑到，可以表达一个思想，同时又不断定它，这里只涉及思想。这种无意义的假象只是由于人们认为无意识地表达这个句子时带有这种断定力才发生的。但是究竟谁说过某人不带断定力而说出这个句子是为了把这个句子的内容说成是真的呢？也许他这样做的目的恰恰相反。

可以将这种情况一般化。“0”是一个句子，在这个句子表达了一条逻辑定律的一种特殊情况，但是不把它看做真的。这样，“并非0”就很容易显得是无意义的，但这仅仅因为人们认为它的表达带有断定力。对于与逻辑定律相矛盾的思想的断定如果不是无意义的，那么事实上都可以是荒谬的，因为是从它本身，从它的表达式的涵义直接说明了一条逻辑定律的真。但是允许表达与逻辑定律相矛盾的思想，因为也可以否定这个思想。但是“0”本身似乎完全是空洞的。

由于各思想结构本身均是一个思想，因此它们均可以以其他思想构成。所以，通过

“（A并且B）并且C”

表达的结构是由通过

“A并且B”和通过“C”

表达的思想构成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由通过

“A”，“B”，“C”

表达的思想构成的。因此可以形成含有三个思想的思想结构。

“并非［（并非A）并且（B并且C）］”和

“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B）并且（并非C））］”

表达另外一些由三个思想构成的思想结构的例子。这样人们也将能够发现含有四个、五个或更多个思想的思想结构的例子。第一种思想结构和否定足以建立所有这些结构。同时，也可以不选用第一种结构，而选用我们六种结构的其他任何一种。现在不禁要问：是否各种思想结构都有这样的形态。关于数学，我相信，在它的思想结构中不出现其他形态。在物理、化学、天文学中也很难是其他样子；但是对目的从句要谨慎，它似乎需要更精确的研究。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回答。但是看来至少由第一种结构通过否定而建立起来的思想结构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它可以叫做数学思想结构。以此并不是要说还有其他思想结构。数学思想结构在其他方面也表现为彼此联系的。即如果在这样一个思想结构中以一个真思想替代一个真思想，那么这个如此建立的思想结构就会根据原初的思想结构的真或假，而是真的或假的。如果在一个数学思想结构中以一个假思想替代一个假思想，则情况也是同样。现在我要说，如果两个思想要么都是真的要么都是假的，那么它们有相同的真值。据此我说，如果

“A并且B”

或

“（并非A）并且（并非B）”

表达一个真思想，那么由“A”表达的思想和由“B”表达的思想就有相同的真值。在确定这一点之后，我们的句子可以如下表达：

“如果在一个数学思想结构中以一个具有相同真值的思想替代一个思想，那么如此得到的思想结构和原初的思想结构就有相同的真值。”

注　释


（1）
 该杂志第一卷143页。


（2）
 这里和下面一样，应该总是牢牢记住，这种饱和、这种补充不是时间中的过程。


（3）
 逻辑学家似乎常常把“判断”理解为我称为思想的东西。我说，当承认一个思想是真的，就是做出判断。我称这种承认行为为判断。判断是由一个带有断定力表达出来的句子所表明的。但是，可以把握并且表达一个思想，同时又不承认它是真的，即不做出判断。


（4）
 另一种这类情况是：“A并且A”和“A”的涵义相同。


（5）
 当我写出“A是真的”时，我更确切地指“句子‘A’中表达的思想是真的”。在相似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6）
 参照我的论文《思想》，刊于本杂志第一卷。


（7）
 参见我的论文《思想》，刊于本杂志第一卷第63页。


逻　辑

〔1897〕





［38］“真”这个词说明目的。逻辑以特殊方式研究“真”这一谓词，“真”一词表明逻辑。

［39］真不能定义；人们不能说：如果表象与现实一致，则它就是真。真是基始的和简单的。通过比较能够揭示这个谓词的独特性。如果表达了某种东西，它也就一起被表达了出来。

［40］寻找可以应用“真”这一谓词的领域。不在物体方面。它通常在句子方面；确实仅在断定句。然而它不属于语音系列。翻译。

［41.f］［在逻辑中不必考虑虚假命题。］

［42］一个句子的涵义叫做思想。“真”这个谓词可应用于思想。它也可以应用于表象吗？即使当一个表象叫做真的，真这一谓词其实也是用于思想方面。

［43］思想不是表象并且不是由表象这样的东西构成的。思想和表象是根本不同的。通过表象的结合绝对形不成可以是真的东西。思想的实际表达工具是句子。这种工具不适于描述表象。而绘画和乐曲不适于表达思想。比较“真”这一谓词与“美”。后者有程度，前者没有程度。

［44］美的东西仅对那些感到它美的人才是美的。对于审美力不必争论。真的东西凭自身是真的；没有东西凭自身是美的。进行客观的美的判断，需要以正常人作前提。然而什么是正常的？客观的美确实总是建立在主体的美之上的。不以正常人为前提而以理想的人为前提则是毫无用处的。

［45］艺术品是我们的表象产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象产物。美的判断之间没有矛盾。谁若是断定一些东西只有经我们承认才是真的，他这种断定行为与他的断定内容就会发生矛盾。事实上他可能没有断定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意见都会是没有道理的；科学就不会存在。实际上不会有任何真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承认，这与“真”一词的涵义具有最紧密的联系。

［46］思想也不必得到我们考虑，就可以是真的。发现（而不是构想出）自然规律。思想独立于我们的思考。表象是表象者专有的，思想与此不同，它不是思考者专有的。一个思想以相同的方式作为相同的思想呈现在所有思考者面前。否则，两个人就绝不会将同一个思想与同一个句子联系起来。不同人做出的判定之间就不可能有矛盾。关于真的争论就会是毫无结果的。这样就缺少共同的争论基础。

［47］每个人都从审美角度对自己的诗做出判断。同样，如果思想与句子的关系类似于声音表象的构成与空气振动的关系，那么每个人也可以对自己的思想做出判断。如果思想是心灵的东西，那么它的真只能存在于与外界东西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的出现将会是一个思想，而且必然会考虑这个思想的真。枯燥无味。思想是无个性的东西。写在墙上的东西。

［48］反对：一个像“我感到冷”这样的句子。说出的话常常需要补充。“我”一词并非总表示同一个人。带“我”的句子可注入更适当的形式。感叹词的区别。与“我”类似的词“现在”，“这里”。在进行主体鉴别判断时，谁说出这个判断，这是至关重要的。

［49］反对：我以与众不同的方式使用“思想”一词。

［50.f］注。戴德金的使用方式与我的一致。

［51］思考不是产生思想，而是把握思想。

［52］思想不是有空间的东西，物质的东西。

［53］思想只在特殊意义上是现实的东西。即使假思想也不依赖于说话者。

［54］谓词“真”总是被连带表达出来。在断定句中，一个思想的表达通常与对其真的承认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不是必然的。断定句中并非总有断定，对思想的理解常常先于对真的承认。判断，断定。一个句子也应该影响表象和情感。

［55］作为声音感受整体，句子能够有这种影响，拟声。言语通过其涵义同样影响表象。确实不应混淆表象和涵义。

［56］仅凭语词不能确定表象。在语词相同的情况下，表象却是不同的。语词提示表象活动。诗人的工具。“狗”和“野狗”可相互代替，同时不改变思想。区别作用具有感叹词的涵义。

［57］标准。要区别：人们表达的思想和仅促使人们去把握的思想。表示悲观的声音：“哎”，“可惜”。由于语言的可变性而产生的不可靠的情况。





序　　论






真
 这个谓词，思想，逻辑处理的结果





在进入一门科学时，对它的本质至少需要暂时获得了解。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将为之努力的目标，确立一个指明方向的着眼点，以便循此方向开展工作。对于逻辑来说，“真”一词可以用来使人们认识到这样一种目标，很像“善”一词使人们认识到伦理学的目标，“美”一词使人们认识到美学的目标。尽管所有科学都以真为目标，但是逻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研究“真”这个谓词，即类似于物理学探讨“重的”和“热的”这些谓词或化学探讨“酸性的”和“碱性的”这些谓词；然而区别在于，后两门学科除了上述谓词外，还考虑其他性质，而不是像逻辑那样用“真”一词通过一种单一的完整的性质表达其本质。

同伦理学一样，也可以将逻辑称为规范科学。我必须如何思考，才能达到真这一目标呢？我们期望从逻辑得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但是我们不要求它探讨每一知识领域特殊的东西和对象；相反，我们赋予逻辑的任务是仅仅说明对所有思维领域都有效的最普遍的东西。我们必须把我们思维和我们将某物看做真的的规则看做是由是真的规律确定的。以后者（这种规律）给出前者（那种规则）。以此我们也可以说：逻辑是关于是真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也许人们发现，这里无法看出完全确定的东西。也许这是由于作者和语言的拙笨。但是这里的主旨仅在于大致说明逻辑的目的。尚欠缺的东西，有待以后补充。

现在，若想通过一条定义更清楚地说明应该把“真”理解成什么，那是徒劳的。例如如果人们想说：“如果一种表象与现实一致，那么它是真的，”那么由此什么也不会得到，因为为了应用这一说法，必须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确定一种表象与现实是否一致，换言之：表象与现实一致，是不是真的。这样就必然预先假设被定义者本身。对于具有“A是真的，如果它有这般这般性质或者它与某物有这般这般关系”形式的各种解释，也是同样。在给定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总是，A有这般这般性质或与某物有这般这般关系，这是不是真的。真显然是基始的和简单的东西，以致不可能再还原为更简单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与其他谓词的比较揭示真这一谓词的独特性，它与其他所有谓词的区别首先在于，每当表达出某种东西时，它总是被连带地表达出来。

当我断定2加3之和是5时，我同时也断定2加3得5是真的。当我断定我关于科隆教堂的想象与现实一致时，我也断定，我关于科隆教堂的想象与现实一致，这是真的。因此断定句的形式实际上是我们借以表达真的东西，而且它不需要“真”这个词。我们确实可以说，甚至在我们应用“……这是真的”这一表达方式的地方，断定句的形式是本质的东西。

让我们现在问：什么地方可应用“真”这一谓词？这里要限定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应用根本无从谈起。至少要排除整个物质东西的范围。也许在艺术品那里会产生问题。但是，如果在那里谈到真，则完全在不同于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无论如何，人们把事物仅作为艺术品才称为真的。如果它是通过盲目起作用的自然力量形成的，那么真这一谓词就是不合适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考虑譬如在艺术批评时称感情或感觉为真的那种使用方式。

人们通常把真这一谓词用于句子；但是必须排除愿望句、疑问句、祈使句和命令句，只考虑断定句，即我们借以传达事实、提出数学定律或自然律的句子。

此外，真这一谓词显然不是构成一个句子的语音系列，而是句子的涵义，我们实际是认为这种涵义是真的；因为一方面，当我们将一个句子正确地译为另一种语言时，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至少可以想象同样的语音系列在一种语言中有正确的涵义，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有错误的涵义。

这里，我们将“句子”一词理解为主句和依附于主句的从句。

在仅就逻辑考虑的情况下，一个断定句的涵义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样我们就称它为一个真正的思想。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这里至少必须提到这种情况。

“西拉有六张嘴”这个句子不是真的；但是“西拉没有六张嘴”这个句子也不是真的；因为要使这两个句子真，“西拉”这个专名还必须表示某种东西。也许人们认为，“西拉”这个名字确实表示某种东西，即一种表象。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要问：谁的表象？人们常常这样说，就好像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表象，但这是错误的，如果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表象”一词，那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表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表象没有人想到；因此也不能排除想到它的人。因此，“西拉”不表示表象。名字若是失去一个专名通常具有的作用，即指称某种东西的作用，就可以叫做虚假专名。尽管泰勒的故事是个传说而不是历史，“泰勒”这个名字是个虚假专名，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个故事的那种涵义；然而“泰勒射中他儿子头顶上的苹果”这个句子的涵义与“泰勒没有射中他儿子头顶上的苹果”这个句子的涵义同样不是真的。但是我也不说它的涵义是假的，而把它解释为虚构。这说明我使用“假”一词的意义。对于“假”的意义同对于“真”的意义一样，无法给出真正的定义。

如果唯心主义认识论是正确的，那么所有自然科学就会属于虚构领域。尽管人们可以试图重新解释所有句子，使之论述表象，但是这样会完全改变句子的涵义，得到一门完全不同的科学，而这门新科学将会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我们也可以不说“虚构”，而说“虚假思想”。因此如果一个断定句的涵义不是真的，则它要么是假的，要么是虚构，而且一般当出现一个虚假专名时，它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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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旨在假象，譬如绘画也是这样。在虚构中断定不会得到认真对待：这里仅是虚假断定；甚至思想也不会像在科学中那样得到认真对待：这里只有虚假思想。如果应该把席勒的《唐·卡洛斯》理解为历史，那么这个剧的很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是一个文学作品绝不会得到这样的认真对待；它是戏剧。这里的专名也是虚假专名，尽管它与历史人物的名字一致；它们在这里不应得到认真对待。一副历史画也有类似情况。它作为艺术品绝不要求使我们看到真实过程。一幅图画若是像摄影一样准确地表现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就不是较高意义的艺术品，而最好比作一件科学作品的解剖复制品。

逻辑学家不必关心虚假思想，正像要研究雷雨的物理学家将不注意舞台上的雷雨一样，当我们下面说到思想时，应该把思想理解为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种真正的思想。

现在，我称一个断定句的涵义为思想。例如，思想是自然规律，数学定律，历史事实；所有这些都以断定句表达。现在我可以更准确地说：“真”这个谓词可用于思想。

人们大概也说到真的表象。表象指一种幻象，它与直觉不同，不是通过眼前的知觉形成的，而是通过过去的知觉或活动的再现而形成的。一个表象就像其他任何一幅画一样，自身不是真的，只有考虑到它应与之相符的东西才是真的。如果人们说，一幅画应该体现科隆教堂，那么好，现在就可以问，这一意图是否实现；不考虑模写某物的意图，根本谈不上这幅画的真。由此可知，真这一谓词实际上不应赋予表象本身，而应赋予它摹写某对象这一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不是表象，也不是以任何方式由表象构成的。思想与（心理学意义的）表象是根本不同的。关于一朵红玫瑰的表象与这朵玫瑰是红色的这一思想是不同的东西。不管以什么方式将一些表象联系或结合起来，也总是只重新得到一个表象，但绝得不到可以是真的东西，交流的方式也表明这种区别。思想的实际表达媒介是句子，但是句子不太适于描述一种表象。我只需提请大家注意与形象的再现相比，任何描述都是十分不完整的。在听觉表象方面，有些有利的情况：那里拟声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拟声与思想表达恰恰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翻译时这种音响作用很容易消失，而思想必须保持不变，如果翻译确实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没有言语的图画和乐曲不太适合表达思想。尽管根据这样一个艺术品人们将能够想到许多东西，但是这里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如果其他人根据它想到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么人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真
 这一谓词的独特性，我们将它与“美”这一谓词加以比较。首先我们承认，美的东西有程度，而真的东西没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对象是美的，但是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美。相反，如果两个思想是真的，那么一个不会比另一个更真。此外，这里出现一种根本的区别，即真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承认而是真的，而美的东西仅对于觉得它美的人才是美的。对此人美的东西，对彼人不一定美。关于审美力不应产生争论。涉及真的地方可能会有错误，但涉及美的地方却不会有错误。正因为我认为某物是美的，它对我来说就是美的。但是由于我认为某物是真的，它却不一定是真的；而且如果它不是依据自身是真的，那么它对我来说也不是真的。任何东西都不依自身是美的，而总是对于感觉到它的人才是美的，并且在关于美的判断中必须始终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现在人们确实也做出似乎要求客观性的判断。这里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假定一个正常人作基础，并且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十分接近正常人，以致自信可以以正常人名义说话。在这种情况下，“这朵玫瑰很美”的意思应该是，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朵玫瑰很美。但是什么是正常的？这完全取决于所考虑的人的范围。如果在一个边远山区几乎所有人都患有甲状腺肿，那么那里将把这看做正常人，而把缺少这种装饰的人看做丑陋的。怎么能改变一个非洲中部黑人关于白人的狭长鼻子难看而黑人的宽鼻子漂亮的看法呢？而且一个黑人作为黑人与一个白人作为白人难道不能同样是正常的吗？一个小孩与一个大人难道不能同样是正常的吗？一个人通过联想而一同唤起的表象对于他关于美的判断将有很大影响，而且这些想象取决于他以前所接受的东西。但是，这在不同的人总是不同的。即使最终能够定义正常人并且以此定义客观美的东西，这也必然是基于主观美的东西形成的。主观美的东西绝没有被消除，而是被看做基始的东西，如果要用理想的人替代正常人，那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没有感觉和表象，绝不会有一种主观的美的东西，因而也不会有客观的美的东西。因此，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我们的表象构成物，而外界事物——绘画、雕像——只是我们产生这件真正的艺术品的媒介，这种观点大概很有可取之处。根据这种观点，每个欣赏者都有自己的艺术品，因此在关于美的不同判断之间根本没有矛盾。因此，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关于审美力不应产生争论）。

如果有人要反驳真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承认而是真的这一观点，那么他通过他的断定恰恰反驳了他所断定的东西，就像一个克里特岛人说所有克里特岛人都说谎一样。

就是说，如果某物仅对认为它真的人才是真的，那么不同人的意见之间就不会有矛盾。谁若是持这种观点，就不能合乎逻辑地反对与此对立的观点，他必须维护non disputandum est（不应产生争论）这条原则。他根本不能在通常意义上断定任何东西，即使他的表达符合断定形式，这也只有感叹词的作用；即一种内心状况或过程的表达的作用，它与另一个人这样一种状况或过程不会有矛盾。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关于某物只有经我们承认并且对我们来说才是真的的断定，也会有这种作用。如果这种观点是真的，就不会有理由要求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别人那里也比对立的观点更正确。一种观点若是提出这种要求，将会是无理的；而这意味着各种意见在通常意义上将都会是无理的，因而我们反对的意见也是无理的；这样就会没有科学，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改正，实际上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真的东西。这里所强调的不依赖于我们承认的独立性与此密切联系，以致不能与此分离，如果有人严肃认真地为这里反对的观点进行辩护，那么除了假定他将另一种意义与“真”一词结合起来，别无选择。

我们还要再深入一步。思想——譬如自然规律——不仅不需要我们的承认就是真的，甚至不用我们考虑就是真的。一条自然规律不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是由我们发现的。正像北冰洋中的一座荒岛早在人看到它之前就在那里一样，自然规律和数学定律同样一直是有效的，而不是在发现它们之后才是有效的。由此我们得出，思想如果是真的，则不仅不依赖于我们的承认就是真的，而且“根本不依赖于”我们的思考。想象是想象者独有的，思想与此不同，不是思考者独有的，而是以同样的方式作为同样的思想出现在所有理解它的人面前。如果两个人不将相同的思想与相同的句子结合起来，而是各人有自己的思想，譬如此人认为2×2＝4是真的，而彼人否认它，那么这就不会产生矛盾，因为此人断定的东西与彼人拒斥的东西是不同的。这样，不同人的断定之间就根本不可能会有矛盾，因为仅当对同一个思想一方断定其真，另一方断定其假时，才出现矛盾。这样，关于真的争论就会是无意义的。这正是因为缺少共同的争论点；各个思想将封闭在各自的内心世界，不同人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就像我们和火星上的居民之间的战争一样。人们不说，此人可以向彼人传达他的思想并随之在其内心世界引起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恰恰根本不能这样传达，使之从此人的内心世界到彼人的内心世界；相反，在彼人内心中随传达而出现的思想与此人的思想就会是不同的；很微小的变化就能将真改为假。如果要将思想看做心理的东西，看做表象产物，同时却不完全采取主观观点，那么2＋3＝5这个断定譬如就一定会解释为：“人们看到，在许多人那里都出现与‘2＋3＝5’这个句子相联系的某种表象产物。我们称这种表象产物为‘2＋3＝5’这个句子的涵义。就人们至此所看到的而言，这些表象产物总是真的，以致我们暂时可能说：根据迄今为止的观察，‘2＋3＝5’这个句子的涵义是真的。”但是显然，这个解释是完全不合适的。人们通过这个解释也不会前进一步，因为甚至“人们看到，在许多人那里都出现……某种表象产物”这个句子的涵义也是一种表象产物，因而问题又从头开始。此人感到一碗汤味道鲜美，彼人却可能感到恶心。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每个人都做出关于自己的味觉感受的判断，而这种感受与别人的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思想与句子的关系类似于味觉感受与引起它们的化学刺激的关系，那么对于思想也会是同样的。

如果思想和表象一样是内在的心理的东西，那么它的真确实仅与不是内在的、心理的东西有关系。因此如果想知道一个思想是不是真的，就必须问是不是有这种关系，因而问有这种关系这一思想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就会处于一个从事枯燥无味的工作的人的状况：他向前上方迈进一步；但是他达到的程度总是下降，他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思想是非人格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到写在墙上的句子“2＋3＝5”，我们就完全认识到以此表达的思想，而对于这种理解来说，知道这个句子是谁写的，是完全不重要的。

“我感到冷”这样一个句子似乎可能与我们的学说——思想不依赖于思考者——相矛盾，因为这个句子可以对此人是真的而对彼人是假的，因而它不是凭自身是真的。这是由于出自此人之口的句子与出自彼人之口的句子表达的思想不同。这里，仅言语并不包含整个涵义，还要考虑谁说的它。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说出的话需要通过手势、表情和伴随情况来补充。“我”一词在出自不同人之口的句子中恰恰表示不同的人。他感到冷这个思想不必由感到冷的这个人自己说出。另一个人用名字表示这个感到冷的人，也可以说出这个思想。

因此思想能够用语句表述，而语句更适合于思想对思考者的独立性。通过这种可能性，思想区别于以一个感叹词表达的心理状况。“这里”、“现在”这样的词只有根据使用它们的状况才得到其全部涵义。如果说“下雨了”时，则必须补充时间和地点。这样一个句子常常不再有完整的涵义，因为没有东西说明谁、什么时间、在哪里说出它。对于一个含有主观审美判断的句子来说，譬如“这朵玫瑰很美”，即使其中没有“我”这个词出现，谁说出它对它的涵义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所有这些表面的例外都能说明，相同的句子并非总表达相同的思想，因为言语需要补充才能得到完整的涵义，而且这种补充根据情况可以是不同的。

（在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象是没有确切界线的和变化多端的，思想则保持不变，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非时间性的和非空间性的。在3＋4＝7这个思想这里，在自然规律这里，这几乎不需要论证。例如，如果能够证实万有引力定律从某一时刻起将不再是真的，我们就会推论它根本不是真的，并且尽力发现另一条定律，它通过一个此时得到满足而彼时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与万有引力定律相区别。对于地点也是同样：如果应该表明万有引力定律在天狼星周围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找带有一种条件的另一条定律，这种条件在我们的太阳系得到满足，但在天狼星周围得不到满足。如果要引用譬如“德意志帝国居民总数为52,000,000”作例子反对思想的非时间性，那么我就会回答：这个句子根本不是一个思想的完整表达，因为没有时间限定。如果按照中欧时间在这个例子中加上譬如1897年1月1日中午，那么，要么这个思想是真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总是真的，（或更恰当地说）它的真是没有时间性的，要么这个思想是假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无条件假的。这对每个个别的历史事实都是有效的：一个历史事实若是真的，则不依赖于评判时间而是真的。人们也不反对，一个句子在时间进程中能够得到另一种涵义；因为这里发生变化的东西是语言，而不是思想。在另一种语言中则不必发生这种变化。当然人们确实谈到人的思想的可变性。然而不是思想有时真，有时假，而是思想仅仅有时被看做真，有时被看做假。

人们会反驳我，说我将一种非同寻常的涵义与“思想”一词组合起来，而人们通常是将它理解为一种显然是内在的心灵的思考活动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始终保持我的使用方式；至于它是否与通常的方式相符，则不太重要。确实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即有时将“思想”一词理解为一个思想活动，但是情况毕竟不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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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样一种活动不能是真的。

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在逻辑中也允许构造人工表达，而不考虑在生活语言中是否总是同样应用这些词。在规定涵义的时候，重要的根本不是准确地描述语言用法或使之能够进行推导，而是使语词尽可能适合于表达定律。但是，人工表达式的整体越能简短地、精确地表达整体规律性，就越适宜。

我们现在不能把思考理解为思想的提出过程。思想也不是思维行为，因此思想与思考的关系犹如跳跃的距离和跳跃行为的关系。而且这种理解与许多说法一致，人们不是说同一个思想被此人和彼人所掌握，某人反复考虑同一个思想吗？如果思想只有通过思考或在思考中才成立，那么同一个思想就会能够形成、消失并且再形成，而这是荒谬的。正像我不是通过看见一棵树而把它创造出来，不是通过握住一支铅笔而使它形成一样，我也不是通过思考一个思想而将它产生出来。而且大脑更不分泌思想，就像肝不分泌胆汁一样。

对于把握一个思想，语言中有一些基于比喻的表达：串连起来、掌握住、抓住、看出，Capere（获取），Percipere（摘取），Com prehendere（捕捉），Intelligere（辨别）。这种比喻基本正确描述了这个问题。被把握的、被抓住的东西已在那里，而人们获得的只是自己的东西。我们洞察的东西或我们从一些事物看出来的东西同样已在那里，而不是由于我们看的活动才形成的。当然，所有比喻都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我们常常把不依赖于我们心理活动的东西看做某种有空间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而刚才列举的那些词使人感到好像思想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这里看不出可比较的地方。不依赖于我们心理活动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完全不必是空间的、物质的、现实的。如果要忽视这一点，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神话。如果人们说：“万有引力定律、惯性定律、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律引起地球像它实际运动那样运动，”那么这可以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这些自然规律可说是抓住了地球的耳朵并使它必须这样运行。这样使用“造成”、“引起”这些词会使人产生误解。与此相反，人们大概可以说，太阳和行星根据万有引力定律相互作用。

因此，即使客观物体和思想的类似之处在于都不依赖于我的内心活动，但是也绝不允许由此推出，思想能够像物体一样被推动，或者被闻到或被品尝。从这种推论的荒谬性来寻求反对我们的学说，是不会成功的。尽管一条自然规律完全不依赖于我们是不是考虑它而存在，但它确实不传播可以刺激我们视觉或听觉神经的光波或声波。但是我就看不见这朵花有五个花瓣吗？人们可以这样说，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是在纯光感的意义上使用“看见”一词，而是用它指思考和判断的结合。即使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也不是因为他的感官印象更为完善。

如果人们要谈论思想的现实性，那么这只能在下面的意义上谈论：例如，某人对一条自然规律的认识影响他的决断，而这决断又可能导致群众运动。这里会把认识一条规律理解为这种认识对认识者的影响，而这也许是可能的，就像譬如可以把看见一朵花看做这朵花对观看者的一种间接作用。

我们可以不理会思想，并且可以获得自己的思想。可以将我们获得自己的思想理解为人对思想的一种作用，而这似乎与思想的非时间性相悖。但是这里不会使思想产生根本变化，就像无论人们注意还是不注意月亮，月亮显然不受任何影响一样。因此，即使也许可以谈论思想对人的作用，也不能说人对思想的作用。人们可以列举思想并非总是同样清晰的这一事实，来说明思想的可变性。但是，人们称为思想清晰性的东西实际是指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思想的获得、思想的理解所达到的完美境地，而不是思想的一种性质。

如果认为只有真思想不依赖于我们的内心活动而存在，而假思想同表象一样属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则是错误的。几乎对所有我们用真
 这一谓词说的东西，用假这一谓词也可以说。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只能用于思想。如果说它在形式上是表述句子或表象，那么实质上它确实是表述思想。假的东西是就其自身是假的，不依赖于我们的看法。关于假的争论同时总是关于真的争论。因此，可以就其假进行争论的那些东西不属于个别的心灵。





思想与外壳的分离





在断定句中，一般有两种不同的东西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被表达的思想和对这个思想的真的断定。因此它们常常没有清晰地区别开。但是，也可以表达一个思想，又不同时把它确定为真的。一个做出科学发现的科学家一般首先只是掌握一个思想，然后自问是否应该承认它是真的；只有在研究的结果有利于假说时，他才敢将这个思想确定为真的。我们在“氧气是可液化的吗？”这个疑问中和在“氧气是可液化的”这个句子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在前者将它与一个提问结合在一起，在后者，将它与一个断定结合在一起。


当我们内心承认一个思想是真的时
 ，我们就做出判断
 ；当我们表明这种承认时
 ，我们就做出断定
 。

我们可以进行思考，而不做出判断。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句子的语音序列常常不足以完整地表达一个思想。如果我们要十分明确地掌握思想的本质，我们就不能忽略，相反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句子不仅限于表达一个思想和断定它的真。在许多情况下，句子还应该影响听者的表象和感情；而且越是接近诗一般的语言，这种作用就越大。我们已经强调，语言不太适于严格按照听者的愿望引起任意的表象。谁愿意试一下通过语言使阿波罗的像在别人内心形成，就像通过观看一件艺术品而毫无困难地使它在心灵中产生出来一样呢？但是尽管如此，人们确实说，诗人作画。其实不应否认，由于被听见的语词作为听觉感受的整体进入意识，因此被听见的语词就影响了表象。人们一定愉快或不愉快地感觉到纯语音序列、声调、重音、节奏。相似的听觉表象与这种声音感受联系在一起，而且又有由此唤起的其他表象与听觉表象联系在一起。这是拟声学领域。这里可以比较荷马的诗句（《奥德赛》IX，71）：[image: alt]


这完全不依赖于言语表达思想的目的。这里，语音仅起刺激感官的作用。但是，由于语音序列应该有涵义，因此语音还要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想象。谁若是听懂“马”一词，在他的脑海中大概会立即出现马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与“马”这个词不应混淆；因为“马”一词对于这匹马的颜色，静止或运动的姿势，马所被看见的那一侧面，等等，没有任何提示。例如，如果不同的人能将他们在听到“马”一词时出现的表象立即投放在银幕上，就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图像。即使是在同一个人那里，“马”一词也不是总引起相同的表象。这里，上下文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比较“他兴高采烈地骑着他的骏马”和“我刚看见一匹马摔倒在潮湿的柏油马路上”这两个句子。

因此，绝不能说总是有相同的表象与“马”这个词结合在一起。因此尽管这样一个词由于其涵义促使人们形成一个表象，但是它凭自身远远不能完全确定这个表象。一般只能大致假定听者和说者的表象是一致的。如果许多艺术家相互独立地为同一首诗配画，那么他们对同一事件的描述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诗人其实不作画，而只激起人们作画；并且提供作画的启示，任凭听者去解释。正是由于这种启示，对于诗人来说，有不同的语词可供使用是很有价值的，这些语词能够相互代表，而不改变思想，却能以不同方式影响听者的表象和感情。例如想一想“走”、“踱步”和“漫步”这些词。在日常谈话中这些方式也适用于这样的目的。如果我们比较“这只狗叫了一整夜”和“这只野狗叫了一整夜”这两个句子，我们就发现思想是相同的。我们从第一个句子得知的比通过第二个句子得知的既不多，也不少。但是，“狗”一词是中性的，而“野狗”一词有些贬义，因此暗示着想象中这只狗是野的。现在，即使这对这只狗很不公平，也不能说因此第二个句子是假的。说出这个句子的人毕竟同时表示了某种鄙视；但是这种鄙视不属于所表达的思想。第二个句子与第一个句子借以区别的东西有感叹句的价值。人们可能会认为，通过第二个句子确实比通过第一个句子获知更多，即说话者对这只狗有鄙视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野狗”这个词就会含有较完整的思想。对此应该进行如下检验。

我们假定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的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并且有人说出第二个句子，实际上却没有感到“野狗”这个词似乎带有的鄙视。如果反对意见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第二个句子就会含有两个思想，其中一个是假的；因此它会整体上断定假的东西，而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人们大概不会同意这一点；相反，“野狗”一词的使用并不妨碍人们认为第二个句子也是正确的。就是说，应该区别表达出来的思想和那致使别人认为是真的、同时又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如果一个指挥官令士兵们换上不同的服装，以此欺骗敌人，掩盖自己的弱点，那么他确实没有说谎，因为他根本没有表达思想，尽管他的行为具有使别人产生思想的目的。说话本身也能出现这样的行为，例如带有特殊声调或选用特殊语词。如果某人悲痛地说出一个真的死讯，而实际上并不悲痛，那么即使发出悲痛的声音是为了欺骗别人，表达的思想也是真的。也可以用“哎”、“可惜”这样的词代替这样的声调，同时不改变思想内容。如果专门约定了传达行为，情况自然是不同的。在语言中，普遍的用法代替这样的约定。因此由于语言的变化自然出现不确定的情况。通过在同类情况的固定用法，一些东西最终可以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它们开始并不用于这一目的。一个开始通过表达仅仅被提出来的思想，后来能够通过表达被完全断定。而在过渡阶段将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语言的这种不确定并不会消除事物的差别。对于我们来说，这里重要的仅仅在于：并非相应每个语言差异都有一种思想差异，并且我们有一种方法判定什么属于思想，什么不属于思想，即使由于语言具有相互联系的性质，这种方法的应用有时可能是很难的。

这里也含有主动和被动表达方式的区别。“M给N证件A”、“证件A由M给N”，“N从M那里收到证件A”这些句子恰恰表达相同的思想；在这些句子中，哪一个也不比另一个使人获知更多或更少的东西。因此它们之中也不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同时另一个是错误的。这里可以是真或假的东西，恰恰是同一个东西，尽管如此，也不能说用哪个句子都是完全一样的。一般出于修辞或审美的考虑，人们偏向于用其中一个。如果有人问“A为什么被逮捕？”，若回答“B被他杀害了”则是不自然的，因为这样就会使人们将注意力不必要地从A转移到B上来。要注意什么，要强调什么，尽管一般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与逻辑没有任何关系。

当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有时必须抛弃语法结构。尽管如此，思想能够保持不变，并且如果翻译是正确的，思想必然保持不变。但是有时必须牺牲有关想象与情调的一些提示。

如上所述，在“腓特列大帝在罗什巴赫战役中获胜”和“腓特列大帝在罗什巴赫战役中获胜，这是真的”这两个句子中，我们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得到相同的思想。如果我们肯定第一个句子的思想，则我们同样也肯定了第二个句子的思想，并且反之亦然。这不是两种不同的判断行为，而只是一种判断行为。

（由此看出，对于逻辑来说，主词和谓词的语法范畴可以是不重要的。）

区别属于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的东西和这种思想所附带的东西，对于逻辑最为重要。人们所研究的东西的纯粹性并非仅对化学家才有意义。如果产生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所使用的材料不纯净造成的，那么一个化学家如何能够十分肯定地认识到，他以不同的方法达到相同的结果呢？一门科学中首要和最重要的发现大概常常是重认。昨天落去和今天升起的是同一个太阳，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极其显然的，因而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发现极其微不足道，然而这确实是天文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许实际上是奠定天文学基础的发现。认识到昏星和晨星是同一颗星，五的三倍和三的五倍是相同的，也是重要的。在没有注意到差异的地方承认差异，乃是重要的，不区别相同的东西同样是重要的。因此，认为人们根本不能进行非常细微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不过在不该考虑差异的地方强调差异，却是有害的。因此人们在普通力学中避免谈论物质的化学差异，譬如并不特别表述各种化学元素的惯性定律。相反，人们仅仅考虑那些对于人们正在研究的规律具有根本意义的差异。人们绝不允许为一些表面的不纯净所诱使，在没有差异的地方去注意差异。

逻辑拒绝所有仅从心理学观点进行的区别。所谓逻辑的心理学深化不过是心理学的歪曲。

思维与想象和感情在人心灵中最初是混杂在一起的。逻辑的任务仅仅是将逻辑的东西分离出来，而且这不意谓我们应该没有想象地进行思考，因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而是意谓我们有意识地将逻辑的东西与依赖于表象和感情的东西区别开。这里有一个困难：我们以某一种语言进行思考，语法对于语言很重要，一如逻辑对于判断，而这种语法是将心理和逻辑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否则所有语言必定会有相同的语法。尽管人们能够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相同的思想；但是心理的附属物，思想的外壳常常是不同的。由此看出学习外语时逻辑训练的价值。由于思想有不同的外壳，因此我们要学习将思想的外壳与其内核十分清楚地区别开，而在单一一种语言中，这种外壳与内核似乎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借助各种语言间的差异使理解逻辑的东西变得容易了。但是这样还不能完全排除困难，我们的逻辑教科书依然还要赘述一些东西，譬如主词和谓词，而这实际上不属于逻辑。因此获得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思想表达工具是十分有用的，譬如我们在算术形式语言中或在我的《概念文字》中使用的表达工具。

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清晰地阐述研究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重认，而在逻辑中，这种重认大概也是根本的发现。因此我们绝不能忘记，两个不同的句子能够表达相同的思想，对于句子的内容，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可以是真的或假的东西。

如果被动式比主动式即使只多含有一点儿思想，那就可以认为，这一点儿思想是假的，而主动式的思想是真的，因此不能从主动式随便过渡到被动式。同样：如果主动式比被动式即使只多含有一点儿思想，那就不能不加考虑地从被动式过渡到主动式。但是，如果这两种过渡可以始终不损害真，那这就证明，正是这里是真的东西，即思想没有被这种形式变化所改变。这告诫我们，切莫像逻辑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过于强调语言的东西，譬如，他们假定各个思想——或如通常所说，判断——都有一个主词和一个谓词，因而通过思想确定什么是它的主词，什么是它的谓词，就像通过句子清晰地给出它的主词和它的谓词一样。这样做只能是完全不必要地陷入困难，而且与这些困难的徒劳斗争只会加剧一种印象，好像逻辑实际上是一门完全多余的科学。

我们将完全避免“主词”和“谓词”这两个为逻辑学家所喜爱的表达，尤其因为它们不仅使重认变得困难，而且也掩盖了现有的差异。逻辑学家不应盲目地遵循语法，而应认识到他们的任务在于使我们摆脱语言的束缚。因为如果我们必须承认只是语言才使我们的思考、至少是较高形式的思考成为可能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必须避免使我们依赖于语言；因为许多思维错误的根源都在于语言在逻辑上是不完善的。当然，如果把逻辑的任务看做描述人类精神活动中出现的思维，那么当然赋予语言一种重要意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把实际上仅仅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叫做逻辑，这就好像人们借助望远镜发展了关于观察的心理物理理论，却以为是在研究天文学。正像在后一种情况看不到天文学的问题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也看不到逻辑的真正对象。对逻辑进行心理学的处理起因于一种错误，认为思想（判断，正像人们通常所说）和表象一样是心理的东西。这样必然导致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思想中区别出来的诸部分譬如主词和谓词也像思想本身一样属于心理学。既然各种认识都是在判断中发生的，那就截断了通往客体的一切桥梁。所有企图达到客体的努力只不过是试图依靠自己来摆脱困境。人们至多能够试图解释：客观性的假象是如何产生的，为此我们如何能够假定一些不属于我们心灵的东西，同时这种假定并没有因此证明为正当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生理心理学把这种假设归为唯心主义，因为这种假设与它实在论的出发点极为对立。人们从神经纤维、神经节细胞出发，做出关于刺激及其传导的假定，试图以此进一步了解想象行为，因为人们不由自主地认为神经节细胞和神经纤维的过程比想象行为更容易理解。正像在诚实的自然科学中那样，人们在这里不加考虑地假定神经节细胞和神经纤维是客观的和现实的。只要限于想象行为，这就是可行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还转而进行思维和判断。在这里，开始的实在论现在突然变为极端的唯心论，这种理论就这样自掘墙脚。现在，所有东西都化为想象，因此早先的说明本身变得无效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变为虚构。由神经纤维、神经节细胞、刺激、兴奋和兴奋传导构成的整个解剖生理基础瓦解了。我们还留有什么？神经纤维的表象，神经节细胞的表象，刺激的表象，等等。而最初应该说明的是什么呢？想象行为！现在实际上还能说那些说明是有效的或是真的吗？站在河边，人们常常看到河水中的旋涡。现在要求这样一个旋涡是有效的或是真的，或要求它是假的。这不荒唐吗？即使我大脑中原子或分子的跳跃比宜人的夏夜中蚊子的跳跃欢快一千倍，宣称这种跳跃是有效的或是真的，难道不是同样荒唐吗？如果那些说明是这样的跳跃，就能说它们是真的吗？如果那些解释是想象的堆积，结果会是不同的吗？在伤寒病患者脑海中不断变化出现的幻觉是真的吗？它们既不真也不假，不过是一些过程，就像河水中的旋涡是一个过程一样。如果是谈论正确性，那么实际情况必须像谈论的那样。一种幻觉与另一种幻觉是矛盾的，就像一个水流旋涡与另一个水流旋涡是矛盾的一样。

如果将一种芳香的表象与一朵玫瑰的视觉表象联系起来，并且将“玫瑰”和“芳香”这些词的听觉表象与此联系起来，此外还将说出这些词的运动表象与此联系起来，如果将许多联想与联想堆积在一起，并由此形成最有艺术性的表象构造，这有什么用处呢？人们确实相信这会是一个思想吗？这不过像一个装配十分精巧的自动机只是像一个活东西一样。无生命的东西与无生命的东西装配在一起还产生无生命的东西。表象与表象结合在一起还是形成表象，联想的所有艺术性和多样性对此不会造成任何改变。即使整体充满感情和情绪，对一切也不会有任何帮助。万有引力定律绝不会这样形成；因为这条定律完全不依赖于在我大脑中出现的东西，不依赖于我的表象的变化和转变。但是理解这条定律的确是一种内心过程！确实如此！但这是一种内心范围已有的、因而从纯心理学观点将不能完全理解的过程，因为这里考虑到一些根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实际上不再是内心的，这就是思想；也许这种过程是一切事物中最神秘的过程。但是，正因为它有内心性质，所以我们在逻辑中不必予以考虑，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把握思想并且承认它们是真的就足够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则是其自身的一个问题
（3）

 。对于化学家来说，能够看见、闻见和辨别气味，确实也就足够了；而研究这是如何形成的，则不是他的任务。对于科学研究的成功来说，不将可独立处理的问题与其他问题混淆起来并且不把问题不必要地搞乱，这不是不重要的。否则很容易产生看问题的偏差。因此我们将不考虑思维、确信的获得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将某物看做真的而在于是真的规律。也可以把这理解为对判断的规定，若要判断是真的，就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因此，如果要把这些规定叫做思维规律，或更合适地说，叫做判断规律，那么一定不要忘记，这里涉及的是像风俗习约或国家法律一样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律，而不是像自然律一样规定实际发生过程的规律。实际的行为与风俗习约并非始终一致，同样，实际的思维与逻辑规律也并非始终一致。因此，在逻辑中最好完全避免“思维规律”一词，因为它总是诱使人们把逻辑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如果逻辑规律是自然规律，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归为心理学。这样，同逻辑规律一样，也可以把几何定律和物理定律理解为思维规律或判断规律，即理解为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如果判断应该与真保持一致，则必须适用于其他领域。因此，同几何学或物理学一样，逻辑也不是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合适领域。解释思维和判断过程确实是可行的任务，但不是逻辑的任务。

逻辑学家不必要问，在人的心灵中，哪些是自然的思维过程。对此人是自然的东西，对彼人很可能是不自然的。语法之间的巨大差异已经表明这一点。逻辑学家更不必害怕人们指责逻辑思维不适于自然思维。如果尽可能以逻辑严格的方式教一个未受训练的人学习数学基础知识，这个人常常会发现这是很不自然的，而这恰恰是由于这种严格性造成的。因此，一个明智的教师在开始时将放弃这种严格性，而是试图逐渐唤起对它需要。在数学史上我们还发现，最严格的总是最后出现的，因而离自然的东西最远。因此，对于描述自然思维过程的追求，与逻辑简直不相干。如果逻辑学家想要考虑关于不自然方面的异议，就有陷入关于自然物的无休止争论的危险，这种争论在逻辑领域根本不能裁决，因而也不属于逻辑的问题。此外大概还必须考虑对自然民族的考察。

但是，一般必须防止这样一种观点：逻辑的任务是研究现实的思维和判断，只要它们与是真的规律相一致。若有这种观点，就会在研究思维和判断时又要研究是真的规律，在研究是真的规律时又要研究思维和判断，因而很容易完全失去确切的目标。这将导致提出不明确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成功。

人们常常叫做思维规律的东西，即（至少一般来说）借以形成判断的规律，可以总是被看做真的规则，而不是是真的规则。谁若将某物看做真的（心理学逻辑家至少把他们自己的思维看做真的），以此就承认某些是真的东西。但这样的话，确实可能还会有是真的规律，而且如果有这样的规律，则它们必然是被看做真的规范。这是真正的逻辑规律。艾切利斯在大众报1897年度第26期副刊上的《人类文化与哲学》一文中写道：

“但是我们现在大概很清楚，思维和行为普遍有效的规范不是片面地通过纯演绎（抽象而能获得的，而是通过对我们的心理物理组织的客观的、在广大民族意识中始终有效的基础规律进行经验批判的鉴定而获得的。）”

这里并不完全清楚，是涉及据以进行判断的规律，还是涉及应该据以进行判断的规律。似乎是涉及二者。就是说，将据以进行判断的规律确定为应该如何进行判断的规范。但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判断确实是完全根据这些规律由自身形成的。不！并非完全如此，尽管一般是这样，但并非总是这样！因此这些规律有例外；但是，例外本身确实又受规律支配。因此那些已建立的规律不是完美的。现在，凭什么从规律整体中分离出一部分并且将它确立为规范呢？这就好像人们想把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说成是规范，同时却必须遗憾地承认，行星由于本身的罪过不能严格循此规范，而是像顽皮的学童那样相互打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法就必须受到十分严厉的指责。

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将必须小心谨慎地避免偏离大多数人所走的道路。甚至也不能信任出类拔萃的天才：因为如果他们是规范的，他们就会是平庸的。

从心理学理解逻辑，就取消了证明一种信念正确的理由和实际产生这种信念的原因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证实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将是描述这种信念是如何得到的，由它推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心理原因。迷信和科学认识同样能够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将逻辑规律理解为心理规律，就很容易会问，它们是不是变化的，就像一种语言的语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发生变化一样。如果人们以类似于推出语法规则的约束力的方式推出逻辑规律的约束力，如果逻辑规律仅仅因为很少出现背离它们的情况而是规范，如果符合我们逻辑规律的判断是正常的，就像人直立走路是正常的一样，那么实际上无法否定上述可能性。正像很久以前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直立走路可能不是正常的一样，就思维来说，也可能那时是些正常的东西，今天不是正常的，而今天是不正常的东西可能将来成为正常的。只要语言还没有完全凝固，在一些语法问题上语感总是不可靠的，同样，在各个过渡时期逻辑规律方面必然也出现类似状况。例如，人们无法确定，每个对象是与自身同一的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其实不能谈论逻辑规律，而只能谈论逻辑规则，逻辑规则说明，在某一确切时间应该把什么东西看做规范的。不允许以“每个对象是与自身同一的”这种形式表达这样一条规则，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出现需要对它作出判断的表示本质的属，相反，人们必须这样说：“对于人来说——也许一些自然民族除外，人们还未研究他们的这一类问题——现在，每个对象是与自身同一的这个判断是规范的。”但是，如果有规律，即使是心理学的规律，那么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如果它们确实是真的，则它们总是真的，或更确切地说，它们的真是没有时间性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一条规律从某时起不再是有效的，我们就必须说，它根本是假的。但是，我们可能试图找到一种必然会附加的条件。如果我们假定，人的判断一度是根据每个对象是与自身同一的这条规律形成的，但后来就不是这样，那么原因大约可能是大脑皮层中磷的含量发生变化，于是我们也许必须说：“如果人的大脑皮层中磷的含量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超过4％，那么人的判断与每个对象是与自身同一的这条规律总是一致的。”

以这种方式与大脑的化学成分或解剖学性质相联系的心理学规律，至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在逻辑规律，这一类联系将是荒谬的；因为逻辑规律不涉及被此人或彼人看做真的东西，而涉及是真的东西。一个人将2×2＝4这个思想是看做真的还是看做假的，可能取决于他的大脑的化学成分，但是这个思想是不是真的，却不能取决于此。朱利乌斯·凯撒被布鲁图谋杀，这是不是真的，不能取决于蒙森教授大脑的性质。

人们有时提出这样的问题：逻辑规律是否能够随时间发生变化。是真的规律与所有思想一样，如果它实际是真的，则永远是真的。但是它们也可以不包含在此时满足而彼时不满足的条件，因为它们与思想是真的有关，这个思想如果是真的，其真则不受时间限制。因此如果在某时由某些思想的真得出一个思想的真，则必定永远由此得出其真。

让我们简要概括一下我们关于（真正的）思想的论述。

思想不像表象那样属于个别的心灵（不是主观的），相反，它们不依附于思维，以相同的方式（客观地）面对思维；思想不是由思维形成的，而仅由思维所理解。它们在这一点上类似于物理物体。它们与物理物体的区别在于它们是非空间的并且本质上没有时间性，可能人们确实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它们至少就其真正本质来说不受到变化的影响。由于它们是非空间的，因此与表象相似。

从思想的〔非〕心灵性质得出，对逻辑进行任何心理学的处理都是有害的。逻辑这门科学的任务正是从所有不同种类的东西、因而也从心理学的东西中提炼出逻辑的东西，并通过揭示语言在逻辑上的不完善性使思维从语言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逻辑探讨是真的规律，而不探讨被看做真的规律；不探讨人如何进行思维的问题，而探讨必须如何做才能不偏离真的问题。





否　　定





一个真正的思想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判断，那么我们要么把它作为真的而予以承认，要么把它作为假的而予以拒绝。但是最后这个表达能够使人产生误解，好像从现在起应该将被拒绝的思想作为完全无用的而尽快遗忘。恰恰相反，认识一个思想是假的与认识一个思想是真的可以是同样有价值的。实际上这两种情况之间根本没有区别。当我把一个思想看做假的，我就把（另）一个思想看做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思想与前一个思想是对立的。在德语中，我们通常在谓语中插入“并非”一词，以此表明一个思想是假的。但是这里的断定仍和往常一样表现为直陈式的形式，并不必然与“并非”一词相联系。当人们放弃断定时，就可以得到否定。人们可以说“彼得来罗马了这个思想”，同样可以说“彼得没来罗马这个思想”。因此我们看出，如果我断定彼得没来罗马，那么我的断定行为和判断行为与我断定彼得来罗马了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思想是对立的。因此每个思想都有一个对立的思想。这里有一种可逆的关系：如果第一个思想与第二个思想对立，则第二个思想也与第一个思想对立。当人们将彼得没来罗马这个思想说成是假的，人们就断定彼得来罗马了。插入第二个“并非”，结果可以将这个思想解释为假的：“彼得（并非）没来罗马”或“彼得没来罗马，这不是真的”。因此得出，双重否定相互抵消，对立的对立就是原身。

当涉及一个思想的真时，我们在对立的思想之间犹豫不决，并且我们以相同的行为承认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对立关系，例如美和丑，优和差，愉快和不愉快，数学和物理学中的正和负。但是我们的情况与这些关系有两点区别。第一，这里没有任何像零或非带电状态那样在对立之间居中性的中介位置的东西，人们也许可以说，零在正负方面与自身对立，但是没有思想会与自身对立。甚至对于虚构也是这样。第二，我们这里没有这样两类：一类包含着一些思想，另一类有其对立的思想，就好像有一类正数和一类负数一样。至少我还没有发现可用来进行这样一种分类的特征；因为“并非”一词在语言表达中的使用毕竟仅仅是一种完全表面的符号，而且也是不确定的。对于否定我们也有其他符号，譬如“非（kein），有时用前缀词“不”（un），例如“不及格”（ungenűgend）。由于“不及格”和“差”在涵义上确实很接近，因此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很容易以“差”表述“不及格”，而从“不及格”这个词中和从“差”这个词中都不容易辨认否定。考虑到这一点，若要将“这篇论文是差的”，“这篇论文是及格的”，“这篇论文并非是差的”和“这篇论文是不及格的”这些句子中前两个所包含的思想归为一类，后两个所包含的思想归为另一类，则确实不太合适。人们无法看出前两个思想的关系在哪些方面比第一个和第四个思想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否定不仅能够在主句的谓语中出现，而且也在其他位置出现，并且这样的否定不能简单地相互抵消，例如对于“并非所有论文都是不及格的”这个句子，就不能说，“所有论文都是及格的”，或者，对于“谁不勤奋，谁就得不到酬劳”这个句子，就不能说“谁勤奋，谁就得到酬劳”。若再以“谁得到酬劳，谁就勤奋”，“谁不勤奋，谁就一无所得”，“谁懒惰，谁就得不到酬劳”，“24
 并非是与42
 不同的”和“24
 等于42
 ”这些句子与上面的句子加以比较，就将看出，这里遇到十分棘手的问题。此外，根本不值得在这里花费气力寻找解答，以摆脱困境。至少我不知道有任何逻辑规律会考虑到要将思想划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种类。因此，只有当我们觉得这种划分是必然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这一问题。那时大概确实会提供一种适用于这一目的的标志。

顺便说一下，“不”这个前缀并非总用于否定。“不美”就其涵义来说与“丑”几乎不能区别。这里我们有美的对立，但不是否定的对立。因此，“这间房屋并非是不美的”和“这间房屋是美的”这两个句子的涵义不同。





思想的联结





如果陪审官对“被告是蓄意点燃一堆木头并且（蓄意）引起一场林火吗？”这个疑问予以肯定，则他们以这种肯定行为同时断定了下面两个思想：

1）被告故意点燃一堆木头，

2）被告故意引起一场林火。

尽管疑问中有一个思想，（因为可由一个判断回答它），但这个思想却是由两个思想复合构成的，而它们也可以被分别判断——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我通过肯定整个思想同时肯定其部分思想。现在这可能显得差不多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这个问题也不太重要；但是事实将表明，这个问题与非常重要的逻辑规律密切联系。通过否定这样一个复合构成的思想就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一点。陪审官将在什么时候必须否定上面提到的那个疑问呢？显然，他们只要将这两个部分思想中的一个看做假的，例如，只要他们认为，被告尽管故意点燃这堆木头，却没打算由此引起这场林火，他们就必须否定这整个疑问。

注　释


（1）
 当一个虚假专名出现在构成这个句子的一部分的间接引语中时，有例外情况。


（2）
 戴德金先生在他的论文《数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第66条定理中像我一样使用这个词。因为他在那里要证明，所有能够成为他思考对象的事物整体是无穷的。假定s是这样一个对象；然后戴德金先生称φ（s）为这样的思想：s可以是他思考的对象。现在，φ（s）这个思想本身可以是他思考的对象。据此，φ（φ（s））是这样的思想：s可以是他思考的对象这一思想可以是他思考的对象。由此看出，“φ（φ（φ（s）））”、“φ（φ（φ（φ（s））））”等等应该意谓什么。对于证明至关重要的是：“s可以是戴德金先生思考的对象”这个句子总是表达一个思想，只要“s”这个字母表示这样一个对象。现在，如果正像戴德金先生要证明的那样，有无穷多s这样的对象，那么必须也有无穷多φ（s）这样的思想。但是现在如果假定戴德金先生没有思考过无穷多的思想，那么大概不能说是对他的不敬吧。他也不能预先假定别人已经思考过无穷多可成为他思考对象的思想；因为这样他就要预先假定了要被证明的东西。如果现在还没有思考过无穷多的思想，那么在那些无穷多的思想φ（s）中必然有无穷多没有思考过的，因而对于思想来说被思考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我所断定的。如果仅有被思考的思想，那么“φ（s）”这个符号并非总有一个意谓；为了确保它有这样一个意谓，“s”意谓可以是戴德金先生思考对象的东西，这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到它能够是这种东西。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φ（s）”这个符号对于有关的s就没有意谓。太阳（⊙）可以是戴德金先生思考的对象；因此，“⊙”，“φ（⊙）”，“φ（φ（⊙））”，……这个符号系列的前两个也许还有随后的几个符号就有意谓；但是随着这个系列的继续，最终必然总是达到一个没有意谓的符号，因为它所应该表示的思想没有被思考，因而不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φ（s）”就会类似于一个并非对每个自变数值都是收敛的幂级数。“φ（s）”这个符号若是没有涵义，则这个幂级数就相应地是发散的。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幂级数在0和4之间是收敛的，而对于大于4的自然数值是发散的；如果我们再假定，这个幂级数对于自变数1的值是2，对自变数2的值是5，那么1，2，5这些数字组成的相应系列就中止了，不会无限继续下去。如果只有被思考的思想，那么⊙，φ（⊙），φ（φ（⊙）），……这个系列同样不会无限继续下去。因此，戴德金先生这个证明的有效性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思想不依赖于我们的思考而存在。由此可见，“思想”一词的这种使用方式是完全不受自身约束的。


（3）
 人们可能还未理解这个问题的难点。人们通常满足于思想悄悄地溜进表象行为，因此人们自己也不知道思考实际上是怎样出现的。


逻辑导论

（1906年秋）





消除谓词的断定力





人们可以表达一个思想，又不断定它。语言中确实缺少一个唯其有断定任务的词或符号。因此，甚至在逻辑著作中谓述似乎也与判断结合在一起。因此人们不大知道，逻辑学家叫做判断的东西是否应该是一个带有或不带有是真的这一判断的思想。根据这个词，思想应该带有
 这一判断，但是语言的使用多种多样，以致不带有真正的判断实质，即不带有对真的认识。我大致像逻辑学家使用“判断”一词那样使用“思想”一词
 。思维是对思想的把握。在把握一个思想之后，可以承认（判断
 ）它是真的并且表达出（断定
 ）这一承认。也应消除否定的判断力。每个思想都有一个对立的思想，因此拒绝一个思想总是同时承认另一个思想。人们可以说，判断行为是在对立思想之间的选择。拒绝一个思想和承认另一个思想均是一种
 行为。因此拒绝不必有特别的名称，不必有特别的符号。在区分思想的各部分之前，可以谈论否定。否定是属于整个句子还是属于谓语部分，这样的争论如同关于大衣是裹住了已穿着衣服的人还是与其他几件衣服结为一体这样争论一样，是毫无结果的。当大衣裹住已穿着衣服的人时，它自身与其他几件衣服结为一体。形象地说，可以将思想的谓语组成部分看做主语组成部分的外壳。继续添加的外壳自动与已有的外壳结合起来。





假言句子联结





如果人们说在假言判断中两个判断相互联系，那么人们在这里使用“判断”一词并没有同时考虑对真的承认。因为即使人们表达出带有断定力的整个句子结构，人们依然既没有断定条件句中思想的真，也没有断定结果句中思想的真。相反，对真的承认涉及这整个句子结构表达的思想。如果进行更精确的检验，就会在许多情况发现，仅条件句并不表达思想，仅结果句（准句子）也不表达思想。在这种情况，通常有概念的下属关系。这里常常混淆了两点，一点是大概首先由我区别出来的东西，即我以条件杠表示的关系，另一点是普遍性。前者大致相应于逻辑学家愿意以“判断之间的关系”说明的东西。就是说，关系符号（条件杠
 ）使两个句子、而且是真正的句子相互联结起来，因此这两个句子均表达一个思想。

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传说和虚构，只考虑涉及科学意义的真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说，每个思想要么是真的
 ，要么是假的
 ，terti um non datur（没有第三种情况）。谈论一个思想在一些情况是真的而在另一些情况是假的，这是毫无意义的。同一个思想不能时而真，时而假，相反，人们在这样说时所考虑的情况总是涉及不同的思想。人们相信有相同的思想就在于人们有相同的词句，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相同的词句将不是一个准句子。人们对于符号与符号表达的东西并非总有足够的区别。

如果有两个思想，那么只有四种可能的情况：

1．第一个思想是真的，第二个思想也是真的；

2．第一个思想是真的，第二个思想是假的；

3．第一个思想是假的，第二个思想是真的；

4．两个思想都是假的。

现在如果不出现上述第3种
 情况，就有我以条件杠
 所表示的关系。表达第一个思想的句子是结果句，表达第二个思想的句子是条件句。我提出这种解释至今几乎28年了。那时我相信，我只需点到为止，而别人一定立即会比我了解得更多。而现在，经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多的时间，大多数数学家对这个问题毫无所知，甚至逻辑学家也是这样。多么迟钝啊！学者们的这种态度使我想到一头公牛在一扇新门前的态度：它惊奇地注视着，它吼叫着，它试图从旁边挤过去；而从中间走过去，却可能会是危险的。我的确相信，这乍看上去是令人吃惊的，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早就会发现了。人们必须听凭最初粗浅的印象来决定吗？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对此进行思索吗？不，因为这可不是聪明行径。人们也许发觉思想之间缺少一种内在联系；人们不太明白，对于思想只应该考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实际上根本不应该考虑思想内容本身。这与我关于涵义和意谓
 所断定的东西有关。现在，毕竟有人试图给出一种解释，说思想本身更起作用，而且这大概将表明，要么还需要由思想补充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完全多余的，由此只是把问题复杂化，不会有任何收益，要么句子（条件句和结果句）是准句子，它们均不表达思想，因此实际上并不是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使思想联系起来，而是使概念或关系联系起来。那么我以条件杠所表示的关系是一种能够在思想之间形成的关系吗？其实不是！这里只能说，这种关系的符号
 （正是条件杠）使句子联结起来
 。后面还要对这种解释加以补充，使得对象的名字
 也能以条件杠联结起来。但是在开始还是少考虑这一点。更清楚地考虑普遍性肯定会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它。





普　遍　性





只有在这里才促使我们将一个思想分析为一些
 不是思想的部分
 。最简单的情况是二分的情况。各部分是不同种类的：一类是不饱和的，另一类是饱和的（完整的）。这里必须考虑被传统逻辑表示为单称
 判断的思想。这样一个思想表达了一个对象的某种情况。表达这样一个思想的句子由一个专名
 和一个谓词
 部分组成，这个专名相应于这个思想的完整的
 部分，这个谓词部分相应于这个思想的不饱和的部分。此外，这种单称性质其实不适于思想本身，而只适于一种可能的分析方式。可能同一个思想根据另一种分析能够表现为特殊的（耶稣基督为他的学说赢得了一些人）。专名表示对象，因而一个单称思想涉及对象。但是人们不能说对象是思想的一部分，就像专名是相应的句子的一部分一样。冰雪覆盖的勃朗峰不是勃朗峰高达4,000米以上这个思想的一部分。相反，人们只能说，这个思想的一部分以某种仍需考虑的方式相应于这个对象（涵义和意谓）。通过分析单称思想，人们得到完整的和不饱和的组成部分，它们当然不会孤立出现；但是一类的每一组成部分与另一类的每一组成部分一起形成一个思想。现在，如果不饱和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应期待，这样形成的这个思想将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但是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们结合在一起是真的。例如，令以“是与自身相等的”这一短语表达不饱和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不饱和部分的一种特殊性质。这样我们获得一个新思想（所有事物是与自身相等的），它与（二是与自身相等的，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这些单称思想相比是普遍的。“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月亮”）位置，但它本身确实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人们在逻辑中常常受到语言很大的影响。为此，《概念文字》对于帮助人们摆脱语言形式是有价值的。不说“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而说“月亮是与月亮相等的”，也可以不改变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专名在句子的一个位置上还是多个位置上出现，是不重要的。但是在向普遍性过渡时语言中不允许“所有事物”一词在两个位置上出现。“所有事物是与所有事物相等的”这个句子就不会产生预想的涵义。人们可以像数学应用那样使用一个符号，譬如说“a是与a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符号在一个专名的（多个）位置上，但是本身不是专名，没有意谓，而只是用来赋予这个句子以内容的普遍性。符号的这种使用更为简单，而且从逻辑的观点看，更为合适，因而比语言为这个目的所提供的工具更为优越。

如果一个句子整体由两个以“并且”联结的句子组成，而这两个句子各自均表达一个思想，那么也应该把这个整体的涵义理解为一个思想，因为这种涵义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它是真的，如果这两个部分思想均是真的，它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即如果这两个部分思想至少有一个是假的——都是假的。如果我们称这个整体的思想为这两个部分思想的合取，那么正如每个思想都有其对立的思想一样，这个合取也有其对立的思想。现在很清楚，与第一个思想的对立思想和第二个思想这两个思想的合取相对立的思想是什么。这就是我以条件杠表达的东西。第一个思想的句子又是结果句，第二个思想的句子又是条件句。但是，我们可以称表达与第一个思想的对立思想和第二个思想这两个思想的合取相对立的思想的整个句子为假言句子，其结果句是第一个思想的表达，其条件句是第二个思想的表达。我们要称这个假言句子的思想为假言思想，其结果是第一个思想，其条件是第二个思想。现在如果不仅在结果句而且在条件句中都出现相同的专名，那么考虑到分析成相应于专名的完整部分和其他不饱和部分，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假言思想看做是单称的。现在，如果我们使不饱和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如同这整个考虑一样，这里的前提是我们不是在传说和虚构中漫游，而是在关于（在科学意义上为）真的领域中探索，因此每个专名实际上也实现了表示一个对象的目的，因而不是空的。这里所说的完整的思想部分尽管本身不是由专名表示的对象，却与它们相关；如果并非所有事物都属于虚构范围，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对象。否则根本不能谈论思想的真。因此我们假定，在一个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单称的假言思想中，如果我们如上所说使不饱和的部分保持不变，那么无论我们应用哪些完整部分来使之饱和，在给定情况下总是得到一个真的思想。由此我们达到一个普遍的思想，而我们由之出发的单称假言思想似乎是这种思想的一种特殊情况。例子：


第一个思想
 ：3的平方是大于2的。


第二个思想
 ：3是大于2的。


第一个思想的对立思想
 ：3的平方不是大于2的。


第一个思想的对立思想和第二个思想这两个思想的合取
 ：3的平方不是大于2的并且3是大于2的。


与第一个思想的对立思想和第二个思想这两个思想的合取相对立的思想
 ：3的平方不是大于2的并且3是大于2的，这是假的。

这就是这样一个假言思想，其结果是第一个思想，其条件是第二个思想。“如果3是大于2的，那么3的平方是大于2的”这种语言表达大概有些勉强，用“2”代替“3”所得到的表达“如果2是大于2的，那么2的平方是大于2的”也许更为勉强。但是，2的平方不是大于2的并且2是大于2的是假的，这却是一个真的思想。因此可以不用3而用任意一个数，总是得到一个真的思想。但是如果不用数，而用一个对象又当如何呢？从“a大于2”出发，以一个对象的专名代替a所得到的每一个句子都表达一个思想，而且如果这个对象不是数，这个思想就总是假的。第一个句子的情况不同，因为从“a的平方”出发，以一个对象的专名代替“a而得到的表达式，只有在这个对象是一个数时才表示一个符合普通谈论方式的对象。这是由于对“平方”的通常解释是不完善的。但是可以通过下述规定弥补这种缺陷：如果一个对象不是数，那就应该把它的平方理解为它自身，但是必须在算术的意义上理解“一个数的平方”。在这种情况下，从“a的平方是大于2的”这个模式总得到一个句子，而当以一个不是数的对象的专名代替“a”时，这个句子就表达一个假的思想。在做出这一规定之后，在我们举例的这个假言句子中就可以不代入数字3，而代入任一对象的专名，并将总得到一个表达真的思想的句子。因此我们以这种方式达到的普遍的思想也是真的。我们可以将它表达如下：“如果某物是大于2的，那么它的平方是大于2的”，或者更恰当地说“如果a是大于2的，那么a的平方是大于2的”。带有“如果”的这个短语似乎最符合语言习惯。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再有两个相联系的思想。如果我们以一个对象的专名代替字母“a”，我们就得到一个句子，它的思想似乎是这种普遍思想的特殊情况。在这样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得到两个在整体的思想之外的、表现为结果和条件的思想。我们可以分别理解它们。但是我们再不能将这个表达普遍思想的句子分开，同时又使其诸部分有意义。因为“a”这个字母应该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体，而不是赋予部分句子。“a是大于2的”这个部分不再表达思想，既不表达一个真思想，也不表达一个假思想，因为“a”既不应作为一个专名表示一个对象，也不应赋予这个部分以内容的普遍性，它对这部分根本没有用，对于譬如赋予这部分一种涵义没有任何帮助。在另一部分“a的平方是大于2的”也是同样。此部分的“a”指示彼部分的“a”，正因为这样，这些部分不能分离；因为它们若是分离，“a”应对整体涵义贡献的东西就会完全丧失，而且a就会失去作用。在拉丁语中，同样不能将带有“quot”和“tot”分句的句子结构分解为这些部分，同时又使它们均是有意义的。我称下面的东西为准
 句子，它具有一个句子的语法形式同时又不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式，但是它可以是一个句子结构的一部分，这个句子结构表达一个思想，因而应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句子。据此，在普遍句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区别出条件和结果；因为条件句和结果句现在成为准句子，它们不再表达思想。现在大概要这样表达，就好像在一些情况下满足条件，而且另一些情况下不满足条件。这就表明，那里叫做条件的东西不是思想；因为一个思想——始终不考虑传说和虚构——仅仅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同一个思想时而真，时而假，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恰恰有一个准句子，由此可以得到表达部分真思想、部分假思想的真正的句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恰恰是不同的。由于这种作用，像我们的例子中“a”一样用来赋予一个句子内容普遍性的字母，与专名具有本质不同。我说：专名表示（或意谓）一个对象；“a”暗示一个对象，没有意谓，不表示或意谓任何东西。在日常语言中，像“etwas”（某物）和“es”（这——无人称代词）这些词常常起字母的作用；有时甚至似乎没有什么词起这种字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语言是不完善的。对于识别逻辑的东西来说，使用字母比使用语言更有优点。现在让我们考察例子中普遍句子的准部分句子！它们均含有一个字母。如果我们以一个对象的专名代替这个字母，我们就得到一个真正的句子，这个句子现在似乎是由这个专名和其他部分构成的。其他部分相应于思想的不饱和部分，也是准句子的部分。因此除了这个字母以外，准部分句子均有一个相应于一个思想的不饱和部分的组成部分。这些不饱和的思想部分现在也是例中普遍思想的部分；但是这些部分需要一种联结剂才能相互结合；没有联结剂，两个完整的思想部分同样不能相互结合。如果我们将例中这个普遍的思想表达为：“如果a是大于2的，那么a是某物，其平方是大于2的”，那么“某物，其平方是大于2的”和“是大于2的”这些词语就相应于刚才所说的那两个不饱和的思想部分。但是必须认为这里的“是”始终没有断定力。相应于联结剂的是“如果”和“那么”这两个词，以及“a”这个字母和“是”字两次位于“a”后面的词序。
（1）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特殊的联结实际上是通过否定、建立一种合取、再否定并且使之普遍化（sit venia verbo）而形成的。





涵义和意谓





专名应该表示对象。我们称专名所表示的对象为专名的意谓。另一方面，专名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句子的组成部分。那么对象与思想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勃朗峰高达4000多米”这个句子我们已经看出，对象不是思想的一部分。那么为了使句子表达思想，特别需要对象吗？人们一定说奥德赛不是历史人物，并以这个有矛盾的表达式说明“奥德赛”这个名字不表示任何东西，没有意谓。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会因此否定《奥德赛》中所有出现“奥德赛”这个名字的句子有思想内容。现在让我们设想，我们相信，与我们迄今的观点相反，《奥德赛》中“奥德赛”这个名字确实表示一个人。由此含有“奥德赛”这个名字的句子会表达不同的思想吗？我不相信。这些思想实际上仍会保持不变；它们只会由虚构领域上升至真这一领域。因此，一个专名所表达的对象对于一个含有这个专名的句子的思想内容似乎是完全不重要的。是对于思想内容！此外，我们是在虚构领域还是在真这一领域探索，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完全不重要的。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由此得出，一定还有些东西与专名结合在一起，它们与被表示的对象不同并且对于含有这个专名的句子的思想至关重要。我称这样的东西为专名的涵义。正像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一样，专名的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

殊途同归。同一个对象常有许多专名；但这些专名并不全都是可互换的。这只能如下解释：具有相同意谓的专名可以有不同的涵义。“勃朗峰高达4000多米”这个句子与“欧洲最高的山峰高达4000多米”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不同，尽管“勃朗峰”这个专名与“欧洲最高的山峰”这个表达式表示相同的山峰，而后一个表达式根据这里采用的谈论方式也是一个专名。“昏星与昏星是同一颗星”和“昏星与晨星是同一颗星”这两个句子仅通过一个具有相同意谓的专名而相互区别。然而它们表达出不同的思想。因此，“昏星”这个专名的涵义一定不同于“晨星”这个专名的涵义。由此得出：专名带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与专名的意谓不同，它即使在一些具有相同意谓的不同专名那里也可以是不同的，并且它对于含有专名的句子的思想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出现专名的真正的句子表达一个单称的思想。我们在这个思想中区别出一个完整的部分和一个不饱和的部分。前者相应于专名，但不是专名的意谓，而是专名的涵义。我们将思想的不饱和部分也理解为一种涵义，即这个句子除专名外的其他部分。按照这一规定，我们将思想本身也理解为涵义，即句子的涵义。正像思想是整个句子的涵义一样，思想的一部分是一个句子部分的涵义。因此，思想似乎与专名的涵义同属一类，但与专名的意谓完全不同。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可将思想的不饱和部分看做是相应的句子部分的涵义，但是相应于思想的不饱和部分是不是根本没有可理解为相应的句子部分的意谓这样的东西。一个专名有一个意谓，尽管这对于纯思想内容不重要，但在其他情况下却是最重要的，至少当我们采取科学态度时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是在虚构领域还是在真这一领域。现在确实难以想象，专名竟会与一个单称句子的其他部分如此不同，以致只有在专名那里，一个意谓的存在才会十分重要。相反，我们必须假定，如果整个思想应该在真这一领域之中，那么相应于句子中其余那些以思想的不饱和部分作为涵义的部分，一定有意谓范围的东西。此外，在句子的这些其余部分也可以出现其意谓十分重要的专名。如果一个句子中出现多个专名，就可以用不同方式将有关思想分析为一个完整的部分和一个不饱和的部分。这些专名各自的涵义均可以作为完整的部分而和作为不饱和的思想的其他部分相对照。语言确实也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思想，即有时以这个专名，有时以那个专名作语法主语。人们大概会说，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具有同等价值。这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注意，语言不仅表达思想，而且也给思想以某种专门的说明或色彩。即使思想是相同的，这些说明或色彩也可以是不同的。无法想象，意谓只是对专名才是重要的，而对与专名相联系的其他句子部分就不重要。如果我们说“木星是大于火星的”，那么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我们在说天体本身，在说“木星”和“火星”这两个专名的意谓。我们说，它们处于某种关系中，我们以“是大于的”这个短语表示它。这种关系在这些专名的意谓之间，因而本身一定属于意谓的范围。因此人们必将承认“是大于火星的”这个句子部分也是有意谓的，而不［仅仅］是有涵义的。如果我们将一个句子分析为一个专名和其余部分，那么这其余部分就有一个不饱和的思想部分作涵义。但是我们称它的意谓为概念。当然，这样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这是语言迫使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说，当我们引入“概念”一词时，我们默认句子可以有“A是一个概念”这种形式，而这里A是一个专名。这样我们就把恰恰是一个好像完全不同种类的东西称为这个对象。由于相同的原因，“句子的其余部分的这个意谓”（“Die Bedeutung des űbrigen Teils des Satzes”）这一短语中的定冠词其实也是错误的。但是语言迫使我们如此含糊，而我们为了不犯错误，为了不混淆对象和概念之间鲜明的界线，我们除了时时意识到这种含糊之外别无选择。形象地说，我们也可以称概念为不饱和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具有谓词特征。

我们考察了由一个准结果句和一个准条件句组成的句子结构的情况，这里，这些准句子含有一个字母（譬如“a”）。这些准句子各自的其余部分均相应于一个不饱和的思想部分。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样一个思想部分是相应的句子部分的涵义，我们刚才将这样的句子部分称之为其余部分。于是这样一个句子部分也有一个意谓，我们已称这个意谓为概念。因此我们有一个概念，它作为意谓属于准条件句的其余部分，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它作为意谓属于准结果句的其余部分。现在这些概念在这里有了一种特殊联系（我们也可以说“关系”），我们称它为下属关系，而且我们说，准条件句这个概念下属于准结果句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将一个单称句子理解为由一个专名和其余部分构成，那么相应于这个专名就有一个对象作意谓，相应于其余部分就有一个概念，而对象和概念在这里似乎有一种联系或关系，我们称它为从属关系。对象从属于概念。显然，从属关系与下属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从句子部分看出它们有意谓；那么整个句子也有一个意谓吗？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真这一问题，如果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那么我们要求句子中出现的每个专名都有一个意谓。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对于句子的涵义，即思想来说，句子部分是否有意谓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一定还有某种与思想不同的东西与句子结合在一起，对于这种东西来说，句子部分是否有意谓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东西应该叫做句子的意谓。但是，这种东西对之至关重要的那唯一的东西就是我称之为真值的东西，即思想是真的还是假的。传说和虚构中的思想不必有真值。一个句子含有的专名若是没有意谓，则这个句子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它大致表达的思想属于虚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句子没有意谓。有两个真值：真和假。如果一个句子确实有一个意谓，那么这个意谓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如果能够将句子分析为部分，而这些部分均是有意谓的，那么这个句子也有一个意谓。可以将真和假称为对象，因为不仅句子，而且句子的涵义，即思想都有完整部分的特征，而不是不饱和部分的特征。如果我发现的不是真和假，而是两种化学元素，在学术界造成的印象就会大得多。如果我们说：“思想是真的”，我们似乎将真作为性质赋予思想。这样我们就好像有从属关系这种情况。思想作为对象从属于真这一概念。但是在这里语言欺骗了我们。我们得到的不是对象与性质的关系，而是一个符号的涵义与其意谓的关系。甚至“2是一个素数，这是真的”这个句子其实也不比“2是一个素数”这个句子表示得更多。如果说我们在第一种情况表达了一个判断，那么这并不在于“真”这个词，而在于我们赋予“是”这个词的断定力。但是我们在第二个句子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舞台上的演员也将能够像说出第二个句子那样轻松地毫无断定力地说出第一个句子。
（2）



一个真正的句子是一个专名，如果它有一个意谓，它的意谓就是一个真值：真或假。我们可以将一些句子分析为一个完整的部分和一个不饱和的部分，这里，前者又是一个专名，后者意谓一个概念。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一些其意谓不是真值的专名分析为一个完整的部分和一个不饱和的部分，这里前者又是一个专名。如果这个不饱和部分应该是有意谓的，那么它一定通过任意一个有意谓的专名而饱和，又产生一个有意谓的专名。如果这是合适的，我们就称这一不饱和部分的意谓为函数。然而这里对于语言迫使我们造成的含糊性必须有所保留，就像前面引入“概念”一词时有所保留一样。一个句子的不饱和部分（其意谓被我们称为概念）必然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通过每个有意谓的专名而成为饱和的，就产生一个真正的句子；就是说，产生一个真值的专名。这就是概念的鲜明界线所要求的。每个对象必须要么处于，要么不处于一个给定的概念之下，tertium non datur（没有第三种情况）。由此得出刚才对函数提出的类似要求。例如，我们从“3－2＞0”这个句子出发。我们将它分析为“3－2”这个专名和“＞0”这个其余部分。人们可以说，这个不饱和的部分意谓正数概念。这个概念必须是严格限定的。每个对象必须要么处于要么不处于这个概念之下。让我们现在将“3－2”这个专名进一步分析为“2”这个专名和“3－”这个不饱和的部分。现在我们将“3－2＞0”这个原初的句子也可以分析为“2”这个专名和“3－　＞0”这个不饱和的部分。它的意谓是从3减去而得出一个正余数的东西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必须是严格限定的。如果现在有这样一种有意谓的专名α，通过它可使不饱和的部分“3－　”得到饱和，并且不产生有意谓的专名，那么通过α也会使不饱和的部分“3－　＞0”得到饱和，并且不产生真正的句子；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说，由α所表示的对象是否处于是“3－　＞0”的意谓这个概念之下。由此可以认识到，对算术符号的通常解释是不充分的。

注　释


（1）
 德文词序与汉语不同。这里的原文是：“'Wenn a gröβer als 2 ist,so ist a et was,dessen Quadrat gröβer als 2 ist',…….Dem Bindemittel entsprechen die Wörter 'wenn' und 'so', der Buchstabe 'a' und die Wortstellung,indem 'ist' einmal am Ende,das zweite Mal unmittelbar nach 'so' steht.”——译注


（2）
 关于算术中字母使用的注释：人们在算术中使用字母，一般不谈论使用字母的方式、目的和证明，也许甚至完全不了解这些问题。在代数中使用字母表示未知的东西（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可以允许使用这一表达式，尽管可能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这与算术中通常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同，尽管表面上可能是不同的。总的说来，即使在算术中，也应赋予字母以内容的普遍性。但是赋予什么东西呢？这一般不是一个单个的句子或语法意义上的句子结构，而是一组表面完全独立的主句，它们的界线并非始终能够很容易被认识。逻辑实际上必须要求将这些表面独立的句子结合成一个句子结构；但是如果满足这个要求通常就会产生语言怪物。在概念文字中，判断杠除断定力以外还有划定拉丁字母的普遍性范围的能力。但是为了能够把普遍性限定于一个较小范围，我使用德文字母。在使用这些字母时，凹处起限定范围界域的作用。在算术中有时也出现一种与我在概念语言中德文字母的使用大致相应的使用字母的情况。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说明人们意识到这种使用方式是一种特殊方式。也许大多数数学家在读到这一点时也不会知道我暗示的是什么。我自己直到后来才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在辅助工具，而且大概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至少以一种更精致的辅助工具替代日常语言，才能注意到一些区别。但是，学者们迄今一般都不屑于掌握这种辅助工具。


数学中的逻辑

〔1914年春〕






数学比其他科学与逻辑的联系更为密切
 ；因为数学家的全部活动几乎都是进行推理。尽管在其他科学中也偶尔出现推理，但是在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中，推理活动都没有占据如此广大的范围。除了推理活动外，下定义也属于数学家的活动。下定义在大多数学科中完全不重要，仅在法学中有些重要性，因为这门学科在某些方面接近数学，但是它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法学从历史和心理经验中提取材料，因此这些材料必然要占据它的相当一部分分量。而数学中却没有与此相似的情况。


进行推理和下定义要服从逻辑规律
 。由此可知，逻辑对于数学比对于其他学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如果现在将逻辑看做哲学，那么结果就是数学和哲学之间存在一种特别紧密的联系，科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兹，牛顿，康德）。


但是数学是否也有独特的
 、因而不从属于逻辑的推理方式
 ？这里可以指出从n到n＋l的推理，即伯努利归纳法。但是一种数学独特的推理方式也必须服从一条规律。而且，如果这条规律实际上不是逻辑的，则将属于数学；它将可以和这门科学的定理或公理排列在一起。例如，伯努利归纳法基于一条可如下表述的规律：

如果数1有性质Φ，并且，如果若对每个正整数n，它有性质Φ，则n＋1也有这种性质Φ，那么每个正整数都有性质Φ。

如果能够证明这条规律，就会把它列为数学定理，否则列为公理。如果根据数学归纳法进行推理，那么实际上是应用这条数学定理或公理；就是说，将它的真作为推理的前提。例如（a＋b）＋n＝a＋（b＋n）这个命题的证明。

因此在其他情况也将能够将一种数学特有的推理方式化归为一条普遍规律，如果不是逻辑规律，那就一定是数学规律。然后根据普遍的逻辑规律，从这条规律推出一些结论。

现在让我们更细致地考虑数学中的一些过程，首先考虑推理活动
 。



推理串的倒退过程



我们可以区别两种推理：从两个前提的推理和从一个前提的推理。

现在，在数学中是如下进行的：我们选择一个或两个已被承认为真的命题为推理的前提。这样获得的结论是一个新的数学真命题。这个真命题又可以单独地或与另一条真命题结合起来用于继续推理。每个这样获得的真命题其实都可以称为一条定理。但是人们一般只称这样一个真命题为定理，它不仅是通过一个推理获得的，而且本身又在这门科学的建设中不仅用于一个推理的前提，而且用于许多推理的前提。这样就建立了真命题的推理串；而且，这门科学的进展越大，这种推理串就越长并且数量就越大，定理就变得越具有多样性。

但是若问每一条定理是由哪些真命题得出的，就可以追寻这些推理串的倒退过程。如果在推理串的前进过程中扩大了定理的多样性，那么在倒退过程总是缩小定理的范围。前进的可能性似乎是没有限制的，而当倒退到不再能从其他命题推出的真命题时，倒退过程就完结了。于是我们遇到了公理、公设，也许还有定义。后面将更仔细地考察这一点。如果我们从一条定理出发将推理串倒退推演，直至我们达到另一些定理或公理、公设或定义，那么我们就发现一个推理串，它从已知定理、公理、公设或定义出发，以我们的这条定理结束。

所有这些推理串构成我们这条定理的证明
 。我们可以说，证明从被承认为真的命题出发，通过推理串导致定理。但是证明也可能只由单一一个推理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是通过真命题进行的，这些真命题之所以不叫做定理，仅仅是因为它们只在这个证明中出现，而不用于其他情况。证明不仅应该使已证命题的真令人信服，而且应该揭示真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为此欧几里得就已经证明了一些因为本身不证自明而似乎不需要证明的真命题。



证明



科学要求对任何需要证明的东西进行证明，直至达到不可证明的东西才罢休。科学必须努力尽可能缩小不可证明的原始真命题
 的范围；因为整个数学包含在这些原始真命题中，如同包含在一个胚胎中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仅在于数学要从这个胚胎中发展起来。数学的本质必然由这种胚胎决定；直到人们认识了这些原始真命题时，人们才明白数学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终于发现了那些真命题，并且数学由之发展起来，那么数学就表现为一个通过逻辑推理而相互联结的真命题系统。



原始真命题



欧几里得有过这种关于系统
 的想法；但是他没有实现这个想法，而且我们今天几乎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离这一目标。我们看到数学家们各自研究一部分；但是这些部分并不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这种关于系统的想法看来几乎已经不能实现了。然而为系统而努力是完全正确的。今天这种普遍的缺乏联系的现象不会永远令人满意。只有通过系统才能建立起秩序。但是建立系统就要求人们在前进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逻辑推理。



数学系统



推理者必须知道他的前提是什么。不能容忍将前提与进行推理的纯逻辑规律混淆起来；因为这会使推理丧失逻辑纯洁性，而且由于这种混淆不清，就不会将前提清晰地区别开。但是，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前提，就不能可靠地回溯至原始真命题，而没有原始真命题就不能建立系统。因此必须拒绝使用像“稍加考虑就能明白，”和“正像人们很容易看到那样”这样的用语。这种稍加考虑必须这样说，使得人们看到它由哪些推理构成，同时在这些推理中用了哪些前提。在数学中人们不能满足于某物是显然的或人们相信某物，相反，人们必须力求清楚地认识推理的内部结构，根据这种认识才能确信某物。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原始真命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系统。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公理、公设和定义：


公理
 是和定理一样的真命题，但是，它们是在我们的系统中没有被证明而且也不需要证明的真命题。由此得出，没有假公理，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对其真有疑问的假思想为公理；因为一个思想若是有疑问的，则要么是假的，因而不是公理，要么尽管是真的，但是需要证明，因而不是公理。并非每个不需要证明的真命题都是公理，因为它们在我们的系统中毕竟总可以证明。因此，一个真命题是不是公理，也依赖于系统；很可能一个真命题在一个系统中是一条公理，而在另一个系统中不是一条公理。因为可以想象，有一个真命题A和一个真命题B，它们每一个均可以与真命题C、D、E、F结合而证明另一个，而真命题C、D、E、F本身既不足以证明A，也不足以证明B。现在如果C、D、E、F可以作为公理，我们就要选择，我们是要将A、C、D、E、F看做公理，而将B看做定理，还是将B、C、D、E、F看做公理，而将A看做定理。由此我们看出，一个系统的可能性不必排除另一个系统的可能性，我们也许可以在不同系统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实际上人们只能够就某一特定系统谈论一条公理。



公理



这里可以插入一段关于“思想
 ”和“句子
 ”这两个表达的说明。我用“句子”一词指称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一般是复合构成的，无论其部分是语音还是文字。当然这个符号必须有涵义。这里我将只考虑我们用以表达某物或断定某物的句子。我们可以将一个句子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以另一种语言表达的这个句子与原初的句子不同；因为它由不同的组成部分（语音）复合构成并且其复合构成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如果翻译是正确的，它就表达相同的涵义。这种涵义实际上正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句子对我们有一种价值，这是因为我们在句子中认识到一种涵义，而且我们在翻译中也将重新认出这种涵义是相同的。我称这种涵义为思想。我们证明的不是句子，而是思想，我们在证明时使用哪种语言，是无关重要的。当然，人们在数学中常常谈到一条原理的证明，这里，人们将句子一词理解为我称为思想的东西，或者也许人们并不对语词或符号表达式和被表达的思想进行严格区别。但是，为了清晰性，最好做出这种区别。思想不是感官可感觉的；但是我们将句子作为它的一种可听见或可看见的代表。因此我不说“原理”，而说“定理”，不说“准则”，而说“公理”。并且以定理和公理指真的思想。但是由此也说明，思想不是主体的东西，不是我们心灵活动的创造物；因为我们从毕达哥拉斯定理得到的思想对于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它的真完全不依赖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考虑它还是不考虑它。不应将思想行为看做创造思想，而应看做理解思想。



插入关于句子和思想的说明



乍看上去，公设
 似乎与公理有本质区别。我们在欧几里德著作中发现下面这条公设：“令每一点到任何另一点可画一条直线”。



公设



这条公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进行构造。因此这条公设似乎展示了可以形成所有构造的最简单的活动，并且使其成为可能。起初也许人们可能认为，这对证明没有任何帮助，而仅有助于解题。但是若这样看就是错误的，因为证明有时需要一条辅助线，有时也需要一个辅助点，一个辅助数，即一般需要一种辅助的东西。在证明一条定理时，一个辅助的东西是这样一个东西，定理本身对它不作任何表述，但在证明时却使用它，以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证明就不能成立。因此看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能够制造它，我们使用一条公设，为的是保证这种可能性。但是，究竟什么是画一条线呢？无论如何这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线，即不是我们以一支铅笔画一道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以这种方式将位于天狼星的一个点与位于参宿七的一个点联结起来呢？我们的公设不会指这样一种外在行为，而是指某种精神的东西。但是这里涉及的不是主观的、心理的可能性，而是客观的可能性。实际上，一条定理的真确实不能依赖于我们的行为，它完全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因此我们只能如下理解这个问题：当我们画一条直线时，我们只能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之外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这条公设的本质内容是：对每两个点都有一条使它们联结起来的直线。因此这条公设同公理一样也是一个真命题，而它的特殊性仅在于：它断定存在具有某种性质的东西。由此可见，实际上不必区别公理和公设。可以把公设看做一种特殊的公理。

我们现在考察定义
 。应该将解释
 和真正的定义区别开。在一门科学的开始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日常语言的语词。但是这些语词通常不完全适合于科学的目的，因为它们不够确切，在使用中也是不确定的。科学需要具有充分确定意谓的人工语言；为了获得对这些意谓的一致理解并且排除可能的误解，人们将做出解释。当然在这里也只能再一次使用一般语词，而这些语词也许表现出类似于需用解释来弥补的缺陷。因此似乎又必须有新的解释。从理论上考虑，这样根本达不到目标；从实际考虑，最终确实达到对语词意谓的一致理解。当然，这里必须能够依赖一种会意的协助，即依赖于人们猜测想到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构造系统之前，而不属于系统。在构造系统时必须预先假定，语词有明确的已知的意谓。从现在起我们可以不考虑解释，而考虑系统的构造。



定义解释

真正的定义



在构造系统时可能重复出现同一组符号（无论是语音、语音组合，还是文字），这促使人们引入一个简单符号表示这一组符号，并规定一个简单符号始终可以代替这组符号，正像句子一般是一个复合构成的符号一样，它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复合构成的，而且，思想的部分相应于句子的部分。因此，在一个句子中出现的一组符号一般也有一种涵义，而这种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如果如上所说现在引入一个简单符号表示这样一个符号组，那么这样一种规定就是一个定义。这个简单符号通过定义获得一种涵义，即与这个符号组所具有的相同涵义。定义对于系统并非是完全必要的。人们可以到处保留这个符号组。引入这个简单符号在内容方面不增加任何东西；这不过使表达更为简单，更为方便。因此定义实际上只与符号有关系，我们要把简单的符号称为被解释的符号，把它所替代的复合构成的符号组称为进行解释的表达式。只有通过进行解释的表达式，被解释的符号才能获得涵义。它的涵义是由进行解释的表达式各部分的涵义构成的。解释不是以这种方式从更简单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符号的涵义，而是把它当做简单的来对待；解释仅仅是为了在出现歧义表达式时避免误解。

通过定义给一个符号一种意谓，从此这个符号就带有这种意谓；而且定义转变为一个断定同一性的句子。当然这个句子实际上只含有一个重言式，这个重言式并不扩展我们的认识。这个句子包含一个真命题，这个真命题是自明的，以致它似乎没有内容；然而在构造系统时，表面上它被用作前提。我说表面上，这是因为在构造系统时，以一个推理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不形成新认识，最终只造成一种表达式的变化，但是如果表达式的简化显得不理想，就可以放弃它。事实上，不可能仅凭一个定义就证明一个没有定义就无法证明的真命题。每当确实表现为一条定义的东西使一个真命题的证明成为可能时，我们所有的就不是纯定义，相反在这条定义中一定隐藏某种东西，它们要么必然被证明为定理，要么必然被承认为公理。当然也可能看上去好像一条定义就可以做出一个证明。但是这里必须区别句子和句子中所表达的思想。如果在一个句子中出现进行解释的表达，而我们以被解释的符号代替它，那么思想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尽管这样我们得到一个不同的句子，但没有得到一个不同的思想。如果我们要这样证明这个思想，以致它能够以第二个句子的形式出现，我们当然需要定义。但是如果思想确实可被证明，那么它也可以被这样证明，以致它以第一个句子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定义。因此，如果假定句子是被证明的东西，那么定义可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将思想看做要被证明的东西，那么定义就不重要。

根据以上所说，似乎定义其实很不重要。从逻辑观点考虑，定义其实是完全不重要的和不必要的。我当然明白人们对此会产生很大疑问。人们也许要说：在定义中确实进行了逻辑分析。我是否对一个物体进行化学分析，以便看出它由哪些组成部分构成，这是无关紧要的；我是对一个逻辑结构进行逻辑分析，以便认识它的组成部分，还是不对这个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就好像它是简单的（而事实上它确实是复合构成的），这同样可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人们不能认为下定义的活动是完全不重要的，因为这是建立一个精确定义所必需的重要的精神劳动。这里肯定有某种真的东西，但是在我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考虑之前，我还要强调以下问题。逻辑上不重要绝不是心理上不重要。如果我们考察我们的精神劳动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意识对一个思想的所有部分绝非总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当我们使用“Integral”这个词时，难道我们总是意识到这个词的涵义所包括的所有的东西吗？我认为，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我们一般只意识到这个词，当然同时或多或少模糊地知道：这个词是一个符号，它有一种涵义，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能够想起这种涵义。但是我们一般满足于意识到我们能够这样做。如果我们要想起这个词的涵义包括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无法前进。我们的意识恰恰不足以包罗万象。我们常常需要一个符号，我们将一种十分复杂的涵义与这个符号结合起来。这个符号可以说成为我们使用的容器，我们用它装着这种涵义，并且我们总意识到，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容器中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将它打开。这种考察表明，思想（正像我对这个词的理解）绝不会与我的意识内容完全相合。因此，如果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符号，可以说我们将一种十分复杂的涵义藏匿于其中，就像藏匿于一个容器中一样，那么我们也需要定义，通过定义将这种涵义装入这个容器，另一方面通过定义我们又可以重新取出这种涵义。因此，如果定义从逻辑观点考虑实际上是完全不重要的，那么定义对于思维确实十分重要，正像在我们人类活动中实际表明的那样。

前面提到一种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认为在定义中进行逻辑分析。在科学发展中，其实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人们长期使用一个词、一个符号、一个表达式，人们一直把它的涵义看做简单的，直到人们将它分析为更简单的逻辑组成部分。通过这样一种分析可以期待减少公理的数目；因为一个真命题若是含有一个复合构成的组成部分，那么只要这部分是未分析的，这个真命题也许就不能被证明；但是它也许可以由这样一些真命题证明，在这些真命题中出现通过分析而得到的诸部分。因此似乎一个定义只要产生一种分析，就可能使一个证明成立，而没有这种分析，这种证明就是不可能的；而这与前面所说似乎是矛盾的。这就是说，在分析之前似乎是一条公理的东西，在分析之后可以表现为一条定理。

那么根据什么判断一种逻辑分析是正确的呢？这是不能证明的。人们至多可以确定，句子中语词的语音在分析之后可以保持和以前相同。但是要说思想也保持相同，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对一个长期普遍使用的词或符号的涵义进行了逻辑分析，我们就得到一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其各部分的涵义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必然从这些部分的涵义中产生出来。那么它和那些长期使用的词的涵义是重合的吗？我认为，只有在直接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才能断定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条与此有关的公理。而这种已长期使用的简单符号的涵义与现在构造的复合表达式的涵义的重合，实际上正是定义应该确定的东西。

因此我们要区别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

1．我们根据其组成部分构造一种涵义并且引入一个全新的简单符号来表达这种涵义。这可以叫做“进行构造的定义”；但是我们愿意直接称它为“定义”。

2．一个简单符号已得到长期使用。我们相信能够对它的涵义进行逻辑分析并且得到一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我们认为这个表达式与那个简单符号表达相同的涵义。我们仅允许将自身具有一种被承认的涵义的东西看做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组成部分。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必须从其复合构成中产生。它与长期使用的简单符号的涵义相一致，这不是任意确定的问题，而只能通过直接说明被认识。人们在这里大概也谈到定义。为了与第一种情况相区别，可以说“进行分析的定义”。但是这里最好完全避免“定义”一词，因为实际上应该把人们在这里想称为定义的东西理解为公理。在这第二种情况，几乎没有为任意的规定留有余地，因为简单符号已经有一种涵义。只有对一个尚未有任何涵义的符号才能任意赋予一种涵义。因此我们愿意使用我们最初的谈论方式，只称进行构造的定义为定义。因此根据这一点，定义是一种任意规定，通过这种规定，一个过去没有涵义的简单符号获得一种涵义。当然，这种涵义必须由一个复合构成的符号表达出来，而后者的涵义都是从一种复合构成产生的。

现在还需要考虑一种困境，当我们进行逻辑分析时，如果这种分析是否正确是有问题的，我们就陷入这种困境。

让我们假定，A是一个长期使用的简单符号（表达式），我们试图对它的涵义如下进行逻辑分析，即我们建立一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作为对这种分析的描述。由于我们不能肯定这个分析是否成功，因此我们不敢将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视为是可由那个简单符号A替代的。如果我们要提出一个真正的定义，我们就不能选择这个已有一种涵义的符号A，而必须选择一个全新的符号，譬如B，我们只有通过定义才能将那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赋予它。现在问，A和B是否有相同的涵义。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彻底重新构造系统并且同时根本不再用符号A，而只使用符号B。我们任意引入符号B代替那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并以此给符号B一种涵义。这是一个原本意义上的定义，即一个进行构造的定义。

如果我们现在不需要符号A就成功地构造了数学系统，那么我们可以放心，根本不必回答有关这个符号以前使用时的涵义的问题。因此对此不应提出异议。但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不使用符号B而使用符号A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将它看做新引入的符号，它在定义之前还没有涵义。因此我们必须解释，我们绝不应再考虑譬如在系统的重新构造之前所使用的这个符号的涵义，相反，应该只从我们给出的进行构造的定义得知这个符号的涵义。从逻辑上讲，在数学中重新构造系统时不允许考虑在重新构造这个系统之前出现的任何东西。一切必须从基础重新做起。即使我们以分析活动完成的东西，也只能被看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本身不在系统的重新构造中出现。

也许依然存在不清楚的地方。人们可能问，如果不仅知道一个简单符号的涵义，而且也能知道一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那么怎么可能确定不了这个简单符号与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是否相同呢？事实上，如果真正清楚地把握了这个简单符号的涵义，那就不会确定不了它与这个表达式的涵义是否一致，如果尽管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但是那个简单表达式的涵义与它是否一致仍是有疑问的，那么原因一定在于那个简单符号的涵义没有得到清楚的理解，而是像在雾中模模糊糊显现出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分析的结果正在于清晰地揭示这种涵义。这是非常有用的工作；但是它不属于系统构造，而是必须先于系统构造。在开始构造之前，必须认真准备构造基石以便使用；就是说，所用的语词、符号、表达式只要不是通过进行构造的定义在系统本身内得到一种涵义，就必须有一种清晰的涵义。

因此我们坚持我们开始时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定义是一种任意的规定
 ，通过这种规定引入一个新符号代替一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是从其复合构成得知的。那个至此没有涵义的符号，通过定义得到这个复合构成的表达式的涵义。





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数学文献，我们就会遇到这样一些东西，它们貌似定义，也被称为定义，其实却不是定义。这样的定义可以比作建筑物上的石膏花饰，它们看上去好像支撑住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却可以将它们去掉，而对建筑物的牢固性不造成丝毫损害。识别这样的定义的根据在于，它们不被使用，在证明时绝不考虑它们。但是，如果将一个通过定义引入的词或符号用于一条原理，那么它只能通过使用定义或使用从定义直接得出的同一性而出现。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使用，则必然出现某种错误。当然这种使用也可以悄悄出现。因此，必须知道在证明中出现的每个推理的前提和据以进行推理的推理规律，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要证明像现在到处出现的那样进行，就无法确切知道在证明时实际使用什么，证明根据什么。因此也无法知道，一个定义是否仅仅是一个石膏花饰式的定义，即它只用作装饰并且仅仅是被提了出来，因为这是习以为常的；或者它是否有更深刻的理由。因此，像我们要求的那样进行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以代数为例可以说明另一种不允许的定义特征。让我们假定三个未知数x、y、z出现在三个方程式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些方程式确定它们。然而严格地说，它们是确定的，仅当只可能有一种解。与此类似，像“点”、“直线”、“平面”这样的词可以出现在一些句子中。假定这些词还没有涵义。要求对这些词均找到这样一种涵义，使得那些句子表达真思想。但是由此给出了一种清晰的规定吗？一般说来肯定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无法判定可能有多少种解。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只可能有一种解，那么通过一个进行构造的定义对每一个需要解释的词依次指派一种涵义，这样就给出这种解。但是不能承认那样的句子所组成的系统是定义，因为这些句子均出现一些需要解释的表达式。

这里有一种特殊情况，仅一个尚无涵义的符号出现在一个或一些句子中。让我们假定已知这个句子的其他组成部分。现在问，我们必须给这个符号什么涵义，以便使这个句子变得有意义，并且使表达的思想是真的。这种情况可以与以下情况比较，字母x出现在一个或一些已知其他组成部分的方程式中，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给字母x什么意谓，才能使这些方程式表达真思想？如果给出一些方程式，那么这个问题通常将是不可解的。显然一般绝不会有任何数是以这种方式确定的。我们所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人们将一个符号用于一个或一些已知其他组成部分的句子，以此并未赋予这个符号任何涵义。在代数中还有这样的优点，人们可以谈论可解性和有多少种可能的解，这种优点在一般情况是没有的。但是一个符号不允许是多义的。对于一个应该用于科学目的的符号系统来说，最重要的要求是一义性。人们必须知道人们谈论什么，人们表述什么，人们表达什么思想。

当然确实也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以逻辑学家自居，认为概念词
 （nomina appellativa）与专名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多义的。例如，“人”这个词不仅指柏拉图，也指亚里士多德，还指查理一世。“数”这个词不仅表示1，而且表示2，等等。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当然，我可以用“这个人”这个短语在一种情况下表示此人，在另一种情况下表示彼人。但是在每种个别情况下我用这个短语确实只是要指一个个别的人。在我们日常语言的句子中，有些东西任人猜测。正确的猜测是由于伴随情境而成为可能的。我说出的句子并非总包含全部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些东西必然由环境、我的手势或眼神来补充。但是，一种为科学使用而规定的语言不允许有任何东西任人猜测。一个带有指示代词或定冠词的概念词常常用来表示一个单一确定的对象，因此具有一个专名的逻辑价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将概念词本身理解为专名，而应把由概念词、指示代词和伴随的情境所组成的整体理解为专名。当概念词没有定冠词，没有指示代词，要么没有冠词或带有不定冠词，要么与“所有”、“没有”、“一些”结合一起出现时，我们就有真正的概念词。一定不要认为当我说“所有人都是要死的”时，我这是要对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非洲中部酋长做出表述。我既不对这个酋长，也不对那个酋长做出表述；而是把“人”这个概念下属于“要死的”这个概念。“卡托是要死的”这个句子中有一种从属关系
 ，而“所有人都是要死的”这个句子中有一种下属关系
 。这里谈的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个别事物。也不要认为“卡托是要死的”这个句子根据其涵义包含在“所有人都是要死的”这个句子之中，以致我说出后者，同时也就表达了前者的思想内容。情况正相反。我以“所有人都是要死的”这个句子说：“如果某物是一个人，那么它是要死的。”通过从普遍到特殊的推理，我由此得出这样一个句子：“如果卡托是一个人，那么卡托是要死的。”现在我还需要第二个前提，即“卡托是一个人”。我从这两个前提推出“卡托是要死的”。

由此看出，由于必须有推理和第二个前提，因此在“所有人都是要死的”这个句子中并不同时表达卡托是要死的这个思想；所以“人”不是一个多义词，在它的许多意谓中并没有我们以“柏拉图”这个专名所表示的意谓，相反，一个概念词恰恰用来表示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与一个个别事物完全不同。当我说“柏拉图是一个人”时，我不是赋予柏拉图一个新名字，即“人”这个名字，而是说柏拉图处于人的概念
 之下。同样，当我定义2＋1＝3时，当我说“2＋1是一个素数”时，这两种情况也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我说3应该与“2＋1”这个符号组合的意谓相同，这样我给“3”这个迄今还是空的符号一种涵义和一个意谓。在第二种情况，我使“2＋1”的意谓从属于素数这一概念。以此我并没有给它一个新名字。因此，概念词并不由于我使不同的对象从属于同一个概念而变为多义的。所以在

“2是一个素数”

“3是一个素数”

“5是一个素数”

这些句子中，“素数”一词譬如说不会因为2、3、5是不同的数而成为多义的；因为“素数”不是赋予这些数的一个名字。

概念就其本质来说是谓述性的。如果一个空专名在一个已知其他部分的句子中出现，那么这个句子就得到一种涵义，如果给予这个专名一种涵义，那么只要这个专名还是空的，这个句子就有一种可能的表述，但没有表述的对象。因此尽管在“x是一个素数”这个句子中我们有一种可能的表述，但是只要不给“x”这个字母任何意谓，我们就没有被表述的对象。对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概念，但是还没有从属于它的对象。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句子，即“x加2是一个可被4除的数”，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概念。当我们把“x是一个素数”和“x加2是一个可被4除的数”这两个句子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概念作一个新概念的标志。这个概念下只有一个对象，即2这个数。但是一个概念若是其下只有一个对象，则它依然总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表达式由此不会变成一个专名。

我们坚持认为，不能承认那些含有空符号、但其他组成部分是已知的句子为定义。但是这样的句子使人们可以猜测这些符号或词应该意谓什么，因此可以用来进行解释。

我看到过有人指责语词定义并且将它说成实际上不再允许出现的定义。例如，这里暗指我所给出的一个定义；但是没有说出语词定义是什么。
（1）

 确实，每个定义都使用语词或符号。也许语词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定义，它在进行解释的表达式中包含一个词，而这个词仅是一个词，没有涵义。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从看到这个词的人不把任何涵义与一个词结合起来，还得不出做出这个定义的人没有把任何涵义与这个词结合起来。这种对涵义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由于许多数学家似乎只是证明句子，而不考虑这些句子是否也有一种涵义和有什么涵义，因此这种要求就更加合理。

数学家对于什么是数
 （这里指正整数）提出极为不同的解释，人们由此看出意义和定义常常是多么不受重视。魏埃施特拉斯（Weierstrass）说：“数是一系列同类事物”。另一个人说，某种通过书写而形成的像2、3这样的艺术形体是数。第三个人认为：如果我听见钟敲了三下，那么我从这里是三的东西中什么也没有看见。因此这不能是可视的东西。如果我看见三画，那么我从这里是三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听见。因此这也不能是可听的东西。一条公理不是可视的东西，因此如果谈到三条公理，这里的三也不能是可视的东西。数实际上不能是通过感官可感觉的东西。

显然这三位数学家分别将一种不同的涵义与“数”这个词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算术必然完全不同。一位数学家的句子与另一位数学家的语音相同的句子必然有完全不同的涵义。这类似于下面的情况，如果植物学家对于植物是什么的理解很不一致，结果譬如一个植物学家愿意把植物理解为一种有机发展的结构，另一位植物学家愿意把植物理解为一种人工合成的东西，而第三位植物学家愿意把植物理解为感官根本不可感觉的东西。这确实得不出统一的植物学。

但是为什么不能确定数应是一系列同类事物呢？对此肯定会提出疑问。因为人们可能发现，“系列”这个词的涵义并没有充分弄清楚。这里是应该指一种空间规定，还是指一种时间规定，还是指一种时空规定呢？此外也不清楚应该如何理解“同类”。例如，一种音列的声音是作为声音就是同类的呢，还是当它们有相同的音高时才是同类的？但是让我们暂时假定，有可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解释。火车是以车轮沿铁轨运行的一系列同类对象。人们也许可能认为，火车头毕竟是不同类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构成本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从柏林风弛电掣般开来一个这样的数。让我们假定关于这些数的科学已经建立起来。毫无疑问，它必然与称之为数的、以书写工具在书写平面上形成某种形体的这样一门科学完全不同。即使字句相同，表达的思想也必然完全不同。现在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均被称为算术的根本不同的科学的句子，在字句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科学的研究者根本就意识不到他们的科学具有根本区别。他们都相信在研究算术，而且是相同的算术，相同的数论，尽管此人叫做数的东西与被人叫做数的东西毫无相似之处。

这怎么可能呢？人们几乎会认为数学家把字词、表达式的形式看做是至关重要的，而把表达的思想看做无关紧要的。也许人们认为：“句子的思想内容实际上与数学家的确没有关系，这的确是哲学家的事情，实际上所有哲学的东西的确是完全不精确的，不确定的，也是不科学的。一个珍惜自己科学声誉的数学家不研究这些东西。当然最好的数学家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也会脱口说出一个定义或貌似定义的东西；但是不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这恰恰就像一个人打一次喷嚏一样。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仅仅在于所有人在使用字词和公式方面完全一致。没有染上哲学毛病的数学家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但是，难道这是一门证明句子同时又不知道证明什么的科学吗？难道数学家在使用字词方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吗？数学文章难道不是以不同语言写成的吗？它们难道不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吗？在翻译时确实失去了字词原身。但是必须也有在翻译时不会失去的东西。这不是涵义还能是什么呢？因此思想，即句子的涵义的确不能是完全不重要的。难道人们在内心深处不觉得思想内容是主要的东西，甚至实际上是唯一重要的吗！

但是人们怎么会把它看做不重要的呢？人们怎么能够想象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实际上有相同的内容呢？这仅仅因为它们都叫做算术，仅仅因为它们均探讨数，尽管在此门科学中称为数的东西与在彼门科学中称为数的东西完全不同，能是这样吗？或者，这实际是相同的科学，而且此人与彼人赋予数这个词的涵义其实是相同的，只不过他没能正确把握这种涵义，难道会是这样？也许在他们看来，涵义显得十分模糊，以致想要抓住它时，总是抓不住。也许此人偏右，而彼人偏左，因此尽管他们想把握相同的东西，他们却没有把握相同的东西。竟然造成这种情况，真是模糊透了！但是在证明时确实必须注意到这种模糊性。的确，如果按照严格的逻辑的方法以完备的推理序列进行证明，就应该这样。但是恰恰没有这样的推理序列。如果从不使用定义，那么定义就像不存在一样。它也许恰好从本应切中的目标旁边掠过，但是没有被人注意。另一位数学家也许从另一边掠过；但是由于他没有使用他的定义，因此这个定义也像不存在一样。因此我们看出，似乎必然极端对立的定义却像天堂里的动物一样和平共处。真要是这样该有多好！

其实人们一定急于想知道魏埃施特拉斯数的乘法是怎样的。在我窗边有一个书架；最上层有一系列同类事物，一个数。今天下午大约5点15分从柏林开来一列特快列车到达萨勒火车站，同样是一个数。根据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用一个数与另一个数相乘又得到一个数。因此通过用那个书的系列与这列特快列车相乘又得到一系列同类事物。那么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从一个记有魏埃施特拉斯一次讲座的讲课笔记本读到：“根据定义，通过将同类要素反复安置就形成数量”。因此看起来应该使用定义。那么怎样定义呢？“如果我们将同类事物理解为具有许多共同的明确特征的事物，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同类事物。我们将数量这个概念理解为一个这样的系列。”

写在这里的不叫数，而叫数量，但这无关紧要。首先这里有一个断定：“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同类事物。”这是一个心理学的真命题，它在这里实际上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难道从这个定义得出：通过将同类要素反复安置就形成数量吗？根据定义，那列特快列车无疑是一个数量，因为它是一系列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事物。那么，通过将火车车厢反复安置就形成一列火车吗？我必须将同一节车厢反复安置吗？我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或者我必须将一个车厢安置在另一个车厢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将它表达如下：“通过将一节车厢安置在另一节车厢之后，就形成一列火车。”我不相信一个铁路职员一定知道一列火车是这样形成的。因此我要对通过反复安置同类事物可以形成数量提出质疑。关于形成方式，从定义实际上推不出任何东西。

在这本讲课笔记上继续写到：“现在可以将‘量’这个概念本身看做一个单位并且反复安置，例如b，b，b……。”绝妙！人们竟可以反复安置同一个概念！根据这一段话，b似乎是量这个概念的符号。反复书写量这个概念的符号，这样就反复安置了量这个概念吗？顺便说一下，这里似乎有一种疏忽。至少在我看来，应该反复安置的好像不是量这个概念，而是一个个别的数量。这样，大概应该将b看做这个数量的符号，譬如这列特快列车的符号。但是反复书写这个符号与反复安置这列特快列车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也许不是特快列车本身，而是我关于特快列车的一种想象才应该是这个数量？如果这样，这个问题就会转入心理学和主观领域，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清楚。如果这样，数量就会是内心产物，算术就会是心理学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怎样才能进行乘法呢？这本讲课笔记继续写道：“现在有一个量，它含有所有这些b。如果b出现a次，我们就以a×b表示由a次加数b形成的和。”

这里，人们可能对“b”这个符号忽然变成概念词有异议。它在开始时确实是一个数量的专名，譬如一列特快列车的专名；现在突然谈到所有这些b。让我们通过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例如，我们反复安置美国总统威尔逊，这样就得到一系列总统威尔逊，而原来的那个专名现在变为普通名词，通过反复安置所得到的每一单个事物就是一个总统威尔逊。因此我们通过反复安置总统威尔逊得到一系列总统威尔逊；而在这个系列中出现了这位总统威尔逊（正像定冠词表示的那样，我们现在又有一个专名），因此这位
 总统威尔逊在总统威尔逊这个系列中出现多次。

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用b表示今天下午大约5点15分到站的由柏林开来的特快列车。b是一个数量。我们反复安置这个数量。这样我们得到一系列特快列车b。现在有一个数量，它含有所有这些特快列车b。真是这样吗？它大概也会又是一列火车；但是它停在哪里呢？现在这列特快列车在这列火车中出现多次。如果它出现a次，我们就用a×b表示把数b加a次组成的和。至此还根本没有谈论过这个和。这也许是含有所有通过安置所得到的特快列车的数量；而且这个数量本身可能是一列火车。我们现在知道a×b是什么吗？a当然也是一个数量；我们很愿意知道，我们如何将这列特快列车与窗边书架最上层我的那一系列书相乘。因此我们要称这系列书为a。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a次理解为什么呢？这样的乘法真是令人棘手！但是正像那本讲课笔记断定的那样，不仅通过a次安置b，而且通过b次安置a，我们都得到同一个量。因此我们有这种选择。如果我们b次安置这系列书a，也许好一些？但这似乎是同样困难的。我们以a×b表示的数量实际上是由书和车厢组成的吗？谁会想到乘法如此之难！它本该是九岁小孩掌握的东西。但是让我们估量一下反复安置一列特快列车的困难！在这里以什么技巧（速度并不是魔术）使数量消失并使通常叫做数的东西取而代之出现，确实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这种数还以另一种方式悄悄引进来。在ξ2写道：“但是，由于这里重要的不是元素的次序，而是元素集，因此

a＋b＝b＋a。”

如果一个数量真是一系列同类事物，那么次序就是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改变次序时，我们就改变了系列。这里叫做元素集的东西难道实际上不是人们叫做元素数的东西吗？因此重要的不是同类事物的系列，而是数：由此显示出同类事物的系列和数的不同。

正像这里将真正的数作为集合偷运进来一样，在其他地方将它作为值偷运进来。我们已经看到，在

a＋b＝c

这个方程式中，a、b和c应该是数量，现在讲课笔记写道：“如果有了

a＋b＝c

a·b＝c

这两个方程式，那么如果给定a和b的值，通过加法和乘法就确定c的值。”这里区别了一个数量的值和这个数量本身。而且这个值大概不过就是一个数。那么根据魏埃施特拉斯，通过加法真就确定一个值吗？让我们假定我们有一列火车a和一列火车b。我们依次解下b的车厢并把它们接到a上。这样我们得到一列火车c；魏埃施特拉斯说，这是通过从b到a的加法形成的c。这里出现的不过又是由一个系列a和一个系列b构造一个新的系列c；但是丝毫看不出对c的值的确定。不是确定了c的值，而是构造了c。因此在魏埃施特拉斯给出的定义和他以后所说的东西之间充满矛盾。他在这里称为值的东西几乎就是人们通常称为数的东西。

讲课笔记继续写道：“如果说明一个数量包含哪些元素以及它包含每个元素的次数，那么这个数量就是确定的。”

现在在一列火车的情况下，大概确实必须将车厢看做元素。因此，如果说明一列火车包含哪些车厢以及包含每节车厢的次数，那么这列火车就是确定的。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有一次讲起一个永动机发明者。这个发明者宣布“现在我有永动机了；我只还缺少一个总是这样工作的小钩”，他以食指做了一个说明动作。我觉得这个“次数”就像这个总是这样工作的小钩。实际上，整个困难不就是在这里吗？如果有了这个小钩，也就有了永动机；如果能够解释“次数”这个词，也就可以定义数。

然而，这里我略过一些东西。在这以前他还说过，必须扩展数量这个概念。“为了这个目的，从现在起应该以不同的单位形成数量，而在此以前考虑的数量都是由一个
 单位产生的。”

真是这样吗？在这以前他已经说过，“人们称系列中反复出现的每一单个元素为数量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
 “每一单个元素都是一个单位”，这可以接受；但是“每个元素都是这个
 单位”，却是胡说。如果“单位”这个词应该与“元素”意谓相同，那么如果我们有元素，我们就有单位，但不是这个
 单位。尽管可以使这些事物从属于一个概念，例如当人们将这些事物每一个均称为一个单位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不能以相同的专名分别指称这每一个事物。可以把“这个单位”看做专名，因为根据这个表达式的语言形式，它是用来表示某一单个确定的对象。如果将许多对象每一个均称为“这个单位”，那就错了。这样就形成单数和复数之间奇怪的混淆。数量由许多元素组成，但是仅由一个单位组成，因为每个元素都是这个单位。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呢？我们以一节车厢为例，譬如铁路管理局埃尔富特区段的货运车厢1061号。我们反复安置这节车厢，由此形成一列货车。这列货车由许多元素组成，即由货运车厢组成，但是确实只由一个单位组成；因为这些货运车厢的每一节都是这个单位，即我们最初使用的货运车厢1061号。这节货运车厢被反复安置。尽管我还没有看见过反复安置同一节货运车厢的货车；但是根据魏埃施特拉斯，大概这样一列货车肯定是可能的。因此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数量或一系列同类事物由许多元素组成，但是仅由一个单位组成。

然而现在让我们回到下面这个句子：“如果说明一个数量包含哪些元素以及它包含每个元素的次数，那么这个数量就是确定的。”

我们刚才尽最大的努力区别元素和单位，现在一切又乱作一团。一个外行要说：“在一列火车上，次序确实非常重要。”完全错误！我们只有一节单一的反复出现的车厢。次序在这里根本无从谈起。只有在不同的事物之间才有次序；但是在一个单一的反复出现的元素上是没有次序的。

但是魏埃施特拉斯确实说过：“从现在起数量应该由不同的单位形成。”然而这里肯定有一种次序！因此我们总是愈来愈深陷在无法摆脱的纠葛之中。

显然魏埃施特拉斯总是没有击中他想击中的目标；因此他觉得必须悄悄引入真正的数。他与他自己的观点总是发生矛盾。如果根据他的定义a是一个数量，那么a次就没有意义。真正的数在集合或值的伪装下或者借助“次数”这个用语被引入。同时形成单数和复数之间的奇怪的混淆，因此形成专名和概念词之间的奇怪的混淆。如果人们将一个从未考虑过上述问题的人从睡梦中唤醒，问他“什么是数？”大概他会说出一个与魏埃施特拉斯相去不远的回答。然而在这里，人们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人们要问，一位如此出色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竟会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误入歧途呢？只要他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达到更清楚的认识。但是他恰恰根本没有对此进行思考。为什么不思考呢？他显然认为根本不必思考。他缺乏首要的要求：对无知的认识。他根本没有看到困难，他觉得一切都是清楚的，他没有注意到他总是对自己估计错误。他缺少数学系统的理想。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证明，这里没有提出公理，而只有相互矛盾的断定；一旦似乎从他的定义推出某种东西，那就是错误的。其实他只要尝试从基础构造一个系统，他就一定会注意到他的定义是不适用的。他猜到什么是数，却是很不清楚的数；而他总是由此出发改进和补充那实际上必须从他的定义得出的东西。因此他断定次序不重要，但是次序对一个系列确实至关重要。因此他根本没注意到，他所断定的东西不是出自他的定义，而是出自他对什么是数的猜测。

此外还有下面的情况。在学校必须放弃彻底的科学严格性，因为学生在思想方面还不成熟，还没有感到对这种严格性的需要。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像欧几里德那样处理无理数关系，大概将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五年级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很可能这些问题通常都是很肤浅地处理的。由于教学方法的原因，取消难点，磨掉鲜明的逻辑棱角。而且这在开始肯定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墨守于此。当唤醒对证明过程的严格性的要求并且满足这种要求时，应该补习这种严格性的训练。但是，老师们常常总是努力使一切都适合学生的口味，因而完全忘记他们这第二部分任务。只有当努力达到最大的逻辑严格性时，数学才能充分展现其教育价值。如果说在一开始必须消除它的一些难点，那么以后都要补习起来。最好少给一些材料，代之以促进全面的逻辑训练。但是常常缺乏这种训练。人们后来回顾这种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就像回顾早已掌握的东西一样，对它做任何考虑都会有失学者风度。因此这些东西几乎只从教学观点被考虑，就好像完全是不值得考虑的次要的东西。

但是人们可以问，为什么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中能够卓有成就，而对这门科学的基础概念之一却不清楚呢？实际上，正整数概念对于数学的整个算术部分确实是基础的。在这一概念上含糊不清必然扩展到整个算术。这显然是个巨大缺陷，人们应该想到，它一定会阻碍这门科学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任何算术句子对于一个不清楚什么是数的人都不会有一种完全清楚的涵义吗？这既不是一个算术问题，也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我们的意识很狭隘，根本不允许我们能够同等清楚地意识到一种十分复杂的逻辑构造的所有部分。例如，有谁会在一个证明过程中使用“整数”一词时，总是仔细考虑了属于这个词的涵义的所有东西呢？然而人们确实能够进行正确的推理，尽管总有一部分涵义在这里是不清楚的。魏埃施特拉斯对什么是数有一种正确的猜测，而且他总是从这种正确的猜测出发改进和补充那些实际上应该从他给出的定义得出的东西。在这里他是在自相矛盾中运动，然而却达到真思想，当然他本人只是碰巧意识到这些真思想。如果正确理解他的句子，那么这些句子表述真思想。但是如果要根据他自己的定义说明来理解他的句子，那就会犯错误。

还可以考察魏埃施特拉斯学说的几个细节：（引自ξ2）“（……）而且通过c＝a＋b这个方程式定义它”。这里定义什么？因为至此加号和等号都没有出现。一条定义不允许有带有一些未知项这种形式的方程式。应该如何理解等号？根据这段文字人们可能会认为，绝不能将“＝”和“＋”理解为各自均有一种涵义的特殊符号，相反，正是这个整体应该说明序列c以上述方式由序列a和b形成。这本身会是完全可能的，只是与假定的使用方式不一致；因为“＝”和“＋”都在其他联结中出现。魏埃施特拉斯本人同样在此之后立刻使用

“b＋a＝a＋b”

这种符号联结，并且注意到，这是关于两个不相同的事物根据一条明确定义可以相等这条普遍规律的一个例子。他尽管没有以数量定义符号“＝”，却定义了“相等”这个词（引自§1）。

据此，“相等”一词没有“与……同一”这种涵义。如果我们像解释“相等”一词那样理解“＝”这个符号，那么我们必然会期待这个符号左边的东西表示一系列同类事物，同样，这个符号右边的东西也表示一系列同类事物。但是从“a＋b”我们还不知道它应该表示什么。如果我们像通常那样写出“5＝3＋2”，那么我们既没有用“5”也没有用“3＋2”表示一个系列，或像魏埃施特拉斯所说，表示一个数量；因为这应该是什么系列呢？它可能由什么成分组成呢？显然，根据魏埃施特拉斯的解释，魏埃施特拉斯的数量能够彼此相等，同时在各方面却不一致；例如，一种数量可以由火车车厢组成，另一种数量可以由书组成。据此一种数量不仅会有一个后序，而且会有许多，也许无穷多后序，它们尽管相等，却互不相同。但是，算术中的使用方式与此却不一致。我们以数学符号表示的东西，不是魏埃施特拉斯意义上的数量。

现在要问，根据算术的普遍书写和谈论方式，算术中彼此相等的数是否确实能够以某种方式相互区别开。大多数数学家都将倾向于肯定这一点；但是他们真心实意作为意见说出来的东西与他们内心最深处真正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的。我们在魏埃施特拉斯身上看到这种情况，即我们必须假定，他猜测到正确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与他自己的话是矛盾的。

大多数数学家对于等号
 根本不做任何说明，而是假定已知它的涵义。但是人们不能轻易相信，他们本身是否完全清楚这种涵义。

当我们写出“3＋2”时，我们实际在做什么？我们是出一道应该解答的习题吗？当我们写出“7－3”时，我们以此是指譬如说：“求一个数，它加上3得”吗？如果这个符号联结词只是这样分离出现，也许看上去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写“（3＋2）＋4”。这里是应该把4这个数加到一道习题上吗？不，应该把4加到作为这道题解所得出的数上。根据一般情况，位于“＋”这个符号前面的东西表示一个数。“＋”右边的东西同样也表示一个数。

因此，必须将“4＋（3＋2）”中的（这个）“（3＋2）”也看做一个数的符号，即那个也用5这个符号表示的数的符号。这样，我们以“3＋2”和“5”这两个符号得到相同的数。当我们写出“5＝3＋2”时，等号左边和右边符号的意谓不仅在这种或那种性质上或者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一致，而且是在各个方面完全一致。左边表示的东西与右边表示的东西相同。

但是这两个符号毕竟不同；人们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不同的！这里我们遇到数学家的一种通病，我想称它为“morbus mathematicorum recens”。它的主要特征在于没有能力区别符号和符号表示的东西。难道完全不可能以不同符号表示相同的东西吗？只是符号的差异难道就能当做认为符号表示的东西有差异的充分理由吗？如果我们假定2＋3与5不同，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整数系列中什么数直接跟在4后面？”这个问题，就会回答说“有无穷多的数。其中一些是5、1＋4、2＋3、3＋2、7－2、（32
 －22
 ）。”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一个简单的整数系列，而是一团糟。这些直接跟在4后面的整数不仅直接跟在4后面，而且直接跟在22
 、2·2后面。尽管这些数都相等，却会是不同的。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坚持认为，“2＋3”、“3＋2”、“1＋4”、“5”这些符号表示同一个数。然而对此可以提出一个疑问。“5＝5”和“5＝2＋3”这两个句子的内涵难道不是不同的吗？第一个句子是普遍的同一律的一种直接结果；但第二个句子也是吗？

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以符号“2＋3”表示［与以“5”表示的］相同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直接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们不必先算出它来。在更大的数上则更容易看出这一点。137＋469＝606这确实不是直接显然的，首先要通过计算才能认识它。它所表明的东西确实比“606＝606”多得多。通过137＋469＝606扩展了我们的认识，但是通过“606＝606”没扩展我们的认识。因此这两个句子的思想内容一定也是不同的。以两个不同的名字或符号表示相同的东西，同时又不知道表示的是相同的东西，这可能吗？是的，这是可能的，并且也常常是这样。例如，人们观察到一颗小行星并且暂时给它起一个名字。经过长期观察以后，人们弄清楚了以前就已经看到过这同一颗行星并且它已经得到过一个名字。现在同一位天文学家很容易使用这两个名字，同时又不知道它们表示同一颗行星。在考察陌生的地区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考察者给一座他们从不同侧面看到的山起不同的名字，事后通过比较地图才得知他们看到的是同一座山，但却给予不同的命名。因此我们大概必须承认，我们能够以不同的名字指称同一对象，同时又不知道这是同一对象。

另一方面，人们不能不承认，“5＝2＋3”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与“5＝5”这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尽管区别仅在于在第二个句子中以“5”替代了“2＋3”，而二者表示同一个数。因此，尽管这两个符号恰恰表示同一个数，它们对于思想表达却不具有同等价值。因此我说，“5”和“2＋3”这两个符号尽管表示相同的东西，但是它们不表达相同的涵义
 。同样，“哥白尼”和“行星系的日心说创始人”表示同一个人，但是却有不同的涵义，因为“哥白尼是哥白尼”和“哥白尼是行星系的日心说创始人”这两个句子表达不同的思想。

语言的效能令人吃惊。它通过很少几个语音和语音组合就能够表达无穷无尽的思想，甚至还能够表达以前从未有人把握和表达过的思想。是什么使这种效能成为可能？这是因为思想是由思想构筑材料构成的。这些思想构筑材料相应于构成表达思想的句子的语音组。因此，句子由句子部分构成，相应地，思想由思想的部分构成。人们可以称思想部分为相应的句子部分的涵义，同样，人们也可以将思想理解为句子的涵义。

现在让我们考虑“埃特纳火山比维苏威火山高”这个句子。与“埃特纳火山”这个短语相应的是一个思想部分，即这个短语的涵义。但是这座山本身带有这个思想的所有岩石和熔岩部分吗？显然没有，因为人们可以看见埃特纳火山；但是人们却不能看见埃特纳火山比维苏威火山高这个思想。但是这里对什么做出表述呢？显然是对埃特纳火山这座山。而在“西拉有六个头”这个句子中是对什么做出表述呢？这里根本没对任何东西做出表述；因为“西拉”一词不表示任何东西。尽管如此，人们能够发现这个句子中表达的一个思想并且也赋予“西拉”这个词一种涵义。但是这个思想现在不属于真和科学范围，而属于虚构或传说范围。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专名必须表示一些东西，而在一个其中有这个专名出现的句子中，要表述这个专名所表示的东西，即它的意谓。但是，专名必须也有一种涵义，这样这种涵义是一个其中有这个专名出现的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两个符号表示相同的东西，但是就其中有它们出现的句子的思想内容来说，它们是不可交换的，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涵义。但是也许正因为它们是不可交换的，所以有些人有时不承认它们表示同一个数。但是我们现在把这种原因看做失效的；我们坚持认为，应该把算术中的等号理解为同一符号。

我们在这本讲课笔记中还可以发现一个证明。那里要研究的是必须以什么方式扩展数域，使得减法题总是可解的。在这里写道：“在这种情况下，（a－a）一定也有一个意谓，而且它有这样一个意谓，将它加到任意一个数上，都不改变这个数的值。”

这里将数量的值与数量本身区别开，而且这个值在加上（a－a）之后与加上它之前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相信，魏埃施特拉斯称为一个数量的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数。因此数保持不变。这样我们终于理解了，根据魏埃施特拉斯，相同的数量有相同的值。因此，当我们从魏埃施特拉斯的数量过渡到它们的值时，我们同时从魏埃施特拉斯的相等过渡到同一。如果现在魏埃施特拉斯以“一个数量的值”意谓人们通常称为数的东西（这是很可能的），那么这里人们在这些数上也就达到同一。

因此有以下情况。首先对于魏埃施特拉斯来说，他称为数量的东西和算术的数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但是他确实不得不在数量的值的伪装下引入真正的数，并因而不得不区别数量和数量的值，而在这种情况下这里又附带地产生如下结果：如果根据魏埃施特拉斯数量是彼此相等的，那么它们就有相同的值。但是严格地说，在算术中等号不是处于在魏埃施特拉斯意义上的数量的名字之间，而是处于在真正的数的名字之间，但是魏埃施特拉斯悄悄地称它们为数量的值。

因此，将数理解为同类事物系列，理解为由同类部分组成的总体、全体或整体，与等号不用来表示同一这种观点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过任何逻辑上的魔术达到真正的算术的数，就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将等号变为同一符号。因此，如果理解出现不断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我们在加号
 上发现类似东西。这首先是在定义加法时出现的。根据定义应该承认，a＋b应该表示由a的单位补充所有b的单位而形成的数量。因此加号是在数量的符号之间。但是在谈到乘法时写道：“人们以a表示b的单位并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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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加号是在单位的符号之间；而且必须将单位理解为同类事物系列的一个成员。因此人们必须认为，魏埃施特拉斯也愿意把一个个别事物理解为同类事物的系列，理解为数量，即理解为一个仅由一个个别成员组成的系列。这样，在魏埃施特拉斯的意义上，一颗菜豆也将被看做数量。现在让我们选出一颗菜豆并用“α”表示它。让我们捡出另一颗菜豆并用“β”表示它。如果我们将菜豆β放在菜豆α旁，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同类事物系列，魏埃施特拉斯将毫不犹豫地以“α＋β”表示它。如果我们再选出一颗菜豆，用“γ”表示它并且将它放在由菜豆α和β组成的数量α＋β旁，那么我们通过加法就得到一个新的数量，根据魏埃施特拉斯我们将它表示为“（α＋β）＋γ”。这样根据魏埃施特拉斯我们就能够借助加号从一个数量的元素的名字或单位形成这个数量的名字。但是据此“α＋β”这个符号能表示什么呢？尽管我们能够将菜豆β放在菜豆α旁并形成一个同类事物系列，但是我们怎样使菜豆α放在它自己旁边呢？大概菜豆α将只好重复出现。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些同类事物的系列，即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些行星。譬如假定这个系列如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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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它为数量b。据此，[image: alt]
 是b的一个单位；[image: alt]
 也是b的一个单位；[image: alt]
 也是b的一个单位；最后[image: alt]
 也是b的一个单位。

幸亏这些单位都不重复出现。现在我们可以说：

“是以‘[image: alt]
 ’表示b的单位并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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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这实际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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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同的东西吗？

绝不允许以相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的东西；因为一义性是我们必须对符号提出的首要要求。显然，如果想在这里像在算术中通行的那样使用加号，则加号是不适用的。人们写出“1＋1＋1＋1”；但是这里第一个表示一的符号与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是相同的。我们这里没有构成一个系列、一个群体、一个全体的不同的东西；相反，我们只有一这个数。由此看出，加号不能相当于语言中的“和”一词。当我们说“席勒和哥德是诗人”时，我们用“和”实际上不是联结两个专名，而是联结“席勒是诗人”和“哥德是诗人”这两个合并在一起的句子。在“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建立了第一个大型电报系统”这个句子中情况则不同。这里我们不是有两个合并在一起的句子，而是用“西门子和哈尔斯克”表示一个复合构成的对象，这个句子表达了这个对象的一些情况，而“和”这个词帮助形成这个对象的符号。只有在这种使用方式中的“和”才能与加号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比较立刻也表明，“西门子和哈尔斯克”或“地球和月亮”的情况与“1＋1”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到处看到一种与唯一适用的理解相冲突的比较粗糙的、在数学上不适用的理解。

将数理解为同类对象的系列、群体、全体等等与将等号理解为只表示部分一致，将加号理解为等同于“和”的意思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旦人们当真试图根据这些理解建立一种算术，这些理解就站不住了。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人们必须总是偷偷塞进一些与这些理解相矛盾的东西。这里我们有一些例子说明为什么不应有定义。只有在人们产生疏忽，以致没有借助这些定义构造一个算术系统时，人们才会低估定义的完全不适用性。由此我们得出一条原理，必须在一个科学系统的构造中证明一条定义的适用性。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概念的定
 义。出现一个概念的最简单情况是这样一个句子，它的语法主语是一个专名。我们可以说，这里一个对象
 ，即其专名是语法主语的这个对象，从属于一个概念。句子的其余部分，即谓语部分，意谓一个概念
 。因此我说：概念有谓述特征，它需要补充，就像句子的谓语部分总是要求语言中有一个主语，没有这个主语它似乎就是不完整的。由于这种不完整或需要补充的特征，我们不能只在定义等式的一边有谓语部分；相反，我们必须总是通过某种占据语法主语位置的东西补充这个谓语部分。譬如我们用字母“a”来补充。现在我们在定义等式左边和右边有一个含字母“a”的表达，我们想以此规定，无论用什么有意谓的专名替代a，这个等式的两边总是应该有相同的涵义。我们利用这个字母，使我们的规定有普遍性。

现在，定义一个概念的最简单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以下述方式结合成一个新概念。首先我们可以用“并且”（和）联结两个句子并且可以将这个复合构成的句子像其各部分句子一样理解为一个思想表达式，而且之所以这样理解这个复合构成的句子，是因为我们可以将它作为整体给予肯定或否定。如果我们肯定它，我们同时肯定其各句子部分；如果我们否定它，那就不能确定它的第一部分句子是假的，还是第二个部分句子是假的，还是这两个部分句子都是假的。

现在让我们考察“8是一个立方数并且8是正的”这种情况。

这个复合句表达了8这个数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将这个句子中除8这个数字符号以外出现的东西理解为一个概念符号，并借助定义引入一个新符号替代它，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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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a”这个符号在左边出现两次。没有与它对应的东西；但是在右边，即有被解释的表达式的那边，只允许“a”出现一次。就是说，如果a在不同位置出现，就可能以不同的专名填在不同的位置，并以此形成一个没有被解释的表达式；但是绝不可能出现一个无意义的表达式。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由部分概念（立方数和正的）复合构成的概念（正立方数）。我们称这些部分概念为这个复合构成的概念的标志。

一个专名作为一个句子的语法主语出现，而这个句子的谓语表示一个概念，这种情况是语言中最简单的情况，但不是唯一可能的情况。每当一个专名在一个断定句中出现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句子的其余部分看做一个概念符号。一个概念符号总是需要通过一个专名或一个代表专名的符号（譬如一个字母）来补充。


素数
 的定义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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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左边有进行解释的表达式，右边有被解释的表达式。我们以此说明，哪些有意谓的专名总是可以替代字母“α”，位于右边的表达式与位于左边的表达式总是应该有相同的涵义。

我们要求一个概念必须有严格的界线
 。这应该意味着：每个对象都必须要么处于这个概念之下，要么不处于这个概念之下。不允许出现第三种情况，譬如那种不可判定的或不确定的情况。

由此产生对概念符号的要求。这样一个符号在被一个专名补充时，必然总产生一个句子。而且这个句子必然总是表达一个要么真要么假的思想。因此，如果通过定义引入一个新的概念符号，那么必须满足这种要求。如果定义等式的进行解释的一边是由一个正确形成的概念符号组成，这个概念符号由一个代表一个专名的字母补充，而这个字母用来使这个定义等式具有必然普遍性，则自动满足这种要求。当然定义不能是有条件限制的。被解释的表达式与进行解释的表达式应该有普遍相同的涵义。这条规定不能依赖于一种条件；因为，否则对于不满足这种条件的情况来说，任何东西都不是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被解释的表达式就会没有涵义。因此如果我们以一个不满足这种条件的对象的名字替代这个指示性的字母，那么我们在定义等式的被解释的一边得到的就不是一个表达要么真要么假的思想的句子，而是一个没有涵义的符号联结词。

因此一般必须抛弃有条件限制的定义。如果应该使用这样一条定义，那么无论如何都需要做出特殊说明。





我们现在来考察关系定义
 。如果一个句子中出现两个专名，就可以将这个句子中出现的其他东西看做一种关系符号，例如在

“3是大于2的”

这个句子中，应该把数字符号“3”和“2”看做专名。根据对关系的定义，我们必须有两个指示性符号，表示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对象的名字。每个这种字母在被解释的一边只允许出现一次，其原因与我们在概念定义那里认识的原因相同。让我们以数的同余定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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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a和b用来使这条规定具有普遍性。我们以此说明，无论我们用哪些有意谓的专名替代“a”和“b”，位于右边的表达式与位于左边的表达式总是应该有相同的涵义。因此当我们譬如以“16”替代“a”并以“2”替代“b”时，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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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没有用专名替代不确指的符号，仅左边就没有涵义，并且右边也没有涵义。但是左边除字母外所有东西必然都应该是已知的，使得如果我们用有意谓的专名替代“a”和“b”，则左边总得到一种涵义。由此得出，减号并非仅仅由于处在数字符号之间而必须得到解释，因为在其他情况下，当我们用有意谓的专名替代“a”和“b”时，“（a－b）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也不会总得到一种涵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a与b模7同余”

这个表达式也不会总得到一种涵义。

“（16－2）”这个符号组合是一个数的专名。根据这一点，“（a－b）”这个符号代表一个专名。当我们用一个专名替代“a”并且也用一个专名替代“b”时，我们就由（a－b）这个符号得到一个专名。因此在

“（16－2）是7的倍数”

这个句子中，（16－2）这个符号有一个意谓，而且这个意谓就是14这个数。“（16－2）”这个符号也有一种涵义，这种涵义是这个句子的涵义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涵义就是“（16－2）”这个符号给予这个思想表达式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将“（a－b）”这个符号中的两个字母分别代之以有意谓的专名，这个符号就得到一种涵义。在这一点上，“（a－b）”这个符号与

“（a－b）是7的倍数”

是一致的。当我们在这里以“16”替代“a”并且以“2”替代“b”，我们就得到一种涵义，即

“（16－2）是7的倍数”

这个句子的涵义，而且这种涵义是一个思想。“（16－2）”也有一种涵义，但是这种涵义不是思想，而仅是思想的一部分。“（a－b）”这个复合构成的符号与

“（a－b）是7的倍数”

至少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用有意谓的专名替代它们中的字母，它们就得到一种涵义。由此“（a－b）”这个符号还得到一个意谓。如果我们以“16”替代“a”并且以“2”替代“b”，则这个意谓是14这个数。现在可以问，

“（16－2）是7的倍数”

这个句子是否不仅有一种涵义，而且还有一个意谓。

让我们提出“埃特纳火山比维苏威火山高”这个句子进行比较。我们将一种涵义、一个思想与这个句子结合在一起，我们理解它，我们可以将它译为另一种语言。这个句子中有“埃特纳”这个专名，它为整个句子的涵义、为其思想做出贡献。这种贡献是这个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是“埃特纳”这个词的涵义。但是我们对这种涵义没有做任何表述，而是对一座山做出一些表述，这座山不是思想的一部分。现在，一个唯心主义认识论者大概要说：“这是错误的。埃特纳火山只是你的表象。”每个说出“埃特纳火山比维苏威火山高”这个句子的人都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理解它：这里应该对一个完全独立于说话者的对象做出一些表述。既然这位唯心主义认识论者可以说，“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表示某种东西，这是错误的，说话者就会深深地陷入传说和虚构的领域，而他却相信自己在真的领域中进行研究。但是这位唯心主义认识论者没有理由颠倒这个思想，就好像说话者想用“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表示他的一种表象并且对这种表象做出一些报道。要么说话者以“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表示他想表示的东西，要么是他用这个名字没有表示任何东西，这个名字都是没有意谓的。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第一，“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有一种涵义
 ，因为如果它没有涵义，这个句子也没有涵义，不表达任何思想。第二，“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有一个意谓；因为如果它没有意谓，我们就陷入虚构。当然，只有当我们想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研究时，第二点才是至关重要的。虚构中出现的人是不是也许像人们说的那样是历史人物，这是无关紧要的。更确切的说法是，“虚构中出现的人的专名是不是有意谓”，这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埃特纳火山比维苏威火山高”这个句子的涵义，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埃特纳火山”这个专名必须也有一个意谓；因为为了使这个句子有一种涵义，只应该要求“埃特纳火山”这个专名有一种涵义，意谓对表达的思想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如果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埃特纳火山”这个专名表示某种东西，那么整个名子的意谓对我们也将是重要的。但是，“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表示某种东西，这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当且仅当对我们来说，科学意义上的真是重要的。因此我们的句子有一个意谓，当且仅当它所表达的思想是真的或假的。一个句子的意谓一定是这样一些东西，如果通过有相同意谓的东西替代其中一部分，它们依然保持不变。我们现在回到“（16－2）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

“16－2”这个符号是一个数的专名。“17－3”表示同一个数；但是“17－3”与“16－2”没有相同的涵义。因此，“（17－3）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的涵义与“（16－2）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的涵义不同；而且“16与2模7同余”这个句子的涵义与“17与3模同余”这个句子的涵义也不同。但是，“（17－3）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与“（16－2）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必然有相同的意谓。而通过用有相同意谓的“（17－3）”替代“（16－2）”这个符号而不
 改变的东西，就是我称之为真值
 的东西。两个句子要么都是真的，要么都是假的。在我们的例中，这两个句子都是真的。但是很容易形成另外一种情况，即两个句子都是假的。我们只需用3代替7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说，如果两个句子都是真的，或者如果两个句子都是假的，它们就有相同的意谓
 。相反，如果一个句子是真的并且另一个句子是假的，它们就有不同的意谓
 。如果一个句子是真的，我就说，它的意谓应该是真。如果一个句子是假的，我就说，它的意谓应该是假。如果一个句子既不真也不假，它就没有意谓。这里它毕竟还能有一种涵义，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它属于虚构领域。

为了简便，我在这里称句子是真的或假的，尽管说句子中表达的思想是真的或假的也许更正确。

但是这里似乎显然有一点不一致。如果我说“（16－2）是7的倍数，这个思想是真的”，我是把真的
 理解为思想的一种性质，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思想是涵义，真是句子的意谓。更确切地说，将真理解为句子的或思想的一种性质与语言表达相符。如果我们说“‘3＞2’这个句子是真的”，则我们是根据这种语言形式对句子做了一些表述；即它有某种我们以“真的”这个词表示的性质。如果我们说：“3＞2这个思想是真的”，那么相应的东西也适合这个思想。但是尽管如此，真的
 这一谓词与其他谓词譬如绿的、咸的、合理的仍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想以“3＞2这个思想是真的”这个句子说明的东西，也可以更简单地用“3是大于2的”这个句子说明。为此我们根本不需要“真的”这个词。我们认识到，通过这个谓词实际上对涵义根本没有补充任何东西。为了将某物说成是真的，我们不需要特殊的谓词，而只需要我们说出这个句子时所带有的断定力。





当我们说出一个断定句时，我们并非总是带有断定力。舞台上的演员，朗读自己作品的诗人经常说出断定句；但是其情景说明他们说出断定句不带有断定力。只是他们的做法好像是断定。即使在下面这个定义中

[image: alt]


我们说出的诸如“（a－b）是7的倍数”、“a是一个整数”、“a与b模7同余”这样的个别部分也不带有断定力，我们即使用专名替代“a”和“b”这些字母，依然没有断定力。

我们也可以说

[image: alt]


尽管这些部分句子有几个是假的；因为我们只想将位于等式右边的东西看做与位于等式左边的东西涵义相等，同时不判断部分句子的真。

如果一个人带有断定力地说出某些东西，而他知道这是假的，他就是在撒谎。一个在舞台上说出某些假的东西的演员却不是这样。他没有撒谎，因为没有断定力。如果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说“3是大于2的，这是真的”，那他并不比他说“3是大于2的”断定得更多。因此，重要的根本不是“真的”这个词，而只是人们说出句子时所带有的断定力。因此，我们说的一个句子或一个思想是真的这种情况，与我们说的海水是咸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以谓词补充了一些本质的东西，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没有补充任何东西。

这种考察说明，真并非像人们根据语言可能假定的那样是句子或思想的一种性质，因而证实，思想与其真值的关系如同涵义与相同符号的意谓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a－b）”和“（a－b）是7的倍数”是相似的，因为二者都有一种涵义
 ，并且通过用有意谓的专名替代“a”和“b”，二者都得到一个意谓
 。它们的区别在于“（a－b）”含有的涵义只是一个思想的一部分，而“（a－b）是7的倍数”含有的涵义是一个思想。如果我们首先用专名“2”只替代“b”，我们就得到“a－2”，“（a－2）是7的倍数”。这第二个符号联结式中除字母“a”外还出现的东西是一个概念符号。我们可以把“（16－2）是7的倍数”这个句子理解为是由“16”这个专名和那个概念符号组成的，使得我们在这个句子中就16这个数表述了那个概念。我们使一个对象从属于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用类似方式将“a－2”中除字母“a“外出现的东西看做一个符号，使得“16－2”看上去是由“16”这个专名和像那个概念符号一样需要补充的符号复合构成的。这个符号所表示的东西必然像概念一样也是需要补充的。我们称它为函数
 ，这个概念符号以一个专名作补充，就产生一个句子。这个函数符号以一个专名作补充，就产生一个专名。在我们的例中，函数符号以专名“2”、“3”、“4”作补充，就顺序产生专名“2－2”，“3－2”，“4－2”。

这些专名就是

2－2，3－2，4－2

这些对象的符号，我们称这些对象为我们的函数的值，而且

2－2是自变元2的函数的值，

3－2是自变元3的函数的值，

4－2是自变元4的函数的值。

但是，应该把从

“（a－2）是7的倍数”

通过用一个专名替代“a”而得到的东西也理解为专名；它肯定表示一个真值，而且应该把这样一个真值理解为对象。因此

3－2是7的倍数
（2）



是假，

16－2是7的倍数
（3）



是真。因此在我们谈到一个函数的情况和在我们谈到一个概念的情况有广泛的一致；而且把概念理解为函数似乎是恰当的，所谓理解为函数是说它的值总是一个真值。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上述概念理解为函数，那么假就是自变元3的函数的值，并且真是自变元16的函数的值。在其他情况下也许作为逻辑主项出现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自变元。


用一条定义不可能说明什么是函数
 ，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简单的和不可分析的东西
 。只可能指示所考虑的东西并结合已知的东西使它更明白。必须用解释代替定义，当然解释必须依赖于他人理解的配合。

对于什么是函数似乎常常存在不清楚的地方。此外人们常常使用“应变元”或“变元”一词。因此初看上去好像有两类数，即常项或通常的数和变元。似乎前者是用众所周知的数字符号表示的，后者是用“x”、“y”、“z”这些字母表示的。但是，这与进行数学分析的方式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将“x”这个字母与另一个符号结合起来，譬如

“x－2”，

那么数学分析就要求可以用不同的数字符号代入这个“x“，譬如

“3－2”，“4－2”，“5－2”，等等。

但是，这里实际上不能说有变化；因为如果我们说某个东西发生变化，那就必须能够认出这个发生变化的东西在变化过程中是同一个。如果一个统治者变老了，他就是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所以能这样说，仅仅因为尽管他发生了变化，仍能重新认出他是同一个人。而如果一个统治者去世，他的接班人登上王座，那就不能说，前者转变为后者；因为新统治者与旧统治者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依次用“3”、“4”、“5”代入（x一a）中的“x”，则与这种情况相似。这里随时间推移而具有不同性质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完全不同的数。如果现在“x”这个字母表示一个应变数，那么即使具有不同性质，也必须能够重新认出它是同一个数。但是4与3不是同一个数。因此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用“x”这个名字表示的东西。如果它意谓3，它就不意谓4。而如果它意谓4，它就不意谓3。在算术和数学分析中，字母的作用是使句子内容具有普遍性，即使由于证明过程的大部分是用语词进行的而掩盖了这一点，事实也依然如此。这里必须考虑所有东西，而不是仅仅考虑在算术公式中出现的东西。例如人们说，“令a表示某数，令b表示某数”，并且以此做研究的出发点。这里我们实际上有两个条件句：

“如果a是某数，”

“如果b是某数，”

并且我们必须这样引入这些条件句，或者在结果句考虑到它们。通过这些纯指示性字母，整体获得普遍性。只有当人们像通常所说那样，以“x”表示未知数时，才有另一种不同的情况。例如求解

“x2
 －4＝0”

这个方程式。得到的答案是2或-2。但是这里也可以用这些答案使这个方程式重新形成一个一般句式：“如果x2
 －4＝0，那么x＝2或者x＝-2”。借此机会可以指出：应该完全抛弃[image: alt]
 这种书写方式。这里人们过于盲目地追随语言。“或者”一词实际上必须在句子之间：“x等于2或者x等于-2”。现在人们将这两个句子合并成“x等于正2或负2”并相应地写为[image: alt]
 但是[image: alt]
 根本不表示任何东西，是一个没有意谓的符号。人们大概可以说

“2等于[image: alt]
 或者2等于[image: alt]


这里断定力扩展到整个句子，而这两个部分句子的表述均没有断定力。人们也可以说

“-2等于[image: alt]
 或者-2等于[image: alt]


但是“2等于[image: alt]
 ”没有涵义。

这里可以研究4的平方根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认为“2·2＝4”是通过用数字符号“2”替代“ξ·ξ＝4”中的字母“ξ”而形成的，那么“2·2＝4”似乎是由“2”这个名字和一个概念符号复合构成的，而这个概念符号作为这样的符号是需要补充的，因此我们可以将“2·2＝4”读作：“2是4的一个平方根”。我们同样可以将“（-2）·（-2）＝4”读作：“（-2）是4的一个平方根”。但是我们不能将“[image: alt]
 ”这个方程式读作：“2是4的一个平方根”。因为“[image: alt]
 ”这个符号不能是歧义的。必须排除符号的歧义性或多义性。如果“[image: alt]
 ”这个符号是歧义的，人们就不能说“[image: alt]
 ”这个句子是不是真的，并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实际上也绝不能称这些符号组合为句子，因为无法确定它表达什么思想。必须这样解释符号，使得“[image: alt]
 ”意谓的东西是确定的，无论是2这个数还是另一个数。我们已经知道等号是同一符号。因此在“[image: alt]
 ”中也必须这样理解。“[image: alt]
 ”意谓一个对象，“2”意谓一个对象。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出：“2是4的正平方根”。因此这里必须把“是”理解为同一符号，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系词。

不能把“[image: alt]
 ”读作：“2是4的一个平方根”；因为在这里“是”会是一个系词。当我判断“2是4的一个平方根”时，我使对象2从属于一个概念。每当语法主语是一个专名，而谓语是由“是”和一个带有不定冠词的名词组成时，我们就有这种情况。这时，“是”总是系词，而上述名词是普通名词。这时就使一个对象从属于一个概念。同一性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在涉及从属关系的地方，人们有时确实写出等号。“[image: alt]
 ”这个符号并不是不管怎样都是不完整的，而是因为它有一个专名的特征。因此它根本不能表示一个概念，并且在语言中不能用一个带有不定冠词或没有冠词的普遍名词重新表述它。如果位于等号左边的东西是一个专名，那么位于等号右边的东西必须也是一个专名，或者通过用有意谓的符号替代其中出现的指示性字母而变成专名。





让我们回到正题。在算术中，字母
 在不代表未知数的地方是用来使句子内容具有普遍性，而不是表示应变数的；因为没有应变数。所有变化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但是数字规律是没有时间性的，永恒的。算术和数学分析中没有时间，只有在算术的应用中才会涉及时间。3这个数始终是一个素数并将永远是这样一个数。这里怎么可能有变化呢？人们感到说一个应变数不合适，因此愿意说“应变量”，好像这样一来好得多。当然，一根铁棍在加热时增长，在冷却时缩短，它随时间变化。如果以毫米为单位衡量它的长度，那么有时得出这样一种长度，有时得出那样一种长度。如果人们现在说“那个表示这根铁柱在时间t以毫米表达的长度的数”，那么这个表达含有不定指字母“t”。用一个时刻的名字替代“t”，它就变为一个数的专名。这与我们在“x－2“这个表达式中的情况完全相似。如果我们用一个数的名字代入“x”，这个表达式也变成一个数的专名。我们在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函数，如果以不同的自变元使它饱和，则能够产生不同的函数值。铁棍和时间其实对于算术无关紧要；因为算术既不研究石子，不研究胡椒粒，不研究火车，不研究书架上的书，不研究铁棍，也不研究时刻。这些东西在算术的应用中可能出现，但是不属于数学的系统构造。

如果我们通观所有这些情况，就会认识到，算术中既没有应变数的位置，也没有应变量的位置。要么“量”只是数的一个难为情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应变数，同样也没有什么应变量；要么“量”得到这样的理解，以致人们可以有权说应变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属于算术。

如果字母“x”和“y”表示不同的应变元，那么人们必须能够说明如何区别它们；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里必须时刻想到，应该涉及的是纯算术，而不是应用。也许人们还想到一条出路，把字母“x”不看做应变元的符号，而看做应变元本身。但是这样就违反了规定的符号使用方式。例如在使用等号时，总是预先假定，位于等号左边的简单或复合构成的符号要么是一个有意谓的专名，要么通过用进行表示的符号替代其中出现的指示性字母而变成这样一个专名。


因此不可能以所谓应变元解释是函数的东西
 。相反
 ，如果人们想明白什么是应变元
 ，那就总是回到我们称之为函数的东西
 ，并且同时认识到
 ，这种变化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算术的对象
 。

（我们已经看到，可以将概念理解为函数的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要求概念有鲜明的界线。我们对函数的更一般的情况有类似的要求。）

关于什么是函数依然有许多含混之处。尤其是容易混淆函数和函数值，正如当人们写出

“fx＝f”

时，用一边的字母表示一个函数，用另一边的字母表示这个函数的值。当然，之所以这么不容易正确理解函数的本质，肯定是由于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就在于语言表达之中。我们说“函数”和“概念”，这是两个几乎不可缺少然而又不合适的表达式。定冠词
（4）

 使这两个表达式根据其形式成为逻辑意义上的专名。好像它们应该表示对象，然而它们恰恰不应该表示对象。这里掩盖的正是概念和函数的本质，即它们的不饱和性。语言迫使我们做出不适宜的表达。很难避免这种弊病；但是通过时刻意识到这种不适宜性，可以不使它造成危害。这样人们也就不会将函数和函数的值混淆起来。

现在当人们看到像（1＋x）2
 这样的情况，有时就说是一个函数。这里，“1＋x”出现在平方函数的自变元位置上，看上去就好像1＋x这个函数是平方函数的自变元。但是“1＋x”绝不表示一个函数，而只是不确定地表明一个函数的值。譬如，如果我们（在“（1＋x）2
 ”中）用“3”代入“x”，我们就得到（1＋3）2
 ，而在这里自变元3的函数1＋ξ的值是平方函数的自变元。但是这个自变元是一个对象，一个数。当以一个自变元的第一个函数的值作为第二个函数的自变元时，这里就有从两个函数构成一个函数的情况。这里必须时刻强调对象和函数的根本差异。在出现一个对象名字、一个专名的位置上，不能出现函数名字；反之，在出现一个函数名字的位置上，不能出现专名。

即使在对每个自变元来说函数都有相同的值的情况，也必须区别函数的值与函数。因此应该将

1＋ξ－ξ

这个函数与1这个数本身区别开。人们不能说“这是1＋ξ－ξ＝1并且加号是同一符号，因而1＋ξ－ξ这个函数正是1这个数”，因为当我们说函数“1＋ξ－ξ”时，“ξ”这个字母不是函数符号的一部分；因为“1＋3－3”这个专名是由函数的名字和“3”这个专名复合构成的，并且这里根本没有出现“ξ”这个字母。但是在“1＋a－a＝1”这个句子中，a的目的是赋予这个句子内容以普遍性，而当我说“函数1＋ξ－ξ”时，“ξ”这个字母的目的是标明进行补充的专名应该出现的位置。为了建立一个函数相对于自变元3的微商，我们从函数相对于自变元（3＋k）的值减去函数相对于自变元3的值并用其差除以k，如此等等。对于1＋ξ－ξ这个函数而言，这表现在下面的公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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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这个专名的位置上我们根本不能一次代入“3＋k”，另一次代入“3”。只有在函数的情况，才能根据这种规定进行。

如果人们说“一是一个东西”，并想以此定义一，那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由于这里是不定冠词，必须把“一个东西”理解为概念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词就是系词，并和谓词同属一部分。这样我们就使一这个对象从属于一个概念。但这不是定义。定义总是规定一个新符号或词应该与一个已知的复合构成的符号意谓相同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定义中使用“是”这个词，就必须将这个词理解为同一符号，而不能理解为系词。如果现在位于同一符号左边的是一个专名，那么右边的必然也是一个专名，而“一个东西”却是一个普通名词。





正像一个一元函数与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一样，一个二元函数
 与一个一元函数也是根本不同的。

当我们用一个专名补充一个一元函数的符号时，我们就得到一个专名。例如，我们从“ξ－2”这个函数和“3”这个专名得到“3－2”这个新的专名。“ξ－2”中的字母“ξ”的目的仅在于为进行补充的自变元符号保留位置。同样，通过以专名“1”作补充，我们从“ξ＞0”这个概念符号得到“1＞0”，并且这是一个真东西的名字。

一个二元函数需要双重补充。“ξ－ζ”是一个二元函数的符号。“ξ”和“ζ”这两个字母应该为自变元符号保留位置。“ξ”和“ζ”这两个字母的差异应该说明，可以在这两个位置上代入不同的自变元符号。当我们在ζ这个自变元位置代入“2”这个专名时，我们在“ξ－2”得到一个一元函数的函数符号。同样，从“ξ＞ζ”这个关系符号也产生“ξ＞0”这个概念符号。因此，通过部分饱和，从二元函数产生一个一元函数，从关系产生概念。这还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即在消除自变元位置的差别的情况下出现。如果我写出“ξ－ξ”，我就通过“ξ”这个字母在两个位置上指明，在这两个位置上可以代入同一个专名，以此我还得到一个只带有一个自变元的函数的名字。当我称这为“一个函数的名字”时，对此必须做cum grano salis（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通过用一个专名譬如“3－3”补充这个函数而得到的专名，虽然含有这个函数名字却不含有“ξ”这个字母。因此这个“ξ”不是这个函数名字的组成部分，而是只用来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函数符号与进行补充的专名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通过这个“ξ”我们得到这个函数名字的一个使用说明。当我们消除自变元位置的差别时，我们也可以用类似方式从一个关系符号构造一个概念符号。这样我们从“ξ＞ζ”这个关系符号得到“ξ＞ξ”这个概念符号。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函数的值可以作为第二个函数的自变元出现。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内函数，称后者为外函数。这样我们就能够由一个二元函数的名字和一个概念符号构造一个关系符号，这里，概念成为外函数。例如，假定“ξ－ζ”是一个二元函数符号，“ξ是7的倍数”是概念符号。这样，“（ξ－ζ）是7的倍数”就成为新的关系符号。

必须明确限定概念；就是说，每个对象必须要么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要么不处于这个概念之下。不允许出现不确定的情况。由此得出关系的相应情况；因为通过部分饱和，从关系确实得出一个概念。概念必须是明确限定的。而且必须明确限定每个通过关系的部分饱和而产生的概念。换言之，每个对象与每个对象必须要么相联系，要么不联系。必须排除第三种情况。如果我们将这种规定用于（ξ－ξ）这种关系是7的倍数，那就产生这样的情况：每当用有意谓的专名替代字母“ξ”和“ζ”时，从“ξ－ζ”这个复合构成的符号必然形成一个有意谓的专名；因而并非只有代入数字符号时才形成有意谓的专名。因此必须如下解释减号：每当减号左边和右边放置有意谓的专名，总是产生这个符号联结的一个意谓。这样我们一般就达到下列要求：

每个一元函数符号必须如下解释：每当用一个有意谓的自变元符号进行补充时，就得出一个意谓。

每个二元函数符号必须如下解释：每当用一些有意谓的自变元符号进行补充时，就得出一个意谓。

例如可以规定，如果ξ－ζ这个函数的两个自变元有一个不是数，那么无论另一个自变元是什么，这个函数的值应该总是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规定一个数是什么。

（同样可以规定，如果ξ＞ζ这个函数的两个自变元有一个不是实数，那么无论另一个自变元是什么，这个函数的值应该是假。）

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起初人们在数中只认识正整数，后来加上分数、负数、无理数和复数。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概念与“数”这个词结合在一起。与此相关的是加号也改变它的意谓。而且其他计算符号也发生同样情况。现在这确实是逻辑必须批评的一个过程，而且人们越是不意识到这种变化，这种过程就越是危险。科学的历史就是这样与逻辑的要求相对立。人们必须时时区别科学史和科学系统。历史是发展的，系统是固定不变的。系统可以构造。但是一旦确立的东西必然要保留下来，或者必须废除整个系统，以便能够建立一个新系统。科学只有在系统中才能圆满实现。绝不能放弃系统。只有通过系统才能达到完全的清晰和完美的次序。没有任何科学能够像数学那样掌握其材料并将它们处理得如此清晰明确；但是如果放弃构造系统，那么也许没有任何科学能够像数学那样陷于如此混沌的迷雾之中。





在科学发展中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系统变得不充分，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的一部分是假的，而是因为人们有理由希望从一个更广博的观点来看众多细节，以便获得更大的概括性和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引入更宽泛的、即上属的概念和关系。这里要做的显然是人们所说的扩展概念。当然这是一个不精确的表达方式。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们不是改变概念，而是将一个概念词或概念符号与另一个概念结合起来，而这个概念是以前与这个概念词或概念符号相结合的那个概念的上属概念。不是涵义发生变化，也不是符号发生变化，而是符号和涵义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因此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变化以前意谓真的句子现在意谓假。以前的证明失去了说服力。一切都动摇起来。如果不是使旧的表达式或符号带有新的意谓，而是引入全新的符号表示所引入的概念，就会避免这些弊病。但是通常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人们继续使用相同的符号。如果存在一个系统，它有一些可使用的定义，而且这些定义不仅仅是装饰，而是被认真对待的，那就会防止发生这样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么引入全新的符号表示所出现的概念、关系和函数，要么放弃这个系统，以便建立一个新系统。事实上，现在我们在算术中没有一个系统。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仅仅是开始工作。人们提出了一些定义；但是提出定义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要认真对待它们并且自己遵循它们。因此我们缺乏一种能够制止我们毫无意识地将一个不同的意谓与一个符号、一个词结合起来的限制。

最初我们将加号只用于正整数的符号之间，并且解释它在这种情况下的使用方式，我们准备以后在其他情况下完善这种解释；但这种逐一进行的定义是不允许的；因为只要符号的定义是不完全的，就能以它形成这样的符号。尽管应该将它们理解为概念符号，但是它们作为这样的符号却是不允许的，因为被表示的概念没有明确的限制，因而不能被承认是概念。例如，这样一个概念符号可以是“3＋ξ＝5”。现在人们能够指出，2处于这个概念之下，因为3＋2＝5。但是只要加号的解释是不完全的，就一定完全无法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对象处于这个概念之下，以及哪些对象处于这个概念之下。如果没有像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那样从易到难的逐级上升，构造系统大概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犯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使用“＋”这个相同符号的错误。例如如果只涉及正整数的加法，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符号，但是我们对它的解释是完全的，使得无论以什么作ξ┐ζ这个函数的ξ自变元和ζ自变元，这个函数的值都是确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规定，如果这两个自变元的一个是与正整数不同的东西，则这个函数的值应该是假。

因此必须抛弃这种逐一进行的定义
 和所谓概念的逐级扩展。定义必须一次出现，因为只要一个概念的定义不是完全的，这个概念就不是明确限制的，并且不能被承认。





让我们再次概括一下以上的论述！





句子有一种涵义，并且我们称一个断定句的涵义为思想。说出一个句子要么带有断定力，要么不带有断定力。对于科学来说，一个句子仅有一种涵义，这是不够的；它必须还有一个真值，我们称这种真值为句子的意谓。如果一个句子只有一种涵义，而没有意谓，它就属于虚构，而不属于科学。

语言能够以较少的工具表达无限多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思想由思想部分构成，而这些思想部分相应于表达它们的句子部分。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个思想由一个独立的部分和一个不饱和的部分组成。我们也可以称不饱和的部分为谓述部分。如果整个句子应该有一个意谓，即一个真值，则这些部分一定同样均有一个意谓。我们称独立部分的意谓为对象
 ，称需要补充的部分，即不饱和的或谓述的部分为概念
 。我们可以将对象和概念由句子形成的结合称之为使对象从属于
 概念。对象和概念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称句子的独立部分为句子表示的对象的专名
 。我们称句子的需要补充的部分为概念词
 或概念符号
 。我们必须要求概念有明确的界限。专名和概念词这两个句子部分可以重新复合构成。专名可以由一个独立部分和一个需要补充的部分重新组成。前者又是一个专名并且表示一个对象；我们称后者为函数符号。概念符号通过补充一个专名产生一个句子，其意谓是一个真值。函数符号通过补充一个专名，产生一个专名，其意谓是一个对象。当我们将概念看做函数，即其值总是一个真值这样的函数，并且当我们将真值看做对象时，我们对它们就有同一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概念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值总是一个真值。

但是，函数符号也是可以复合构成的，而且是由本身也是专名这样一个独立的部分和一个需要双重补充的部分、即一个二元函数的名字或符号复合构成的。我们称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二元函数为关系。与概念要有明确界限这种要求相应的是下面这个更普遍的要求：一个一元函数的名字以一个专名作补充，必然又产生一个有意谓的专名。对于二元函数来说，相应的情况也是有效的。

让我们进一步回顾一些情况。我们认识到将数学作为一个系统构造起来的必要性。这里不应排除各种不同系统的可能性。结果表明，一个系统的基础是

1．公理，

2．定义。


公理
 在系统中用作用以构造系统的那些推理的前提，但是公理不作为推出的真命题出现。由于公理应该是前提，因此必须是真的。公理如果不真，则是矛盾的。在公理的表达中不允许出现任何未知的东西。


定义
 则完全不同。通过定义应该给予一个至此没有意谓的符号或词一个意谓。因此定义必然含有一个新符号。当通过定义给予这个新符号一个意谓时，这个定义变成一个独立的句子，它可以用作构造系统的那些推理的前提。那么这样一个推理是如何产生的呢？

让我们假定：我们有一个具有“如果A是有效的，那么B是有效的”这种形式的句子。如果我们现在再加上“A是有效的”这个句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前提推出“B是有效的”。但是，为了可以这样推理，两个前提必须是真的。因此，如果公理应该用作前提，则必须也是真的。因为从假的东西不能推出任何东西。但是人们也许会说，难道不能从一个也许是假的句子推导出一些结果，以便检验如果这个句子是真的会产生什么结果吗？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可能的。从

如果Γ是有效的，那么∆是有效的

如果∆是有效的，那么E是有效的

这些前提可以推出：

如果Γ是有效的，那么E是有效的。

从这个句子和另一个前提

如果E是有效的，那么z是有效的

则进一步推出：

如果Γ是有效的，那么Z是有效的。

这样人们可以继续得出一些结果，却不知道Γ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必须注意这里的区别。在前一个例子中，从结论完全略去了“A是有效的”这个前提。在后一个例子中，我们总保留着“如果Γ是有效的”这个条件。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满足了这个条件时，才能将它作为条件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本不将“Γ是有效的”看做前提，而是以

如果Γ是有效的，那么∆是有效的

作前提，因而以“Γ是有效的”仅是其一部分的东西作前提。这整个前提当然必须是真的；但是也可能这整个前提是真的，却没有满足其条件，Γ不是有效的。因此严格地讲，根本不能说从一个假的或有疑问的思想得出结论；因为这样的思想不独立作为前提出现，而只是一个前提的一部分，尽管这个前提本身必须是真的，但是也可能它是真的，而它包含的作为条件的部分思想不是真的。

在间接证明
 中，这样一些假的结论是从假的东西推出来的。

应该举例证明，在一个三角形中，较长的边对较大的角。

[image: alt]


证明：

如果∠B＞∠A，

那么AC＞BC。

假定已知：

Ⅰ．如果BC＞AC，

那么∠A＞∠B。

Ⅱ．如果BC＝AC，

那么∠A＝∠B。

Ⅲ．如果并非AC＞BC，并且

如果并非BC＞AC，

那么BC＝AC。

Ⅳ．如果∠A＝∠B，

那么并非∠B＞∠A。

Ⅴ．如果∠A＞∠B，

那么并非∠B＞∠A。

从Ⅱ和Ⅲ得出：

如果并非AC＞BC并且如果并非BC＞AC，那么∠A＝∠B。

从这个句子和Ⅳ得出：

如果并非AC＞BC并且如果并非BC＞AC，那么

并非∠B＞∠A。

从Ⅰ和Ⅴ得出：

如果BC＞AC，那么并非∠B＞∠A。

从最后这两个句子得出：

如果并非AC＞BC，那么并非∠B＞∠A。

从此通过易位律得出：

如果∠B＞∠A，那么AC＞BC。





为了使问题简化，我假定这里不是涉及一般的三角形，而是涉及一个特定的三角形。可以将∠A和∠B理解为以某个特定的角度单位（譬如以直角）测量三角形的角而产生的数。也可以将AC和BC理解为通过以一种单位（譬如以米）测量三角形的边而产生的数。因此，这里应该把“∠A”、“∠B”、“AC”和“BC”这些符号理解为数的专名。

我们看到，并非AC＞BC在这里没有作为前提出现，而是前提Ⅲ包含它作为一部分而且是作为条件。因此严格地讲，不能说从（并非AC＞BC）这个假思想得出结论。因此实际上也不应该说“假设并非AC＞BC”，因为看上去就好像“并非AC＞BC”应该用作推理的前提，而它却只是一个条件。

对间接证明的独特性的评价太高了。实际上，直接证明与间接证明的区别根本不大。

我们也可以用下述方式进行证明。这里我们假定已知：

Ⅰ′如果并非∠A＞∠B，那么并非BC＞AC。

Ⅱ′如果并非∠A＝∠B，那么并非BC＝AC。

Ⅲ′如果并非BC＞AC并且并非BC＝AC，那么AC＞BC。

Ⅳ′如果∠B＞∠A，那么并非∠A＝∠B。

Ⅴ′如果∠B＞∠A，那么并非∠A＞∠B。

从Ⅴ′和Ⅰ′得出：

如果∠B＞∠A，那么并非BC＞AC。

从这个句子和Ⅲ′得出：

如果∠B＞∠A并且如果并非BC＝AC，那么AC＞BC。

从Ⅳ′和Ⅱ′得出：

如果∠B＞∠A，那么并非BC＝AC。

从最后两个句子得出：

如果∠B＞∠A，那么AC＞BC。

在这个证明中，我们甚至没有在任何地方假定：并非AC＞BC。





在研究几何基础
 的时候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似乎从假的或确实是有疑问的东西进行推理。难道人们不能问自己：如果平行公理不是有效的，那么会怎么样呢？于是这里有双重可能性：要么根本不使用平行公理，而只是问，以其他公理可以取得什么进展，要么直接假定与平行公理相矛盾的东西。这里只能考虑后一种情况。但是必须时刻想到，假的东西不能是公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公理”一词时，假的东西不能是公理。那么现在究竟怎么样呢？可以把平行公理看做传统意义上的公理吗？一条直线如果与两条平行线中的一条直线相交，那么也总是与另一条直线相交吗？实际上每个人只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只要我像我理解的那样理解“直线”、“平行线”和“相交”这些词，我就必须承认平行公理。如果有人不承认它，那么我必须假定，他对这些词的理解不同。这些词的涵义与平行公理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不能用一个与平行公理相矛盾的思想作推理的前提。但是却可以用一个真的假言思想作前提，而这个假言思想的条件会与平行公理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推理串中使用的所有判断中都保留这个条件。一旦我们现在达到一个假言判断而它的结果与已知公理相矛盾，我们就可能由此推出这个与平行公理矛盾的条件是假的，同时借助其他公理证明平行公理。但是这样就会取消它作为公理的地位，因为它会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进行了一种间接证明。

但是如果尽管我们总是继续不断地进行推理，却从不遇到矛盾，那么我们似乎越来越易于认为我们的公理是不可证明的。但是严格地讲，我们确实不会去证明这一点。

希尔伯特在他的《几何基础》中探讨过公理是否相互不矛盾和公理是否相互独立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他那里“公理”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如果一条公理必须是必然真的，那么公理就不可能相互矛盾。这样就不需要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尽管这是显然的，希尔伯特先生却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当他探讨公理的无矛盾性和独立性时，他谈的根本不是欧几里德意义上的公理。可以说，在希尔伯特那里，“公理”一词的意谓变换不定，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人们具体考虑他的一条公理用语，虽然乍看上去像是一条欧儿里德式的公理，但是其用语令人迷惑，因为所有的词都与欧几里德的用法不同。我们在§3
（5）

 读到：“解释。一条直线的点相互有某种关系，我们特别使用‘在……之间’这个词描述它们。”现在给出下面四条公理，有了它们这个解释才变得完整。





Ⅱ1．如果A、B、C是一条直线的点并且B在A和C之间，那么B也在C和A之间。

Ⅱ2．如果A和C是一条直线的两个点，那么至少始终有一个点B，它在A和C之间，并且至少有一个点D，使得C在A和D之间。

Ⅲ3．在一条直线的任意三个点中，始终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点在另外两个点之间。

Ⅲ4．对一条直线的任意四个点A、B、C、D始终可以这样排列，使得B在A和C之间并且也在A和D之间，此外C在A和D之间并且也在B和D之间。





因此，这些公理应该是一个定义的一部分。结果在这些句子中必然有一个符号，它至此没有意谓，但是这些句子整体给予它这样一个意谓。这里，这个符号似乎是“在……之间”这个词。但是，一个应该表达一条公理的句子不允许含有新符号。它的所有用词都必须是已知的。只要“在……之间”这个词还没有涵义，“如果A、B、C是一条直线的点并且B在A和C之间，那么B在C和A之间”这个句子也就不表达思想。

但是，一条公理始终是一个真的思想。因此，不表达思想的东西也不能表达公理。然而，人们在读上述句子中第一条时有一种印象，好像它可以是一条公理。但是这仅仅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一种涵义与“在……之间”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是一旦我们不说

“B在A和C之间”，

而说

“B pat A nam C”，

我们就没有将任何涵义与它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不会有所谓公理Ⅱ1，而会有下面这个句子：

“如果B pat A nam C，那么B pat C nam A”。

任何一个对“pat”和“nam”这些音节感到陌生的人都不会把一个思想与这个虚假句子联系起来。对于其他三条伪公理也是同样。

现在要问，如果将A、B、C理解为一条直线的点，那么通过这些虚假句子的整体是否至少在事后赋予一个具有

“B pat A nam C”

形式的表达式一种涵义呢？我认为不会。人们也许可以猜测说，这就是意味着

“B在A和C之间”，

但这毕竟仅仅是猜测。这个谜就不会有更多一些解答吗？

但是一个定义真是必须一义确定的吗？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活动余地不是非常理想的吗？

通过a2
 ＝4确实没有毫不含糊地确定a应意谓什么；但是这有什么危害吗？现在如果a应该是一个专名，而它的意谓应该是固定的，这显然是达不到的。相反，人们可以发现这里表示一个概念，2和-2都处于这个概念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歧义性就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一个对象的定义。

如果我们现在想将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伪公理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将字母“a”与“在……之间”或者与“pat－nam”进行比较。我们必须区别标志的符号与纯指示性的符号。正像“a”这个字母实际上不表示任何东西一样，“在……之间”或“pat－nam”这个词也不表示任何东西。就是说，这里我们必须撇开我们通常是将一种涵义与“在……之间”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这里，“在……之间”和“pat－nam”同样没有涵义。我们说一个仅有指示性的符号既不表示某种东西，也没有一种涵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对思想的表达没有用。它使一个句子或一个由句子组成的整体的内容具有普遍性，由此可以对思想的表达做出贡献。

当然，在我们说的两种情况之间有一种区别；因为“a”代表一个专名，而“pat－nam”代表一个三项关系的标志。正像我们称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一元函数为概念，并且正像我们称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二元函数为关系那样，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称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三元函数为三项关系
 。这样，尽管“在……和……之间”或“pat－nam”不表示这样的三项关系，它们却说明“a”如何指示一个对象。但是始终有一种区别。我们可以发现“a2
 ＝4”表示一个概念。

那么在我们的伪公理中，与此相应的会是什么呢？我称它为第二层概念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我以此意谓什么，我们考察下面的句子：

“有一个正数”

“有一个1的立方根”。

我们认识到这里有些共同的东西。这里表述了一些东西，但表述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概念。在第一个句子中是正数
 这个概念。在第二个句子中是1的立方根
 这个概念。这两个句子分别说明这个概念不是空的，而是被满足的。当然，“正数
 这个概念是被满足的”这样说其实是有缺陷的；因为由此我似乎使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对象，这一点可以从“这个概念”中的定冠词看出来，这里看上去就好像“正数
 ”这个概念是一个表示一个对象的专名，就好像应该说这个对象得到了满足。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根本没有对象。语言在这里迫使我们采用一种不确切的表达；但是事实上也有一种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我们以“一个正数”表示的东西与我们以“有”表示的东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对象（譬如地球）与一个概念（譬如行星）的关系。

我将处于对象之上的概念作为第一层概念，以此与我说的处于第一层概念之上的第二层概念区别开。当然，确实只能形象地理解所有这些表达，因为确切地按字面理解，它们是不确切的。人们也可以承认处于关系之上的第二层概念。例如，如果人们说：

“对于A、B、C而言，如果A与B有p关系并且如果A与C有p关系，那么B＝C，这应该是普遍有效的，”

那么这里就表示了一个第二层概念，（有关系）“有p关系”在这里代表自变元符号；即因而代表作为自变元出现的关系的标志。例如，如果我们代入等号，我们就得到

“对于A、B、C而言，如果A＝B并且如果A＝C，那么B＝C，这是普遍有效的”。

这是真的，因此等号处于第二层概念。

正像我们称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一元函数为概念，并且正像我们称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二元函数为关系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三元函数引入一个特殊名称。这样一个函数可以暂时叫做三项关系。如果像人们会根据语言使用方式理解的那样理解“在……和……之间”这个短语，如果将这个短语用于一条欧几里德直线上的欧几里德点，那么以这个短语表示的东西就具有这种性质。然而在我们的伪公理中，这个短语却不是用作进行表示的符号，而仅用作指示性符号，类似于算术中的字母。因此它在这里不表示一个三项关系，而只是指示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我们现在首先也想在欧几里德的意义上理解“点”和“直线”这些词，实际上就不应把“在……和……之间”这个短语看做一种有意义的短语，而只应看做一个自变元的代表，类似于“a2
 ”中的字母a。但是这个短语所代表的自变元的函数是一个第二层概念，只有三项关系能够处于这个概念之下。

注　释


（1）
 弗雷格在这里涉及施恩弗莱斯（A.Schoenflies）的论文《论定义在公理系统中的位置》，该文刊登在《德国数学家协会年刊》第20期（1911年）222—255页。——译注


（2）
 （3）
 不言而喻，这里这个句子的表述没有断定力。


（4）
 “函数”（die Funktion）和“概念”（der Begriff）在原文中有定冠词。——译注


（5）
 弗雷格这段引文是根据《几何基础》第一版。后来的版本给出一条不同的公理代替了弗雷格引的Ⅱ．4。——译注


论逻辑的普遍性

〔1923年以后〕





我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思想结构的论文。那篇论文也用了一些篇幅谈论假言思想结构。从假言思想结构比较容易探索向物理学、数学和逻辑中叫做规律
 的东西的过渡。我们确实常常以由一个或多个条件句和一个结果句组成的假言句子结构的形式表达一条规律。然而这样做在开始时仍有某种障碍，我所探讨的假言思想结构不属于规律，因为它们缺少普遍性，而规律正是通过普遍性与我们通常譬如在历史中发现的个别事实相区别。事实上，规律与个别事实之间的区别是天壤之别。在此基础上形成物理学领域和历史领域中科学活动的根本差别。物理学致力于发现规律；历史要确定个别事实。当然，历史也要从因果关系上理解，为此它必须至少假定存在有规律性。

首先使人们认识到更仔细地考察普遍性是必要的，可能就足够了。

一条规律对于我们的认识有价值，是因为其中包含许多，甚至是无穷多的作为特殊情况的个别事实。我们从对规律的认识获益，这是因为我们通过从普遍到特殊的推理，从规律得到大量个别认识，当然这始终还需要一种精神活动——推理活动。谁知道如何进行这样一个推理，谁也就明白这里所考虑的普遍性指什么。通过其他方式的推理，我们可以从已承认的规律推出新的规律。

那么，普遍性的本质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这里涉及规律，而规律是思想，因此这里只涉及思想的普遍性。每门科学都是在一系列作为真而予以承认的思想中进行的；但是同时，思想很少成为被考察的、得到某种陈述的对象；通常似乎感官可感觉的事物才是这种对象。当我们对这种事物做出某种表述时，我们就说出思想。甚至在科学中，思想通常也是这样出现的。当我们在这里谈论思想的普遍性时，我们就把它当做考察的对象并以此将它置于感官可感觉的事物通常所处的位置。感官可感觉的事物在其他地方，尤其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是研究的对象，但是它们与思想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思想不是感官可感觉的。尽管表达思想的符号是可听见的或可看见的，思想本身却不是可听见的或可看见的。感官印象能够使我们承认一个思想的真；但是我们也能够把握一个思想，而不承认它是真的。假思想也是思想。

如果一个思想不是感官可感觉的，那就不能期待它有普遍性。一个矿物学家指出一种矿物，同时使人们注意到它特有的光泽，我却不能像他这样出示一个思想。通过定义来确定普遍性，肯定是不可能的。

语言似乎能够开辟一条出路，因为一方面语句是感官可感觉的，另一方面语句表达思想。语言作为思想表达工具，必然接近思想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将语言用作从可感觉的东西到不可感觉的东西之间的桥梁。在我们理解了语言的东西之后，可能我们更容易将这种理解扩展到在语言中形成的思想的东西。这里重要的不是对语言的一般解释，不是对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把握，而是对我称之为逻辑普遍性的这种思想性质的理解。当然，这里必须依靠别人的协作，而这种期望可能落空。语言的使用也要谨慎。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东西的领域和思想的东西的领域之间深深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这两个领域的互相对应受到某种限制。

那么，这种普遍性以什么形式出现在语言中呢？对于同一个普遍的思想，我们有不同的表达：

“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如果某物是一个人，那么它是要死的”。

这些表达中的区别与思想本身无关。我们最好仅使用单一一种表达方式，这样，才不致将譬如在思想色彩方面的次要差异看成是思想本身的差异。带有“所有”和“每个”这样的表达式不适合在所有出现普遍性的地方都使用，因为并非每条规律都能以这种形式表述。在最后一种表达方式中，我们有在其他情况下几乎也是必不可少的假言句子结构的形式和句子的不定指部分“某物”，“它”；正是在这种结构和部分中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当我们以有确定指示的东西代替句子中这个不定指部分时，就能够很容易从这种表达方式过渡到特殊：

“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由于可能从普遍过渡到特殊，因此仅带有不定指句子部分的普遍性表达才是对我们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局限于“某物”和“它”，那么我们只能处理非常简单的情况。当我们选择字母作不定指句子部分时，这显然采用了算术的方式：

“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

这里形状相同的字母相互指示。我们也可以不用“a”这种形状的字母，而用“b”或“c“这种形状的字母。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形状相同。但是严格地说，这样我们就超出用于听觉的某种口头语言的范围，而转到用于视觉的某种书写的或印刷的语言的领域来了。一个作家写出的一个句子首先是关于构造一种语言的一个口头句子的指示，作为符号语音序列用来表达一种涵义。因此在写出的符号和表达的涵义之间首先只形成一种间接的联系。但是一旦建立了这种联系，也就可以将书写的或印刷的句子直接看做一个思想的表达，因而看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句子。这样人们就得到一种依赖视觉的语言，如果必要，聋子也能学习它。这种语言可以吸收单个字母作为不定指的句子部分。我将称以上描述的语言为辅助语言
 ，它应该作为我们从可感觉的东西到不可感觉的东西的桥梁。它包括两种不同的组成部分
 ：构词成分
 和单个字母
 。前者相应于口头语言的词，后者意谓不确定的东西。应该将用以形成我的思想过程的语言与这种辅助语言区别开，前者是通常书写或印刷的德语，是我的描述语言
 。与此相对，辅助语言的句子是我的描述语言应该谈论的对象。因此我必须能够以我的描述语言表示它们，就像在一篇天文学论文中用“木星”、“火星”这些专名表示行星一样。我把这些词本身用作辅助语言的句子的这些专名
 ，然而要以引号括起来
 。由此进一步得出，辅助语言的句子绝不带有断定力。“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是辅助语言的一个句子，它表达了一个普遍的思想。当我们以形状相同的专名代替形状相同的不定指字母时，我们就从普遍过渡到特殊。我们的辅助语言的本质在于形状相同的专名表示相同的对象（人）。这里，空符号（名字）不是专名。
（1）

 当我们以像“拿破仑”这种形状的专名代替像“a”这种形状的不定指字母，我们就得到：

“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
 ，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

然而不能将这个句子看做推理，因为“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这个句子不带有断定力，因此似乎不能承认它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真的；因为只能使一个被承认为真的思想成为推理的前提
 。但是，如果将我们的辅助语言的这两个句子去掉引号，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推理，因为由此可以使它们带有断定力。

“Wenn Napoleon ein Mensch ist,ist Napoleon sterblich”（“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
 ，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个句子结构表达一种假言思想结构，它由一个条件和一个结果构成。前者由“Napoleon ist ein Mensch”（“拿破仑是一个人
 ”）这个句子表达，后者由“Napoleon ist sterblich”（“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个句子表达。然而严格地说，在我们的句子结构中既不含有一个像“Napoleon ist ein Mensch”这样形状的句子，也不含有一个像“Napoleon ist sterblich”这样形状的句子。这种语言与思想的不一致暴露出我们的辅助语言有一种尚需克服的缺陷。对于上面以“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
 ，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种句子结构所表达的思想，我将以“Wenn Napoleon ist ein Mensch,so Napoleon ist sterblich”这个句子表达，以下我将称它为第二个句子。类似的情况要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因此我要将“如果a是一个人
 ，那么a是要死的
 ”（“Wenn a ein Mensch ist,ist a sterblich”）这个句子也改为“Wenn a ist ein Mensch,so a ist sterblich”，
（2）

 以下我将称它为第一个句子。
（3）

 在第一个句子中，我将两个“a”形状的单个字母与其余部分区别开。

注　释


（1）
 我称我们的辅助语言的专名是形状相同的，根据作者的意图，它们应该是形状相同并且一样大小，即使这种意图没有严格地实现，仍是可以辨认的。


（2）
 根据德语语法，在一个主从复合句中，主句的变位动词必须出现在第二个位置上，从句的变位动词必须出现在句尾。若按词序将弗雷格给出的复合句硬译为中文，则是“如果拿破仑一个人是，（那么）是拿破仑要死的”。因此出现弗雷格所说的“语言与思想的不一致”。为了克服这种“不一致”，弗雷格将复合句的词序修改为与简单句的词序一样，却形成不合规范的德文。——译注


（3）
 第一个句子与第二个句子不表达相同的思想结构，因为“a是一个人”与“a是要死的”同样不表达一个思想。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只有句子部分，而没有句子。


译者后记

1983—1985年我在西德明斯特大学学习期间，听过关于弗雷格逻辑哲学的一些课。为了读懂他的著作，我当时随笔翻译了近三万字，主要是关于《论涵义和所指》和《概念和对象》。1988年初商务印书馆的同志给了我一个翻译选题：“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恰逢我也正准备着手研究弗雷格，于是欣然接受。我从一些专家编辑出版的弗雷格生前发表的著作、论文以及他的遗著中选择、编辑、翻译了十三篇，形成面前的这本书。

本书翻译根据：Ignacio Angelelli编辑的Begrif fsschrift und andere Aufsätze（Darmstadt,1964）；Gűnther Patzig编辑的Gottlob Frege：Logische Untersuchungen（Göttingen,1976），Funktion，Begriff，Bedeutung（Göttingen,1980）；Gottfried Gabriel编辑的Gottlob Frege：Schriften zur Logik und Sprach philosophie（Hamburg 1978）。有些译文参照了以下英译本：Jean van Heijenoort：From Frege to Göde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eter Geach/Max Black：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Oxford Blackwell 1952）；P.Long和R.White：Frege：Posthumous Writings （Chicago,1979）。

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校正！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王炳文同志认真仔细地校对了全部译稿；张清宇同志帮助校译了部分章节；周丽瀛同志对初稿和校稿进行了誊写。这都是非常耗时和辛苦的事情。借此机会对这三位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此外还要对商务印书馆的张岚同志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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